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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什么是认知？认知是否就是一种信息处理过程？人的知觉及活动是否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处理？如果同样的程序可以在不同的计算机上得到执行，这是否意味着认知是一种完全脱离于计算载体的活动？认知是否就是将在世界上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对象识别出来？认知的对象与认知的主体是完全分离的吗？

在上述问题中，最关键的是第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回答完全制约了对下面问题的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心灵的新科学——认知科学给出了两个完全相反的答案：认知是脱离身体的和认知不能脱离身体。前者即无身认知（Disembodied Cognition），而后者即具身认知（Disembodied Cognition）。在本书中，无身认知特指与具身认知相对的认知科学的研究范式，而它是认知科学中忽视身体在认知活动中的核心作用的各种理论的统称，包括符号主义（Symbolism）、计算主义（Computationalism）、表征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认知主义（Cognitivism）等。简言之，无身认知是指这样的思想：身体与人的本质属性无关，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拥有理性。具身认知则认为人就是身体，而人的理性能力是由身体来塑造的。身体是怎么塑造了理性的？这就是本书的主题之一。

无身认知不是一种新的思想，而是对古老的哲学传统的继承。柏拉图在《斐多》
【1】

 中，就指出虽然人是由身体和灵魂两部分组成，但灵魂才是人的本质部分。灵魂在肉体的羁绊之下，不能专心来认识世界的真相。只有在人死后，也即肉体死亡后，灵魂才能真正被净化，来进行真正的哲学研究。换言之，要得到真正的知识，必须摆脱身体的桎梏。身体不但不是获取知识的前提，反而是获取知识的障碍。

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进一步发挥了柏拉图对身体的蔑视。笛卡尔说：我的心灵（我就是我的心灵）完全不同于我的身体，并且可以独立于身体存在。知识是某种在心灵中的东西。因此，如果笛卡尔是对的，知识就不可能是在身体中的东西。这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如果身体化知识存在，那么笛卡尔式的理解身体的方式就是错误的。在以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为基础的知识模型中，有一个在认知的主体和一个被认知的客体，且二者是分立的。

但是，出乎哲学家们意料的是，现代计算机的发明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无身认知思想由理论领域推向了实践领域，从而使无身认知达到了新的高峰并造成了现实的危害。这种认为认知与身体无关、高级认知活动与低级身体活动无关、意向活动与前意向活动无关的思想，成为了人工智能及至整个认知科学中最关键的假设。

在无身认知指导下的人工智能研究遇到了重重挫折。例如，明斯基（Marvin Minsky）
【2】

 在2003年承认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的人工智能在面对常识问题时脑死亡了。
【3】

 这才催生了具身认知范式。这种范式重视认知与身体、认知与情境、高级认知活动与低级身体活动之间的关系。“新的进路（具身认知）不再强调对抽象符号的形式操作，而聚焦于这个事实：大多数真实世界的思考发生在非常特定的环境中，有非常实际的目的并且采用了与外在器具的互通和使用的可能性。因此，新的进路突出了这个事实：认知是高度具身化的或情境化的活动，并且在思的存在应该首先被考虑到并被认为是行动着的存在。”
【4】

 但是，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认知科学中的具身认知范式仍然存在以下几个缺陷：一是它没有讲清到底什么是具身，或者说到底什么是身体；二是它倾向于将身体等同于神经组织，有成为简单还原论和简单物理主义的危险。

因此，除了回答开篇的六个问题，本书第二方面的工作就是梳理现象学的身体理论，尤其是现象学对具身（Embodiment）
【5】

 必要性和身体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阐释现象学对于具身认知的意义。本书坚信：身体现象学有助于解答开篇的六个问题，并且在认知科学研究范式转型中，现象学已经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还对认知科学的新研究范式——具身认知，有着难以估量的意义。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老老实实致力于研究现象学范围内的问题，而要跨入到认知科学中去呢？这难道不“越位”吗？客观地讲，国内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应该是刚刚起步。有的国内学者在开展认知科学哲学研究中，发现认知科学的新范式——具身认知，其思想源于现象学。韩连庆（2004）指出要推进技术哲学的研究就必须加强哲学基础研究（尤其是对现象学的研究）；刘晓力（2005）认为，认知的涉身性研究直接的起因也许是对传统认知理论中的计算隐喻进行修正，但其哲学是基于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生活世界”的具身哲学思想；李恒威等（2006）指出，具身认知的发展吸收了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思想。此外，国内高水平的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打破哲学与科学之间的藩蓠的重要性。2007年和2008年分别举办了两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们在会上讨论了现象学对于认知科学的重要性。2008年12月，浙江大学外国哲学所专门召开了内部讨论会，让现象学和认知科学两方面进行对话，以期打开一个新的研究视野。但遗憾的是，大部分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仍然不高。基本上，现象学方面的学者不愿意去借鉴或了解认知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认知科学方面的学者也不愿与现象学学者们沟通。简言之，国内哲学与实证科学两大学科之间的壁垒，严重阻碍了国内开展现象学与认知科学之间的跨学科合作。

但是以下理由促使笔者将这项工作开展并继续下来。相比国内薄弱和寒冷的研究状况，国外的研究要雄厚和热烈得多。国外研究可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开始，现象学学者们对认知科学的认知主义范式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主要是德雷弗斯（Hubert L. Dreyfus）（1982, 1986, 1991, 1992），而他通过对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反表征和身体理论加以新的阐释，来批判认知科学中的计算主义范式。德雷弗斯凭借这方面的工作，被选为美国国家文理科学院院士，并跻身于世界一流哲学家之列。

本书构思之初，曾完全倚赖德雷弗斯的工作。但随着中后期阅读文献的增多，笔者逐渐发现：尽管德雷弗斯在将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相联系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本书也参考了他的研究成果，但是他的研究仍然存在三个重要的缺点：

首先，他着重将现象学的思想加以新的解释，然后将之与认知科学中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但他更多地是在批判认知科学，而忽视了现象学的思想，尤其是现象学的身体理论对于认知科学的建构性意义
【6】

 。他对现象学批判意义的聚焦，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技术领域学者们对现象学的反感，无形中拉大了两个领域的距离，同时也掩盖了现象学对于认知科学的建构性意义。本书认可现象学的批判意义，但是更认为现象学尤其是现象学的身体理论对于认知科学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本书希望通过将现象学的身体理论与认知科学相联系，来缩小现象学与认知科学、哲学和实证科学之间的鸿沟。

其次，他对身体的解释非常含糊不清。在他强调身体对于认知的重要性的同时，他却忘了告诉人们这个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所以本书要诉诸梅洛—庞蒂、托兹和施密茨的身体哲学。这个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它绝不只是神经生理学意义上的身体，换言之，神经生理的身体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的一个方面；其次，它超越主客二元分立、物质精神二元分立，不是纯粹的客体、物质，也不是纯粹的主体、精神，而是第三种存在，一种主客的统一体、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再次，虽然它不是可触可摸意义上的躯体，但我们总是可以在原初的震颤状态中感受到它的存在，或者说我们总是可以通过本己的体验来揭示它；最后，它的本质特性是非表征性，即身体活动不需要借助精神表征的中介，而这也是身体通常为人们所忽视的原因。

再次，他在揭示认知科学背后的哲学思想的时候，却没意识到认知概念本身也是有问题的。本书则认为，如果我们接受现象学的身体理论，那么现有的认知概念必须被重新考虑。目前的认知科学在研究认知是什么以及认知过程是怎么样的这些主题时，主要是在关注精神活动、精神过程。具身认知学者们往往说心灵必须是具身的、意识必须是具身的、精神活动必须是具身的。实际上，他们的这种提法仍是以心身二元论为基础的。现象学的身体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抛弃心身二元论，这意味着具身认知的以上提法必须改变、认知概念应被修正。在这里，本书抛砖引玉地认为：如果认知科学要揭示认知以及认知过程的本质，就必须关注身体活动和身体过程。但是也不能完全转入神经科学层面上的研究，因为现象身体是不能被还原为神经身体的。因此，认知科学应该将现象学的身体理论也容纳进其研究领域，至少应将它作为一个专门的解释层次。
【7】



在第二个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后，学者们更侧重研究认知科学可以从现象学那汲取什么，以解决认知科学中的疑难问题，另外，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第一人称角度与第三人称角度怎么结合起来，也是这个阶段的关键问题。这方面的代表作有：Francisco Varela（1991），力图在认知科学研究中应用现象学还原，并提出了神经现象学的发展方向；Eduard Marbach（1993），指出胡塞尔对意识的研究完全可以帮助认知科学揭开意识之谜；van Gelde（1996），认为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分析，建议了一种动力学的研究范式；论文集Naturalizing Phenomenology（1999），讨论了为了将现象学应用于认知科学研究中，应该怎么将现象学自然化；Shaun Gallagher（2005），将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应用到认知科学对认知、意识、身体等等的实证研究当中；论文集Interdisziplinäre Perspektiven der Phänomenologie（2006），探讨了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相配合的可能和风险；Hubert L. Dreyfus（2007），分析了在人工智能中应用海德格尔思想的工作，并指出这些工作的失败原因是没有真正达到海德格尔思想的要求。另外，2002年，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杂志创刊，专门发表研究现象学与认知科学关系的论文，这标志着该方面问题的研究实现了建制化。

在认知科学界，对现象学长期的敌意在1996年开始消退。这一年，人工智能的权威期刊Artificial Intelligence发表了一组评论德雷弗斯的代表作《计算机仍然不能做什么？》的文章；2007年，该杂志又推出专辑，其中第一篇文章是Hubert L. Dreyfus（2007），其他三篇论文则是人工智能（AI）权威们对现象学声音的回应和对AI未来的展望。代表作有：Terry Winograd和Fernando Flores（1986）是计算机科学中较早吸收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的著作；Ron McClamrock（1995）提出，认知科学真的需要诸如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这样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洞见；Rodney Brooks（1999）提出一种反表征主义的人工智能哲学，而这与身体现象学的思想恰恰是一致的；Paul Dourish（2001）指出要推动具身的人机互动的研发工作，必须借鉴来自身体现象学的洞见；Michael L. Anderson（2003）认为具身认知研究者们没有弄清楚“什么是具身”这个关键问题，而身体现象学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事实上，当前认知科学正在发生的由无身认知向具身认知的转型，与现象学从胡塞尔的超越现象学向梅洛—庞蒂等人的身体现象学的发展非常类似，或者说是同型的。这意味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对传统哲学和胡塞尔思想局限性的批判同样适用于无身认知。另外，认知科学家们由于其学科的限制，对于身体的理解还是有问题的，而现象学的身体理论可以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身体以及身体在智能或认知活动中的作用。

对比国内外研究状况，可以发现国内研究主要有如下不足之处：首先，重视度不够。这个主题实际上是一个交叉学科研究。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需要学界能够摒弃传统的偏见，不再拘泥于某一学科范围内的研究，另一方面，它对研究者的素质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毕竟横跨多个学科的研究是非常危险的。这使得国内研究难以望国外研究之项背。其次，深度不够。国内还没有对该主题进行系统、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如：传统哲学究竟是怎样奠定了无身认知的思想基础的？身体现象学对于具身认知究竟有什么样的建构性意义？身体现象学对于身体的研究如何与神经科学对于身体的研究结合起来？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尚需不遗余力地进行追问和研究。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该主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了。我们从现象学的文本出发，依据现象学独特的方法论和思想，提出：具身认知中的关键问题是“主观事实与客观事实是什么样的关系”、“主体体验能否揭示无意识的信息处理机制的活动”、“到底什么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主体体验中的身体与神经科学揭示的身体能否统一”、“身体如何制约高级认知活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我们试图让哲学从当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中，重新回到科学之王的地位上。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认知科学中的方法和许多成果，是可以用来证实现象学的论断和拓展现象学的理论的，而现象学也能在利用实证科学资源的基础上，重新焕发生机，并打开一个崭新的问题领域。然而，这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书中暂时不予讨论。

本书秉承并发扬了现象学自它产生以来的这个要义：一方面，阐明哲学这门主观性科学对于实证科学的意义，并为实证科学提供更严密的概念、范畴和基础；另一方面，从实证科学中汲取新的养料，来作为思辨研究的对象和佐证。实际上，从经典现象学诞生那天开始，现象学与实证科学之间的互动就没有停止过。胡塞尔本人就是一位数学家，而他毕生努力的方向就是为科学找到一个严密的基础；梅洛—庞蒂对知觉的研究是为了让科学经验有更可靠的基础，而且在他的著作中，更不乏对当时的神经科学、心理学等等自然科学成果的批判和借鉴；促使德雷弗斯放弃物理学，而从事哲学研究的原因是他想追求科学知识的不可怀疑的基础。换言之，本书在这种意义上不是首创，因为本书秉承了现象学自它产生以来的这个要义：即阐明哲学这门主观性科学对于实证科学的意义，并为实证科学提供更严密的概念、范畴和基础。

然而，本书在以下这种意义上有了一些新的探索。认知科学是一门全新的自然科学，而它不同于其他实证科学的地方是：它紧密地与哲学相联系着。认知科学家们所做的技术研究，都建立在他们对某种哲学思想的信仰基础上，并且他们甚至认为他们比当代哲学家们更好地理解了一些传统哲学问题，例如他们提出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都不能完全揭开人类心灵的运作之谜，而计算机才是理解人类心灵的有效模型。这迫使当代哲学不得不与它进行交锋。
【8】

 另一方面，胡塞尔、梅洛—庞蒂、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家的著作中并没有提及认知科学。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对于认知科学毫无意义。本书力图将现象学家们的思想加以新的阐释，来批判无身认知，并着重阐明现象学的身体理论对于具身认知研究的意义。

虽然经典现象学家们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但是要将现象学的思想运用于认知科学研究当中并不容易。首先，现象学方法与当代认知主义者（Cognitivists）之间的根本差异表现在：现象学家们认为现象学方法是确实可靠的，并且由它而得出的结论不只是玄思的，而是必要的或者说是关于主观体验的明晰真理。但从实证科学的角度来看，现象学有时被看作是玄思的主观性科学，有时被误解为传统的内省主义。“在推动认知科学这方面，难题是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在超验立场之外做现象学以及现象学怎么与精确定义的经验研究相一致。尽管老一代现象学家如梅洛—庞蒂、古尔维什和萨特试图创造与经验科学的更为具体的对话，但是他们的方法仍然受制于存在论或方法论关注。”
【9】

 其次，认知科学仍然保持着对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信仰，因为认知科学与心理学一样，仍然是实证性的学科。这表现在认知科学将其研究对象聚焦于行为上，并且摒弃了一切非行为的证据。所以，“认知科学只通过行为数据来理解精神现象，并把精神实体当作理念实体”
【10】

 。这使得认知科学排斥根据现象学方法所揭示出来的结论。但是，已经有很多学者意识到，如果认知科学完全贯彻它的方法论，而置现象学经验于不顾，那么它会遗漏认知的实质部分。再次，随着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技术壁垒的日益深严，技术性学科对哲学家们来说日益成为一个神秘性的学科。这些都阻碍哲学家们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本书的工作具体分为四步：

在第一章中，主要讨论了现象学对于无身认知具有重要的批判意义。透过现象学的身体理论
【11】

 这个视角，可以发现旧的认知科学研究范式实际上是一种无身的范式。因为它所包含的计算主义、符号主义、表征主义、认知主义等等的实质都是：在考虑认知活动或智能活动时，认为认知活动或智能活动的核心是表征，而忽视身体在其中的关键作用。但是，正如第三章中所指出的，现象学的身体理论所揭示的各种身体机制或能力——包括身体的技能化应付、入身、身体的意向弧、身体获取最大把握的倾向、身体图式、泰然自若、运动躯体图式、身体空间等等，都是非表征的，而这是对无身认知聚焦于表征的做法的有力批判。此外，无身认知能成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很大程序上归因于它有深厚的哲学根基。首先，它有直接的哲学假设：心理学假设、认识论假设和本体论假设。其次，无身认知的思想原则可以追溯至胡塞尔的意向性思想。再次，这种哲学根基中对身体的忽视可以追溯至柏拉图和笛卡尔传统对身体的忽视。要彻底驳斥无身认知，就要驳斥上述哲学思想，而海德格尔恰恰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源。

在第二章中，本书提出，根据现象学的身体理论，认知是具身的。首先，模式识别这样一种基本的认知能力，其实是一种身体技能，因此AI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制造出人工的身体。其次，神经科学在技术层面上阐释了认知的具身性，而这一方面印证了现象学的身体理论，另一方面，要注意神经意义上的身体不能替代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再次，从技能的角度来看，技能总是一种身体的技能，而真正拥有专家技能的人，绝不是那些仅仅被贴上专家标签的人，而应该是那些拥有能够对情境做出专家级反应的人。最后，即使现象学也承认社会和文化因素对知觉的塑造作用，但是身体性宣称对于社会化宣称依然具有优先性，因为拥有身体是被社会化的前提。因此，具身认知应当取代无身认知，成为新的主导范式。

在第三章中，本书注意到，绝大多数接受具身认知范式的认知科学家们，都没有讲清身体实际上是怎么影响认知活动的以及什么是身体这两个问题，而现象学的身体理论有助于澄清这两个问题。根据现象学的身体理论，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一是，经典的身体现象学家胡塞尔、舍勒、萨特和梅洛—庞蒂等人对于上述两个关键问题的独到见解，可以给予具身认知以很大启发。二是，必须区分身体图式与身体意象：身体意象是作为有意识表征之对象的身体，而身体图式则是使有意识表征成为可能并约束它的身体活动。三是，身体具有意向弧和获取最大把握的倾向，而这两种身体能力使得身体在做出技能化应付行为时毋需借助表征。四是，人类身体不仅是世界中的物质存在中的一个，而且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物质存在：他可以移动其本身并构建和阐释整个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物质存在所处的人类经验世界。换言之，人类身体是世界中的物质主体。五是，身体不是指借助于感官可触模、能检查的躯体，而是指处在身体上并被整体性地感知到、又能超越具体的躯体位置和界限的原初震颤状态。

在最后一章中，本书从方法论的层面上，分析了现象学能否以及如何对认知科学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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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sky, Mavin, "Why AI is Brain-Dead", Wired Magazine, Issue 11: 08, 2003.


【4】
 　Anderson, Michael L. "Embodied Cognition: A feld guid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49), 2003, p.91.


【5】
 　“Embodiment”这个词的译法颇为棘手，所以目前国内哲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译法。庞学铨教授将之译为“身体性”（参见庞学铨，2001年：《身体性理论：新现象学解决心身关系的新尝试》，载《浙江大学学报》第6期）；刘晓力教授将之译为“涉身”（参见刘晓力，2005年：《交互隐喻与涉身哲学——认知科学新进路的哲学基础》，载《哲学研究》第10期）；陈立胜教授将之译为“体现”（参见陈立胜：《“回到身体”：当代思想中的“身体”转向及其意义》，载中山大学哲学系网站）；李恒威博士和黄华新教授将之译为“具身”（参见李恒威、黄华新，2006年：《“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认知观》，载《哲学研究》第6期）。相应地，有关学者将“Embodied Cognition”译为“涉身认知”、“具知认知”等等。本书暂时将“Embodiment”译为“具身”“Embodied Cognition”译为“具身认知”。


【6】
 　实际上，国外还有很多学者致力于阐释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对于认知科学的积极意义。例如，盖尔德（Tim van Geleder）在胡塞尔对时间意识的现象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认知的动力学假设（Dynamicist Hypothesis）。（参见Geleder, Tim van, "What Might Cognition Be, If Not Computatio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92, No.7, 1995, pp.345—381.）


【7】
 　即使是今天，现象学所提出来的身体的必要性思想也没有深入大多数AI研究者或认知科学家的人心。在现象学世界和符号编程世界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裂痕。但是，这种思想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所了解、接受和应用。


【8】
 　例如，促使德雷弗斯关注人工智能的契机是：当他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哲学时，来自该校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学生们告诉他：如果人工智能成功了，那么他所教授的哲学将被淘汰。于是德雷弗斯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的研究。


【9】
 　Depraz, N. and Gallagher, S.,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Editorial Introductio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1: 2002,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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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itot, J., Varela, F. J., Pachoud, B. and Roy, J., ed., Naturalizing Phenomenology: Issues in Contemporary 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


【11】
 　虽然海德格尔没有提出身体理论，但是他在超验现象学至身体现象学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对“在世界之中”的强调，促使梅洛—庞蒂转向了身体现象学，而且也促使认知科学家们由以思为基础的认知转向以行动为基础的认知，换言之，促使认知科学家们考虑不以表征为基础的认知。海德格尔在他对世界之中的存在的分析中说明了：我们形成对实在的超然表征的条件是我们已经投身于对世界的应付中，已经在处理世界之中的事物，掌握着它们……理论的必要基础是我们已经作为应付事物的代理。我们不能以其他方式来形成无中性的表征。你在我们对世界的表征之下所获得的不是进一步的表征，而是我们作为世界中的代理时对世界的某种掌握。（Taylor, C., "Overcoming Epistemology", in: Baynes, et al. (Eds.), After Philosophy: End or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 pp. 432—433）


01　对无身认知的批判

无身认知是认知科学发展中的主导范式。本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它作出现象学的批判。具体分以下几步：首先，分析认知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并指出认知科学中的符号主义、计算主义、表征主义、认知主义等范式的共同实质是：在考虑认知活动或智能活动时，以表征为核心，而忽视身体的关键作用。所以这些思想被统称为无身认知。其次，揭示以无身认知思想为指导的人工智能（以下简称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研究背后，有三个未经检验的哲学假设：心理学假设、认识论假设和本体论假设。再次，将无身认知的哲学思想再加以深挖后，会发现胡塞尔的意向性思想与认知主义具有类似的主张和局限性，因为它们都试图将意义和可理解性奠基于抽象精神结构之上。这意味着，海德格尔对胡塞尔超验现象学的批判、梅洛—庞蒂用身体取代表征的主张，也适用于认知科学，从而具身认知研究应取代无身认知研究。最后，本章提出，在具身认知思想的产生中，海德格尔是一个关键的中介环节。因为海德格尔对胡塞尔以及整个传统哲学的批判，正是对无身认知思想的批判。

1.1　认知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认知科学是对精神活动、精神过程，尤其是认知过程的科学研究。“认知科学是对认知及其在智能代理中的地位的多学科的科学研究。它检查认知是什么以及认知过程是怎么样的。”
【1】

 它包括的学科范围很广泛，包括哲学、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人类学。在结构上，认知科学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哲学工作和工程工作。哲学工作是：认知科学家们提出关于认知是什么以及认知过程是怎么样的哲学构想，而用库恩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它的研究范式。工程工作是：认知科学家们将他们的哲学构想付诸工程实践，如设计智能机器人、编制程序来让计算机完成特定的智能任务、构造特定认知过程的神经模型等等。

那么认知科学的思想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呢？

1.1.1　认知科学的孕育

尽管在以下这种意义上——认知科学是一种对心灵的研究、一种运用实证科学方法开展的认识论研究，认知科学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但认知科学与传统的心灵哲学和认识论又是那么的不同。因此认知科学的直接思想准备还是20世纪的控制论和信息论。正是在控制论和信息论的母体中，认知科学获得了突破传统心灵哲学、认识论以及在20世纪初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的方法和思想。

1.1.1.1　对行为主义的突破

一般认为，认知科学是对行为主义的一种反叛和取代。
【2】

 但严格来讲，这种反叛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的拓展上，而在方法论上，二者仍是如出一辙。在方法论上，认知科学仍然沿袭了行为主义的方法论：即从第三人称的客观视角来取得数据，而第一人称的数据则被排斥在外。

在研究对象上，行为主义认为人的心灵是一个黑箱，如果要揭示其内部过程，势必要借助内省，而这就要回到内省主义去并诉诸人文科学的方法，因此行为主义避免打开这个黑箱。但是，认知科学试图打开这个黑箱，并去弄清人的心灵是怎么运作的、认知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例如，明斯基和西蒙（Herbert Simon）
【3】

 就在他们的物理符号系统假设中，批判了行为主义。他们认为行为主义无法解释物理符号系统的智能行为。“机器和程序都不是黑箱：它们是得到设计的人工事实，包括硬件和软件，而我们能够打开它们并看到里面。”
【4】



行为主义是华生（John B. Watson）在1913年提出的一种思想，而这种思想迅速在心理学、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针对哲学家们一直在试图分析的心灵，行为主义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它与传统的依赖内省的哲学相决裂，而主张研究对行为以及包括事件和行为在内有规则性的发现，而不再去研究内省过程。“在行为主义者看来，心理学是一门纯粹客观和实证的自然科学的分支。它的理论目标是行为的预期和控制。内省不是它的方法论，且对于解释意识没有任何数据上的价值。”
【5】

 行为主义使得脱胎于哲学的心理学，彻底割裂了与哲学的联系，而成为一门标准的实证科学。

具体来讲，行为主义要求心理学对心灵的研究应遵循如下步骤：
【6】



第一步：观察行为。

第二步：摒弃关于有机体的内在心理的理论假设，而只对非精神的行为进行描述。

第三步：描述行为的环境。

第四步：寻找行为的非精神方面与环境的非精神方面的关联。

第五步：甄别环境的各个方面，以确定被这种关联覆盖的环境事件和行为的类别。

第六步：把行为（反应）与环境（刺激）相配对，即指出环境刺激和行为反应是一对功能关系。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认知科学敢于去揭开行为主义不敢揭开的黑箱呢？原因就在于，在行为主义到认知科学之间，发生了一场科学革命，并有了范式的更替；而新的范式则直接源于控制论、信息论。认知科学之所以能够突破行为主义的限制，就是因为控制论、信息论认为头脑中的过程是信息加工，而这些学科可以在不需要哲学帮助的情况下，独自揭开这种加工过程的秘密。

1.1.1.2　控制论

控制论的奠基人是维纳（Norbert Wiener），他于1943年在《行为、目的和目的论》中，提出了“控制论”这个概念，把只属于生物的有目的的行为赋予机器。这是认知科学的一个基本思想。

控制论的核心是反馈：即由系统产生并回到系统的信息输入，而这种输入可以帮助系统调适行为。在二战中，维纳和计算机专家布什（Vannevar Bush）一起设计一个自动防空火炮系统以提高命中率。在他们设计的系统中，反馈起到关键作用。首先通过雷达计算出敌机目前的位置和速度，然后计算出敌机未来可能的位置和速度。这些来自雷达的信息被用来决定火控的调适（如射击角度、引信等）；在射击新的火力射击点后，关于结果的信息被用来调适火力。这就像人在开车时，如果往左偏了，就往右打方向盘，而不是遵循一个固定的模式。尽管人仍然是这个回路的关键部分，但他们认为整个活动是一个通过反馈进行的自我控制的系统。人只是整体系统中的一个部件，就像一台机器中的一个零件一样。

随后，维纳进一步提出：反馈使人工系统拥有生命和目标。而在1945年，在一次有神经科学家参与的聚会后，维纳更强调了对人脑的研究可以参照对人工系统的工程工作来进行。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后，作为一种影响到多学科的研究范式的控制论衰落了，但是其中的两个关键观念被后来的认知科学家们继承并发展了。这两个观念分别是：①维纳提出自动机器系统的运作方式可能就是人脑的运作方式，换言之，可以用工程的工作和方法来解释精神现象。如果机器能完成人才能做的事（如下棋），那么机器的完成过程可能就是人的完成过程。②维纳控制论的核心概念是信息：“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或能量。唯物主义如不承认这一点，就不可能在当今时代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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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概念指出：既然人们可以脱离特定的传递装置来思考信息，那么人们就可以脱离任何特定具身来考虑认知过程。在认知科学家们试图描述任何潜藏在信息加工机制下的东西时，他们实际上借鉴了维纳的这个洞见。

1.1.1.3　信息论

在控制论之后，对认知科学有很大影响的是香农（Claude Shannon）的信息论工作。如果说控制论的影响仅仅是观念上的，那么，信息论的影响就不仅是观念上的，更是实际上的。

在信息概念这个问题上，香农的看法和维纳类似。他认为，信息完全脱离特定的内容或主观事实，而仅仅是在同等的两个可能性中进行选择。信息的基本单位就是比特（二进制数的概念）：就是在两个同等的可能性中选择一个所需要的信息量。因此，从八个同等可能中选择一个就需要三比特的信息量：第一个比特把选择从八选一缩小到四选一，第二个比特从四选一缩小到二选一，第三个比特则是从余下的部分选择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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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香农在MIT获得电气工程硕士学位，硕士论文题目是《A Symbolic Analysis of Relay and Switching Circuits》（继电器与开关电路的符号分析）。他在文中提出，布尔代数式的方程式可以用电子机器中采用的那类继电器和转换电路来表达：因为正误系统与“开—关转换器”或电路的关或开的状态相类似。事实上，任何可以用有限步骤描述的操作都能由这些开关电路来完成。

香农的思想并不新。莱布尼茨曾提出：数字可以对应于概念，而且支配这些数字的形式规则实际上也适应于相应的概念。所以他说，如果人们在观点上有分歧，那么就可以拿起笔来计算一下孰是孰非。1854年，英国数学家布尔在一本名为《思想的规则》的书中，发展了这个思想。布尔将若干运算程式化。他也说明了这些运算和逻辑元素（与，或，非）相关联，而这些逻辑操作者可被应用于命题。他认为：支配这些运算的规则也就是思想的规则。1854年《思维规律》（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aws of Thought, on which are founded the Mathematical Theories of Logic and Probabilities）一书，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如何用数学的方法解决逻辑问题。

布尔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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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运算元素只有两个：1（TRUE，真）和0（FALSE，假）。基本的运算只有“与”（AND）、“或”（OR）和“非”（NOT）三种（后来发现，这三种运算都可以转换成“与”“非”AND—NOT一种运算）。全部运算可用下列几张真值表来描述。

[image: alt]


这张表说明如果AND运算的两个元素有一个是0，则运算结果总是0。如果两个元素都是1，运算结果是1。例如，“太阳从西边升起”这个判断是假的（0），“水可以流动”这个判断是真的（1），那么，“太阳从西边升起并且水可以流动”就是假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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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表说明如果OR运算的两个元素有一个是1，则运算结果总是1。如果两个元素都是0，运算结果是0。比如说，“张三是比赛第一名”这个结论是假的（0），“李四是比赛第一名”是真的（1），那么“张三或者李四是第一名”就是真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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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表说明NOT运算把1变成0，把0变成1。比如，如果“象牙是白的”是真的（1），那么“象牙不是白的”必定是假的（0）。

事实上在布尔代数提出后80多年里，它没有得到像样的应用，直到1938年香农在他的硕士论文中指出用布尔代数来实现开关电路，才使得布尔代数成为数字电路的基础。所有的数学和逻辑运算，加、减、乘、除、乘方、开方等等，全部能转换成二值的布尔运算。香农在1930年代末所设计的开关电路就执行了这些布尔运算，在其中，开关（开或闭）的最终状态与命题的真值（真或假）相关联。

香农的工作不仅为研制能够进行真假逻辑运算的电子机器奠定了基础，而且提出了设计和简化电路的新方法。“他还在理论层面上说明，计算机的编程（设计一套能被准确执行的编码指令）应被看作是形式逻辑问题而非算术问题，这一思想源于布尔的工作。这样，他一下子就把一个纯学术课题推广到了实用机器的世界，其中包括新出现的计算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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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认知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1.1.2.1　图灵机检验

认知科学第三个关键观念是由图灵（Alan Turing）提供的。

香农已经提出电子开关能够被用来以开和关的方式执行数学演算。图灵则应用这种观念来和他的合作者在Bletchley Park破译德军的通讯密码。德国当时使用Enigma密码。Enigma密码机由一系列转子构成，并由转子将字母进行排列。转子被机械地配对好，以便持续地改变密码中的字母替换。对图灵等人的挑战是检查机器中所有的解码分配的组合，以发现密码中所使用的组合。这样的计算工作对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但他们设计的机器“Bomb”却做到了。“Bomb”使用了一个简单的电子阀门来做快速开关运算。德军在最高机密级别的通讯上，使用更精巧的称之为“Fish”的密码。为了破译这种密码，图灵等人设计了以真空管为基础的机器“Colossus”，而它包含数以千计的电子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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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的成功，使得图灵设想出一种用于执行计算的机器。这就是后来的图灵机。图灵机包括读写头和一条无限长的纸带。纸带由格子构成，每个格子要么是0要么是1。读写头可以向左或向右移一个格子，读出格子上的数字，然后写下替换数字。它根据当前机器所处的状态以及当前读写头所指的格子上的符号来确定读写头下一步的动作，并改变状态寄存器的值，令机器进入一个新的状态。图灵认为，对任何得到很好确定的形式演算序列（如算术），人们都可以设计图灵机器来执行这种演算。如果可以提供一个无限的内存，那么得到恰当编程的冯·诺伊曼计算机就是一个一般的图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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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能够执行形式演算的机器就是能够进行思维的机器了吗？图灵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只是他对思维的看法与哲学家们大相径庭。

为了回答机器能否进行思考这样的问题，图灵设计了“图灵机检验”：人们可以为机器编制程序，使得它对一个会话者的反应如同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做出的回答。如果观察者不能察觉出回答他问题的是被编上程序的机器，那么，这部机器就等于通过了图灵机检验。以下就是检验的具体内容：

“游戏由三个人来做，一个男人（A），一个女人（B），还有一个不限制性别的提问者（C）。提问者待在一间与另两人分开的房间里。提问者在游戏中的目标是，确定另外两人中哪一个是男性，哪一个是女性。他以标号X和Y称呼他们，在游戏结束时，他可以说‘X是A、Y是B’，也可以说‘X是B、Y是A’。提问者可以向A和B提出这样的问题。C：‘X，你可以把你的头发长度告诉我吗？’

现在，假设X实际上是A，那么A必须做出回答。A在游戏中的目标是，尽量使C做出错误的判断。……而B的任务是帮助提问者。……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如果在这个游戏中用一台机器来代替A，会出现什么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做游戏时，提问者作出错误判断的次数，和他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做这一游戏时一样多吗？这些问题替代了原来的问题：‘机器能够思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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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机器通过了图灵机检验，那么就可以认为机器具有与人一样的智能，并且能够像人一样思考。图灵认为，从行为上来看，机器能够像人一样进行思考，并具有智能。

1.1.2.2　物理符号系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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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灵机检验之后不得不提的是：西蒙（Herbert Simon）和纽厄尔（Allen Ne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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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的“物理符号系统假设”：“物理符号系统具有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来实现一般智能行动。所谓‘必要的’是指，任何表现出一般智能的系统都可以经分析证明是一个物理符号系统。所谓‘充分的’是指，任何足够大的物理符号系统都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组织而表现出一般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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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的”意指两个意思：（1）可操控成分以及由它们组成的系统都遵循物理规律。（2）人类符号系统只是所有物理符号系统中的一种。符号是所有智能行为的最小单位，而它是具有一定结构的表达式。因此符号是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乃至整个认知科学的基本元素。

物理符号系统包括了一系列被称为符号的实体，即物理模式，而它能够作为另一种称之为表达（或符号结构）的实体的成分。因此符号结构由以某种物理方式（如一个连着一个）联系在一起的符号的大量例子（或tokens）组成。在任一时刻，系统将包括这些符号结构的集合。一个物理符号系统就是一个机器，而它能随着时间产生符号结构的进化集合。有两个关键概念对于物理符号系统来说是关键的，即分配（designation）和解释。分配是指：如果系统要影响到符号对象，那么符号必须依照对象的方式来行动，而这时就可以说一个符号表征被分配给了一个对象。解释是指：在分配的基础上，符号系统能够执行表征演算，那么系统就成功地解释了表征。

物理符号系统假设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科学主义思想，而在思想上，它直接是以下思想的结果。

物理符号系统假设的第一个思想源泉是定性结构规律。西蒙和纽厄尔认为科学探索的目标即是定性结构的规律。著名的定性结构规律有生物学中的细胞学说、地理学中的板块构造学说、医学中的细菌致病学说、物理学中的原子论。从这些规律可以推出：在所有科学中都能找到定性结构的规律。对于一个定性结构来说：它肯定有一个最小单位以及这些单位所服从的规律。德雷弗斯称这种思想为本体论假设。例如，在生理学中最小单位是细胞，而细胞遵循新陈代谢的规律。因此，他们认为，对于一门研究人类智能行为的科学来说，它肯定有一个最小单位，即符号；还有规律，即符号操控所遵循的规则。

物理符号系统假设的第二个思想源泉是数理逻辑。哲学家弗雷格、怀特海和罗素在19世纪末提出将数学的基本概念应用到逻辑。这就有了数理逻辑，而其研究对象是对证明和计算这两个直观概念进行符号化以后的形式系统。经过逻辑与数学的结合，数理逻辑成为一个通过无意义的符号来玩的游戏，而游戏遵循纯粹句法规则。意义被完全去除了。有的只是一个机械的、非决定论的、各种事物能得到证明的系统。这种哲学态度已经充分反映在维纳的控制论和香农的信息论中，并成为现代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的基础，而这时又反映在物理符号系统假设中。

物理符号系统假设的第三个思想源泉是图灵的思想。这里就不再赘述。

除了上述思想的支持，西蒙和纽厄尔还为物理符号系统假设提供了实证证据。这类证据有两种：正面证据和反面证据。

第一类正面证据来自AI设计的一些程序，如问题求解程序、弈棋程序。第一个也是非常有力的正面证据是通用问题求解程序（the General Problem Solver）（GPS）。它解决了AI中的一个经典问题——传教士与野人过河问题。

三个传教士和三个野人在河的左岸，但小船最多只能载两人。如果在任何一边的岸上，野人的数量超过传教士的数量，野人就会吃掉传教士。怎样才能使三个传教士和三个野人从河的左岸渡到河的右岸，同时不至于发生野人吃掉传教士的现象呢？

另一类正面证据来自心理学，尤其是信息加工心理学。AI是这样来与信息加工心理学进行合作的。首先，在需要智能的任务中，观察人类的行为并对之进行实验。其次，对符号系统进行编程以使之能模仿被观察到的人类行为。通过心理学的观察与实验，提出主体所使用的符号过程的假设，而这些是程序建构的重要思想源泉。GPS机制的许多思想就是源于在人类解决问题时，对人类思考进程进行仔细分析的结果。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一切人类思考的过程都是可分析的、可模拟的，而这正是为德雷弗斯所诟病的认识论假设。

他们找到的反面证据是：有关智能行为是如何达到的其他理论：行为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都站不住脚。二者不能与物理符号系统假设相抗衡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二者所提供的解释机制都无法充分解释复杂任务中的智能行为；二是二者都无法提供像人工程序那样具体的东西；三是他们甚至认为，这两种理论很模糊，因此信息加工解释也适用于这两种理论。

物理符号系统假设的实证证据是非常不充分的，因为至今仍没有机器能够达到人类的智能水平。另外，反面证据也是不成立的。首先，关于智能行为是如何达到的其他理论，还应该包括现象学。事实上，正如下文要提到的，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提供了更好的解释。另外，格式塔心理学也是不能接受信息加工假设的，更无法将其纳入到符号系统假设中去。

图灵机检验和物理符号系统假设的共同特点是：在考虑如何让人造物具有智能时，不必考虑人的身体方面。换言之，机器所要模拟的是人的理智方面，所以根本不需考虑人的身体方面。因为智能是以符号为基础的，而符号是由物质的任何可操纵的排列来表示的。用以区分符号的是特定的排列方式，而不是组成它们的特定物质。因此完全不同的物理质料可以表达相同的符号和符号结构。正是这样一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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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计算机获取人的智能铺平了道路，并由此形成了无身的认知科学研究纲领。

1.1.2.3　功能主义

在上述工作和思想的基础上，20世纪60年代，心灵哲学中发展出了功能主义思想。功能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上述工作和思想提供了最新的哲学基础。“许多希望以宽泛的计算术语来解释认知的人，在功能主义中找到了哲学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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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现在，功能主义仍然在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和心理学中占据主导地位。

功能主义的主要观点有三个。

首先，功能主义认为计算是可多样实现的。既然计算是由物质系统实现的，那么计算的元件就可以是巴比奇机器中的黄铜齿轮、气缸，也可以是真空管、晶体管、微处理器。计算机就是一个这样的计算系统，而这样的一个物质系统，可以由任意的物质材料来组成。因此，对于这样的系统，我们不需要考虑它的物质组成，正如在几何证明中，我们不必考虑图形的颜色、空间位置等。包括人在内的生物都是能够执行计算的物质系统。“所有认知生物的共同点不在于他们的计算机制（他们的硬件），而在于他们都在计算同样的、或部分同样的抽象功能（感觉输入、先前状态；运动输出、未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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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考察人的认知活动时，完全不必考虑人的物质构成，即人的身体。

其次，功能主义认为心灵与计算机是类似的。心灵与其物质性载体（身体）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计算机程序与计算机硬件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大脑相当于计算机硬件，而人类的意识、精神活动等相当于计算机程序。既然计算机程序能够在完全不同种类的物质装置上运行，那么人类的意识、精神活动也完全能够在非人的或者说人工的物质系统中实现。而造出这样的系统，正是人工智能的任务。

再次，功能主义反对同一论的本体论，并进而排斥神经生理学的介入。随着现代医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发现心灵的活动与大脑的活动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或者说，每一个精神状态或过程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神经状态或过程。笛卡尔主义者试图解释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但同一论者对他们的每一种解释都不满意。同一论主张：完全没有必要去寻找精神状态与神经状态、意识与物质、心与身之间的联系，因为它们原本就是同一的。

功能主义反对同一论的主张。因为在功能主义者看来，同一论实际上是还原论，即将精神的东西还原为非精神的东西、心理的东西还原为物理的东西、较高层次的东西还原为较低层次的东西。以对疼痛的解释为例：同一论主张疼痛就是大脑状态，就是疼痛神经的激活。功能主义则认为：疼痛不是大脑状态，而完全是另一种状态，一种整个机体的功能状态。疼痛是这种状态：收到感觉输入，而这种状态的功能是破坏躯体；其次，这种状态促使有机体去适应环境。简言之，功能主义认为：即使计算是由一种物质系统来实现的，但计算绝对不能等同于任何物质系统。

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哲学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福多（Jerry Fordor）等。尽管功能主义影响深远，但是他们都改变了原来的立场，而与经典功能主义不再完全一致。

首先，普特南主张的经典功能主义认为：“精神状态的本质不在于其内在构成，而在于它发挥功能的方式，或者说它在一个系统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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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特南后来认为，这种用功能来取代内在构成的做法，实际上是将认知状态还原到功能上，而这仍然是一种还原主义。因此，普特南放弃了将认知过程还原为功能的做法。

其次，普特南的学生福多发展了功能主义的思想，使之成为了认知的表征主义理论。他试图解答认知科学中的关键问题：即认知究竟是怎么样的？在福多的The Language of Thought（1975）一书中，他提供了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参考答案，而这个答案在认知科学中仍然有着影响。

他的答案的核心是思想语言（LOT）假设：

“LOT：一个认知者的前提条件是：拥有一个依照句法建构起来的、头脑中的符号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处理与句法结构是紧密相关。认知，从最简单的物理刺激知觉到最复杂的关于一个说话的语法性的判断，就是遵循那种语法的对头脑中符号的操控。原初的、内在的头脑中的符号和它们的在类似句子的结构中的句法组合，有时被称为‘精神语言’（mental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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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多所谓的遵循句法结构的头脑中的符号，其实就是表征。上述这段话清晰地表明功能主义与表征主义在“什么是认知”这个问题上的一致。根据LOT，认知与具身没有关系，而只与依照精神语言来运作的系统（即内在表征系统）相关。因此，认知是以精神语言为形式或者说以内在表征为形式的计算。拥有同样的认知状态，就是拥有同样的内在表征和句法结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福多认为：处理这些符号时，不需要语义；换言之，符号处理完全是在形式基础上进行的。而这正是塞尔的“中文屋”论证所最不满的地方。

福多为LOT提供了大量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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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他从学习的角度来论证LOT。他认为：如果一个认知系统要学习语言，例如英语，那么这个系统就必须要提出假设并能验证它们。为此，认知系统需要一种内在的表征系统。因此，LOT不可能是像英语那样的自然语言，而是一种先天就拥有的语言。

后来，福多又指出LOT理论可以解释认知系统的其他特征，尤其是创造性和系统性。创造性指认知系统不是闭合的，而且总是能创造新的思想。系统性指：拥有一种特定的认知能力保证了系统能够具备某种相关能力。根据LOT理论，创造性和系统性不是偶然的。它们源于思想语言的句法结构。创造性源于：建构句法结构的规则是递归的，因此它可以反复地将现在的结构组合为更大的结构。系统性源于：解码精神表征的大脑状态是对解码另一种精神表征的大脑状态的句法重组。

再次，更重要的调整是从过去完全依赖大众心理学而排斥神经科学，到现在由神经科学取代了大众心理学。这个调整的倡导者以丘奇兰德（Paul M. Churchland）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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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的思想是对以下挫折的反思。他发现，AI中的经典研究曾经是功能主义观点的相当有希望的应用。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上述研究撞墙了。尽管CPU的计算速度飞速发展（顶级的机器达到了109
 Hz），尽管内存也在飞速扩展（顶级机器现在超过了1010
 比特），尽管有惊人的内部信号执行速度（接近光速），尽管有丘奇—图灵理论的许诺：一般图灵机器在原则上能够运算任何可运算的功能。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台人造机器能够真正具备人的智能。

为什么呢？研究者们发现最困难的问题是时间。“当内存变大后，回归问题更加恶化了。随着机器的实际认识操作达到了生物大脑达到的水平，机器所用的时间也达到了夸张的程度。程序化的机器要花数分或数小时来完成生物大脑不到一秒就能完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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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脑与电脑的龟兔赛跑中，龟快过兔的奇迹出现了。人脑是龟，其时钟频率不超过100Hz，每秒10m，而电脑是兔，其时钟频率达到惊人的109
 Hz，每秒108
 m。依照现象学的看法，原因在于人脑根本不是在执行计算。而按照神经科学的研究，原因在于二者的运算策略不同。人脑是进行并行处理的计算机器，能够通过1014
 的突触联结来同时和迅速地执行万亿个别运算，而电脑是进行串行计算的计算机器，只能逐个使用一系列指令解决问题，且其中只有一种指令可提供随时并及时的使用。

总的来讲，新的功能主义放弃了传统上对大众心理学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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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而诉诸神经生理学。但这种转变的危险是，功能主义独立的地位开始丧失。

最后，有必要指出：功能主义的两个中心思想仍然没有变。第一个思想是计算主义的思想：即认知生物事实上在运算某种复杂的功能。第二个思想是可多样实现性的思想：不管认知生物进行的是什么样的计算活动，这些计算活动都能在各种各样的物理构成中实现。

1.1.3　认知科学中的关键概念和范式

上文已经提到，认知科学从二战末发展至今，大致产生了两种研究范式，一种是无身认知，另一种是具身认知。但是无身认知有着很多相互联系但也有细微区别的名字。为了更清晰地理解无身认知，必须厘清以下相关概念：符号与符号主义、计算与计算主义、表征与表征主义、认知与认知主义、联结主义。

1.1.3.1　符号和符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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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和心灵哲学（特指功能主义）中，以物理符号系统假设提出为标志，产生了著名的符号主义思想：它认为思考就是遵循规则（或者说算法）来操控符号。即使符号是通过它们的物理形式来发挥作用的，但符号也要通过它们的非物理方面才能进行真实的表达。例如，数字1，可以用一画来表示，也可以用一个手指来表示，而笔画与手指都不是数字1的本质方面。数字1的本质方面是它遵循数学规则所指称的数字。另外，一个符号系统就是一个封闭的符号序列。

那么，什么是符号呢？“符号就是通过类比关系的方式来指代它自己之外的某种客体或记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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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枚鸢尾花形的纹章之所以是符号，是因为它以物理客体的形式体现了法王路易十二的统治。

符号在认知科学中的用法，源于上述日常用法。在计算机中，可执行的运算以0和1的序列来执行，所以符号就是由0和1组成的字符串。于是，这些比特字符串和它们所代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就是高度情境性和用法性的。

符号及其指称客体之间的关系是由纯粹约定来决定的。在对计算机进行编程时，嵌入一系列形式操控的字符串以同于它的指称客体在其环境中的方式来行事。在这种情况下，在符号及它的指称客体之间存在形式类似关系。这种关系特别适合于数字客体。在20世纪早期希尔伯特以来的数字的一个分支，就一直在从事这种形式化工作。

但是在人工智能中，人们希望能更进一步，将符号指称客体扩展到人类的智能活动方面。研究者们试图找到超越数学逻辑中的形式操控的机制，来更接近语词的唤起力。这正是知识表征研究的当前课题。实际上，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人们很快发现另一关键概念（即表征）取代了符号。

1.1.3.2　计算和计算主义

“计算”也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到费解和误解的概念。这个概念大致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是数学上的计算（例如，3＋3＝6），第二种指处理、加工。认知科学所指的“计算”，乃是第二种意思。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有必要了解著名的认知科学家马尔（David Marr）对这一概念的使用。马尔原来的研究领域是神经生理学，后来他转向了AI。他的代表作是《视觉》（1982）。在此书的第一章中，他意识到，神经生理学对大脑的反应模式的探寻和对有关大脑局部的图表解读，只能描述大脑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却不能解释大脑是如何完成任务的。而问题的关键恰恰是弄清大脑是如何完成任务的。“必须存在着额外的理解层面，在其中，在知觉时，信息—处理任务的特征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分析和理解：独立于使这些分析和理解得以在头脑中进行的特定机制和结构。这就是作为信息—处理任务的难题分析所忽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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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提出：在理解像人脑这样的计算系统时，在物理层次（人脑）之上，还有两个额外层次是必需的。他称最高层次为计算理论层次。这个层次的功能是进行任务分析，找出任务的特征，并藉此来解答问题：什么是计算的目标？如何完成计算？换言之，计算理论层次的功能是：弄清任务是什么以及如何去完成任务。例如，在设计一个加法机器时，做加法就是我们想要机器执行的任务。

马尔认为这个最高层次决定了下两个层次的工作。下一个层次，就是表征和算法层次。这个层次要明确两件事：（1）表征系统，例如阿拉伯和罗马数字就是两种不同的数字表征系统；（2）要执行的运算（算法），即指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换言之，给定初始状态或输入数据，能够得出所要求或期望的终止状态或输出数据。

最低层次即硬件执行层次。人们让实际物理设备来完成任务。而马尔也接受了功能主义的思想，强调计算的实现是拥有多种可实现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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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认为人类视觉的形成就是一个计算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客体被人看到，并成为人头脑中一个表征。例如，一个团块被人认出，原来是一朵红花。在马尔看来，这实际上一种表征转换，而这种转换必须借助于某种信息处理过程。他把这种处理过程称为计算。

在马尔的基础上，就有了认知科学的计算主义范式。
【30】

 它的基本观点是：每种特定加工子系统都被用以执行计算分析中一个特定步骤。这些潜系统被组织到一个叫做功能建筑的整体中。计算主义分析要求清晰地、一步一步地对不同的任务进行信息处理进程的分析。例如，在视觉中，图形—背景分离就是任何视觉识别系统必须执行的一步，以便确定一种客体。在这种计算分析的基础上，就可以进行计算机模拟（CS）。另外，计算主义范式认为在认知系统之下的是若干个潜系统，而每个潜系统都是一个功能加工单元，而且各个潜系统之间能够进行信息交换。因此，诸潜系统构成了一个输入与输出转换的神经元集或网络。

计算主义的思想得到了包括心理学、神经认知心理学、神经生理学和神经成像在内的学科提供的大量实验证据的支持。这些学科结论（尽管跨越了多种范式和学科）的汇合，给予计算主义范式以额外的可信性。

1.1.3.3　表征和表征主义

表征是认知科学中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一般来说，认知科学中的表征概念可以这样来表达：“表征就是用来加工的信息束。像知觉和注意这样的认知加工就是解码来自世界中的信息束，并创造或改变我们的表征。推理和决策过程就是表征加工，从而形成新信念和规定特定行动。加工指对信息的动态运用。表征指可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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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应地，表征主义——认知即将信息表征出来和对表征进行加工，是认知科学中最基本的思想和占主导地位的范式。

（1）几大学科中的表征概念

要更好地理解表征主义，必须弄清“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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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概念在心理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和分析哲学等学科中的应用。

①心理学中的“表征”概念

从心理学史来看，表征对于心理学研究，并非总是必要的。实际上，表征作为一个内在实体，得到与外在实体相对等的重要地位，源于认知心理学取代了行为主义。换言之，表征得到心理学家们的重视，源于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心灵的内部过程。

对于表征的研究，有一个基本假设转换：在行为主义那里，表征作为内在实体是位于人的心灵内部的，且只有私人从主观角度才能洞悉它们；但是，在认知心理学这里，尽管表征仍然是不可直接观察的对象，但是科学家们有办法设计出使表征行为化和可观察化的实验程序，因此表征成了可以加以科学研究的对象。具体来讲，科学家们的办法是假定表征承担这样的功能：保存信息、引导和控制行为、做出计划。另外，可以区分出两种表征状态：一种是上手状态，即信息储存在长时记忆中，有待被调用；一种是在手状态，即在临时处理机制中，信息正在被调用的状态。

在心理学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储存在长时记忆中和临时处理机制中的表征，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格式（format）得到储存的。一种假设认为，表征是以高度抽象的格式得到编码的。另一种假设认为，表征是以多形态的格式得到编码的，例如：命题表征（它拥有类似语言的结构）、模拟表征（它保留了被表征对象的结构）。但不管是哪种格式，都是人类心灵能够处理和操控的格式，而表征的格式与人类的身体是没有关系的。

②神经科学中的“表征”概念

神经科学认为：所有的知觉活动都需要储存在记忆中的表征活动，而表征就是储存在记忆中的神经活动模式。将一个物体识别出来，即是该物体给予人的知觉刺激引发了特定的神经活动模式，而且这种模式与已经储存在记忆中的模式可以匹配。如果无法匹配，就不能进行识别。

由知觉刺激所创造的神经活动模式，就是知觉表征。当一个新的刺激被知觉到时，一个新的知觉表征就形成了，并且对这个刺激的重复知觉有利于加强在记忆中的匹配活动。储存知觉表征的地方被称为知觉表征潜系统或模式激发潜系统。

除了知觉表征，还存在语义表征。语义表征不同于知觉表征，因为它不是由知觉刺激所创造的神经活动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先天的。一些学者们认为，语义表征被储存在联想记忆潜系统中。在这种系统中，语义表征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并形成了语义网络。这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最初这些表征是怎么在语义网络中组织起来的？于是研究者们通过研究脑损伤病人，来了解语义表征的结构和组织。

关于表征的格式和本质的问题，目前的理论假设：在大脑皮层神经网络中的表征，是以这种格式得到储存的：即赋予网络中不同单位之间的联系以重要性的模式。

③人工智能中的“表征”概念

AI中的“表征”概念派生自哲学中的“表征”概念。哲学家们发现，被表征实体E及其表征R之间的关系，一般取决于二者之外的要素。一个表征是精确的（E的所有性质都在R中体现出来）前提是：R必须等同于E，而这违背了表征的目的。因为在人工智能中，进行表征的目的是：E本身不适用于执行任务，所以必须将E表征出来才能进行计算。因此，R不能拥有E的所有性质；而被忽略的性质取决于R所要满足的计算。

在哲学家们探讨表征是什么的时候，AI专家们在研究如何进行表征。计算机科学就设计出很多用以表征各种实体的技术（这些技术是哲学家们完全想不到的）：如图像表征技术——图像被编码为像素矩阵，而通过使用数据压缩技术，信息能被还原；声音表征技术——声音能以恰当的间隔被提取，而不损失信息，并且每个量都可以在某种程度的精确度上，以数字被编码；文本表征技术——文本被表征为得到编码的符号序列，其中一部分与文本中的特征相关联，而其他部分与页面和格式相关。

④分析哲学中的“表征”概念

在分析哲学中，表征被定义为客体、事件或性质所具有的一种可以代表另一种客体、事件或性质的功能。这种功能有时是约定俗成的，有时是自然接受的。而在现象学中，表征通常被理解为是主体具有的一种可以将意向活动中的客体、事件或性质呈现出来的活动。

在分析哲学中，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Peirce）是首先分析表征及其所表征的实体之间关系的哲学家之一。他区分出了三种表征及其实体之间的关系：类似关系，如画像类似于它们所表征的东西；指示关系，如烟与火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此火指示着烟；符号关系，如数学符号通过约定与它们所表征的数字相联系。从这个区分也可以看出，符号是一种特殊的表征。因此符号主义实际上是被表征主义包含在内的。

随着计算机的产生和发展，上述区分已不能完全涵盖新的表征关系，如计算机中模拟表征和数字表征之间的重要区分。著名的知识论学者弗雷特斯克（Fred Dretske）指出：应该在由信号进行传递的信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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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础上，来理解上述区分。他认为，当对客体、事件或性质的编码建立了两个连续性质之间的映射时，这种编码就是一个模拟表征；当对客体、事件或性质的编码，在离散的信号与客体、事件或性质之间建立起一个映射时，这种编码就是一个数字表征。尽管数字表征所携带的有关客体、事件或性质的信息比模拟表征要多，但这种编码方式仍然不可避免地造成信息的损失。

（2）五种表征概念

以上是以学科为标准的表征概念划分，实际上，还存在以用法为标准的划分。在哲学和认知科学中，大致有五种不同的用法：外在表征、精神表征、计算表征、理论表征和生理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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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表征指代表某种外在事物的客体，如图画、地图、文本等等。由于外在表征比较好理解，这里就不赘述了。

传统哲学和认知科学的焦点是精神表征，因为正是精神表征构成了我们的思想并将我们的知觉、目标和计划进行解码。“精神表征是知觉、语言、推理、问题求解和其他认知活动中使用到的内在信息系统。”
【35】

 首先，精神表征是关于外在世界的，如对红花、人脸的知觉，而且一些外在表征也可直接作为精神表征，如照片、笔记本、菜单等等。其次，精神表征是关于内在产生的信息的，如回忆起过去的想法或考虑新的想法。再次，在认知科学中，一些东西之为精神表征，乃是因为它们在认知系统中的地位、它们与认知系统中其他要素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因为它们是关于一种东西或代表另一种东西的。

第三种表征类型是计算表征，即计算机系统所使用的表征。表征主义者们认为，正如人们借助精神表征来进行内在认知活动，计算机程序通过内在的计算表征来执行计算活动。计算表征的对象可以是外在情境，如气温，也可以是内在程序状态，如内存中的一个地址。

第四种表征类型是理论表征，即某种理论中所使用的特定概念。理论表征实际是外在表征与精神表征的结合体。作为外在表征的理论表征有：经济学理论中的GDP、数字理论中的1、物理理论中的夸克，而作为精神表征时，理论表征与人类心灵中的精神表征相关联，即表征着理论的世界。

第五种表征类型是生理表征。这种表征类型的出现源于新的技术，如可以让人们检查正在从事某种任务的大脑区域的功能性磁共成像技术（FMRI）和正电子发射成像技术（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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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表征主义与计算主义、认知主义的关系

表征主义认为，内在实体代表或关联着外在的世界属性和事件，并且智能就是对内在表征的操纵；必须诉诸心灵或大脑表征，才能描述和解释智能行为。

首先，表征主义与计算主义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直接的，因为目前所有的计算系统基本上是以内在表征为计算媒介的，而且计算主义要求明确任务处理中的每一步骤，这种思想与表征主义也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研究者们通过研究生物的认知特点，逐渐意识到诸如人这样的高级认知生物，可以执行无表征的计算。换言之，在无表征的计算模拟实现之前，表征主义与计算主义可以画等号；但在无表征的计算模拟实现之后，计算主义就超越了表征主义。

其次，表征主义与认知主义的关系亦是相当直接的。表征主义就是认知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什么是认知主义呢？

1.1.3.4　认知主义

认知主义是认知科学中的经典范式，并且可以被定义为符号主义、功能主义、计算主义和表征主义理论的综合。认知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认知就是遵循清晰形式规则的抽象表征的操控，而这一思想从产生那天起，一直是认知科学中的主导思想。在无身认知的诸版本中，认知主义是最强的无身认知版本。

从符号主义那里，认知主义继承了这些思想：可以根据符号操控来解释心灵的功能，而且符号操控遵循着清晰的规则。

从功能主义那里，认知主义继承了这些思想：认知的基本模型是计算机；每种精神状态都由其功能角度来决定，即由它与其他精神状态、刺激和行为的关系来决定；认知是可多样地实现的；认知的高层与低层相分离、计算与计算载体相分离、身与心相分离。

从计算主义那里，认知主义继承了这样的思想：认知过程就是计算过程：即借助内在表征来进行计算并且遵循形式规则。

从表征主义那里，认知主义继承了这些思想：认知的核心是表征，而表征就是存在着独立于情境的、可辨识的、内在的状态或过程。

认知主义是无身认知发展的高峰，但在它与具身认知中间，还存在一个过渡范式：即联结主义。

1.1.3.5　联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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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中，联结主义的出现是对符号主义的替换。最初，符号主义代表人物明斯基指出最早的联结主义模式识别系统“percep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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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够解决一小撮简单问题，于是，对联结主义的研究在1960年代晚期被打断了，而符号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随着符号主义日益增多的难题，联结主义又得到了青睐。

联结主义与符号主义有以下区别：

首先，联结主义认为，认知系统不是遵循规则来操控符号的系统，而是激发有序动态活动的网络系统；认知就是分布在整个网络中的分布式处理。

其次，尽管联结主义保留了表征的观念（这与符号主义是一致的），但是世界的状态不再由符号来表示，而是由联结网络的状态来表示。

但是，联结主义对符号主义也有贡献：即解答了符号是怎么以知觉为根基的问题。

要注意的是，联结主义除了继续坚持表征主义（与符号主义相比，只是换了表征的基本单位），还发展了计算主义。因为联结主义模拟复杂动力系统，可被视作是一个计算主义在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分支。

联结主义的主要工作是设计联结主义网络。联结主义网络指配对功能体，而其中每个单位或连接点都被指派了一个功能。这种功能从之前时间的邻近单位或连接点出发，来计算它自身在任何时间的状态。于是，通过正在并行工作的单位或连接点，网络的当前状态是其先前状态的结果。通过这种方式，一个联结主义网络能够模拟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大型互动系统，同时也能提供大量神经活动模型。

网络中的各单位是分层的。一个信号输入第一层，经过网络的分布式处理，结果从最后一层输出来。不同模式联结图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在多层网络中，联结发生在不同层次之间，而非同层之间。换言之，联结只是从一层的结点来到下一层的结点。输入与输出的差异明显，而网络只执行由下至上的加工，即从信号到解释。在其他类型网络中，联结能在介于同层的单位之间发生；这些网络也基本是由下至上的。另外，在模拟生物的周期性网络中，网络加工就有了两种：既是由下而上的，又是由上而下的。

除了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联结主义在神经科学中也是大显身手。因为通过人工神经网络来模拟生物的认知过程，这是认知神经科学中的一个关键工具。例如：在人工神经网络中做出一个“损伤”，以模拟伴随脑损伤而发生的认知去功能化。当研究者们设想出一种特定认知过程模型时，也可以用人工神经网络来检验其在计算上或逻辑上的有效性。这种研究得到的结论往往能够突破人们的常识。

然而，真正的人类大脑远比人工神经网络复杂。现在还没有任何人工神经网络可以模拟复杂到像人脑那样的网络（即使人脑真是一种神经网络）。人脑的一个神经元可以有上千种联结，因此，如果真要模拟人脑，那么人工网络的尺寸将会大得惊人。另外，联结网络中正在广泛使用的一种学习原则——误差信息反馈（error backpropagation）（误差信息反馈网络是指该网络的算法是反向传播算法，即神经元的链接权重的训练是从最后一层（输出层）开始，然后反向依次更新前一层的链接权重），很可能不是人脑神经网络的学习机制。因为：现在还找不到一种生理过程与误差反向传播是相对应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为了提高未来的行动，有信息被反馈给神经系统。

尽管如此，神经科学家们仍然坚信联结主义模式有助于模拟人的认知过程，并有助于揭开人的认知之谜。

1.2　无身认知的三个哲学假设

1965年，西蒙曾乐观地说，20年后计算机将能够做任何人可以做的事。他和其他AI研究者们在无身认知思想的指导下，在专家系统、机器翻译、模式识别、自然语言理解、常识问题、机器人运动等领域展开了研究。结果，不要说20年后，即使是现在，在以上这些领域中，AI研究者们所取得的成果距他们所期待的成功都相去甚远。

AI研究者们一直认为他们所遭遇的挫折是正常的，因为科学研究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失败。所以面对种种难题，他们始终保持着乐观主义，而没有想到他们所信仰的无身认知思想是问题的。实际上，AI中的挫折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挫折，更是哲学思想上的挫折。德雷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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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AI的努力比喻为炼金术。他认为AI研究者们的乐观主义，源于三个未经证实的哲学假设：心理学假设、认识论假设和本体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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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哲学假设是AI赖以建立的核心思想，并且延伸到认知科学的其他领域，而成为无身认知的核心假设。

1.2.1　心理学假设

心理学假设认为，在人脑中存在着一种信息加工层次，并且在这一层次上，思维运用诸如比较、分类、查表等方式来处理信息，而大脑可被看作是一种遵循形式规则来加工信息的装置；由于这种信息加工过程是一种第三人称的加工过程，所以“加工者”并无实质性的作用。这其实就是认知心理学的主要观点，而且这种假设受到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的支持。在1952年的美国物理学会大会上，卡尔纳普应邀发表了关于概率和归纳理论演说。他提出：归纳与逻辑的结论一样，由人的客观必然性决定，而且人的主观性不起作用，因而归纳可以由计算机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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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弗斯认为心理学假设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信息加工”一语就是非常有歧义的。通常人们会认为，“信息加工”指心灵整理出有意义的数据，并把它们转化成其他有意义的数据。但在AI这里，不是这样的。AI学者们是在香农（Claude 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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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信息控制理论的信息意义上来使用这一词的。在香农的理论中，信息与意义是毫无关系的。“事实上，从这个观点看来，一个意义负荷很重的消息、与一个根本没有意义的消息，当作信息来看，可能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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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程序设计者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有意义的话转化成无意义的、离散的信息单位串，来供计算机运算。AI的理想就是设计程序，使计算机自己就能进行这项转化工作。

德雷弗斯认为，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可以不用人来做转化工作。因为作为一个现象学学者，他接受胡塞尔的这一观点：主观性是一切奇迹中的奇迹。主观性是一切意义的源头。著名的计算机专家渡边慧（Satosi Watanabe）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不具备主观性的机器与具备主观性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机器可能具有目标，但不可能具有价值。人是按照非特定的、情感性的价值系统做出评价的，而机器只能按照特定的表来做出评价。那么这种价值性评价有什么用呢？众所周知，归纳是从个别命题推出一般命题，其结论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概率上，都没有一义性。那么，从许多可能的一般命题中选出少数或者一个时，人们就会援引逻辑外和证据外的条件，而这些归根结底就是价值性评价。由于机器没有价值，所以机器无法独立完成归纳推理。

其次，心理学假设缺乏充足的经验证据。因为要检验心理学假设，就必须详细比较人类和机器信息加工所包含的各个步骤。然而，即使纽厄尔和西蒙本人也坦陈他们的程序是非通用的，因为可用的证据不包括模式识别和自然语言的使用，而且机器的信息加工只能与一个个体的行为进行部分地匹配。只有相当少的证据说明：人类的信息加工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加工。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计算机提供的证据说明人的认知过程与计算机的信息加工是非常不同的。AI学者们也发现他们缺乏经验性的证据，所以从事认知模拟的AI研究者们又诉诸先验论证，而认为心理学假设是一个哲学公理。

再次，心理学假设的先验论证也同样是靠不住的。先验论证指：如果心理学假设要成立，那么“任何对行为的完整描述都应作为一套指令，换言之，这一套指令就是引导所描述行为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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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进一步地，在纽厄尔和奈瑟尔（Ulric Nei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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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心理学假设要成立，就必须使任何对行为的解释能够表示为一种可以编程为计算机程序的指令序列。德雷弗斯认为，纽厄尔和奈瑟尔等人诉诸的是一个古老的哲学传统：柏拉图认为，任何有意识的行为，即非任意的行为，都拥有某种可用理论来表达的规则，而且任何做这种行为的人都要遵循（至少是暗中遵循）这套规则。对柏拉图来说，这些指令已经在头脑中，在以前的生活中就预先编制为程序了。如果人们同意柏拉图的这种思想，那么人们肯定会同意认知模拟论者的假设，而相信完整的行为描述是一套给数字计算机的精确指令，而且这些规则实际上可被用来为计算机编上程序，以产生所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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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观念正是海德格尔所反对的。本章第五节将会详述海德格尔的这种思想。

这种先验假设的近期灵感来自现代物理学。因为现代物理学确保我们能用精准的定律来对一物理物体的行为作出完整描述。如果将这一定律用作计算机指令，那么在原则上计算机可以模拟这一物理物体的行为。于是，认知心理学家们想到：是否能用一套规则来描述大脑中的物理化学过程，然后将这一套规则用作计算机指令。如果可以，那么在原则上计算机就可以模拟人的认知活动。但问题在于：虽然我们能用万有引力定律来描述自由落体的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落体通过学习万有引力定律来完成运动；即使我们能用一套规则来描述人的认知活动，也不意味着人是通过遵循规则来进行认知活动的，而即使真有这样的规则，计算机也不一定就能运行。

最后，认知心理学缺乏对它的工作层次的辩护。因为它是在将物理学、神经生理学以及现象学的工作层次混为一谈。计算机为认知心理学提供了实证模型。计算机是一种物理客体，但在描述它的运算过程时，人们并不描述芯片中电子的振动，而是描述它的开／关触发器的组织层次。如果能从这些受规则支配并由触发器组成的较高层次的角度来理解心理学的概念，那么心理学将发现一种可用来解释人类行为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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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瑟尔实际上是把物理学和现象学层次搅在了一起：“晶体调好焦距……光束照在敏感的视网膜上，在这里，光束激活神经过程，这些过程最终导致了看、读、记忆等加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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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在视网膜上的光束引起了大脑中的物理和化学过程，这是物理学层次。看、读、记忆则是现象学层次。为了解决这种不合法性，新的词汇——“知觉输入”和“转化”被引入了。这时，我们的知觉似乎必定要由“知觉输入”“转化”而来。但根据现象学，我们是直接知觉到物体的，而我们的意识不能知觉输入和光线。所以奈瑟尔必须解释人脑中知觉到的到底是什么。这些概念上的混乱，实际上是由于认知心理学试图说明介于生理学和现象学之间的工作层次而产生的。没有事实可以说明人的行为可以用信息加工来解释，因为在物理层次上，我们面临的是不断变化的能量的模式，而在现象学层次上，我们面临的是组织好了的经验领域中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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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认识论假设

认识论假设认为在用规则将人的智能行为形式化后，机器可以复制人的智能行为。心理学假设和认识论假设十分相似，都认为智能行为可以形式化，但它们之间有着一种细微但又重要的差别。心理学假设是由AI中从事认知模拟（CS: Cognitive Simulation）的人提出的，而他们认为，对行为作形式化表达的规则与产生行为的规则是相同的。认识论假设是由AI中的另一派人提出的，而他们不认为：对行为作形式化表达的规则与产生行为的规则是相同的，只是确认：首先，所有非随意性的行为都可以按照某些规则来加以形式化；其次，计算机能够通过复制这些非随意性规则，从而复制并产生这些非随意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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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基就是一位纯正的认识论假设的代表人物。他坚信所有非随意性行为或者说有控制行为都可形式化，而数字计算机能使用像计算机程序这样的形式化系统来复制这些行为。针对有关行为的非形式特性（informality of behavior）的反驳，他援引了图灵的经典文章《计算机器与智能》。图灵的反驳要点是：要区别“指导规则”（rules of conduct）和“行为规律”（laws of behavior）。“指导规则”指的是像“看到红灯即停”这样的条例，人们可以根据它来行动，也能意识到它的存在。“行为规律”指适用于人体的自然规律，例如“你刺痛他，他就会尖叫起来”。我们不能像认为完备的指导规则不存在一样，简单地认为完备的行为规律也不存在。
【51】

 在这里，图灵针对的是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论断：不可能提供事先规定了一个单词在所有场合中的正确用法的规则。德雷弗斯认为，就算人的行为确实是有规律的，但也不意味着这种规律能体现在计算机程序或某种类似的形式化系统中。

另一位认识论假设的支持者卡伯特森（James Culbertson）则断言人类行为至少在理论上是可复制的：“既然这些完备的机器人原则上可满足任何一种特定的输入—输出规定，那么它们也就能在任意一种预先规定的环境下，做了任何一种预先规定的事来——明确地解算问题、编写交响曲、创作文艺作品和工艺品以及实现任意一种目标。”
【52】

 德雷弗斯认为，没有理由认为，人的输入和输出可以分离出来，然后将它们的相互关系形式化。卡伯特森提出的假设也是无法得到证实的。

不过，认识论假设受到两个成功的形式化领域——物理学和语言学的支持。所以像明斯基这样的形式主义者们可以诉诸现代物理学的成功，即不把人的行为当作有意义的运动，而只看作是物理运动。由于人的身体是物理世界中的一个物体，而物理世界中的物体已被证明是有规律的，并且这种规律是可以在计算机上运行和形式化的规律，因此可以主张，存在像计算机这样的形式化系统所要求的有关人类行为的规律。但是，他们并没有证明：即使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加工信息时使用了离散运算，他们仍然在无意识地执行指令的心灵主义主张。所以这一策略也是行不通的。

形式主义者们还有一条出路：诉诸现代语言学的成功。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发现，把人的一部分活动——在具体场合下对具体句子的运用——加以抽象化，就能使其余部分得到形式化。换言之，人的这种能力可以被形式化：即识别在语法上造得好和造得不好句子的能力。这意味着，他们提供了一部有关大部分语言能力的形式理论。这一成功，鼓励AI研究者们主张人类行为无须还原到物理层次上即可被形式化，因为这种成功至少确认了认识论假设中人类行为可形式化这一部分。但这也是行不通的。“有两个理由：（1）原则性论点：要得到语用的形式化理论就必须有关于全部人类知识的理论，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2）描写性的反对意见（对此我们现在加以讨论）：并不是所有的语言行为都是有规则的。我们发现有些词语表达式是奇怪的——违犯了规则——但我们仍能理解它们。”
【53】



1.2.3　本体论假设

实际上，认识论假设源出于本体论假设。要彻底驳倒认识论假设，就得驳倒本体论假设。由于计算机是无身的，所以它无法处在任何情境中，而且所有的数据值是一样的。因此，AI研究者们必须将世界分解为脱离情境（context-free）的数据，以便让计算机处理它们。认识论的假设要成立，就得证明这个可能性：即找到最基本的非歧义要素是可能的。如果找到终极的非歧义性数据是不可能的，那么AI将不得不放弃认识论假设。这种“关于世界可以全部分解为对上下文环境无关的数据或原子事实的假想，是AI研究及整个哲学传统中隐藏得最深的假想。我们将把这一假想称作本体论假想”
【54】

 。

明斯基认为本体论假设是源于我们的文化习惯：“我们的文化习惯一直认为，智能存在于某种独立、清晰的元素之中，而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意识、理解、洞察力、格式塔，或者其他随便什么……智能发达者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方面存在于他用于知识结构的优越启发法，一方面存在于这个结构本身。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认为，不运用恰当具体的知识结构或模型结构就能具有智能。”
【55】



但是，德雷弗斯认为，人的知识不能分解为明斯基所认为的明晰元素。比如说，把一个事物当作一把椅子识别出来，就要求理解椅子同其他事物及人之间的关系。这涉及的不是单个的元素，而是人生活在其中的整个环境。他甚至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思想当作是本体论假设的绝好阐述：即用一些可表达为逻辑独立命题的原子事实来定义世界。由于计算机是由触发器（flip/flop）
【56】

 组成的，而且采取两种稳定状态中任一种状态的电子电路与非对即错的原子事实或命题相对应，所以所有AI研究工作的必要前提就是这个本体论假设：世界必须表征为由非对即错的事实或命题组成的结构化系列。这意味着世界中的一切存在都必须是确定无疑的。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都反对这种表征主义思想。

尽管这种本体论假设同现象学所揭示出来的生活经验不相符，但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随着原子弹的爆炸，人们见识到了现代物理学的力量，并随之接受了物理学的理念。于是人们开始倾向于把人类情境看作是物理系统的状态，即人类的情境像物理系统的状态一样，是由脱离情境的要素构成的。麦卡锡（John McCarthy）
【57】

 就是这么来分析人类的情境的。麦卡锡详细讨论的一个情境是“在家里”（being at home）。他用“At（I, home）（S）”的形式来表示：在情境S中，我在家里。麦卡锡觉得这和“在房子里”是一回事，就是说“在家里”也是一种物理状态。他想把情境看作就是一种物理状态的演变，并且这种状态可以形式化为微分方程，并可用数字计算机复制出来。但是，德雷弗斯认为，我在院子里也可以是在家里，就是说，从物理的角度看，根本就不在房子里。我这个人也可以是在房子里，但不在家里。将人类情境看作是物理系统，会抹杀情境中的存在论意蕴。在AI研究者中，也有人认识到情境不同于物理状态，如计算机技术开创时期的著名专家威曾鲍姆（Joseph Weizenbaum）。他在研究一个人通过自然语言能与计算机交谈的程序时，认识到情境的重要作用，并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把情境看作是物理事实。

但是，只是认识到情境的重要作用，这还不能成为放弃AI的充足论据。AI研究者们还可以辩解说：所使用的事实已从全局性的情境中选出来并做了解释，进而得出结论说我们只需要把那些标志着更广情境的特征选出来编成程序。但是，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我们不能感受到我们曾做过这种分离。我们从词义方面对情境所做的理解，和从情境方面对意义所做的理解似乎一样多。可是，对于计算机来说，这种词义与情境相互确定的过程，肯定得分解成一系列独立的操作。出路只有一个：计算机不应该从底向上，进行从较窄情境到较广情境的操作，而应该从一个终极情境开始，从上向下进行操作。这个终极的情境，就是威曾鲍姆所说的那种为我们共有的文化，而在现象学看来即是我们共有的生活世界。我们从一开始就在世界中，一刻也不曾离开，而我们所有的智能活动就是以这个世界为背景来进行的。

另外，如果本体论假设要成立，就得证明将人们的生活形式化是可能的。两千多年来哲学家们一个隐约的目的，就是将人类生活形式的主要特性明晰地表达出来。例如，柏拉图就认为使人们能够以离散的方式来理解宇宙，并可以获得关于一切的理论并且人与事物相联系的方式是拥有关于事物的清晰理论，而方法是去发现丰富的现象背后的原则。
【58】

 但是，反传统哲学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家们揭示出，人体现了另外一种可能：我们对目前情境的识别，是把它当作以往情境的继续或修改，而不是上下文环境的层级网；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各种事物打交道时，并不需要时刻伴随着清晰的表征意识。人之所以可以避免像计算机那样从外部来识别情境，是因为像人这样的具身存在，始终已经处在世界中，始终处在一个情境中，并因此拥有非具身存在不能拥有的相关性和意义。因此，如果存在主义现象学家们的思想是对的，那么，以传统哲学为根基的本体论假设是错的。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背后未经检验的心理学、认识论和本体论假设都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德雷弗斯得出结论说人工智能是炼金术，是一种要从铅当中提炼出金子、顺着大树爬到月球上的努力。
【59】

 那么，人为什么能处于一个情境中，为什么能进行自上而下的“信息处理”，而机器不能呢？人与机器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本书将在第二章第一节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在接下去的两节中，本书将通过分析胡塞尔、海德格尔与认知科学的联系，来继续深入挖掘AI所依赖的哲学思想并对之进行批判。

1.3　胡塞尔的意向性思想与无身认知

除了以上三个哲学假设外，无身认知的思想还可以被追溯到胡塞尔的现象学。“胡塞尔开始被认为是当前对意向性关注的先驱，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出有关精神表征在语言和心灵哲学中地位的一般理论的人。作为第一个把精神表征直接放到哲学核心的思想家，他也是当前的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研究之父。”
【60】

 德雷弗斯的这种刺激性评价引发了对胡塞尔与人工智能、现象学与认知科学关系的讨论。如果德雷弗斯的解读是对的，那么胡塞尔就是无身认知思想的一个原型，而胡塞尔超验现象学就是当代认知科学研究的先驱。
【61】



将胡塞尔的意向性思想与认知主义相比较的目的是：两者具有类似的主张和同样的局限性，这表现在它们都试图将意义和可理解性奠基于抽象精神结构之中，因而海德格尔对胡塞尔超验现象学的批判、梅洛—庞蒂用身体取代精神表征的主张，也适用于认知科学，从而具身认知研究应取代无身认知研究。因为根据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思想，智能是有身的、非表征的
【62】

 ，而认知科学主张智能是无身的、表征的宣称是错误的。

1.3.1　意向对象（noema）

德雷弗斯认为，胡塞尔的意向性思想实际上提供了精神活动按照规则来整理知觉材料的认知主义理论。首先来看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胡塞尔在他的最完整的意向性说明中，称心灵借以面向对象的抽象结构为意向对象，按照弗勒斯达的看法，新一代的胡塞尔解释者一直在解答这个意向对象是什么及其蕴含了什么的心灵观和指称观。”
【63】

 意向性内容是这么来运作的：光靠意识行动或noesis是不能完成表征对象及其与主体关系的工作的；相反，意向性内容需要借助于抽象结构或与这个行动有关的意向对象。意向对象是胡塞尔意向性思想的核心，而他所谓的意向对象，是一个要执行困难工作（或许是不可能解决的困难）的复杂实体。意向对象必须说明心灵对于对象的指向性（directedness）或者说明心灵表征对象是如何可能的。因此，它必须包括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挑选出了外在于心灵的特定对象；第二个要素提供了对该对象在某种情况下的描述；第三个要素要对这一个对象的可能呈现出来的其他方面进行描述。简而言之，意向对象要完成三项工作：指称、描述和综合。
【64】



胡塞尔认为，意向对象不是一张清单，而是一组有等级的规则。存在一个确定谓项涵义的有序集的规则，它描述对象看起来像什么，而一些高阶规则确定其他哪些谓项可以适合，即其他哪些现象可以被看成是这个相同对象的现象。在这里，胡塞尔明确赞成精神活动是一个按规则进行的描述层次。另外，他对以下两个关键问题的肯定回答，使他更加是一个认知主义者。（1）表征内容的作用是什么？假定它是意向状态的一个本质特点，它是否也起着使意向性可能的作用？（2）我们的有意义行为中有多少涉及意向内容？假定人们常常知道他们意指什么，那么一切人类的理解都能够按照意向内容来分析吗？
【65】

 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作出了与胡塞尔截然不同的回答：单凭表征来分析所有意义和智能的尝试是引人入歧途的，以致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除此之外，德雷弗斯认为后期胡塞尔对精神运作的说明也是认知主义式的。
【66】

 使我们能够感知一个对象是一所房子的意向对象，而它一定已蕴含了从其他视角来看这个对象的有序显现。进一步地，胡塞尔主张：意向对象或表征内容是一个规则，它执行的工作就是将种种经验（时间的瞬间、对象的方面）综合为对一个统一对象的统一经验。他没有停留在含糊的思辨层面上，而是详细说明了经验的形式及其内容的构造规则的结构特点。为了研究客观指称的可能性，人们必须分析本质上与每个意向状态相关的意向对象，并逐个考察合成的诸“谓项—涵义”，以确定它们的等级依赖关系和其他结构特点。这种努力长期地吸引着胡塞尔，并使得胡塞尔成为认知科学之父。

简而言之，胡塞尔的意向对象是一个复杂的形式构造，尽管在他提出这种观点的时候还没有数字计算机为他的思想提供实证模型，但他认为意向对象是可能的、综合的严格规则。更重要的是，胡塞尔能成为认知主义的先驱，正是因为他的规则像计算机程序一样，可以完全独立于有意识主体的存在而运作。在分析的最低层面上，胡塞尔和认知主义们者一样，需要某种初始要素来支持他的等级noematic分析。他宣称：最初始的要素是超验意识。正是超验意识遵照着规则，来被动地和无意识地把知觉材料组织起来。身体则被加上括号悬搁起来。就这样，他和认知主义者一样忽视了身体。
【67】

 类似地，为认知主义者所广泛接受的功能主义提出：精神的本质不在于能够拥有精神状态的那种质料，而在于某种精神状态相对于其他精神状态和感觉输入、行为输出的逻辑或结构关系。“功能主义意在提供对这种抽象层面的哲学解释。它承认系统像人类一样多变的可能，并且计算机器和无身的精神都能拥有精神状态。在功能主义看来，系统的精神状态不依赖构成它的质料（活细胞、精神能量），而取决于这些质料是怎么被组合到一起的。”
【68】



实际上，在这种功能主义思想提出之前半个世纪，胡塞尔就提出了类似的思想。有学者称之为“中性形而上学”
【69】

 。胡塞尔提出这种思想的原因是：他的反自然主义需要这种进路。因为只要主体是处于与其他事物的因果联系之中并与它们有着同样的自然世界的心理—物理的有机体，那么自然主义就不仅包括对除了主体以外的个体的信念，还包括对主体本身的信念。如果悬搁的方法得到严格的执行，那么对心灵的解释就得独立于所有自然主义信念，当然就包括了对身体的信念。“让我们按前面论述的意义来想象，整个自然界，首先是物理的自然界被‘消除了’：那么就不会再有有机体，因此也没有人。我将不再作为一个人而存在，而且也不再有同伴对我存在。但是我的意识，尽管它的体验状态会大大改变，仍然为一具有自身本质的绝对体验流。”
【70】

 在胡塞尔那里，对存留下来的意识及其绝对体验的现象学描述，不是对经验自我的自然主义解释。确切地讲，他的现象学描述是对心灵的超验特征的哲学解释：就这些超验特征构成了精神性本身而言是超验的，而不管这些特征实际上是怎么被实现的。正如靳希平教授所评价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超验自我，无非是一个忽略了人脑存在的、宏观的、功能性的思维统一体，可以称之为一个理论人脑——它执行人脑的一切功能，但没有人脑的存在。这样的理论人脑不就是人工智能研究者要寻找的吗？”
【71】



1.3.2　意向对象和明斯基的“框架”（frame）

上文已经讲到胡塞尔在理论上有两点与认知主义相类同：一是胡塞尔提供了精神活动按照规则来整理知觉材料的理论；二是胡塞尔的意向性分析和功能主义一样无视身体在认知活动中的作用。除此之外，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还与AI中的实际工作相关联。首先，胡塞尔试图探索出所有形式的智能行为所涉及的意向结构和精神活动的情况，而且他甚至想获得在物理和社会世界中的对象和人们的实际互动情况。其次，胡塞尔对客观世界构造中涉及的复杂形式结构的说明，已经预言或甚至已直接有助于AI研究中曾经是最有希望的一个设想，即明斯基的通过框架来表征常识知识的设想。
【72】



德雷弗斯曾指出AI的一个主要弱点是：没有一种程序能运用期待（expectations）。
【73】

 相应地，胡塞尔不把智能活动看作是被动地把独立于情境的事实接收进预先设定好的数据结构中，而是把智能看作是依赖着情境的、以目标为导向的活动，或者说是对预期事实的搜索。对他来说，意向对象或对任何对象的精神表征，提供了情境或期待的“内视域”（inner horizon/innerer Horizont）或用来结构化数据的“预先勾勒”（predelineations）：“任何一个客体，任何一个对象一般（甚至任何一个内在的对象），都表明了先验自我的一种规则结构。先验自我作为它所表征的东西，通常也是作为它所意识到的东西，而立即表明这就是对同一个对象的其他可能的意识的一条普遍规则，而且有可能是一门本质上预先规定了的类型学上的一条普遍规则。……先验的主体性并不是各种意向体验的一片混沌。但它也不是构造类型的一片混沌，因为任何一种构造类型都是借助于意向对象的某个各类或形式的关系而自组织起来的。”
【74】

 因此，意向对象就是对所有特征的符号描述，而这些特征就是在探索某种对象类型时可以肯定地期待到的。正如胡塞尔所说的，这些特征不可更改的是同样的，只要作为这个或那个的客观性不变。“它们总是始终被束缚于某种结构类型，而这种结构类型是牢不可破的同一个结构类型，只要对象性仍然是作为这个对象性和作为如此形成的对象性而被意识到，只要对象性应该能够在意识方式的变化中保持同一性的明见性。”
【75】



为了解决常识知识难题，明斯基提出了一种非常类似于胡塞尔的意向对象的新数据结构来表征日常知识，即框架。
【76】

 “框架就是表征典型化的情境的数据结构，例如：在起居室中或参加一个孩子的生日聚会……我们可以把框架看作是由各种节点和关系构成的网络。框架的‘顶层’是固定的，而且表征着在假设情境中永远是真实的事物。下层有许多终端——必须由特定事例或数据填充起的‘空位’。每个终端可以规定它的赋值必须满足的条件……这一理论的现象学力量主要依赖于它所包含的期待和预设。通常，框架的终端已经配置有各种缺省值。”
【77】



在德雷弗斯看来，在明斯基的框架模型中，“顶层”就是胡塞尔所说的“牢不可破的同一个结构类型”的进一步发展，而胡塞尔的预先勾勒被精确化为“缺省值”（default assignments）：通常可以期待的补充特征。这种对胡塞尔思想的吸收，使得AI技术从被动的信息加工模型往主动的信息加工模型
【78】

 前进了一步。胡塞尔认为：他的超越现象学的构造方法，即阐明对象的所有类型的意向对象，是使哲学成为严格科学的开始。类似地，温斯顿（Patrick Winston）
【79】

 赞扬明斯基的计划为AI研究中一般浪潮的先驱。

但是胡塞尔的研究遇到了严重挫折。
【80】

 在他现象学生涯的前二十年，胡塞尔试图阐明日常事物的意向对象组成部分。但他发现他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涉及他称之为“外视域”的东西：即某一主体对世界的所有知识：“然而，我们宁可说，在这里，事情涉及到一种无限的制约性观念；作为这样一些可能意识的那些可能对象的、在先前的预期中预先假定了的体系，本身也将是一种观念，并且在实践上也许能提供出一条原则，即通过不仅是意识对象内部所固有的那些视域，而且也是对外在地指示各种关联之本质形式的那些视域的不断揭示，把每一种相对封闭的构造理论与其他的任何一种理论结合起来。”
【81】

 一系列的挫折使得胡塞尔在75岁高龄时悲哀地指出，他永远是一个初学者，而现象学是一项没有尽头的任务。他的继承者海德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外视域或文化实践的背景是决定相关事实和特征的可能性的条件，并因此是构成内视域的先决条件，所以只要文化的上下文环境没有得到阐明，那么，对意向对象的内视域的分析就不会有进展。
【82】

 换言之，背景是不可表征的，并且背景是可表征的意向性活动的基础。
【83】



明斯基也像胡塞尔那样认识到了文化实践背景的作用：“贸易通常在具有法律、信用和制度的社会环境中进行。除非我们也能表征出这类有关的事实，否则大部分贸易事务就几乎没有意义。”
【84】

 但是他仍然想把这最终征服了胡塞尔的、误导性的、无限的任务继续下去：“建立一个知识库是重大的智能研究问题。……我们对常识的结构和内容仍然知之甚少。最小的常识系统必须知道因果、时间、目的、地点、过程和知识的类型……在这一领域我们需要做严格的认识论研究。”
【85】



海德格尔促使胡塞尔明白：除了把我们与对象的关系当作知觉或判断的对象以外，还有其他遭遇对象的方式。例如，当我们使用像一把锤子这样的用具时，我们是在实现一个不能在心灵中得到表征的技能，而这个技能必须在一个受社会影响组织起来的用具、目标和人的作用等等要素组成的背景中实现。这个背景不能表现为一组事实，而且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熟练地应付一切的方式都不是某种我们所清晰知道的东西，而是作为我们社会化的一部分，构成了我们在世界之中的方式。像海德格尔后来指出的那样：“人用以认出……目前的存在物本身……的澄清，不是精神表征的对象，而是对用法的支配。”
【86】



于是，“关键的问题变为：在给每个意向状态指定满足条件时预设的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日常常识背景，是否能被当作一个能够按照其每个构成信念的意向内容来分析的信念系统？或者相反，背景是技能、实践、辨别力等的组合吗？”
【87】

 胡塞尔的回答是：日常背景或预先给定的生活世界，当然是一个信念系统，而详细说明它所需要的就是更多的研究和更多的工作。但胡塞尔因此承认海德格尔的论证，即每个意向对象只是在生活世界的实际视界中来活动。他然后主张，这些背景实践本身真正是一个积淀的背景假定的集合，每个假定都有它自己的意向对象内容，而这些内容正等待着被现象学家们复活。因此，胡塞尔实际上把背景当作一个框架系统。综上所述，他的认知主义的根本思想是：所有非任意的（即可理解的）行为必须预先在意向对象中得到说明。

要彻底驳倒他的这个认知主义的确信，就必须证明：除了适当的精神活动外，还有别的东西能够说明我们行为的统一性、有序性和可理解性。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恰恰提供了这样的东西。接下去，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和第三章第三节将分别讨论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提出的人遭际对象的方式。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基本的与人和事打交道的方式是不以精神活动为中介的；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则指出，身体接管了我们意识不到的部分。

此外，中肯地讲，胡塞尔的思想中确实有与认知主义或者说精神的表征主义相类似的思想，而将他视为AI的鼻祖也有些道理，但如果对胡塞尔的思想的解读仅仅停留在认知主义解读层面上，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精神活动依然是认知科学探讨的主要课题之一，而在这方面，胡塞尔对意向性的研究显然是不能被忽视的。甚至有相当多的学者提出：尽管胡塞尔的反自然主义阻碍了他被认知科学所借鉴，但是在将他的现象学自然化后，他的现象学可以有效地指导认知科学研究。例如，马尔巴赫（Eduard Marbach）
【88】

 就提出将胡塞尔的现象学形式化和符号化，以避免对现象学语词意义含糊的指责。例如，对于记忆或想象这类的东西，意识以它“好像”在知觉中被给予我这样的方式来指向不在场的东西。“好像”表明对知觉元素（他追随着胡塞尔而称之为表征）的修正。为了解释和阐明这种表征行为的结构，他发展出了他的符号。知觉某对象x的行为，被表示为（知觉）x。在包括（知觉）x的记忆行为中，x的表征不是作为知觉的现实和正在发生的行为，而是作为他所指［知觉］x的知觉的重演，而用［知觉］x来表示。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记忆包括一个信念：过去我确实曾经知觉到x。事实是知觉x是在过去，而非在未来，也就是说，这是记忆行为而非期待行为，而且可以用p来表示这种行为。因此，马尔巴赫对记忆行为，即依靠“相信过去曾发生过的对x的知觉”x的再表征，把记忆行为表示为：（REP p[PER]）x。
【89】



1.4　海德格尔对无身认知的批判

在具身认知思想的产生中，海德格尔是一个关键的中介环节。因为海德格尔对胡塞尔以及整个传统哲学的批判，正是对无身认知思想的批判。首先，海德格尔所要清除的四个哲学假设——明晰性、精神表征、理论整体论、超然（detachment）和客观性假设，都是无身认知所包含的思想。其次，海德格尔对胡塞尔与塞尔式的意向性观点批判，就是对无身认知中的表征主义的批判。再次，海德格尔在探讨“背景”时，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反表征主义思想。最后，海德格尔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无身认知无法解决框架问题。如果海德格尔是对的，那么无身认知就是错的，从而应该被具身认知所取代。

1.4.1　海德格尔对四个哲学假设的批判

针对自笛卡尔以来的哲学家们（包括当前的认知科学家们）一直想要解决的认识论问题——我们心灵中的观念是怎么可以真实地反映外在世界的，海德格尔首先提出这是一种主／客认识论，而它的前提是：我们被社会化入其中但没有在心灵中得到表征的日常实践背景。他称比表征活动更基本的让事物有意义的方式为我们对存在的理解，并且他的存在论（Ontology）就是要追问我们所不知道但就是我们所是的对存在的理解的本质，而非心灵中与世界相关联的表征。海德格尔是这样来打破笛卡尔和胡塞尔传统的：用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存在和我们的存在是怎么与世界的可理解性相联系的存在论问题，替代了关于认识者与被认识者关系的认识论问题。笛卡尔的著名观点“我思故我在”应被倒置，而成为“我在故我思”。

由此，海德格尔想要清除以下四种传统哲学假设。
【90】

 由于这四种传统假设对无身认知构成了支持，所以海德格尔清除这四种假设的努力，可以被看作是他对无身认知的批判。

1.4.1.1　明晰性的假设

从苏格拉底到康德再到哈贝马斯的西方思想家，假设我们完全清楚我们是怎么来进行认知和行动的，因此我们能清楚地控制我们的生活。海德格尔质疑这种我们的日常理解能够被完全明晰化的可能性。他指出：我们的日常技能和实践，是人们揭示（pick out）对象、把他们自己理解为主体以及认识世界和他们的生活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些实践只有停留在背景
【91】

 中时才能发挥作用。批判的反思只有在我们的一般应付方式不起作用时才是有必要的。所以在海德格尔的日常应付活动中，批判反思不再起到它在哲学传统中所起的中心作用。如果一切都一览无余，那么我们的行动就缺乏严肃性了。“每个决定……都建立在某种没有掌握的东西的基础上。一些东西被掩盖了，一些东西被搞混了；否则就不成其为一个决定了。”
【92】

 因此，我们生活中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部分不是也不应该是批判反思所能把握的。批判反思正是以某种我们不能充分阐明的东西为前提的。

海德格尔称这种使我们认识事物成为可能而又不可阐明的背景为对存在的理解。作为对批判反省传统的替换，他的方法是寻求阐明和描述我们对存在的理解，而不试图让我们对实体的掌握在理论上变得清晰。他分析了背景实践是怎么在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发挥作用的，但是他只为我们揭示了背景实践以及背景实践是怎么与人相联系的。他没有用确定和独立于情境的基本要素来定义这种背景实践，以便让它们可以被传输到计算机上。这无疑是对AI认识论和本体论假想的有力批判。

1.4.1.2　精神表征的假设

AI在模拟人的行为时所继承的经典假设是：可控制的人类行为以信念和愿望为基础。笛卡尔曾经说：如果我们要进行知觉、行动或者说与对象相关联，那么在我们的心灵中就必须有某种内容——某种内在表征，而且正是这种内容使我们能让心灵指向每个对象；胡塞尔将这种内在表征命名为意识的“意向性内容”；近来，塞尔又发展了类似的观点，将这种内在表征命名为行动中的经验。德雷弗斯将这些观点称为精神表征主义，有时候也称之为认知主义。
【93】

 海德格尔质疑了这种胡塞尔／塞尔式的精神表征观点：“经验总是并且基本上是具有精神内容（内在的东西）的自包含主体与独立对象（外在的东西）的关系。”
【94】

 也就是说，海德格尔不认为主体总是通过精神内容来与对象相关联。当然，有时候在我们与对象打交道的经验中，我们的确经验到自己是一个有意识的主体，而且拥有愿望、信念、知觉、意图等等。但是，海德格尔认为这是派生的和间接的方式，而它是以更基本的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方式为前提的。可清晰表征的东西是以不可清晰表征的东西为前提的。

精神表征思想的最近和最强版本就是认知主义，而它提出了形式表征的思想并寻求以这种方式来解释人类的行动：即根据表征着世界的元素或逻辑上独立的符号的复杂联合来解释人类行动。这种思想是认知心理学给计算机编上程序以体现智能的可能性信念的基础。如果海德格尔的反精神表征思想是对的：即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具有不可表征和不可形式化的本质，那么认知主义就是错误的。

1.4.1.3　理论整体论的假设

柏拉图认为人类所做的每件事都以清晰的理论为基础，而笛卡尔和胡塞尔对之所做的发展是：这种理论作为意向性状态之间的联系规则在心灵中得到了表征。这两种观点合并起来就是：即使背景对于任何意向性活动或者说精神活动来说都是必要的，那么人们还是可以确认：人们能够根据更多的精神状态来分析和确定背景。就背景包含知识来说，它们必须建立在清晰信念的基础上；就背景实践是技能来说，它们必须源自默会规则。这导致了意向状态的整体网络、默会信念系统的观念，而这种网络是有序的人类行动的每个方面、每个背景实践的基础。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是认知主义者们的退路，而胡塞尔在他对《存在与时间》的回答中（《欧洲科学的危机》）称之为“视域意向性：（horizontal intentionality）”。

海德格尔否认这种哲学思想：即必须有一个日常有序领域的理论，尤其是有一个关于常识世界的理论。他坚持我们要回到日常人类行动的现象并且停止传统的二元分立：内在／超越、表征／被表征、主体／客体、有意识／无意识、外显／默会、反思／非反思。海德格尔摒弃了这个为胡塞尔和所有认知主义者赞同的观点：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是一个主体所拥有的信念系统。

1.4.1.4　超然和客观性的假设

德雷弗斯认为我们从古希腊哲学那里不仅继承了这个假设——我们能够获得对于每个领域甚至人类活动的理论知识，还继承了这个假设——超然的理论观点优越于涉入的（involved, Bewandtnis）实践的观点。在哲学传统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认为：超然的沉思是把握实在的最好路径。他们提出了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超然和客观性。例如，柏拉图提出了理论辩证法（它把心灵从日常的阴影世界中带出来）；笛卡尔的哲学准备是把他自己关在温室以远离关系和激情；休谟提出了陌生分析发现，即通过出去打台球，来忘记一些东西；胡塞尔提出了先验还原，即悬搁一切。总之，他们都认为：在描述事物与人之前，必须从日常实践中抽身出来，进行超然的沉思，才能发现事物真实的样子。

这种把超然（detachment）和客观性置入理论中心的思想，有力地支持了认知科学中的表征内容的计算理论（computational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al contents），因为这种计算主义把它所假定的规则看作是能够运用于任何“装置”的程序，而不管这个装置是一个心灵还是一台无意识的计算机。海德格尔通过质疑胡塞尔的先验还原和强调我们始终已经在世界之中来批驳这样的观点。如果海德格尔是对的，那么涉入的实践和情感就异常重要，
【95】

 而且计算主义就失去了哲学上的辩护。德雷弗斯在他的技能理论中，吸收海德格尔反对超然沉思的思想。在他看来，专家不只是能比初学者做更多的事，而且他们的情感行为也不同于初学者。在实践中，专家对他们活动的感受方式从他们还是初学者开始，一直在变化，从相对的超然到投入的委身（engaged commitment）。

1.4.2　海德格尔对表征主义思想的批判
【96】



海德格尔对无身认知的第二个批判是对表征主义的批判，而他的方式首先就是批判胡塞尔与塞尔式的意向性观点。
【97】

 胡塞尔与塞尔式的意向性观点是：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必须始终以意向内容为中介，或者说，行动必须始终在意向性的满足条件的导引下进行。这样的观点，为认知科学中的表征主义提供了哲学辩护。尽管塞尔曾提出著名的“中文屋”论证，来批判AI。但是德雷弗斯认为，由于胡塞尔可以被认为是认知主义之父，而塞尔的意向性观点与胡塞尔的意向性又有很大的传承性
【98】

 ，即对精神表征的执著，所以要彻底批判无身认知，就得批判胡塞尔与塞尔式的意向性观点。他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就是对他们的批判。

德雷弗斯认为，在胡塞尔那里，“意向性”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即感知、相信、欲求、惧怕、怀疑等精神状态总是关于某个事物的，换言之，精神状态总是面向加以描述的某个事物的，而这一超精神的客体存在与否并不重要。使这种指向得以实现的精神特质被称为精神状态的表征或意向内容。精神状态的表征会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胡塞尔对现象学还原的贯彻：即把世界加上括号，而这之后留存下来的只有精神状态的表征或意向内容。这正是海德格尔所反对的。海德格尔相对胡塞尔的彻底之处在于：通过精神内容来对意向性作出说明是以一种更为基本的意向性为基础的，即一种完全不包括意向内容的意向性，但是这种更基本的意向性在胡塞尔那里却被忽视了，另外，海德格尔还想表明：活动或认知都不能被理解为主体及其意向内容与独立的客体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先来看为海德格尔所反对的那种表征主义意向性思想。“由于海德格尔集中于行动，将之作为最容易了解我们的经验不必涉及精神／世界之分的领域，我也将集中于论述行动。然而，由于胡塞尔从未论述一种行动理论，我将转向塞尔的研究成果，他为海德格尔所反对的行动的意向性解释作辩护。”
【99】

 因此，当代有关行动和知觉的表征主义意向性思想主要由塞尔来提出。

在知觉和行动问题上，塞尔坚持因果论。他认为，自主运动是以某种正确的方式由某种精神的东西所引起的。一个身体运动要成为行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对于行动目标的表征必须通过运动而存在，并且在塑造行动时必须起持续的因果作用。塞尔称这种对目标的持续表征为“行动中的意向”（intention in action）。其次，主体必须经验到行动中的意向和身体运动之间的因果联系。在他看来，行动的经验就是由行动中的意向所引发的身体运动的经验。因此行动就是被经验为由我从事该行动的意向所引起的身体运动。
【100】



塞尔指出，行动的经验在现象上与被行动所作用的经验相区别。我在受骗时（如在被麻痹时）也可以有行动的经验，但我意欲导致的和以为发生的身体运动，事实上并未发生。如果把电极植入我的大脑，那么这也能在我并不具有行动经验的情况下引起我身体的运动。由此可推出行动的经验与它引起的身体运动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正如在看桌子这个情形中涉及两个相关的部分一样，即一个意向的部分（视觉经验）和这一部分的满足条件（桌子的存在及其特征）。因此我举起手臂的行动也涉及两个部分，即意向的部分（行动的经验）和满足该部分的条件（我的手臂的运动）。”
【101】

 他还说，我们看起来总是在行动过程中知道我们在行动——至少是在我们的经验本身作为活动的来源而不是被动地做运动这一意义上。

海德格尔对塞尔关于知觉和行动的逻辑分析提出了质疑。首先，他否定了：行动的经验必须是我引起该行动的经验。其次，他否定了：行动的经验必须表征出满足该行动的条件。

首先，海德格尔指出技能化消释（skillful absorption）不包括与行动的经验所引起的行动相分离的行动的经验。换言之，最好的行动发生在我没有了对该行动的经验时，而我们只有在失败时才会反省对该行动的经验。
【102】

 著名哲学家古尔维什（Aron Gurwitsch）对海德格尔的技能化消释做出了绝好解释：“强迫我们做的东西不是由我们自己所决定的，就好像我们是作为某个站在情境之外只是看着这一切的人：所发生和加于我们的事是由情境及其自身结构所规定的；我们愈是让自己受其导引，即我们在投入其中并在服从它时愈少保留自己，我们针对情境的行动便愈是恰当。我们发现自己与情境交织在一起，被它所包围，正是‘消释’（absorbed）在其中。”
【103】



其次，塞尔这个宣称也是为海德格尔所反对的：即对于行动经验的意向内容，表征出了该行动的满足条件。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人在有目的地与世界发生关联或与人打交道时，并没有一种规定了行动为达目的应指向何方的表征状态始终伴随着。德雷弗斯举了很多日常生活很多不经意活动的例子。例如，打网球、开车去办公室、刷牙、在床上翻身、在说话时做手势等等。在以上这些行动的例子中，一个人在行动时，其头脑中并没有表征出自己试图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技能化应付（skillful coping）完全不需要对其目标的精神表征。人能够在没有明确意识到其目的情况下从事目的性活动。
【104】

 著名的NBA球星拉里·伯德（Larry Bird）对比赛中进行传球这样的复杂行动经验的描述，证明了这种观点。伯德曾说，我在球场上所做的许多事就是对情境的反应，而且很多时候，我传了球，但一直要过一会儿后我才意识到我传了球。

在海德格尔之后梅洛—庞蒂等人的身体理论，都明确指出：这是因为身体接管了我们意识之外的地带。海德格尔没有明确提到身体，这是他的局限，但他的确在反对精神表征，并试图提出新的解释。他认为，我们不是通过体察内在精神状态来做行动的。举止（comportment）
【105】

 不简单地是一种主客未分化的流。人们可以这样来赋予它以意义，即把它看作是有方向和可认识的结构。指向性（toward-whichs）就是海德格尔为我们用以使得举止具有意义而采取的非表征主义的术语。“例如，我们离开家、开车去工作、停车、进入办公大楼、打开办公室的门、进入其中、坐在自己的桌前，并开始工作。我们因此而使自己的举止，也使其他人的举止有了意义，其方式是指向有时是我们的明确目标的那些长期和逼近的终点。这就是我们在被问到自己和其他人在此过程中做什么时，我们总会有一个答案的缘由。但这一事实不应误导我们，而提出行动中的精神意向。”
【106】

 海德格尔这样来阐述他的非表征主义观点：“等待‘指向性’既不是对‘目标’的思考，也不是对有待完成的未决工作的期望。”
【107】



德雷弗斯认为，AI研究者们所继承的胡塞尔和塞尔式的意向论观点掩盖了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最基本的方式，而海德格尔为我们揭示了这种最基本的方式，即海德格尔自己称之为举止的有控制的活动。他宣称举止显示了意向性。“胡塞尔的意向性经常被称为关于性（aboutness），因为精神内容从某个方面来被指向对象。海德格尔的更原初的意向性也被称为关于性，但是在海德格尔这里，关于性不是正思考着某事物的心灵，而是从事（go about）他或她的事情的具身的人。”
【108】

 另外，海德格尔的举止不仅指称有意识的行动，也指一般的人类行为。因此，意向性不被归因于意识，而是此在（Dasein）。“由于通常将具有内在领域的主体与具有超越领域的客体分开——由于内在与外在的区别一般是建构性的，并为进一步的建构提供了机会。我们今后将不再说主体、主体领域，而是将意向的举止所属的存在理解为此在，这样一来，正是借助于恰当理解的‘意向的举止’，我们试图恰当地描述此在的存在的特征。”
【109】



总而言之，海德格尔认为我们的日常活动并不像胡塞尔、塞尔和无身认知研究者们所认为的那样，依赖着表征来进行，也不需要始终有表征活动目标的意向内容伴随着。人的活动就是对情境或世界的开放反应。

此外，海德格尔在给予非表征意向性以核心地位时，也没有完全排斥表征意向性。海德格尔暗示了反思意识及其对象是怎么出现的。“按照此前的阐释，在世界之中就等于说：寻视而非专题地融身于（absorption in）那组建着用具整体的上手状态的指引之中。任何烦忙向来都已经如其所是地依据于对世界的熟悉。在这种熟悉中，此在可能失落自身于世内照面的东西，可能神魂颠倒于这些东西。此在所熟悉的东西是什么？世内东西的合世界性为什么能够亮相？切近地说来，既然寻视活动在指引整体性之中，既然指引整体性可能发生残断从而把存在者的在手状态迫到眼前，那么，应当怎样来领会指引整体性呢？”
【110】

 这“发生残断”的地方，就是海德格尔为传统的表征意向性留下的地方。当持续的应付（ongoing coping）陷入麻烦或者说出现不可上手状态时，就出现了残断的经验，这时就要求由表征意向性来导引深思熟虑的行动。

这种不可上手状态揭示了作为思的主体的存在和作为孤立的、确定的实质的存在方式。不可上手状态会在以下情况中出现：（1）发生故障时（malfunction）：用具出现故障时，我们通过环顾寻视用具而发现了不称手状态，而且用具因此变得突出。（2）暂时中断时（temporary breakdown）：因为有东西阻碍了正在进行的活动，所以活动出现了暂时中断，这时就从消释的应付（absorbed coping）转到了深思熟虑的应付。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我们正在做的事上，并进行深思熟虑。不可上手状态的出现表明：技能化应付也是有限度的，并且它也要求对所处理事情的再思考。

1.4.3　海德格尔的反表征主义思想

在批判表征主义的同时，海德格尔自然提出反表征主义思想，而他对“背景”的讨论就体现了这一点。“所有人的活动，无论是消释的还是慎思的，都要求使导引的活动得以发生的背景定向（background orienting）。”
【111】

 换言之，无论是技能化应付的行动，还是深思熟虑的应付，都是在不凸出的背景中进行的。对于使用特定工具的个人，无论他是使用这一工具，还是认识它，在他的技能化应付与工具整体之间必定存在一种相关性。例如，当我进入一个处所时，我通常总是能立刻感受到一种或是庄严的、或是悲伤的、或是喜悦的等等氛围，而我能不自觉地与其氛围相适应。但我不是靠形成一套信念系统来做到这点，也不是靠遵循某种规则来做到这点。我依赖的是一种对该处所通常会怎么样的预判。这就是一种处理情境的技能，而这种技能是我在经历许多处所之后所培养出的技能。这种技能就是一种熟知性，使我自动知道如何去恰当地应付情境。并且我可以将之搁置一边，只在适当的时候运用它。这种技能绝非一套信念系统，更不可能成为可输入计算机的规则程序。

那么，这种“背景”与意向性是什么关系呢？有意思的是，塞尔在他对意向性的解释中也提出了类似“背景”概念，但实际上二者所指的背景是非常不同的。塞尔像海德格尔一样，认为意向性的背景包括能力、接受力和实践，但是他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是，他坚持：这些要素不是意向性，而是让意向性行动成为可能的非意向条件。而海德格称之为背景的东西就是一种基本的意向性，或者说，就是他称之为存在论超越的持续意向活动。

背景对于深思熟虑活动具有奠基作用，或者说非表征意向性对于表征意向性具有优先性。在传统中，表征的本质特征是精神性，即能够在表征不指称世界的情况下对表征进行分析。胡塞尔认为，心灵和世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实在领域，而海德格尔摒弃了这种对精神的解释。在海德格尔这里，即使是深思熟虑的反思，也不是传统所描述的纯粹超然的、理论的反思。深思熟虑必须在融身于世界的背景中发生。“从用具的使用抽身，这还远不已经是‘理论’；延留着、‘考察着’的寻视还完全附于所烦忙的上手用具。”
【112】

 换言之，即使在人们拥有“精神表征”时，即拥有诸如信念和愿望这样的精神内容和做决定、遵循规则时，他们也是以涉入活动的背景为基础。因为海德格尔认为深思熟虑的行动和理论沉思总是发生在背景中，所以他说：“当人们从一个无世界的我‘出发’，以便过后为这个我创造出一个客体以及一种无存在论根据的与这种客体的关系之际，人们为此在的存在论‘预先设定’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113】

 海德格尔的观点可以这样来阐释：理解不是在心中，而是在此在中，即在我们让自己做出举止行为的技能化方式中。即使诸如规则、信念和愿望这样的精神内容出现在不可上手层面上，它们也不能如传统所认为的那样被分析为精神表征。深思熟虑的活动仍然依赖处在背景中的此在的涉入。
【114】



具体地，对于背景活动，可以用我们的眼睛总是适应光线的方式来作类比。这时，我们可以称这种背景活动为适应（accommodation），而这是我们不断地调整与环境关系的方式。“海德格尔没有为这一最基本的活动起个特定的术语。它无处无时不在，故海德格尔简单地称之为在世界中的存在。”
【115】

 “在世界中的存在……等于在器具整体中无主题的、环顾寻视的消释。”
【116】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技能化应付表明：此在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活动——其经验中不具有任何表征化的意向内容，因此一般而言，此在消释于背景适应之中，并且这种应付所揭示的其对世界的熟知性表明，此在的活动及其所揭示的世界从来就不是截然分开的。“此在……只不过是……牵挂地消释于世界中（concerned absorption in the world）。”
【117】



用海德格尔的思想来对胡塞尔、塞尔和无身认知作回应的话，就可以说：我们在通过思考等高级认知活动来揭示对象时，必须同时练习一种把握所处环境的一般技能，即拥有使得日常技能化应付成为可能的背景导向。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以目标为导向的行动，就是唯一的意向性活动。德雷弗斯还指出，海德格尔所说的我们对存在的理解，就是我们的无心的技能化应付活动（mindless skillful coping activity）、背景活动和我们对世界的熟知。这种对存在的理解要比理论的、可清晰表征的理解更为基本。换言之，低层次的知觉活动比高层次的认知活动更为基本。胡塞尔、塞尔和无身认知的共同点就是重视高层次的认知活动，在胡塞尔那里，表现为对超验意识的聚焦；在塞尔那里，表现为对行动中的意向的聚焦；在无身认知那里，表现为对表征的依赖。假如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对的，那么认知科学就应该从只注重高层次的认知活动，转而分析低层次的知觉活动，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界之中的活动。

1.4.4　从海德格尔来看无身认知的框架难题
【118】



框架问题就是如何来表征常识知识的问题。在认知主义指导下的AI，在这一问题上束手无策。但根据上述海德格尔的思想，人根本不会遇到框架问题，只有计算机才会遇到框架问题。因为人与计算机的活动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一个物理符号系统的计算机只能通过遵循规则和识别清晰定义的特征来工作，而不能像人那样进行无心的技能化应付活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或事物打交道时，其行动方式越是熟练、越是巧妙，就越不用遵循行动规则和对人或事物的清晰表征。另外，计算机不能带着处理通常会在一种情境中出现的事情的上手状态
【119】

 进入到某种情境中，而只能处理处于在手状态的（occurent）元素。

由于计算机不能以人的方式来在世界中活动，所以认知主义者们在试图让计算机这么做时，必须给予它以离散的数据和清晰的规则，好让它建构起世界的模型和要处理对象的模型。他们认识到：如何来使用这些规则，取决于它所应用的背景环境，所以这促使他们像胡塞尔那样去搜寻严格的规则来把握这些背景条件。但是，这些背景条件只揭示了更多的随机应变之道。对AI研究者们和胡塞尔来说，用规则来把握背景条件或者说表征常识知识，是无限的任务。从海德格尔的角度来看，认知主义陷入了更困难的境地。因为他宣称我们对背景的把握或对常识的理解是一种知道怎么（knowing how），而不是知道什么（knowing what）；我们对它们的熟知也不表达为规则和事实，而总是表现为以恰当方式对情境作出反应的部署（dispositions），所以不存在可以形式化的背景或常识知识。把它们加以形式化的任务不仅是无限的，而且是引人入歧途的。

为什么呢？因为事实和规则本身是无意义的，所以要获得海德格尔所称为意义或涉入（involvement）的东西，事实和规则必须被赋予相关性。但是在计算机程序中，用来定义相关性的谓词仍然是无意义的事实，所以出现了这种让人惊讶的情况：计算机被给予的事实越多，它就越难计算出哪些事实与当前情境是相关的。为了计算出一个特定情境中的相关事实，计算机不得不根据规则来搜索所有的事实，以找到有可能是相关的事实，然后应用进一步的规则来确定哪些事实与当前情境通常是相关的，并从所有事实中推论出哪些事实与当前情境真正是相关的。但是在大数据库中，这样的搜索随着事实的增加，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并最终变得让人绝望。

以海德格尔的锤子为例。如果计算机要理解一把锤子，那么它应该遵循数据库里相关的指针，而不是所有的指针
【120】

 ；它应该只提取在当前情境里可能是相关的那些事实。但是，编程者该怎么样让一个像数字计算机这样的超然理论主体来了解当前情境呢？由于计算机不是处身于一个情境中的，所以AI研究者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对指针会指向何种事实加以限制，来表征在情境之中的存在。例如，威诺格拉德曾经尝试过让计算机理解一个故事。他说：“人类推理的结果是依赖于情境的，记忆结构不仅包括长时储存组织（我所知道的），还包括当前情境（目前的焦点）。我相信这是人类思想的重要特征，而不是不方便的限制。”
【121】

 威诺格拉德看到问题就是找到将焦点和目标形式化的办法。他的方法是：限制计算机从一个起点出发朝所有方向搜索数据库的时间。他认为，这会让计算机只提取与它的当前目标相关的东西。

但是显然，一个人当前的情境不是由他在很短时间内所能想到的东西来确定的，而是由我正在做什么和我打算做什么决定的。我通过上手状态从一个情境转到另一情境，而我的这种上手状态是由我多年来的经验所塑造的，因为这些经验会告诉我情境一般会怎么发展。此在总是已经在情境中并且持续地进入到新的情境，并根据过去的经验来预判接下来是相关的东西。由于计算机不能处在一个情境中，所以它不得不使用某种对当前情境的代替物来进行更新。AI对此的主导策略，即搜索限制，是不能取代在情境的展开序列中已经上手的东西的。

威诺格拉德解决相关性问题的方法不起作用，而他也认识到了将背景或常识形式化的困难。这从反方面证明了海德格尔的思想是正确的。威诺格拉德遭此挫折后，放弃了搜索限制进路，转而研究海德格尔，希望从中获得启示，并且现在他就在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课上教授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另外，AI在常识知识问题上不能取得进展，在另一方面表明了海德格尔的这个思想是对的：人们不能把世界奠基于无意识的元素之上。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的思想表明无身认知必然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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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海德格尔在具身认知的发展中之所以只是一个中介环节，是因为他的这个缺点：他在阐述他对表征的解构和我们与事物最基本的互动方式时，没有提及身体。在《存在与时间》中，他曾提到说，身体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是我们这里不处理这个问题。面对这个问题：什么取代了表征或者说什么在进行技能化应付，海德格尔的回答很含糊，而梅洛—庞蒂等人的身体理论就明确提出是身体在进行技能化应付。这就是下文要转向现象学的身体理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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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witsch, A., Human Encounters in the Social World,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67. 转引自Dreyfus, H., "Heidegger's Critique of the the Husserl/Searle Account of Intentionality", Social Research, Vol.60, No.1, 1993,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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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yfus, H., Being-in-the-World: 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Division Ⅰ,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MIT Press, 1991, pp.74—75.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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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海德格尔的术语“Zuhandenheit”，本书采取译法“上手状态”；“Vorhandenheit”，本书采取译法“在手状态”。《存在与时间》的英文本将“Zuhandenheit”译为“readiness-to-hand”，并将“Vorhandheit”译为“presence-at-hand”；德雷弗斯则将“Zuhandenheit”译为“availableness”，并将“Vorhandenheit”译为“occurentness”。


【120】
 　这些指针指向钉子、墙、房子、人、木头、钢、门把手、杀人工具等等。


【121】
 　Bobrow, D. and Winorgrad, T ., "An Overview of KRL, A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Language," Cognitive Science, Vol.1, No.1, 1977, p.32.


【122】
 　德雷弗斯指出：任何对现象学知道得足够多的人都应该会预测AI会失败，但是只有他注意到这一点。这就是他拿到Barwise奖的原因。


02　现象学对认知科学的建议——认知的具身性

在说明了无身认知思想是错误的之后，本章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证认知的具身性。首先，由于模式识别这种基本的智能行为，是一种身体技能，所以AI是否可能的问题，就变成能否制造出人造身体主体的问题。其次，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所有的认知最终以身体为基础。神经具身观一方面支持了现象学的身体理论的认知的具身性的论断，另一方面对身体的神经结构的强调，有遗漏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的危险。再次，从专家技能的角度来看，技能的本质特征是身体性，因为接受技能的是身体，而新手与专家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拥有对情境做出不同反应的身体。无身的专家系统无法达到技能的最高阶段。最后，从身体性宣称与社会性宣称孰先孰后的方面来强化本章主题观点，即认知的具身性。身体性宣称才是基本的，因为拥有一个身体是被社会化的前提。

2.1　身体在模式识别等智能行为中的作用

无身认知的思想可以追溯至西方哲学的源头。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就指出虽然人是由身体和灵魂两部分组成，但灵魂才是人的本质部分。灵魂在肉体的羁绊之下，不能专心来认识世界的真相。只有在人死后，也即肉体死亡后，灵魂才能真正被净化，来进行真正的哲学研究。后来的笛卡尔将身体视为理性的多余之物质，而胡塞尔也认为身体是次要的，是附属于超验意识的。正是这样一个哲学传统，为AI研究者们忽视身体在智能行为中的作用，提供了有效的辩护。所以AI研究者们在考虑如何让机器表现出智能行为时，只考虑模拟人的理性方面，而全然不考虑人的身体方面。

事实上，笛卡尔也曾经考虑过机器与人的区别：人能应付数量无限多的情境，而机器只能应付数量有限的情境；人相对机器的优越性在于人有一个非物质的灵魂，而机器没有。但是现代计算机的可能状态的数量级远远超出了人的想像，所以笛卡尔的这个区分的效力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把人与机器区别开的不是人的灵魂或人的理性。类似地，如果从胡塞尔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人与机器的区别就是：人有超验意识，而机器没有。所以人拥有意义，而机器没有意义。

但是后来现象学的发展说明，人与机器有着另外一种本质上的区别。按照现象学的身体理论，把人与机器区分开来的就应该是人的身体，而非人的理性或意识方面，或者说，由于机器不具备人的身体，就不能具备类似人的理性或意识能力。AI的发展证明了这种观点。因为机器在模拟人的理性方面表现得很出色，甚至有超越人的方面。
【1】

 所以笛卡尔式与胡塞尔式的人与机器的区分，对于目前的超级计算机不是很适用。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自如地运动。也就是说，给AI招致了最多麻烦的，正是智能行为的身体方面。这意味着，现象学的身体理论的区分更值得期待。现象学的身体理论认为，高级的、确定性的、逻辑的和概念的智能必须从低级的、不确定的、非逻辑的和非概念的身体能力中衍生出来。如果这个思想是对的，那么无身认知的设想就将彻底破灭。接下来，将具体来考察身体在模式识别中的作用。

2.1.1　认知心理学的模式识别
【2】



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是人的一种基本的认知能力，而它其实指的就是知觉。AI研究者们力图将模式识别的能力赋予机器，并且他们主要是用认知心理学来指导他们的工作。认识心理学所指的“模式”就是：由若干元素或成分按一定关系形成的某种刺激的组合或结构。认识心理学认为人在进行知觉时，进行的就是模式识别。模式识别指人把他知觉到的某个模式与其他模式区分开来，而它依赖人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模式识别的过程就是把感觉信息与长时记忆中的有关信息进行比较，再决定它与哪个长时记忆中的条目有着最佳匹配。可见，模式识别的关键是匹配。

那么，匹配过程又是怎样实现的呢？认知心理学提出了模板说（模板匹配模型）、原型说（原型匹配模型）和特征说（特征分析模型）等理论来揭示匹配过程。

模板说的核心思想是认为在人的长时记忆中，贮存着许多各式各样的在过去生活中形成的外部模式的袖珍复本。这些袖珍复本即称作模板（Template），它们与外部的模式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当一个刺激作用于人的感官时，刺激信息得到编码并与已贮存的各种模板进行比较，然后人做出决定，看哪一个模板与刺激有最佳的匹配，就把这个刺激确认为与那个模板相同。这样，模式就得到识别了。

模板说是一个简单的模型。它的基本思想就是刺激与模板匹配，而且这种匹配要求两者有最大程度的重叠。这种形式的匹配被称为模板式匹配。

模板说有两大困难：（1）人的大脑中到底贮存有多少模板，这些模板的检索方式与速度又是怎么样的呢？（2）由于大脑中的模板与客观事物很难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对于一个客观事物来说，无法确定与其相对应的模板数量及其变式。

原型说是针对模板说的不足而提出来的。其突出特点是：认为在记忆中贮存的不是与外部模式有一对一关系的模板，而是原型（Prototype）。原型不是某一个特定模式的内部复本。它被看作一类客体的内部表征，即一个类别或范畴的所有个体的概括表征。这种原型反映一类客体具有的基本特征。因此，在模式识别的过程中，外部刺激只需与原型进行比较并达到近似的匹配即可。当刺激与某一原型有着最近似的匹配时，即可得到识别。

特征说认为外部刺激在人的长时记忆中，是以各种特征来表征的。在模式识别过程中，首先要对刺激的特征进行分析，也即抽取刺激的有关特征，然后将这些抽取的特征加以合并，再与长时记忆中的各种刺激的特征进行比较，一旦获得最佳的匹配，外部刺激就被识别了。这就是一般的特征分析模型。在以上三个模型中，特征分析模型是最受注意的，并在机器的模式识别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它的特点很明显：它是自下而上的加工模型。

按照上述理念设计的机器，在进行模式识别时，是在搜索特征表，即查找由离散的、中性的、具体的特征构成的表。但是，人完全不是这样来进行知觉的。按照认知主义理念编程的机器无法像人那样来进行知觉。

2.1.2　现象学所理解的模式识别

模式识别就是现象学的研究主题之一——知觉。在现象学家们看来，由于知觉是不可形式化的，所以它仅仅对于身体化的生物才是可能的。AI的模式识别工作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所信赖的认知心理学丝毫不考虑人的身体，于是就无法把握模式识别的本质方面。如果AI的模式识别工作要成功，他们就必须复制人的身体能力。因为模式识别需要一种不确定的全局性预感，而这种预感的基础是身体。对这里的身体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是由神经和肌肉组成、可以通过解剖来研究的身体，而第二种是我们体验中的身体。后一种意义上的身体让我们可以在世界中走动并处置世界之中的物体。这两种意义上的身体的能力，都不是计算机可以复制的。人之所以能胜任计算机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原因在于我们是身体化了的。

现象学家们在借鉴格式塔心理学的思想之后，提出我们是根据整体的知觉来确认普通空间和时间中的物体的，换言之，我们所进行的信息加工是自上而下的。与认知心理学家们相反，现象学家们的兴趣不是把外部刺激拆分为特征，好让数字计算机把它们识别出来。有很多完型经验的例子：（1）听觉知觉：在识别一个旋律时，音调的价值在于被知觉为旋律的一部分，而不在于：旋律被看作是单个辨识出的音调的一部分。（2）预期视觉知觉：我面前有一模糊的东西，如果我认为我面对的是像蜡一样的苹果，我会把这样东西当作垃圾；如果我认为我所看到的是清新的东西，我会把它当作是水汽。（3）隐藏视觉知觉：我们不只是知觉到房子的正面，还会认识到它有背面（尽管看不到）。（4）语言知觉：在阅读一个省略句时，读者能根据句子的语境确定被省略的字词以及被省略的字词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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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关于知觉的系统研究中，至少有两点认识可资认知科学借鉴：第一点是知觉的背景性理论；第二点是知觉的身体性理论。

先来看知觉的背景性理论。计算机的信息加工只能处理确定的、离散的要素，而人的知觉信息处理与此恰恰相反。德雷弗斯认为，在人的知觉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存在一种基本的图形—背景现象（figure—ground phenomenon），而这对任何一种知觉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经验中突出的、会引起我们注意的东西，总是出现在某种或多或少不确定的背景中。这个永远不必确定下来的背景，会让确定的东西以拥有统一、有边界的面貌出现，并以此来影响这个确定事物的面貌。”
【4】



这种思想源于梅洛—庞蒂。梅洛—庞蒂指出，我们经验到的大部分东西必须留在背景中，这样某种东西才能在前景中被知觉到。“格式塔理论告诉我们，在背景上的图形是我们能够获得的最简单的感觉材料，在此，不是事实知觉的偶然性使我们在一种理想的分析中随意地引入印象概念。它是知觉现象的定义本身，如果没有这个定义，一个现象就不能说是知觉。知觉的‘某物’总是在其他物体中间，它始终是‘场’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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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胡塞尔认为我们所有知觉经验都具有一个视域结构，“在意向体验中现时地被意指的那个对象永远不会完全孤立地和封闭地、完全不确定地和未知地被经验到，而是作为某个处于联系之中的东西，作为某个环境之中和出自环境的东西而被经验到”
【6】

 。在他看来，那种不确定的背景就是外视域（outer horizon, aeusserer Horizont）。
【7】

 除了外视域以外，我们还具有内视域，而它的特点是确定性。它包含着各种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或多或少是确定的，并且就是所有那些可以从这个事物经验到的东西。以对一幢房子的知觉为例，我看到的是房子的这一边，但我的意向却把握到整幢房子，或者说，房子的背面或其他面也处在我的视域之中，它们在我的知觉中一同被给予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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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棋和识别句子时，起着关键作用的正是视域。视域给予我们以整体的感觉并引导我们填充入细节。另外，胡塞尔认为，在识别对象时，我们是将某种确定性的全局意义——意向对象
【9】

 ——给予可确定但又没有确定的感觉质料。由于机器缺乏视域，所以机器不得不以与人相反的方式来加工知觉信息：进行从细节到整体的加工。

德雷弗斯认为，以下国际象棋为例，可以看出人与计算机加工知觉信息的区别。为了设计出能够下棋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者要将局势分解为与整体局势无关的特征，即棋盘上各子的位置和颜色。一切有可能的棋步以及相应的位置都可以用这些特性来加以定义。为了评价和比较各种位置，就要给出规则。但是计算机要查看上百万可能的位置，即穷举尽可能多的可能性，而人总是避免穷举，他会根据对整体棋局的把握来在一个适当的区域中寻找恰当的棋步。象棋大师的这种由整体到部分的能力源于他过去参加过的比赛和对成千上万局棋谱的研究。他通过比赛和棋谱发展出了对当前棋子位置和局势的识别能力。“因此当前程序的真正要害在于：必须基于与上下文环境无关的特性来运用策略的计算机能在多大程度上，只靠蛮干的办法去补偿他与人类象棋高手的差距：长期策略、识别与分析过的棋局的相似性以及集中于关键方面组织攻势。”
【10】



简而言之，根据现象学的知觉理论：人的模式识别的特点是不确定的感觉质料和不确定的期望的互动，而且人是从整体来确定部分。但是，计算机并非不想这么做，而是不能。因为对于数字计算机来说，每一个复杂的整体，都是独立定义的元素的逻辑组合，而且计算机必须按照清晰的规则，对完全确定的数据进行运算，所以计算机最多只能被编程为尝试一系列假设，看哪一个与固定的数据最相符，并进行从部分到整体的信息加工。

奈瑟尔也意识到了计算机的这种弱点，并试图来解决它。“怎么在启发式编程的数字计算机上模拟出下棋、模式识别和一般智能行为中包含的部分确定期待，以便计算机不用进行明晰的内在模式所要求的大量计算？”
【11】

 他认为语言学家们提出的固定规则的数字模型，是对格式塔心理学家们提出的模拟模型的一种改进。如果找到了语言学家们要找的规则，那么就能找到可以用数字计算机进行加工的规则。但实际情况是，现代语言学对大脑内部活动的描述并不比格式塔理论和现象学所做的更好。

模式识别中的核心问题在于：人是怎么使用非确定的、整体的期待来组织经验的？在胡塞尔看来，可以给出意义，从而使知觉、识别和探索持久性客体成为可能的是超验意识。他和笛卡尔、康德一样，认为形式与内容、全局性期待与感觉经验是分离的。因此，他的意向对象或知觉期待就像规则或程序一样，存在于心灵或超验意识中，并独立于它所组织的经验。

接下来，将转向知觉的身体性理论。
【12】

 它源于梅洛—庞蒂的这个追问：使得超验意识成为可能的是什么。事实上，胡塞尔本人也曾经思考过意识与身体的关系。在《观念Ⅰ》，胡塞尔提出了这个问题：“意识如何能（所谓地）进入实在世界，以及自身为绝对的东西如何能取消其内在性并具有其超验性的特点。”
【13】

 他自己回答道：“仅仅由于在第一层的和原始的意义上对超验性的某种参与，而这显然是指物质自然的超验性。只是由于与机体的经验关系，意识才成为实在的人和动物的意识，而且只因为如此它才在自然空间和自然时间（即物理测度的时间）中获得位置。”
【14】

 位置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没有它意识无法进入实在世界，而这位置具体指身体。在这里令人费解的是如何解释“超验性”。该书的法译本注234认为，“‘灵魂’是在世界之中的，靠其身体‘被实现的’，这就是一种超验性”
【15】

 。换言之，意识或者灵魂，要进入世界，就得有身体。法译本注236指出，胡塞尔在这本书中，“只满足于指出，这种超验性未提出新的存在问题，因为身体是按侧显方式显现的，并指出灵魂和身体的统一仍然是‘根基’于一个较低层次的现实的超验性的例子。唯一新异之处是，此超验性即‘变成为他者的’意识的内在性”
【16】

 。虽然是在较低的层次上，但胡塞尔毕竟意识到无身的意识非但不是万能的，更不是完整的。无身的意识只能是意识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另外，胡塞尔认为世间对象的给出总是不完全的、侧显的，这正是因为它们是相对于一个有身体的认识主体。意识与处在时空中的身体结合，注定意向物要以某个角度、某个时间、某个维度显示自身。身体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知觉都是相对的知觉或者说不完全的、侧显的知觉。
【17】



但总的来讲，在胡塞尔这里，身体仍然是一个附属于意识的东西，而梅洛—庞蒂则将身体作为他的哲学的核心。他认为使人的知觉成为可能的是身体，也就是说，使人的模式识别成为可能的是身体，而不是超验意识。身体给出和传达了意义。“因为我们看到身体分泌出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意义’，因为我们看到身体把该意义投射到它周围的特质环境和传递给其他具体化的主体。”
【18】



按照梅洛—庞蒂的思想，模式识别就是身体的一项基本技能，而人们是这样来获得这种技能的：“一般地，人们在接受技能时——例如，在学习驾驶、跳舞或用外语发音时——首先，我们必须缓慢地、笨拙地和有意识地去遵循规则。但是，当我们最后能自动地做到这些时，我们看起来并非把这些同样严苛的规则丢到无意识中去；而是获得了给予我们的行为以新的灵活性和流畅性的肌肉格式塔。接受知觉技能也是同样的。举一个梅洛—庞蒂用过的例子：要想学会摸出什么是丝绸，一个人必须学习或训练以某种方式移动他的手并且要有某种期待。在获得恰当的技能之前，我们只能有一些含混不清的感觉。”
【19】

 肌肉的完型通过记忆、提炼和再组织身体的运动图式，能够赋予我们的行为以新的灵活性和流畅性，从而使我们能学得新的技能。

知觉与肌肉的完型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要反对的是以下这种心灵和身体之间的转换器图景。“当我们巧妙地进行行动时，我们的理智（有意或无意地）会考虑到各种事实，想出做什么，并做出恰当的指令。这些指令经由输出转换器传入物理配置（机械力、电流、化学浓度……）中，由物理配置做出必需的身体行为。转换器作为一种理智和物理之间的分界面而工作。”
【20】

 这种图景源自笛卡尔：在他那里，心灵和身体是分离的，所以需要松果腺来给二者做中介。在现象学看来，知觉不是心灵对身体所下的指令，而是身体行为。

那么，无身的计算机又该怎么进行知觉呢？如果计算机要看见和触摸到丝绸，那么它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形式化分析。程序设计者必须列出丝绸的视觉特征表，然后把这个表与在丝绸上移动的触觉感受器所记录下来的触觉特征表相比较。但人的身体使人能够绕过这一形式化分析。因为人的身体就是一个知觉通道的协同系统。“呈现给一种感官的任何物体都要感官作出与所有其他感官一致的反应。我看见一种表面颜色，因为我有一个视觉场，因为视觉场的排列把我的目光引向这种表面颜色，——我知觉一个物体，因为我有一个存在场，因为呈现的每一个现象把作为知觉能力系统的我的身体向这个存在场集中。”
【21】



那么人又是怎么确认他已经成功地识别了一个物体呢？像机器一样，人也需要反馈。但人的反馈与机器的反馈有重要的差别。机器是先提出具体的假说，然而再确认这些假说是被数据否定还是肯定。人的身体则能够不断地按照一种灵活的标准来修正它的期待。这是因为我们已经身体化，不需要检查某一具体的特征或特征的具体范围，只需要按我们的期待，检查我们是否在处理那个物体。
【22】



根据胡塞尔的看法，人对复杂模式的识别就是：靠映射不断用期待的经验充填有些不确定的整体。梅洛—庞蒂则把这种识别能力同我们能动的、器官上互相联结的、以它本身的连续感觉对环境做出反应的身体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模式识别既然证明对所有智能行为是基本的身体技能，那么人工智能是否可能的问题，就变成是否能具备人造身体主体的问题”
【23】

 。

2.1.3　能否制造出人造身体主体？

当德雷弗斯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制造这种人造身体主体，即数控机器人的工作正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着。这项工程的主持人是明斯基。其中一个任务是：让机器人伸出手臂捡起一块积木。这要求确定那块积木在客观空间中的位置，并确定手臂在同一空间的位置，然而再把两者移到一起。不过麻烦在于：对一个手臂在客观空间中移动的路线做出机械描写，会碰到令人吃惊的不连续性。有一些点在客观空间中是邻近的，在主观空间中却相距很远。比如说，要想挠到我们的后背，我们不是简单地延伸我们的手。我们是通过身体空间来建立起一个运动空间。在身体空间内，我们感觉这些客观上邻接的点是相离的。我们自动沿不同的路线摸到它们。但是，如果要让一个程序员设计出程序，来计算机械臂在客观空间中的运动，这种不连续性对他来说就是不可克服的障碍。
【24】



人因为有身体，而自动获得了对空间的把握，不需要像机器人那样进行形式化分析和大量的计算。施密茨（Hermann Schmitz）
【25】

 就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
【26】

 在大城市稠密的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在狭窄的空间内匆匆走过，却很少发生碰撞。这是因为每个人不仅考虑到对面的和邻近的路线，还考虑到了同时在行进中的人可能作出的运动。这项任务对于数学演算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再超级的计算机都无法胜任；而通过以不经意的一瞥为中介的投身（Einleibung）
【27】

 ，这项任务每天都能被执行数百万次而不出错。换言之，投身使得人们根本不需要像机器人那样进行形式化分析和大量的计算来避免相撞。什么是投身呢？“身体经济学的与个体及共性相对的恒定的对话—交往特征，导致了过渡的拟身体单位的自发形态，而且这种拟身体单位依照身体性的图表拥有了身体结构，但它超越了个体的本己身体及本己身体感觉的直接对象。我把它称之为投身。平日里，投身持续地发生于彼此协调或已经协调的多个身体的融合时，例如，我们想一想，完全匆忙的行人们，没有有计划的协调就相遇在拥挤的人行道，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根据对他人的预测来协调他们的运动（如果在每个人的旁边或后边出现更多的人，那么他也只是照看好他自己），而这种协调是如此之好，以至于他们很少撞在一起而进行道歉。……投身不仅仅存在于生物之间。通常的知觉首先就是投身，而绝非生理学和以生理学为指导的心理学所建议的单纯的信号接收和加工。”
【28】



梅洛—庞蒂也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的思考。在他看来，人们对所用工具的经验与人们对物体的经验有很大不同。比方说，一个盲人把手搭在用来探路的手杖上，就会知道路的客观位置、是否坚实、是否光滑等特征。但是当他使用手杖时，他并不知道这个手杖的物理空间位置、特性，也不知道他手掌面所承受的不同压力。他的手杖会作为他的身体一部分而变成一个他的知觉通道，从而通达他用手杖触到的物体。

在德雷弗斯看来，人类身体至少拥有三种数字计算机程序中现在没有、也尚未构想出来的功能：（1）内视域：它能给予已被预先勾画好的部分以非确定的期望；（2）这一期望的整体性特征与它所同化的各细节的意义之间，彼此互相确定的关系；（3）这一期望从一感觉通道和运动器官向另一感觉通道和运动器官的转移。所有这些都包括在人获得身体技能的能力之中。由于有了这种基础技能，一个身体化主体，才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而不必承担把万物都形式化这项无尽的任务。
【29】

 实际上，为计算机所不具备的人的身体功能远不只这些。本书的第三章将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2.2　神经具身及其与现象学具身的联系

从现象学的身体理论的角度来看，身体对于认知活动是必要的。拉可夫（George Lakoff）
【30】

 和约翰逊（Mark Johnson）
【31】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提出身体对于认知活动是必要的，即神经具身的观点。他们的思想是以下宣称的最强表述版本：所有的认知最终以具身为基础，因此他们的思想也被称为具身哲学。一方面，这种观点为现象学的观点提供了经验研究证据，另一方面对神经具身的强调，也和以往的自然科学对哲学的排斥一样，会导致对现象学具身的排斥。

拉可夫和约翰逊基本上是站在神经科学的立场上来介入本论文的这个主题——身体在认知活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但是他们也和其他认知科学研究者们一样，希望阐明认知科学对于哲学的意义。他们提出在认知科学的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建立起一套新的反传统哲学的哲学，即具身哲学。他们认为无身认知的根源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官能心理学。这种思想认为，我们有一个理性官能，而它独立于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所做的事而存在，或者说理性与知觉和身体运动无关。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就是理性的这种独立自主的能力。

他们反对这种思想。“来自认知科学的证据表明，传统的官能心理学是错误的。不存在独立自主的、孤立的并独立于诸如知觉和运动等身体能力的理性官能。”
【32】

 针对官能心理学，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理性是具身的。“理性不是如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是无身的，而是一种立足于我们的大脑、身体和身体经验之上的特质。我们需要一个身体来进行推理，而这不是平淡无奇和显而易见的宣称，毋宁说，理性的结构本身正是来自于我们具身的细节，而这是一个惊人的主张。允许我们进行知觉和四处移动的神经和认知机制，同样也创造着我们的概念系统和理性模式。因此，要理解理性，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视觉系统、运动系统以及一般的神经绑定（binding）机制的细节。总之，理性无论如何都不是这个宇宙或非具身心灵的先验特征。相反，它完全是由我们身体的特性和大脑神经结构的非凡细节以及我们的在世界中发挥作用的日常特效（specifics）所塑造的。”
【33】



2.2.1　认知无意识

拉可夫和约翰逊的具身哲学的最基本观点是：认知无意识是塑造有意识思想的隐蔽之手。虽然这很类似于现象学的身体理论所提出的身体对于意识的奠基作用，而且就强调身体对于理性的奠基作用而言，他们与现象学的身体理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是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解答具身到底意味着什么、身体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的，而梅洛—庞蒂等人则尽量避免诉诸神经科学。与他们完全诉诸经验科学的做法不同的是，现象学家们则试图通过现象学的方法来揭示无意识的体验。

他们总结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得出这个结论：即我们思想的大部分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不是在弗洛伊德的被压抑意义上的无意识，也不是现象学家们所讨论的技能化应付中的无意识，而是在这种意义上的无意识，即我们的思想是在认知觉知的水平下（即意识难以通达的水平下）活动的，并且因为活动太快而不被注意。“认知无意识是位于表面、位于可见的意识之尖下面的巨大的冰山部分。它包括所有那些将意识经验结构化并使之可能的精神运作（mental operations）（包括理解和使用语言）。……认知无意识这个概念是用来解释不能根据自身直接被理解的意识经验和行为。也就是说，认知无意识是这样的东西，它必须被假设存在，以便解释对意识行为以及广泛的无意识行为的控制。这些无意识结构和过程的细节是通过汇聚经验证据得到的。根据这些研究已经得出的结论是，存在高度结构化水平的心理组织和加工。这些加工不但是在无意识地发挥作用，而且是有意识的觉知不可通达的。”
【34】



因此，他们所理解的身体是无意识王国中的身体。基于这个原因，他们认为现象学反思不能帮助他们，而必须诉诸经验科学。在他们看来，尽管现象学的反思允许我们考察位于我们意识经验之下的许多前反思结构，但是它只能使我们在有限的程度上认识意识和身体的许多方面，或者说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扩大我们有意识的觉知能力。更重要的是，现象学反思不足以探查认知无意识，因为这个思想领域是直接的意识反省完全和必然达不到的。可意识的思想和身体只是巨大冰山的一角。这就是为很多认知科学家所信仰的拇指规则（rule of thumb）：即无意识思想占据了所有思想中的95％——并且有可能被严重低估了。在意识觉知层面下的95％塑造和构成了一切有意识的思想。如果认知无意识没有在那里完成这种塑造，那么就不存在有意识的思想。

2.2.2　具身化的水平
【35】



进一步地，他们将具身划分为三个层次：神经层次、现象学意识层次和认知无意识层次。“神经具身（neural embodiment）指在神经层次上的概念和认知运算的结构特征。”
【36】

 例如下文中的颜色概念的神经回路就是神经具身一个例子。“现象学意识层次就是有意识的或者是意识可接近的层次。它是由我们能够觉知到的一切构成的，特别是我们自身的心理状态、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的物质和社会的相互作用。”
【37】

 显然，他们所指的具身的现象学层次，与本论文所讨论的现象学具身不是一回事。在这个层次上，他们更多地是在谈论感觉、感受性（qualia），例如牙痛、黑巧克力的味道、小提琴的声音，或者一个成熟樱桃的红性（redness）等等。可以说，他们所指的具身的现象学层次是现象学反思中的身体，也可以说是身体意象，与现象学的身体理论所指的前反思中的身体有明显差异。换言之，本书所讨论的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是为他们所忽视的。
【38】



第三个具身层次乃是认知无意识层次。要注意的是，认知无意识定义中的精神运作不是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精神运作，而是超验意识所不能及的神经或物理运作过程。这种认知无意识层次与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不一样。现象学家们会说身体接管了无意识的地带，而在他们这里，则是认知无意识接管了无意识的地带。这个认知无意识更多地是具有形而上学的意味，指向一切人类意识不能及的领域。

他们认为这三个层次不是彼此独立的：认知无意识和意识经验的特征细节出自神经结构的细节；如果没有拓扑地图和方向敏感细胞，我们就不会有我们所具有的空间关系概念；如果没有产生颜色范畴的专门的神经回路，我们就不会有我们所具有的颜色概念；神经层次并非一些碰巧能运行独立存在的软件的纯粹硬件；神经层次和对外部世界的经验一起，明显地决定了概念能够是什么和语言能够是什么。但是他们最终只强调对神经层次和认知无意识层次的研究，只强调对经验科学的借鉴，而排斥了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

这导致：在他们的理解中，具身就是由神经层次和认知无意识层次构成的神经具身。具体地，他们认为要通过科学研究，包括精密复杂的实验技术（例如，提供图像的PET（正电子断层）扫描）和大量的理论抽象（例如“神经回路”的隐喻），来研究神经具身。本书认为，要研究神经层次和认知无意识层次上的认知，就必须研究现象学的身体理论层次上的认知。

2.2.3　对神经具身的具体阐释

为了回答“理性是具身的，这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拉可夫和约翰逊探讨了颜色概念和空间概念的具身性，即知觉和运动系统（perceptual and motor system）对于颜色概念、空间关系概念的塑造作用，而这就是他们的神经具身观。“任何一个用概念所做的推理都需要大脑的神经结构来完成这个推理。于是，你的大脑的神经网络结构决定了你用什么概念以及因此你能进行的推理种类。”
【39】

 他们力图用神经建模（neural modeling）
【40】

 的神经元构造（configurations）来回答上述问题。他们认为这种方法对于现象学的优点在于：能够在技术上详细地说明心灵是具身的这意味着什么，即依照神经计算原则，实际运作中的神经元的特殊构造是怎么来计算我们经验为理性推理的那些事情的。

换言之，他们的优点在于：将理性根基于知觉运动系统这个含混的哲学问题，变为在技术上可回答的问题，即理性推理使用与知觉和身体运动一样的神经结构。“一个具身的概念是一个神经结构，这个神经结构实际上是我们大脑的感觉运动系统的一部分，并且使用着这个感觉运动系统。因此，概念推理的大部分是感觉运动推理。”
【41】

 虽然他们做的是经验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哲学意义，因为他们恰好为现象学的身体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接下来，先来看颜色概念的具身性。

2.2.3.1　颜色概念的具身性
【42】



颜色不存在于外在的世界中，而有颜色的前提是，我们的身体已经进化了到产生颜色的阶段。“以下四个因素的组合产生了我们的颜色经验：反射光的波长、光照条件和我们身体的两个方面：（1）在我们视网膜上的三类颜色视锥细胞，它们吸收长、中和短波的光；（2）联结到这些细胞上的复杂神经回路系统。”
【43】

 也就是说，颜色经验是对象属性与主体身体的联合。一方面，颜色经验与对象属性有关。对象属性指对象表面的物理属性：反射率，即它反射的高、中和低的频率光的频率。但要注意的是，光不是有颜色的。可见光像无线电波一样，是电磁辐射在一定频率范围内的波动。另一方面，这种对象属性要与主体身体相联合才能产生颜色经验。只有当这种电磁辐射作用于我们的视网膜时，我们才能够看见东西：当周围的光照条件是适当的，在某个频率范围内的电磁辐射作用于我们的视网膜，而且我们的视锥细胞吸收了这种辐射，并产生了可以为我们大脑的神经回路系统加工的电信号时，我们就看见了特定的颜色。这个在我们身体上产生的质感经验就是我们所谓的“颜色”。

但是，颜色也绝不是外在现实在人心中的内在表征。如果说颜色是对外在现实的内在表征，那么颜色的性质和颜色的范畴将是反射率和反射率范畴的表征。但这是不对的。颜色概念具有内在结构，而其中某些颜色是焦点的颜色。例如，范畴红就包含中心的红以及非中心的、边缘的色调，诸如略带紫色的红、粉红和橘红。但是，这种内在结构不是外在地存在于表面的反射率中的，而是由我们大脑中对颜色做出神经反应的回路产生的。例如，焦点色就对应于最大的神经反应频率。另外，颜色之间关系的情况同样也是这样。红色和绿色之间的相对，或蓝色和黄色之间的相对都是与我们的神经回路相关的。

简而言之，颜色概念、颜色的内在结构和颜色之间的关系，是和我们身体的神经构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四种相互作用的因素的结果：光照条件、电磁辐射的波长、颜色的视锥细胞和神经加工。颜色是互动的（interactional）；它是由我们的身体、对象的反射特性以及电磁反射的相互作用产生的。

另外，颜色不是客观的。在天空中，不存在独立于视网膜、颜色视锥细胞、神经回路系统的蓝性。颜色并不是世界中的事物或物质。一个词“红色”的意义不可能只是该词和世界中某物（如一组光的波长或表面反射比）之间的关系。一个关于“红色”的概念结构的适当理论——它解释为什么它具有它当前所拥有的结构（带有焦点的红色、略带紫色的红、橘红等等）——不可能只由表面的光学属性构成。它必须涉及产生颜色的视锥细胞和神经回路系统。既然视锥细胞和神经回路系统是具身的，那么红色的内在概念特性相应地也是具身的。

颜色也不纯粹是主观的，因为它们既非我们想象力的臆造之物，也不是我们大脑的自发创造。不同形式的主观主义——极端的相对主义和社会建构论——不能解释颜色，因为颜色是由我们的神经构造和世界一起创造的，而不是由文化创造的。当然，颜色的含义并非不受文化影响。显然颜色有文化的含义。确切地讲，颜色是世界和我们的神经构造相互作用的函数。

对颜色的神经建模研究的哲学结论是非常直接的。如果对颜色的神经建模研究是对的，那么就必须放弃有关颜色是一个真实的“第一性质”的哲学结论。这也就意味着放弃真理符合论，进而放弃表征主义，因为表征主义的基础之一是真理符合论。真理符合论可追溯至洛克。他曾指出，颜色是对象的“第二性质”（secondary quality），并且不是为对象本身所具有的，而是凭借独立于知觉者而客观地存在于事物本身中的“第一性质”（primary quality）在我们心中产生各种感觉的那些能力。第一性质被视为具有形而上学的优先性，并被视为确定了什么是真实的。第二性质被认为是依赖于知觉者的，因此不是对象的本质。

真理符合论认为，真理处在语词和外在于知觉者的客观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中。句子的意义由句子所表征或句子所意图表征的世界特征所决定；句子为真的条件是：句子表征的世界与世界真实的样子相符合。因此，“雪是白的”这个句子要这样来理解：词语“雪”表征世界中的质料；“白”表征世界的特征；词语“是”表征二者之间的关系。“雪是白的”这个句子为真的条件是：世界中的雪和白的关系与句子中的“雪”和“白”的关系是一样的。既然世界中本身没有颜色，那么像“雪是白的”这个我们都认为是真的句子，按照真理符合论就不会是真的。所以，要放弃真理符合论，并放弃与真理符合论紧密联系的意义的表征主义理论。因为事物的性质如同我们能够经验和理解它们那样，根本依赖于我们身体的神经构成和它们的相互作用。

2.2.3.2　空间关系概念的具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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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他们考察了作为整个概念系统之核心的空间关系概念，并认为空间关系概念也是具身的。身体投射（bodily projections）就是我们的身体塑造概念结构的最好例子之一。例如，“在……前面”和“在……后面”这样的术语的最为中心的意义都与身体有关。我们有内在的前和后。我们往前面看，一般向脸朝向的前方运动，并且在我们的前方与物体和他人打交道。我们的后面是我们前面的对立面。我们并不直接感知我们自己的后面，我们一般也不向后运动，并且典型的是我们一般不与在我们后面的客体及他人打交道。

我们习惯于把身体的前面和后面投射到对象上。我们理解的一个静止的用具（像电视、计算机或炉子）的前面，通常是我们用我们的前面与之相互作用的那一面；我们理解的一个运动物体（像汽车）的前面，通常是这个物体面向它的运动方向的部分。我们还把身体的前面投射到没有内在前面的静止物体（诸如树和岩石）上。讲英语的人把前面投射到这样的物体上，以便让前面面对讲话者。但是，在其他语言（例如，豪撒语（Hausa））中，讲话者将前面以相反的方向（背离讲话人）投射到这种物体上。

“前”和“后”的概念是基于身体的，而它们只有对具有前面和后面的存在物来说才是有意义的。如果这个行星上所有的存在物都是浮在某种介质中，并且其在所有方向上的知觉都是一样的静止球体，那么这些存在物就不会有“前”和“后”的概念。然而，我们人类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存在物。我们的身体在一些方面是对称的，而在另一些方面是不对称的。我们的身体规定了一套基本的空间定向，而我们不仅用它来定向我们自己，而且根据这套空间定向来知觉一个物体相对于另一个物体的关系。例如，当我们知觉到有一只猫位于一辆汽车前面时，在猫和汽车之间的这种“在……前面”的空间关系，不是客观地存在于世界中的。空间关系并不是一个在我们视觉场中的实体。把猫知觉为位于树的后面，这要求一个基于具身本性的想象投射。

空间关系概念的具身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前面所讲的身体投射显然是基于人类的身体。像前和后的概念以及米斯泰克语中的那些概念出自身体、依赖身体，并且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所有的这种身体，那么这些概念就不会存在。这对于基本的力量动力学图式（推、拉、推进、支撑和平衡）也是同样的。我们是通过使用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以及我们移动它们（特别是我们的胳膊、手和腿）的能力来理解这些图式的。

其他的意象图式也是通过身体来理解的。我们的身体是呼吸空气、吸收营养和排泄废物的容器。我们一直以容器（屋子、床、建筑）来定向我们的身体。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把事物带进和带出容器。我们也把抽象的容器投射到空间区域中，如同当我们理解一大群蜜蜂存在于一个花园中时。同样，每次我们看见某物移动，或移动我们自己时，我们就以源—路径—目标图式来理解那个运动并进行相应的推理。

与现象学家们类似的是，他们指出这些具身的形式源自我们将自己的身体图式化（schematize）和我们每天与事物相互作用的方式。但他们和认知科学家们一样，只承认有经验证据的结论，所以他们又指出现象学无法为自身的结论提供经验证据。因此他们希望能找到引起空间关系概念的确切神经机制。

以上就是当前认知科学中对于具身的最强宣称，但是由于对现象学的身体理论的忽视，它有着相当的局限性。有意思的是，他们自己也承认还不清楚引起空间关系概念的确切神经机制，而只是刚刚开始探索它。另外，他们所谓的身体，是身体的神经结构，而现象学的身体理论所揭示的身体却为他们所忽视。

2.3　技能的身体性

本节将从技能的身体性这个角度来论证认知的具身性。具体将从专家技能（expertise）的角度来入手分析技能的身体性，即阐述现象学的身体理论的技能观。专家技能具有实践和哲学上的双重重要性。实践的重要性表现在，许多经济、政治、科学和技术决策在程序上要向专家求证。人们不仅在技术领域要诉诸专家权威，而且在日常生活的决定中也要诉诸专家。另外，关于专家技能本质和专家的标准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在哲学方面，它将现象学与认知科学中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根据现象学的身体理论，专家技能的位置是具身主体。根据无身认知，专家技能的位置可以是计算机。专家技能的本质直接关系到这个焦点问题：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能否成功地体现智能。不过，对专家技能进行现象学分析也有不小的哲学阻力。因为，一方面一些科学哲学家们认为：现象学描述只能把握经验的主观维度，而不能被用来理解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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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哲学家们很少明确地提及专家技能这个问题，尽管含蓄的和未经审查的专家技能概念经常隐藏在诸如“权威”、“殖民化”、“权力”和“合理的争论”等主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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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也没有在他们的现象学中提及专家技能。但是如果要在根本上理解专家技能，就得从根本上来考察人类的主观经验，而这正是现象学的长处。根据现象学，基本的专家特征可以独立于文化和历史分析之外，而且不必绝对从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角度来分析专家。不过在转入现象学的技能观
【47】

 之前，先来看本节的批判对象——认知主义的技能观。

2.3.1　认知主义的技能观

由于专家技能具有的重大应用价值，所以AI研究者们对于专家技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哲学家们不同的是，他们不仅仅要探索专家技能的本质，而且他们还想要制造出可以取代人类专家的专家系统。专家系统就是在许多职业领域中起人类专家作用的计算机程序。设计专家系统的工作又被称为“知识工程”，而程序设计者（即知识工程师）的任务就是会晤科学、医学、商业和其他从业者，以查明他们是怎么作出作为其专家技能核心的判断的，然后把这些知识编码并输入计算机中，以便计算机能通过模拟专家的推理来作出类似决定。

知识工程师的具体方法是把专家的智慧还原为一系列相关的一般化规则（知识基础）。然后，一个独立的称作“推断机器”的计算机程序被用来寻找知识基础，并在面对一个特定问题时作出判断。这很像专家用过去的知识来解决新的问题。专家系统在以下方面已取得一些成功：矿石筛选、疾病诊断、化学分析、抗生素筛选和计算机建模。

费根鲍姆（Edward Albert Feigenbaum）
【48】

 是这么来描述专家系统的：“第五代计算机的设计人员设想的这种智能系统，将大大提高速度和处理功能；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机器将具有推理能力：它们将会自动设计大量知识，为人类想要达到的任何目的服务，从医疗诊断到产品设计，从管理决定到教育。”
【49】

 这个目标基于以下这个宣称：知识工程师们宣称他们已经发现各领域中与常识和社会互动相脱离的知识，而且，如果机器要成为专家，那么它所需要的是某种一般规则和大量的特定知识。正如费根鲍姆所说的：“第一批AI研究人员相信，某些大的基本原理构成了所有智能行为的特点，在下棋过程中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能够容易地把这些原则分离出来，然后把它们应用于其他需要运用智能的工作中去。这些观点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智能行为的某些策略最后终会被发现。这些策略大概是每一位读者都熟悉的。它们包括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运用‘猜测准确’的规律缩小寻找范围）；想出办法和加以试验（这办法行不行？不行；再试用别的办法）；从一个想望的目标后退一步，再进行推理等等。……就智能行为来说，这些策略是必要的，但是还不够。另一个要素是知识——专业知识，而且是大量的专业知识。回顾起来，这也是容易明白的。不管你天生是多少聪明，要是不掌握关于疾病、症状以及人体大量专家技能，你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可信赖的诊断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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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雷弗斯的知识分类（knowing that知识和knowing how知识）不同，在费根鲍姆看来，知识是这么两类：“第一类是范畴的事实——这是广泛共有的知识，实践者们共同一致同意的，那是写在教科书上和这方面的刊物上的，或者是一位教授在教室里讲课的基础材料。对一个领域的实践同样重要的是第二种类型的知识，称为探试式（heuristic）知识。探试式知识是在一个领域的正确的实践和正确的判断的知识。这是凭经验得到的知识，是作为专家的人经过多年工作而掌握的‘善于猜想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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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的知识论为基础，知识工程师们期待：如果从一个专家多年经验中得到的规则可以被抽出来并被编为程序，那么这种程序就会展现出专家技能。“尽管许多专业工作看来是以数学公式来表示的，其实，除了以数学为基础的科学外，难以作出的选择——专家和生手的区别所在——都是使用符号的、推理的，源于凭经验的知识。专家不仅从教科书和学术讲演的精辟知识中获得他们的专家技能，而且从经验中获得专家技能：一次又一次地干，失败，成功，浪费时间，白费气力，然后懂得节约时间和气力，得到解决一个问题的体验，懂得什么时候按照书本办，什么时候破除条条框框。因此，他们积累丰富的凭经验办事的经验，即‘探试式的办法’，他们凭这种本领再加上有书本知识，便成为专家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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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样的观点可以追溯到西方哲学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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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苏格拉底在雅典寻找能说出他们的规则以便他能检测这些规则的专家时，他就成了知识工程的鼻祖。在《欧提弗罗篇》（Euthyphro）中，柏拉图讲述了苏格拉底和欧提弗罗的一次相遇。欧提弗罗是一个宗教预言家，并且他在虔敬行为方面是得到公认的专家。苏格拉底要求欧提弗罗告诉他怎么识别虔敬行为：我想知道虔敬的特征是什么，而且这种特征是可以用来判断你和其他人的行为标准。但是欧提弗罗没有揭示识别虔敬行为的启发式规则，而是做了每一个苏格拉底所质疑的专家所做的：他告诉苏格拉底一些体现了他的专家技能的例子，并且他列举了过去每个人都认为是虔敬的人和众神的行为。在对话中，苏格拉底坚持就规则来审问欧提弗罗。尽管欧提弗罗宣称他知道怎么区分虔敬的行为和不虔敬的行为，但他不能阐明他的判断规则。苏格拉底在会晤工匠、诗人甚至政治家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没有人能清晰地说出他用来决定行为的规则。因此，苏格拉底得出结论说：没有人知道任何东西——包括他本人，而他至少“知自无知”。

在柏拉图看来，在专家的心灵中起作用的是规则，而他不一定能意识到这种规则。知识工程师们继承了这样的思想，说所使用的规则已经被放到他们的精神计算机中，而这种计算机能自动工作。例如，我们能够很熟练地来系鞋带，但是我们很难思考出其中的具体步骤。因为在我们系过许多次鞋带后，知识通过计算术语得到编辑，而不再需要我们的意识。
【54】

 因此，知识工程师们希望帮助专家回忆起他所知道的东西：“目前计算机获取知识是非常费劲的；个别的计算机科学家同个别的专家一同工作以阐明专家的探试式研究——从他们的头脑中逐个挖掘知识宝藏。要使人工智能的应用在今后几十年内取得重要地位（我相信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研究提高自动化程度的方法来代替目前很令人厌烦的、浪费时间、花钱很多的程序。当前，知识获取问题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关键性的难关。”
【55】



实际上，认知主义技能观的基础是上文提到过的心理学假设。在认知主义者看来，专家技能的本质是专家们从多年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规则，而这种规则可以被析取出来并成为计算机可运算的程序。身体在其中根本就是可忽略的。

2.3.2　现象学的技能观

在当代哲学中，直接讨论专家技能的主要是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们。他们不认为专家技能引发了特别的哲学问题。在他们看来，在发现情境和辩护情境的差异框架中，创造性思想的源头不是一个适当的认识论问题，而是心理学或历史学问题。
【56】

 另外，科学社会学家们认为专家技能是分布式的，可以外化为诸如实验室、社会网络、技术标准、科学性准则、评估证明的协议和组织同盟等等东西。通过关注专家们是怎么通过仲裁过程而变得过于高大的，他们把专家技能的非分布意义注入“黑箱”中。尽管他们有时候会讨论到默会知识，但他们与任何具身理论都没有联系。尽管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们有明显不同，但二者都避免讨论专家技能和身体的关系。在他们去神秘化专家技能并对科学进行精确的解释时，他们都忽视专家技能的身体性。

上述对身体的忽视违反了现象学身体理论的这个原则：实际身体的参与最终是任何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基础，包括抽象的科学知识。换言之，以现象学的身体理论为基础的技能观，其根本特点是强调身体在技能接受中的作用。所有的实践和理论活动，不管它们的成果是多么抽象，都需要在基本的生活世界实践中得到理解。德雷弗斯严格地把专家判断和行为当作是具身化的人类行为的例子。他像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们一样，也寻求去神秘化专家技能，但是他的方法是把专家技能放在生活世界活动中，而不是把专家技能从生活世界活动中剥离出来。在处理世俗任务时，专家们的行为方式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在许多任务上，我们都是专家，我们日常的技能平稳地运作着，而且显然这使我们认识到其他许多不熟练的地方。”
【57】



类似地，伊代（Don Ihde）
【58】

 认为，单单靠抽象的情境还不能使科学家们把世界数学化、模型化和形式化。科学家们要操控和解释工具，就得运用以身体为导向的技能来操作技术工具。就技术的世俗使用来说，在科学环境中的技术工具通过“具身关系”扩展并改变了身体实践（bodily praxis）。技术工具被吸收并被整合到对世界的身体经验中，如海德格尔的锤子或梅洛—庞蒂的盲人之拐，而且科学家们能制造的现象随着具身形式的改变而改变。
【59】



本节所要重点讨论的德雷弗斯的技能接受现象学模型，建立在现象学的身体理论基础之上，这表现在他发展了梅洛—庞蒂的生活身体、意向弧和最大把握概念。
【60】

 通过描述我们的身体对世界的关系是怎么随着身体技能的接受而改变的，他宣称他能比梅洛—庞蒂和认知科学家们更好地揭示专家技能是怎么被接受、提高和运用的。他旨在研究具体化、情境化的专家。为了避免把深思熟虑和表征意向性当作是日常应付的典型哲学错误，他探讨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需要深思熟虑和表征意向性。接下来看德雷弗斯的技能接受模型。

2.3.2.1　技能接受的七阶段

德雷福斯认为，新手要成为专家，必须经过技能接受的七阶段。
【61】

 （1）初学者阶段（Novice）；（2）高级初学者阶段（Advanced Beginner）；（3）胜任阶段（Competence）；（4）熟练阶段（Proficiency）；（5）专家技能阶段（Expertise）；（6）精通阶段（Mastery）；（7）实践智慧阶段（Practical Wisdom）。他试图从现象学出发来解释，新手是怎么通过指导语和规则来获取技能的，以及这种专家技能的本质是直觉的还是计算的，是可表征的还是不可表征的，是身体的还是与身体无关的。

在初学者阶段，新手要学会识别大量技能所涉及对象的客观特征，并且接受在相关事实和特征基础上进行行动的规则。这些事实和特征得到了精确而又客观的定义，使得新手即使没有整体语境也能理解它们。所以这些事实和特征被称为脱离情境的要素。例如，初学下棋的人了解了每个棋子的价值，并学到了这个规则：如果得大于失，那就与对手换子。但是，总是追求得大于失的新手，一定会败给通过弃子来获得战术优势的老手。在这个阶段，新手完全依赖规则来进行判断。
【62】



在高级初学者阶段，新手通过处理真实情境获得了大量实际经验，而使其技能达到一个差强人意的水平。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他开始认识到情境中包含着规则中没有提到过的要素。这些新的要素即“情境要素”。他之所以能识别出这些新的要素，在于这些要素与他已有经验的类似性。这时，他开始由精确化和客观化的文字描述世界进入到模糊化和主观化的技能世界。因为情境要素既无法用语言来表述，也无法用脱离情境的特征来定义。例如，在下国际象棋时，国王薄弱的侧翼，就是规则所无法精确定义的。
【63】



在胜任阶段，新手必须学会制定计划来应付复杂的局面。因为随着高级初学者与真实世界接触的日益增多，可识别的脱离情境的要素、情境元素以及要遵循的程序的数量变得非常巨大。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新手自己学会或者被教会采取决策的等级程序。首先，通过制定一个计划来把情境组织起来；然后，通过只检查一小部分在计划中最重要的要素，来简化任务和提高绩效。例如，一个胜任的棋手在研究棋局后决定攻击对手的国王。这时，他的计划目标就是清除对手的国王，他就会为此来组织他的棋子。但是，对处在这个阶段的棋手而言，制定这样的一个进攻计划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64】



在胜任阶段，新手的情感投入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前两个阶段，初学者和高级初学者的态度是超然的，因为他们只是努力运用规则，错误是由他们所运用的规则和程序造成的，所以他们对行为后果不负责任。然而，进一步的提高需要一种对行动的特别投入（involvement）。在第三阶段，胜任者自己制定了计划，所以他就要对计划负责。一个成功的结果会让他很满意，而失败会让他很沮丧。
【65】



在以上三个阶段，决策的特点是哈姆雷特式的：分裂的、迟疑的和苦恼的。在熟练阶段，熟练的操作者超越了这种哈姆雷特阶段。情境识别及其关联反应替代了规则，直觉反应替代了推理反应，“知道怎样”取代了“知道什么”，迅速、流畅的行为替代了缓慢、迟疑的行为。

在熟练阶段，操作者会选取一些特定的视角来组织他的任务，情境的某种特征会变得醒目起来，其他特征则会隐入背景并被忽视。他根据对过去类似情境的经验，来制定当前的工作计划。当他完全使用全局相似性认知
【66】

 ，而不是使用计算程序来选择几个可能选项中的一个时，行动变得更容易而且压力也变小了。相比前三个阶段的技能行为是有意识的这个特点，熟练阶段的技能行为开始呈现出无意识的特点。例如，在熟练的棋手无意识地并且几乎是瞬间掌握了棋局后，他开始着手计算能最好地完成他的直觉计划的一步。不过，这时他仍然需要考虑该怎么做。
【67】



在专家技能阶段，专家不做有意识的考虑，而是完全投入到技能世界中，达到了无我之境。“专家技能成了他的一部分，以至于他不需要意识到技能，而只要意识到他自己的身体。全神贯注于比赛的象棋大师，完全意识不到他们正在操控棋盘上的棋子，而是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一个充满机会、威胁、力量、弱点、希望和害怕的世界中的成员。”
【68】

 在上一阶段，熟练操作者完全投入到他的技能活动中，看出了需要做什么，但还是不得不考虑该怎么做；在这一阶段，专家不仅看出需要做什么，由于他有大量的情境差异的储备，他还能迅速看出如何达到目标。能否做出更精确的情境区分就是专家和熟练操作者的区别所在。专家技能的特征就是无意识的、直觉性的情境反应。“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专家不解决问题，也不做决定；他们就做通常该做的。”
【69】



在精通阶段，传递风格（style）的唯一办法是徒弟向师傅学习。但是，如果专家师傅培养的徒弟都只是他自己风格的克隆，那么徒弟们可能是很平庸的。所以徒弟必须在师傅传授的技能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并形成自己的风格。以音乐家的培养为例。如果一个人要成为一名音乐家，那么就必须向一个名家学习。当徒弟情不自禁地模仿师傅时，师傅的风格就会成为徒弟的风格。但是，危险在于：徒弟会成为师傅的一个复本，而做一个名家就得有自己的风格。所以在音乐界，老师鼓励学生在向他学习一段时间后，再去向其他老师学习。类似地，在西方，毕业生通常会给好几位教授做助理，而年轻的科学家们会在不同的实验室工作。由于师从若干位师傅，因而徒弟不能完全复制师傅中的任一位的风格，从而徒弟被迫发展出他自己的风格。在这个过程中，他达到技能的更高层，即精通阶段。
【70】



在实践智慧阶段，为了获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人们还必须接受文化风格。每个人都会受到文化的塑造。例如，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就存在明显差异。日本人寻求满足的、社会的整合，而美国人则是努力满足他们个人的意愿。因为文化风格是具身的和普遍深入的，所以一般来讲，文化风格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见的。社会学研究说明：在不同的文化中，母亲抚养孩子的方式是不同的。美国妈妈习惯于抱婴儿的胃部，而这会激励孩子有更多的挪动。相反，日本妈妈习惯于把孩子放在背上，这样孩子就会一直躺着，不管听到和看到什么都会保持平静。美国妈妈鼓励孩子热情地做手势和说话，而日本妈妈希望孩子温柔和平静一些。美国妈妈之所以这样来安置孩子的身体，是为了让孩子具有更积极和更侵略性的行为风格。相反，日本妈妈则鼓励和谐的行为风格。可见，文化风格过于具身化而不能用理论来把握。文化风格只能静静地由身体传到身体。
【71】



2.3.2.2　怎么定义专家？

德雷弗斯把专家定义为这样的人：其身体能够做出相应的情感反应和正确的直觉来对情境做出反应的人。在日常应付的最基本的层面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专家。首先，从专家技能的知识基础上看，专家是“知道怎么”（knowing how）而非“知道什么”（knowing that）的人。“知道什么”是命题知识和关于事物的知识，而它们是通过反省和有意识的行为得到的。“知道怎么”是一种身体技能，例如走、说、开车等等能力，而它们通常被体验为日常无意识的掌握，而且在执行时，不需要考虑如何去做。
【72】

 例如，你可能知道如何使用筷子，这是因为你拥有某种叫做“知道怎样”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你从实践的经验中得来的，你很难向外国人解释清究竟该怎么使用筷子。因为“知道怎样”是你不能用事实和规则的形式来表达的东西。“知道什么”即知道相关的事实和规则。新手就是根据相关的事实和规则来行事的，而专家则不然。
【73】



“知道怎么”包括一个不能完全解释清楚的、不可言说的技能。它与哲学家波莱尼（Michael Polanyi）的默会知识非常类似，但二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虽然波莱尼认识到形式主义不能解释骑自行车的默会行为（tacit performance），可是波莱尼仍然相信这样的执行受到隐藏规则支配：“诉诸隐藏规则说明波莱尼像柏拉图一样，没有区分执行和能力、解释和理解、人们所遵循的规则和能被用来描述行动的规则。”
【74】

 德雷弗斯则认为，在技能学习的最初阶段，人们是遵照规则的，而一旦人们习得了技能，人们就不再遵循规则了。这意味着，专家技能是无法清晰表征和形式化的东西。不具备身体的计算机无法达到技能的专家阶段。

其次，从情感（affect）态度上来看，专家拥有与新手完全不同的情感。在历经诸发展阶段时，技能学习者的主体性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初学者是沮丧的，而在技能的最高阶段，专家摆脱了上述情感并且享受着流畅和顺利的操作。在他对塞尔的背景及其与意向性的关系的批评中，德雷弗斯描述了一个专家网球手，而他能专注于比赛中，不再感到取胜的压力，而只对球场上的完型张力做出反应。
【75】

 另外，初学者的态度本质上是好奇的，而专家完全专注于他或她自己的存在。德雷弗斯引用了国际象棋大师费舍尔（Bobby Fischer）的话——棋就是人生。

强调情感对于现象学对专家系统的批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德雷弗斯看来，专家计算机系统只能接近技能接受的第三阶段，即胜任阶段。因为技能接受不仅包括主体的认知接受，还包括计算机所无法经验的情感变化。在突出德雷弗斯的技能模型的现象学背景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现象学家们主张主体与世界有意向关系，因此主体体验的变化与主体世界的变化紧密联系着。海德格尔在谈及一个人怎么成为拥有实践智慧的人时，指出：你能成为这样的一个改变世界的人，而你改变世界的方式是改变你对情境的知觉方式。经历了从学徒到专家的身份发展过程的主体，不再是开始时的主体了，而且世界对主体的意义也改变了；专家和非专家实际上是不同的主体，因为他们的思考和感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并且他们对世界的反应也与刚开始时是不同的。专家们不只是能比初学者做更多的事，而且专家们的情感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在实践中，专家对他们活动的感受方式从他们还是初学者开始，一直在变化，从相对的超然到投入的委身（engaged commitment）。

简而言之，在德雷弗斯的技能模型中，各阶段之间的本质差异是身体的知觉方式的差异。专家与新手的差异就是他们拥有一个能对情境做出不同反应的身体。专家的身体能够识别更精细的情境并做出更流畅的反应，而新手不能做到这些。

2.3.2.3　专家的身体委任（bodily commitment）

德雷弗斯认为只有那些具有身体委任
【76】

 的人才可以是专家。他的这种强调，使得一些通常不属于专家范畴的人成了专家，同时又排除了一些公认是专家的人。首先，一些通常不属于专家范畴的人成了专家。例如，德雷弗斯宣称一般人都能在行走和说话这样的技能上达到专家水平，而且他们都能在某项身体技能上成为专家，而不需要社会的承认。这与通常的用法相抵触。人们一般把“专家”这个形容词留给那些经历过社会训练、提供专业建议等等的人。人们不把有证的司机称作“专家”，也不把业余赛车手当作专家，即使当他们在操控车辆时，与车辆有着直觉的联系。人们把这个词留给那些属于职业驾驶组织、参加各种职业竞赛等等的司机。其次，他排除了一些公认是专家的人。例如，在农业上的专家能有效地传达、整理、综合有关农业的精确命题信息，但他可能会被犁和拖拉机的轰鸣声吓着；在体育上的专家，能把过往的经验与现在的情形相联系，但他可能是手脚不便的和缺乏从事竞技体育的物理能力的人；在音乐上的专家，可能并不能演奏音乐。

在他看来，这些人不能算是真正的专家。因为在他的术语中，“专家X”（expert x）与“知道怎么做”相联系，而“在X上的专家”（expert in x）与“知道什么”相联系。“专家X”可能是“专家农民”，而“在X上的专家”可能是在“在农业上的专家”。他不认为“在X上的专家”所确定的命题知识就是专家知识，或者说，他不认为那些掌握命题知识而不能用自己的身体来执行相应技能的人是专家。“讲解员，他们经常做博学的脱口秀，就像对于国际象棋的走法，他们对每一步都有见解并且会调用一系列规则，但是他们没有亲身承受国际象棋竞赛中的压力和风险，因此他们没有专家技能。”
【77】

 他把“在X上的专家”的知识和公众领域中的空谈联系在一起。
【78】

 “在X上的专家”的推理不是建立在地方实践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不具身的抽象方案和匿名原则基础上的。
【79】

 因为，“在X上的专家”缺乏真正的“专家X”所具有的身体委任；只有具有身体委任的“专家X”才在感情上在乎行动的结果，才能经验到执行的危险，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执行中。

2.3.2.4　成人主义立场（adultist stance）

德雷弗斯假设接受技能的身体没有相关的传记、性别、种族或年纪，而这就是成人主义立场。虽然他也承认“文化风格”对技能学习有影响，例如，美国和日本妈妈照看婴儿方式的差异。然而，文化风格概念的发展没有超越无确实根据的一般性，并且这个概念假设共享一个文化的个体的传记差异是不重要的。在德雷弗斯看来，仅仅通过实践，一个人就可以发展出专家的身体能力、感情态度和直觉能力；至少在原则上，接受技能的身体被假设为是纯粹的技能地点，而且不受外在于学习的力量的影响。

希茨—约翰斯通（Maxine Sheets-Johnstone）
【80】

 批评了这种“成人主义”的立场。她认为把成人的身体当作现象学的基本零点是方法论的错误，因为它忽视了“我们的知识、能力和存在的起点”
【81】

 。成人身体的行为不只是就这样发生的，而是本身就是从幼年时开始的学徒身份的结果，而且这种学徒身份使得成人的身体充满了意义和经验，并且这些意义和经验对所有成人未来的行为（当然包括技能）来说是必需的。“无论什么特殊的成人技能学习情境——弹钢琴、开车、下棋、做裤子——都是由源自我们成长历史中的技能和概念经验混合而成的。”
【82】



其实，她所讲的学徒身份与德雷弗斯所讲的学徒身份是不一样的。在她看来，学徒身份包括长期在黑暗中的摸索，而规则源于这些摸索而非先于这些摸索。在德雷弗斯看来，学徒身份是一个清楚而又深思熟虑的过程，并且遵循着规则的程式。不过，她指出了为德雷弗斯所忽视的东西：学习中的身体已经是植入的（embedded），而不是在技能的获取中取消了自己（disembedded itself）。例如，为了学习跳舞这样的技能，我必须已经能够移动我的身体。每个能跳舞的身体都已经被植入到一种运动方式中，并且学习跳舞不是简单地学习运动，正如学习一门外语不同于学习说话那样。成人的身体从来不以一般的方式运动，而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运动，并且其运动方式反映了：他被培养或训练的方式。

综上所述，对专家技能的现象学分析表明：技能是具身的，也就是说，决不能离开身体来分析技能的本质。技能的具身性决定了技能的非表征本质。AI的知识工程正是因为忽视了技能的身体性，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成功。

2.4　身体性与社会性

德雷弗斯不仅认为身体是智能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且他以对椅子的识别为例提出了强身体性宣称，即身体形态对于智能行为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划分（cut up）周遭物理世界的方式，是我们的身体形态的一项功能。比方说，我们对椅子的识别能力（某种显然难以定义的东西），源自我们的身高、体重和膝盖的弯曲方式。从而，我们划分世界的方式和我们认知这种划分的能力，是我们的身体形态的结果。”
【83】



著名的AI学者、Cyc的设计者雷纳特（Douglous Lenat）援引了神经科学家萨克斯（Oliver Sacks）的一个案例对德雷弗斯的强身体性主张进行了反驳：“萨克斯描述了一个终日坐在轮椅上的女子马德莱娜（Madeleine）：她不能用手来阅读盲文，但她通过倾听他人的朗读而获得了常识知识。”
【84】

 在这个案例中，残疾女子马德莱娜
【85】

 虽然没有德雷弗斯所描述的能在世界中走来走去的主动身体（lived body），但仍然获得了常识知识。雷纳特以此来说明身体不是智能行为的必要条件。德雷弗斯对此反驳的回应是：尽管马德莱娜不像正常人那样具备完整的身体能力，但她仍然是有身的，有感情的，有学习和提高技能行为的欲望，有储存和组织事实的能力。“她有物理感受和情绪感受，她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有内有外），能够在世界中移动。因而她能产生对他人的同情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分享他人遭际世界的技能方式。”
【86】



2.4.1　科林斯对身体性宣称的反驳

对身体性宣称更为系统的反驳，来自科林斯（Harry M. Collins）
【87】

 。科林斯从雷纳特的反例中获得的启示是：马德莱娜虽然没有正常人的身体，但她还是通过倾听他人的阅读，而在语言上理解了我们的文化，所以他提出身体不是智能行为的必要条件。他认为，一种在我们的世界中的存在，不需要共享人类具身的一般形式，就能做出智能行为。“像马德莱娜这样的人（她的身体与正常人非常不同并且她不能像狗一样在世界中走来走去）和不充分社会化的人，实际上有能力被语言社会化和共享我们的概念结构和看问题的方式。她会知道整洁的房间和不整洁的房间的区别，尽管她不能整理房间。那么，我们知道，类人身体对类人的社会化来说不是必要的。”
【88】



他的反驳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他在1996年提出的：他在根本上怀疑现象学的身体性宣称，而主张社会性才是人与机器的本质区别。第二阶段是他在2000年提出的：他部分地接受了现象学的身体性宣称，但他又提出应该区分社会具身理论（social embodiment thesis）和个体具身理论（individual embodiment thesis）。尽管他的反驳是站不住脚的，但他的质疑使哲学家们加深了对认知的具身性这个问题的思考。所以为了加深对这一主题的讨论，有必要对他的观点加以驳斥。

2.4.1.1　第一阶段：根本怀疑具身的必要性

首先，他认为德雷弗斯混淆了作为物理存在的身体和作为概念存在的身体。“在1972年版本中，德雷弗斯的具身观念主要涉及身体物理构成及其与世界中熟悉器具的互动。在1992年版本中，他似乎改变了观点，具身变成了更概念化的概念。”
【89】

 其次，他认为德雷弗斯这个宣称——机器要有像我们一样的智能，就得有像我们一样的身体——过于强调身体的必要性了。把人与机器区分开来的不是身体，而是社会性（socialisability）。因此AI能否成功的问题在于：能否将计算机社会化，而不是将计算机身体化。“总的来讲，我们有信心说：如果我们不能把没有身体的计算机训练得像一个社会化的人一样，那么就算给予它在世界中走动和面对同样的物理情境的能力，也解决不了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找到马德莱娜所经历的社会过程，那么我们就能将之运用于不会动的盒子。”
【90】



实际上，他是想用社会性宣称来取代身体性宣称。为了论证他的观点，科林斯做了一个思想实验——“会说话的狮子”。“在原则上，如果人们能找到一头拥有会话潜力的幼狮，然后把它带到人类社会中，让它像我们一样来认出椅子，尽管它的腿与我们不一样。它能学会认出椅子，正如它能学会说我们的语言一样。这就是我对马德莱娜案例的理解——她经历了语言社会化。”
【91】

 换言之，如果某个个体实体要表现出智能，那么身体不是重要的，抚养和语言社会化过程才是重要的。

他说，维特根斯坦曾经说即使狮子能说话，我们也不能理解它。因为理解一种语言的前提是拥有一个世界，而会说话的狮子的世界或者说它的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与我们的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和狮子无法相互理解。根据现象学的身体性宣称，原因在于我们和狮子拥有的是不一样的身体。狮子语言中的椅子与我们语言中的椅子永远不会相同，因为狮子的膝盖不会像我们一样弯曲，狮子也没有像我们一样的手，所以不会像我们一样写字，更不能去开会或做讲座。狮子甚至不能把椅子和棒子区分开。

但在科林斯看来，这不意味着：每个能够认出一张椅子的实体都必须要能够坐在上面。现象学的身体性宣称把个体能力与个体被植入其中的社会团体的生活形式混淆起来了。这个实体只要共享那些能坐在上面的实体的生活形式，就能够认出一张椅子。

他是这样来削弱身体的重要性的：他指出人的身体在人的社会化中起很次要的作用。首先，以狗为例：狗拥有与人类相似的身体能力：能在世界中走动和应付复杂情况，而在经过训练后，它甚至能执行非常复杂的任务，并且在神经生理上，狗的大脑比计算机更接近人的大脑。但是由于不能在语言上被社会化，它甚至不能通过最简单的图灵测验。其次，从人类社会中得到的证据（例如狼孩）表明，即使是那些与我们有着同样身体结构的人，如果在他们生命的早期没有充分被社会化，那么他们可能也没有被社会化的能力。可见，社会化在人的发展中是极其重要的。再次，像马德莱娜这样的人，她的身体与正常人非常不同，并且她不能像狗一样在世界中走来走去。但是她却有能力在语言上被社会化，并能共享我们的概念结构和看问题的方式。尽管她不能整理房间，但她能知道整洁的房间和不整洁的房间的区别。所以，科林斯得出结论说，类人的身体对类人的社会化来说不是必要的。
【92】



在他看来，计算机缺乏像人一样的智能，不是因为计算机缺乏像人一样的身体，而是计算机没有经历人所经历过的社会化过程。所以，他认为，AI是否可能的问题，就变成计算机能否被社会化的问题，而不是像德雷弗斯说的，计算机能否具备身体的问题。

科林斯的要点是：人类的身体不是人类共同体中的智能行为的必要条件，因为在“会说话的狮子”的思想实验中，人类共同体会承认像狮子这样没有人类身体的生物，也具有智能行为。这个实验中所提出的思想不是什么新观念。因为动物具有智能是已经为人所承认的。例如，日本的灵长类动物学家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项研究中，观察到短尾猿在溪水中洗西红柿，并且通过漂洗把大麦与沙子分离开来。这两种技能在最初发现的短尾猿死后数年，仍被观察到。这表明短尾猿能学会并传递它们的技能，虽然它们的具身方式与人不同。
【93】



事实上，从进化论角度来看，人与动物是具有连续性的。笛卡尔为了强调人的理智的作用，而否认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连续性。类似地，认知主义者们为了强调人的高级认知能力（如语言、逻辑推理、做计划等等），也否认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连续性。现象学的身体理论则强调人与动物之间的连续性，因为人与动物的身体技能有很多是类似的。具身认知同样认可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连续性。

科林斯和无身认知研究者们一样的地方是，他们都继承了笛卡尔关于人与动物的不连续性的思想。所以科林斯追问的是：把人与动物区分开的是什么，例如，把人与狗区分开的是什么？显然不是能在世界中走动的能力。他的答案是社会性。他相信即使狮子的身体与人不同，但狮子仍能知道椅子对人意味着什么。唯一的原因是在思想实验中，狮子能坐下并具有语言能力。

但根据现象学的具身理论，狮子不可能取得思想实验中的这种成功。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椅子的意义要在人们使用它时体现出来。显然，狮子不能像人一样使用椅子，且它们坐下的经验与人的经验非常不同，因为狮子的身体与人的身体非常不同。

2.4.1.2　第二阶段：部分接受具身的必要性

后来，他在原有观点的基础上做了退让，不再认为一个金属盒子在经历社会化后可以表现出智能行为，而承认智能的确是需要身体的。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现象学的身体思想。这表现在他提出的知识分类观上。他认为知识／能力／技能分为四种：（1）符号型知识（symbol-type knowledge），即在通过软盘或电子信号等进行传递时不会受损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可以忽略硬件的重要性。（2）具身的知识（embodied knowledge），即不能只通过信号从一个大脑／计算机传递至另一个大脑／计算机的知识。在这种知识的传递中，硬件是重要的。
【94】

 （3）大脑化的知识（embrained knowledge），即与大脑结构相关的知识。因为我们的认知能力与作为化学特质或固态集合的大脑及大脑内神经元之间的联系方式有关，所以大脑能够像样板或滤网筛选不同形态或尺寸的物理客体。（4）文化化的知识（encultured knowledge），即根植于社会之中的知识。例如，在语言和其他知识中就存在“文化化”要素，它们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
【95】

 他认为AI错在：认为所有知识都是符号化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只是人类知识的一小部分；德雷弗斯则错在：过多地强调身体化知识和大脑化知识，而忽视了文化化的知识。

进一步地，他认为德雷弗斯的具身理论仍然是问题的，而对强具身宣称进行了反驳。因为在他看来，德雷弗斯没有讲清楚他所指的身体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体。他认为必须区分“社会具身理论”和“个体具身理论”。前者指：身体形态在确立社会规范的集体层面上是重要的，但是，即使社会中的个体缺乏这种身体形态，该个体仍然能被社会化到社会中。比如说马德莱娜的身体形态与正常人不同，但仍然获得了常识知识并被社会化到社会中。后者指：如果自主体要被社会化，那么他需要足够的身体，以获得感受输入。他的主旨在于：只要个体能够对感受输入作出反应，那么他就能被社会承认它展现了智能行为，即使他的身体形态与社会其他成员的身体形态非常不一样。关键在于，身体形态对社会具身理论才是重要的，而对个体具身理论是不重要的。
【96】

 因此，在人类社会中被养大的狮子能被社会承认它有智能行为。

不过他至少部分接受了现象学的具身主张。这表现在他提出了社会具身理论和提出了具身的知识。但是，由于不了解现象学的身体理论，他提出：最小具身理论的要求是只要有感觉输入，而语言社会化的全部要求是能说会动。

2.4.2　现象学的身体理论对科林斯的回答

为了反驳科林斯，必须讲清以下几个问题：（1）德雷弗斯是否真在身体概念上发生了混淆？（2）身体对于智能是否真的不可缺少？（3）科氏的最小具身理论是否成立？或者说马德莱娜所拥有而狮子不拥有的身体能力是什么？（4）身体性与社会性哪个是优先的？（5）到底什么是身体？

2.4.2.1　德雷弗斯是否真在身体概念上发生了混淆？

首先来看德雷弗斯的身体概念。他真的像科林斯所说的那样，混淆了作为物理存在的身体和作为概念存在的身体吗？本书想说明：德雷弗斯没有把物理结构与概念结构相混淆，因为现象学所讨论的身体既不纯粹是物理结构，也不纯粹是概念结构。虽然德雷弗斯没有对他所指的身体做一个清晰的定义，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身体概念源自梅洛—庞蒂。梅洛—庞蒂的身体是主动身体（the active body）：“关系到对景象的定向的不是客观空间中的事实上的身体，而是一个可能行为的系统、一个具有现象位置并且被其任务和情境决定了的实质身体。我的身体就在有事要做的地方。”
【97】



实际上，问题在于以下两种身体间存在紧张关系：德雷弗斯提及的在物理上能轻易地在世界中移动的主动身体和雷纳特提及的马德莱娜的依赖想象和同情感来进行学习的残疾身体。前者在生理上完整的，而后者不是。但是，残疾身体可以通过辅助手段克服生理上的局限。针对雷纳特和科林斯的指责，德雷弗斯仍然可以诉诸梅洛—庞蒂对身体扩展的解释来得到辩护。

虽然梅洛—庞蒂没有提及马德莱娜，但他提及了类似于马德莱娜的盲人。他曾经在《知觉现象学》中解释了主动身体是怎么通过工具来扩展知觉能力的。可以把梅洛—庞蒂的观点归纳如下：一个拄着拐杖走路的盲人，能够知道拐杖尖端的客观位置、拐杖的长度和硬度、马路的平坦度等等。然而，当拐杖成为他的一样习惯工具时，触觉的世界就后退了，不再从手的皮肤开始，而是从拐杖的尖端开始；并且，他不再能知晓拐杖在物理空间中的位置，也不知道拐杖对手心压力的变化。拐杖成为了他的身体的一部分、身体综合的一种延伸。这时拐杖的尖端就像他的眼或手脚一样，成了他用来感触客体的通透路径。
【98】



简而言之，梅洛—庞蒂认为身体空间可以经由人工事实（artifacts）得到扩展，所以身体的边界根本不是皮肤，而是人的身体体验。通过媒介，一个人的身体经验可以通过还原和聚焦的方式得到改变：“对拐杖／道路的触觉就是盲人的经验……他的身体经由拐杖得到了扩展，而拐杖就是他的身体经验的一部分。”
【99】



凭借梅洛—庞蒂的身体扩展思想，德雷弗斯可以解释说马德莱娜的知觉经验能够超越她的物理身体。尽管拐杖不是她进入知觉世界的中介，但她的身体能够借助轮椅、想象、同情感，以可以和健全人相比较的方式来组织感觉刺激。对于科林斯的第一个批评，他能得到辩护。他所指的身体根本就不是什么概念结构与物理结构的混合，而应该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盲人拐杖的例子说明：“精神行动（诸如人工事实（artifacts））可以辅助生活身体，而生活身体仍然是知觉的基础。照此来理解，人工事实和精神行为——像人类知觉的每个情境化行为——都是从某一方面来把握世界（例如，拐杖不能让人行道的灰色被知觉到，而想象能让马德莱娜有一个概念化的世界，但那是无色的），并且都可以让具身的自主体克服野蛮物理限制。”
【100】



2.4.2.2　对于智能行为来说，身体是否真的是不可缺少的？

真如科林斯所说的，一个金属盒子，在经过社会化后，能够具有智能吗？前文已经阐述过身体对于智能行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这里将针对科林斯的质疑来提出新的论证。“科林斯努力说明具身是不重要的，因为可用他的社会植入观念来替代具身。”
【101】

 的确，一个身体残疾的人、一个不能坐在椅子上的人，完全能认出一张椅子。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我们必须通过身体来获取知觉经验，而且我们必须有一个身体才能在世界之中。不能共享人类具身的诸项特征的金属盒子，是不能理解什么是椅子的。

我们具身的关注（concerns）是如此深入地蔓延到我们的世界中，以至于我们甚至注意不到我们在世界中就如在家中一样的方式。我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注意到身体在世界中的方式：即当我们被外星人运到一个陌生星球并且体验到定向的紊乱（disorientation）时。没有什么比一个没有身体、没有特定移动方式的金属盒子与我们的生命形式相异了。计算机对于我们的世界是怎么组织的以及我们怎么在其中活动，没有内在的前理解，因此计算机无法获得所有它所需的对我们来说是熟悉而且显然的具身知识。
【102】



即使是像雷纳特这样的技术专家，在设计Cyc时，也注意到了具身的重要性。“以这个句子为例：‘玛丽看到窗上有一只狗。她想要它。’”
【103】

 然后他问：“‘它’指狗还是窗户？如果我们说‘她打碎了它’或‘她将鼻子蹭到它上面去’，那么它指什么？”
【104】

 请注意这个情况——她将鼻子蹭到它上面去，而这显然是在诉诸我们的想象：即想象我们在那个情境里会怎么行动，并诉诸一个典型的具身的人的反应，而不是诉诸关于狗和窗的事实。“我们依赖的是我们所是，而非我们所知。”
【105】



雷纳特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身体对常识智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原则上和在Cyc中，要描述知觉、情绪、运动等等，要达到某种能让系统理解做这些事的细节层面上，只能去推测身体能力（reason about body capacities）。”
【106】

 但是，他这种对身体必要性的看法还是不彻底的，因为从现象学的身体理论来看，人们通常不是推测身体能力，我们是使用身体能力来进行推理（reason in terms of them）。换言之，在我们以常识的方式进行推理的时候，我们已经用我们的身体来引导我们的推理了。假使如此，具身的人的结论会完全不同于无身的推理机器的结论。

另外，约翰逊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推理是怎么依赖着身体的。“对诸如必须、可以和能够这种语气的认识感觉，源于推理、论证和理论化……我认为……这种联系的基础是：我们根据特质来理解精神，并根据身体体验来理解心灵。尤其是，我们把推理的精神过程理解为类似于物质和社会力量及障碍的力量和屏障。”
【107】

 他还以我们对力量的理解为例来解释身体在我们组织概念的意义上所构建的基本隐喻
【108】

 ：因为是我们学着去运动我们的身体和操控物体，所以我们是力量的中心。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力地发展出和我们的环境互动的模式——我们玩玩具、把茶杯递到嘴边、运动。我们遭际到施加力量于我们的障碍，而且我们发现我们在绕开、越过那些阻挡我们的物体时能用力。有时我们在有力地行动中会受到挫折、遇到失败、无能为力。有时我们是强有力和成功的。所有这些运动行为都有逐渐等同于特定的有力行动的可重复模式。这些都是具身的并且在前知觉层面上赋予我们的物理经验以一致的、有意义的结构。约翰逊的结论是：“理解从来都不只是有意或无意地持有信念这些事。更基本的是，一个人的理解就是他在世界中或拥有世界的方式。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人具身这样的事，也就是说，知觉机制、区分模式、动力程序和多种身体技能的问题。”
【109】

 因此，拥有一个身体是智能行为的前提条件。

2.4.2.3　科林斯的最小具身理论是否成立？

科林斯论证的关键之处在于强调狮子与人类身体之间的差异。幼狮与马德莱娜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不能像健全人那样使用椅子。马德莱娜是由于残疾，而幼狮是由于没有人类的手。既然马德莱娜能知道椅子是什么，那么也有理由认为思想实验中的幼狮能做到这一点。初看起来，这个类推可以成立，而身体性宣称是错误的。另外，根据科林斯的最小具身理论，由于狮子具有感觉输入，所以它能被社会化，而表现就是它能说会动并且能认出一张椅子。

但是根据现象学，狮子无法取得这样的成功。对人来说，椅子不只是坐的东西。椅子的意义源于它们处于一个已经根据人类的目的和关注结构化了的世界。“人类世界已经预先根据人类的目的和关注结构化了，并且是以这样的方式：什么是客体或者说什么对客体来说是重要的，这是一种功用或具身。”
【110】

 科林斯对一般生活形式的理解是不完整的。马德莱娜识别椅子的能力，不只是她的说话能力的成果。虽然她没有健全人所拥有的身体图式，但她不同于幼狮，因为她拥有与其他人一样的生命形式，而原因在于她拥有理解的身体基础。

科林斯认为马德莱娜不具备人类的具身形式。他的这种理解也是错误的。实际上，马德莱娜像我们其他人一样是具身的。她的人类身体就是她的意向性位置，而且尽管她的残疾身体要求有辅助工具帮助她来与世界相联系，但是她绝不只是被社会化的。萨克斯对马德莱娜的最初描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萨克斯知道脑瘫通常不影响手的运用，所以他怀疑：她的知觉发育不完全的原因是照顾马德莱娜的人帮她打理好了一切。于是，他吩咐照料者：给马德莱娜留下食物，但是要稍稍超出她的活动范围，同时也不要饿着她、取笑她，只是稍稍怠慢她。结果，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不耐烦和饥饿的她，不再消极和耐心地等待，而是伸出手，摸索着找到一个百吉饼吃下。这是60年来她第一次用手、第一次进行行动，而这标志着她作为运动个体的新生。萨克斯认为，这说明马德莱娜是好奇的、有想象力的并且是具身的，否则她就不能学习用手、学习用触摸经验来区分不同的客体和识别客体。
【111】



这说明她不只是最小的具身。马德莱娜能做出这样的举动是由于她的具身方式：“我们具体的身体需要，在把我们的经验结构化为重要或不重要的意义上，直接或间接地给予我们以在手的任务感觉。”
【112】

 因为马德莱娜是具身的存在，所以她能够去探索直到获得满足。当马德莱娜动手做出一个创造性的探索时，世界呈现了新的意义秩序，而这种秩序不只是被发现的或是武断地选择出的。
【113】

 很难想象科林斯的最小具身存在怎么能有类似的成功。

另外，在物理上，虽然她不能以与健全人一样的方式来体验每一个情绪，但是在她害怕时，也感到她的呼吸会改变，她的心跳会加快。尽管她不像其他人那样能感到手心出汗和四肢的颤抖；可是她的身体会有震颤的状态。而且，像其他人一样，她能说和听，因为她是好奇的并且是想学习的。她有充分的情绪，其中包括同情感，而这些情绪无疑改变了她的行动定向，以至于她的参与和超然层面随之改变。她有丰富的想象生活，而这使她能做出复杂的指称。正如聋哑人知道移动的嘴唇的意义一样，马德莱娜会要求身体注意客体中的意义。从更存在论的角度来讲，她能沉思有限的意义。她能反省她自己的道德的意义、身体与疾病和死亡搏斗的限度。
【114】



最后，马德莱娜拥有与其他人一样的身体空间。尽管马德莱娜的身体是残疾的，她仍能充分地移动。当然这要求其他人的帮助，比如说给她推轮椅、把食物递到她嘴边。尽管她不能走动，但她能体验到给她推轮椅的人向前比向后容易；因此，她能理解具身的人能更轻易地应付前面而不是后面。以上这些都说明马德莱娜不只是最小的具身，因此最小具身理论不能成立。

2.4.2.4　身体性宣称与社会化宣称孰先孰后

有意思的是，科林斯可以诉诸现象学思想来印证他的社会建构论思想。比如，后期梅洛—庞蒂批评了他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的对主动身体的阐释，原因是他也像科林斯那样认识到历史和文化在身体组织基础经验（如空间经验）时所起的决定作用。“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未经指导的人意识不到景色并且人们要花很长时间和经过很多思考才能意识到对象景色的变形……我认为，文艺复兴的观点是一个文化事实，并且知觉本身是多形态的，而且，如果是欧几里得的观点，这是因为它允许它本身由系统来定向……我所坚持的是：存在着由文化决定的知觉形成，而这使我们可以说文化被知觉到了。”
【115】



在德雷弗斯近来的著作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一般文化风格决定了婴儿遭际他自己、其他人和事物的方式。以风格为起点，大量实践会变得有意义并处于支配地位，而其他实践则居于从属地位或被忽视。例如，婴儿从来不会拿到一个单纯的摇铃玩具。对美国孩子来说，摇铃玩具是用来发出大量有表现力的声音的东西，而且他们会故意把它扔到地上，好让家长把它捡起来。日本孩子偶尔会这样做，但是一般来讲（我猜测），对日本孩子来说，摇铃玩具起着安抚和平静的作用。”
【116】



尽管后期梅洛—庞蒂和德雷弗斯意识到了文化和文化风格对知觉形成的影响，即文化和社会因素实际上影响着身体对于世界的经验，但他们两人应该更忠实于现象学的身体理论的这个信条：即拥有身体是首要的。虽然文化和社会因素是有影响的，但是它们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位于生活身体之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身体被赋予本体的优先性；如果没有身体，那么历史和社会力量就没有了意向性位置”
【117】

 。

另外，科林斯仍然可以反驳道，既然德雷弗斯是在追随海德格尔，那么他就应该认为社会标准（比如说器具、公共场所和社团实践）对于智能来说是必需的，因为身体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德雷弗斯对此的回答是：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梅洛—庞蒂的思想比海德格尔的思想更为基本，因为社会智能是以非社会智能为前提的。
【118】

 “身体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有时，身体仅限于保存生命所必需的行为，而这时它相应地就在我们周围确立了一个生物世界；在其他时候，身体利用这些最初的行为，经过行为的本义到达行为的转义，呈现出了新意义的核心：这就是诸如舞蹈这样的运动习惯的情况。最后，被指向的意义可能不是通过身体的自然手段获取的；所以，必须制作一件工具，在工具的周围投射一个文化世界。”
【119】



因此，在身体与社会化的联系问题上，拥有身体是被社会化的前提条件。
【120】

 因为马德莱娜之所以能被社会化入人类世界，是因为她具有人类的身体结构和身体技能。所以不能同意科林斯的这个结论：人的身体对于类人的社会化不是必要的。我们所知的关于语言社会化的知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接受外国人的语言，那么我们必须拥有与他们相类似的身体结构和运动技能。所以，科林斯对社会化的强调，实际上是把事情颠倒过来了。要学习自然语言，计算机必须有一个身体；如果计算机要被植入社会中，它就必须是具身的。

另外，还可以诉诸经验研究来讨论二者的优先性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制造了一个叫做Cog的机器人，而它有眼、耳和能转动的脑袋。Cog满足了科林斯的最小身体理论，因为它具有感觉输入，甚至还有有限的感情。研究者们计划找到一组研究生来做志愿者，并让他们经常来看看这个金属盒子，在它周围走走，并和它说说话。研究者们希望藉此来让Cog逐渐被社会化并具有智能。这个计划失败了。
【121】



让人意外的是，德雷弗斯在科林斯的挑战面前退让了：“感谢科林斯，我明白了就我所讲的一个存在要有像我们的身体才能理解我们的世界而言，我错了。”
【122】

 他退让得太多了。理解要求有共同的关注，并且自我与他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是根植于身体的同情感。换言之，要理解我们的世界，就得要有我们的身体。要让德雷弗斯的身体性宣称得到支持，就要提供一个更好的对身体的解释。这里有一个未解的根本问题：到底什么是身体。所以接下来，本书将诉诸几位现象学家的身体理论思想。这个问题不仅对于现象学研究是重要的，而且对于认知科学同样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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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现象学可以告诉具身认知什么？

在现象学对无身认知的批判的影响下
【1】

 ，目前认知科学正在发生着这个重大转变：由完全忽视身体在认知活动中的作用，到承认身体在认知活动中的作用：由认为智能的核心是表征，到认为智能本质上是非表征的；由排斥现象学的批判，到开始探寻现象学对于认知科学的意义。简而言之，发生了由无身认知向具身认知的转变。
【2】

 本章首先评述了具身认知研究中两个代表性的学者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
【3】

 和多罗希（Paul Dourish）
【4】

 的工作，并指出他们和具身认知的其他研究者们有着同样的局限性，即他们都没有详细说明这样两个根本问题：（1）身体实际上是怎么影响认知活动的？（2）什么是身体？其中第二个问题更为根本。本章认为现象学的身体理论能够很好地来解答这两个问题。
【5】

 所以接下来，本章将从以下方面来解答：（1）梳理现象学的身体理论或者说身体现象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2）区分身体图式与身体意象，并指出身体图式的前意向运作有效地支撑和约束着意向性活动；（3）阐释身体的意向弧和最大把握倾向，并提出反表征主义的认知观；（4）阐释作为物质主体的身体；（5）阐释原初震颤状态中的身体。希望通过本章的阐释能够帮助认知科学更好地理解身体及其对于认知或智能活动的意义。

3.1　具身认知简论

无身认知派生自这样一种哲学理解：即语言、思想和行动的基础是表征、形式主义和符号操控，而计算机是这种理解的实证模型。现象学质疑这种理解，而认为以这种理解为基础的AI不能成功地复制人类的精神、语言和行动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现象学的批判被大多数AI专家们解读为仅仅是对AI研究的批判和质疑，而被弃置一边。但实际上现象学的这种批判，应该被解释为：它是在反对一种特定的研究认知行为的范式和提出替代范式的尝试。有一部分学者也开始意识到了现象学的这种建构性价值。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以下简称MIT）的AI实验室已经成为了海德格尔式的人工智能（Heideggerian Al）
【6】

 的发源地。一些在该实验室进行的工作接纳了海德格尔和德雷弗斯的思想。例如，该实验室的一篇博士论文是这样开头的：“对于人类活动的本质有很多已经是众所周知了……在这种传统中有很多基本著作……如海德格尔对日常程序性活动的解释。”
【7】

 另外，接下来要讨论的布鲁克斯及其他所领导的研究小组也来自这个实验室。

这些都表明现象学与认知科学之间的坚冰开始消融，而且现象学对无身认知的批判促使新的研究范式出现。本节将通过评述布鲁克斯和多罗希的工作，来讨论这种新范式——具身认知，并指出其与现象学的联系和不足。

3.1.1　布鲁克斯的具身认知研究

对于具身认知的产生，在哲学上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德雷弗斯，而在技术上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布鲁克斯。“尽管德雷弗斯是首先注意到GOFAI（好的老式人工智能）的局限的人，但是我认为最该为新式AI负责的是布鲁克斯。”
【8】

 接下来看他是怎么通过对传统AI进路的批判，提出具身认知进路，并提出具身认知的中心方案——物理奠基方案（physical grounding project）的。

3.1.1.1　布鲁克斯对传统AI进路的批判

他首先对传统AI进路（即无身认知）进行了批判。传统AI聚焦于思想、推理、做计划和问题求解等高层认知或智能活动，并且采纳了这种约定：这些认知或智能活动的基础是表征。布鲁克斯则建议研究低层次的认知或智能活动。因为作为进化生物，人类很大程度上从我们的祖先那里继承了满足我们需要的系统和应付特定环境的低层能力。要明了高层认知或智能活动是怎么被组织起来的，就要研究那些低层的认知能力或智能行为。这正是具身认知研究的重要起点，并且这与身体现象学强调人的身体对于高层认知能力或智能行为的能动建构主张相类似。

他和德雷弗斯一样，都认为传统AI是错的。不同的是，布鲁克斯从技术层面上做出了具体评价。他对在传统AI指导下发展出来SMPA框架（感觉—模型—计划—行动框架）作出了如下评价：“所有这些系统都使用计算机……并在通常是静止的环境中运用。这些机器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特定的设计。它们都感觉到世界，并试图建立对世界的二维或三维世界模型。那么，在每个情况下，设计者必须忽视真实的世界，而对机器人来说，它要根据产生行动计划的模型来运行以达到目标。……我们称之为感觉—模型—计划—行动框架，或简称SMPA。”
【9】



他认为这种框架的缺点在于它是静态的，即无法解决动态性问题和相关性问题。
【10】

 先来看动态性问题。一旦系统建立了模型，那么它就不能再反映出真实环境中的变化。也就是说，当世界发生变化时，系统不能作出相应的调适，这导致原先计划失效。当然，在SMPA框架中，至少有两个办法可以来解决动态性问题。第一个方法是在做世界模型的时候，把世界的动态发展加以表征，然后做进模型中，并且根据环境中可期待的变化来做计划。但这只是把问题往后推了，如果发生的变化不是我们所预期到的，那么就得重新做计划。这就有了第二个方法，在最初的计划中，加入更多应付可能发生情况的潜在计划，以便在世界的未来状态中加以执行。但这显然会导致不可处理的计算爆炸，而且人不是这样来应付真实世界的。

SMPA框架除了不能解决动态性问题之外，还不能解决相关性问题。因为人们在生活中从来都不是针对每个可能的变化来做计划，而是根据相关的变化来做计划。正如德雷弗斯所说的：我们总是已经在世界中了，而这个世界是在身体和兴趣的意义上组织起来的，因此充满了相关性，所以我们不用解决相关性问题。但是对于无身的机器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在任何表征系统中，都极难将所有的相关性表征出来。安德森（Michael L. Anderson）
【11】

 对这种困难就有着充分的认识：“假设我们的自主体（agent）模拟了充分复杂的环境，那么我们要进行这种模拟就需要数以千计的事实。按照上述对自主体的明显要求，我们的自主体必须知道每一个事实是否与要执行的行动相关。要知道每一个事实，就要求自主体的指令系统知道有关每个行动的大量事实，并且进一步要知道如何说出一个特定事实与特定行为事实是否相关。假设行为事实n，并假设简单的相关规则p可以被写出，决定环境中的大量方面对于任何一个行动的相关性最少要求m*n*p比较。进一步的，假设机器人进行推理（不要说环境本身在变化，并且可能机器人正在注意这个），那么m的数量就一直在增加，正如新的事实通过推理和观察被加到知识库中。”
【12】



在批判SMPA框架的基础上，布鲁克斯得出与现象学同样的结论：忽视身体而想完全依赖表征来得到智能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SMPA框架的本质难题在于：它在生物上是难以置信的，或者说，SMPA框架注定要失败，是因为它忽视了智能是具身的和非表征的。作为对传统进路的一个替换，他提出了完全绕开了表征层面的知觉模型：“我们得出了意料不到的结论（C）和相当根本的假设（H）：（C）。我们检查非常简单的智能时，我们发现对世界的清晰表征和模型挡在去路上了。最好是用世界作为它自己的模型。（H）在制造大容量智能系统时，表征是错误的抽象单元。”
【13】

 他扩展了有选择的表征概念，并把知觉和行动相弥合，在行动的意义上来铸造知觉。“本质上，这个观念就是在感觉和行动之间建立恰当的、牢固的反馈回路，而外在世界是回路的媒介。我们不应该使用思考世界的原初抽象，而应该考虑执行了正确的事情的过程。”
【14】



3.1.1.2　非表征的机器人和具身认知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布鲁克斯着手设计了不依赖表征来行动的机器人。“我想制造完全自治的可移动自主体，而它们能与人在世界中共存，并被人类看作是智能存在。”
【15】

 他将他制造的机器人称为“生物”（Creatures）。与此同时，他发展出了既能用于实践又能作为智能理论的工程方法论，而这些方法论就是用来取代传统AI的哲学思想。

首先，他用活动分解进路来取代功能分解进路。传统的智能系统概念是中心系统概念，而它分为两个部分：作为输入的知觉模块和作为输出的行动模块。知觉模块传递就对世界的符号描述，而行动模块对意愿行动作出符号描述并确认这些描述就是世界中所发生的事。中心系统则是一个符号信息处理器，而且它必须被分解为更小的部分，如“知识表征”、“学习”、“计划”、“本质推理”等子域。以上就是机器人设计的功能分解进路，而布鲁克斯认为它的漏洞是很难修补的，因为人们需要很长的模块链来将知觉与行动相联系。

他提出了活动分解进路：“智能系统的基本分解单元不是独立的和通过表征与其他信息处理单元相联系的信息处理单元。新的方式是：智能系统被分解为独立的、并行的和产生信息处理单元的活动，而这种活动通过知觉和行动直接与世界相联系。”
【16】

 对布鲁克斯来说，活动是与世界互动的模式，而它被体现在设备的子系统中。每个活动或行为—产生系统个别地把感知与行动相关联。

从强调信息到强调活动，这在某种意义上平行于从强调精神结构（表征结构）转到强调活动结构（非表征结构）。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讲，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从强调现成在手（the present-at-hand）转到强调类似在世界之中的存在的东西（an analog of being-in-the-world），即转到强调行动的上手（the readiness of action）。
【17】



其次，他用真实世界来取代微世界。布鲁克斯很强调在真实世界中来检测他的运动机器人的每一个成分。
【18】

 他认为AI在每一个步骤上都必须建构完整的智能系统，因此，他对能运动的机器人的强调使他区别于传统AI的工作。他认为早期AI系统走入了歧途，是因为他们对微世界（micro world）的追求，而这种微世界是从假定的应用领域中提取出来的。在这里，他显然回应了德雷弗斯对微世界的驳斥，并反映了这个思想：世界具有中心地位和世界不可被形式化。

再次，他摒弃了表征的首要性。对表征首要性的摒弃，与现象学的身体理论提出的没有表征的智能思想是一致的。在布鲁克斯的一篇名为《没有表征的知识》的论文中，有许多讨论与现象学的身体理论相一致。“AI在表征这个问题上失败了。当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达到智能时，即通过知觉和行动来严格地依赖与真实世界的连接时，对表征的依赖消失了。”
【19】

 “对生物来说，不需要有对世界或系统意图的清晰表征就能产生出智能行为。”
【20】

 “即使是在局部层面上，我们也不需要传统的AI表征。我们不使用与任何语义相联系的记号。……最极端的说法是，我们实际上不拥有表征，但一切仍是明白的。……在推理过程中，没有需要例示的变量。没有需要通过模式匹配来选择出的规则。不用做选择……”
【21】

 “我们认为人类活动的绝大部分是对世界的反省，而这种反省是通过不需要表征、非常简单的机制进行的。”
【22】



最后，在否定了以无身认知思想为指导的传统AI进路后，他提出：对于智能系统来说，具身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只有具身的智能自主体才能完全成为能够处理真实世界的自主体。其次，只有通过物理奠基，内在符号系统或其他系统才能找到根基，并给予在系统内进行的处理以意义。”
【23】

 这里，他实际上是提出了具身认知的中心方案——物理奠基方案。这个方案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即抽象符号怎么获取真实世界意义的问题，而且这个方案旨在弄清认知内容最终是怎么建立在自主体的具身经验和物理特征上的。如果用现象学的语言来表述物理奠基方案，那么就是：首先，如果意识要进入世界，那么意识必须拥有身体，或者说，只有具身的存在才能成为应付世界中事物的存在；其次，因为身体是世界中的质料，所以拥有身体的存在才能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意义。

布鲁克斯的工作及他的哲学思想，一方面，强有力地从AI阵营内部印证了现象学对无身认知的批判是正确的
【24】

 ；另一方面，尽管他的哲学思考为他所进行的具身认知研究提供了辩护，但是这些还不足以驳倒无身研究进路。对无身研究进路的哲学批判还是要由现象学来承担。

3.1.2　多罗希的具身互动思想

布鲁克斯认为具身认知完全是一个工程方法论上的考虑，而排斥与现象学的联系。与此相反的是，多罗希提出：要推动具身认知研究，必须诉诸现象学。他所从事的是人机互动的研究工作，而他认为，要推进这项工作，那么首先要弄清楚认知的本质是什么。由于当前的“计算机科学完全建立在1930年以前的哲学的基础上”
【25】

 ，所以如果要推动计算机科学的研究，就必须将当代哲学中关于人类认知和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洞见结合进计算机科学。他所指的关于人类认知和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洞见主要来自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们。

具体地，他探讨了为了获得更好地与我们的需要和能力相适应的、与计算机互动的方式，我们应该怎么做。他将人类与计算机互动的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他显然受到了现象学的身体理论的影响，而提出人机互动的最高阶段是具身互动阶段。这六个阶段分别是：四个已经过去的阶段：电子阶段、符号阶段、文本时代和图形阶段；两个未来的阶段：切实与社会计算阶段和具身互动阶段。

在电子阶段，与计算机的互动要求人们完全理解电子电路设计。因为在这个阶段，计算机能做的事情是由计算机的电路构成来决定的。如果要让计算机做其他事，那么就得重新安排电路。为了达到预期目标，人们需要知道得非常具体，即要知道具体用哪块电路板和哪些电路。

在符号互动阶段，人机互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这个时候，计算机硬件开始更标准化，并且可以在像注册表和数字存储器这样的功能意义上得到更抽象的理解，而且原先的特定执行硬件对使用者来说变得不重要一些了。这种发展引入了符号表达：“本质上是机器语言的符号形式……因此诸如‘a9 62 82 2c’这样的指令编码序列被变成了诸如‘mov1（r1＋），r2’这样的符号表达。”
【26】



在文本阶段，人机互动的模型被写成了自然语言。虽然与真正的自然语言互动还很远，但是像Unix这样的命令—线索界面的确运用了许多词汇和简单语法。文本阶段更重要的特点是它把互动的观念推到了前沿。“文本互动阶段比以前的阶段更为清晰地利用了语言，同时这个阶段伴随着向新计算模型的转变，而在这个新的阶段：使用者可以真正坐在计算机终端面前，输入命令和阅读反应。由于语言的使用和直接互动的加入，自然结果是会话或对话。近来，这种对话的观念处在我们与计算机互动观念的中心，并取代了计算机配置、编程或过去其他使用者和系统之间的典型的相互影响观念。”
【27】



图形阶段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互动形式。与过去诸阶段相比，图形阶段让我们在与计算机互动时能够展现更多的人类能力，因为图形阶段的互动是可视的。通过提供二维虚拟空间，图形界面允许我们通过管理虚拟空间来管理信息。Windows系统就是这一阶段人机互动的典范。

切实与社会计算阶段是具身互动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为了把计算和信息更完全地带到我们可以轻松应付的物理世界，设计者们关心的是：当我们正在与符号（例如读医学图表时）进行互动或通过符号来进行互动时（如进行会话时），我们与之互动事物的物理性。信息对象的物理特征可能携带着不能在符号上被解码的信息或可以指示人们应该怎么来解释符号编码的信息。以医学图表的使用为例，医生使用铅笔而不是钢笔来书写，而这表明医生写下的信息是试探性的和不确定的。另外，谁拥有图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不仅关系着谁可以获得信息，还关系着谁掌握着权力。因此，信息和信息的物理例示一起塑造了医学实践。

切实与社会计算的自然终点是具身互动阶段。在这个阶段，要制造出够把充足性缩减到背景中的计算设备，而这使得我们能够在不注意它们时就能实现目标。例如，一把好的锤子能够让我们在不注意它的情况下钉好钉子。由于这个阶段尚未到来，所以在他看来，要理解什么是具身互动，就得更好地理解世界的本质，换言之，得更好地理解我们体验中的生活世界。他认为现象学传统是理解生活世界的重要资源。

他认为海德格尔是第一个提出具身互动思想的人，因为正是海德格尔摒弃了在胡塞尔思想中挥之不去的笛卡尔主义——“正凝视着世界和看到世界中东西的、笛卡尔式侏儒的抽象的、分离的意向性”
【28】

 ，并用我们与世界更基本的遭遇方式来替代它。我们不是遭遇到一个由抽象用具或无意义的感觉数据流构成的陌生世界，然后再努力让世界变得有意义和有序。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中，实际的情况是，世界已经以我们所熟悉和对我们来说有意义的方式被结构化了。对海德格尔来说，我们与世界遭遇的最重要的方式和解释了体验结构的要素是实践互动。“我们已经说明，与我们最接近的处理方式不是纯粹的知觉认知，而是操控和使用事物的那种关注方式。”
【29】



他汲取了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思想中的具身思想。“他们都将具身看作是中心思想。‘具身’不只是意味着‘物理展现’（physical manifestation）。确切地讲，具身指根植于日常的、世俗的经验。这些进路宣称具身是基本的质，并且是意义、理论和行动的基础。他们都认为行动和意义的源头在于世界。具身是参与性的基础、是存在的方式，而不是物理特质。”
【30】

 由此，他提出，具身不只是指拥有某种物理例示和通过物理例示来行动，而是认识到人的物理的、时间的和社会的浸入的特定形态和本质是使有意义的经验得以可能的东西。“具身是我们与世界相接合的道具，而它使得世界对我们变得有意义，……因此，具身互动就是通过与人工事实的互动来创造、操控和改变意义。”
【31】



另外，他脱离了传统的从表征来思考互动的研究范式，而特别重视在世界之中的活动：“这些进路都聚焦于实践：日常的对世界的投入（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和指向实践任务的完成。他们都认为在世界之中的行动对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来说是基本的。因此，他们不仅认为我们在世界中具身，还认为世界是所有活动的场所和环境。世界在塑造具身代理的活动的同时，又被具身代理的活动所塑造。”
【32】



综上所述，布鲁克斯和多罗希都对具身认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前者对新式AI和机器人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而后者揭示了具身认知背后的主要现象学思想。但是，他们和具身认知的其他研究者们有着同样的局限性，即他们都没有详细说明这样两个根本问题：（1）身体实际上是怎么影响认知活动的？（2）什么是身体？其中第二个问题更为根本，而身体现象学能够很好地来解答这两个问题。所以接下来，将从以下方面来解答上述两个问题：（1）经典现象学家是如何来描述身体的；（2）区分身体图式与身体意象，并指出身体图式的前意向运作有效地支撑和约束着意向性活动；（3）阐释身体的意向弧和最大把握倾向，并提出反表征主义的认知观；（4）阐释作为物质主体的身体；（5）阐释原初震颤状态中的身体。希望这种对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的阐释，能够帮助认知科学更好地理解身体及其对于认知或智能活动的意义。

3.2　经典的身体现象学

认知科学由无身认知向具身认知的转变，其前奏就是哲学由去身的哲学向身体现象学的转变。身体首先在哲学上获得了优先地位，然后才能在实证科学中恢复了其应有的地位。“在现代哲学的演化中，‘身体’观念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地位的提升，是重要的哲学事件。……如果说，在当今的哲学思考中还有什么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的话，身体优先论就是其一。”
【33】

 特别是在身体现象学
【34】

 这里，现代哲学展现了由逻各斯向身体转向的倾向。这种转向是对哲学科学化的一个抵制，现象学家们无一例外地对科学持批评的态度，力求揭示作为科学基础的东西。

主观与客观、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是两千多年来西方传统哲学的根本弊病之一。现代西方哲学家大多都致力于克服这种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表现在人这里就是心身二元对立。从胡塞尔到梅洛—庞蒂等经典现象学家，以及新现象学家施密兹都提出了各自的身体理论，尝试解决这种心身的二元对立。他们都试图通过描述身体这一特殊的对象，来揭示一种难以区分主客、心身的状态，从而搅乱并克服主客、心身的二元对立。在传统哲学中，身体历来是受贬抑或忽视的一维。而在现象学家那里（梅洛—庞蒂尤其强调身体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身体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视（尽管费尔巴哈、尼采、福柯为了拆除传统的理性主义架构，而强调身体的优先性
【35】

 ，但他们没有像现象学家们那样提出成体系、有特色的身体理论）。因为，身体理论是现象学对传统哲学超越的重要方面，也是他们的理论中有重要地位的环节。身体这块哲学的飞地，在现象学家们手中呈现出其重要性。身体在哲学上地位的提升，是哲学史上的大事。严肃地认识身体，就是承认身体是人的本质之一。现象学的身体理论为解答什么是真正的人的问题，开辟了新的道路。“我”要进入世界，就得有身体。身体是我和世界订下的第一个契约。身体实实在在地体现了我被抛入世界的无奈。

3.2.1　胡塞尔的身体现象学
【36】



一般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超越现象学或者说是意识现象学。上文也曾经提到，进行现象学还原后，身体就和世界的存在一样，被加上括号悬搁起来，而这和认知主义者们的主张是一致的。因此，当代的具身认知科学家们，几乎完全忽视了胡塞尔的身体现象学思想对于具身认知的重要意义，而主要的将焦点放在了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那里。这种状况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代的具身认知科学家们，很少直接地去阅读胡塞尔繁复的原著，而主要的是通过德雷弗斯来了解身体现象学；然而，显然地，德雷弗斯认为胡塞尔忽视身体作用的思想，将认知科学家们引入了歧途。

然而，本书将要说明的是：为具身认知所推崇的身体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其主要思想是从胡塞尔未出版的著作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正如下文将要说明的是：胡塞尔不仅在晚期，而且一生
【37】

 当中，都将身体问题当作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来对待，而他的身体现象学思想，常常影响了后来的身体现象学家，包括海德格尔——他对生活世界的强调，启发了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中的存在”的思想；萨特——他对身体功能的分析，直接从胡塞尔那里得到了启发；施密茨——尽管施密茨对胡塞尔持批判态度，但实际上，施密茨的身体现象学在根本方法上（他们都不认为实证科学方法能够穷尽身体这个不可穷尽的对象，而认为只有现象学的回到原初经验的方法才能胜任）和一些基本的概念区分（如Leib与Körper的区分）上，都与胡塞尔如出一辙；托兹——胡塞尔认为要强调身体对于知觉的意义，就要从分析身体运动对于知觉的意义入手，而托兹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在做。

3.2.1.1　Leib与Körper的区分

对于具身这个问题，是拥有躯体还是身体，在语言上比较含糊，因为英语“body”既指身体又指躯体。法语也是一样。在法文中，“corps”这个词，可分别译为：身体、肉体、物体、形体。从语言上来讲，在德文中较清晰。身体现象学中的一个基本共识是：Leib与Körper的区分。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在英文文献中，Leib通常被译为“lived body”或“living body”，而Körper被译为“physical body”或“thing-body”。更有创意的是罗杰斯维茨（Richard Rojcewicz）和舒维（Andre Schuwe）在《观念Ⅱ》的英译本中，将Leib译为Body，而把Körper译为body。相应地，在中文中，Leib译为身体，而Körper译为躯体。应该说这种区分的意义是不言自明地，但遗憾的是，在当前的具身认知文献中，很少能看到这样清晰的概念区分。

在身体现象学家中，最早作出这种区分的应该是胡塞尔。也有人认为，最早作出这种区分的是舍勒。虽然胡塞尔早在1907年的演讲中就把身体（Leib）与躯体（Körper）区分开，但较早的书面讨论见于舍勒的论文《Die Idole der Selbsterkenntnis》（1911）。但考虑到，舍勒在1910年和1911年就与胡塞尔的学生们有密切接触，所以，很可能舍勒的这种区分来自胡塞尔的影响。

胡塞尔对Leib与Körper的区分，源于他对两种态度的区分。第一种是自然态度（die naturwissenschaftliche Einstellung），即自然科学的态度，而第二种是人文态度（die theoretischen Einstellung），即：文化或人文科学的态度。态度的重要性在于：当人们采取某种态度时，就会有相应的实在进入到视野中。具体来讲，当人们采取自然态度时，进入人们视野的就是由物质构成的物理世界；而当人们采取人文态度时，进入人们视野的就是由生活意义构成的文化世界。相应的态度能够建构出相应的实在，而不同的态度所构建出的实在是不同的。

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另一种两种态度的区分：朴素—独断主义态度和现象学态度。朴素—独断主义态度不把自身当是一种态度，而仅仅把根据这种态度经验到的东西当作是实在；而现象学态度是一种悬搁任何朴素论断、态度或判断的态度。胡塞尔认为，只有采取现象学态度，才能让真实的实在显现出来。因此，在《观念Ⅱ》中，他试图用现象学的态度来克服他那个时候的自然科学的朴素—独断主义态度。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研究者们的问题在于：他们不能意识到他们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唯一的态度，并且对其他可能性保持无知。

身体现象学的一个要点就是：注意我们经验身体或身体的东西的方式是由什么态度所塑造的。在身体这个问题上，在朴素—独断主义态度中出现的是作为被建构者的身体，即作为客体的身体——Körper；而在现象学态度中出现的是作为建构者的身体，即作为主体的身体——Leib。胡塞尔侧重调查两种态度之间的差异。他发现，在朴素—独断主义态度中，人们就会在细胞层次上的生物过程的层面上来考察身体，而在现象学态度中，人们是在与人类生活相关联的意义上来考察身体，尤其是去考察身体体验中的未被注意的、往往是想当然的结构特征。

胡塞尔上述区分的一个重要理论意义是：在《观念Ⅰ》中，他曾经提到要将“身体”一并悬搁，但在《观念Ⅱ》中，他指出：他要悬搁的是作为自然态度中的生理实体的躯体（LeibKörper）。这就说明他的现象学不是纯粹的意识现象学，更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纯粹的超越现象学。

当然，涉及具身认知，他的这个区分的意义显而易见：他使得我们有了更为清晰的概念区分，也使我们明白：如果具身认知想要真正洞察身体的本质，必须从自然的、朴素—独断主义态度中摆脱出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将上述两种看似对立的态度结合起来。

3.2.1.2　作为主体的身体与作为客体的身体

（1）触觉的优先性

在传统的认识论中，视觉是具有优先性的。当身体进入视觉时，身体是一个纯粹的视觉客体。与此不同的是，在《观念Ⅱ》中，胡塞尔强调触觉的优先性。当身体进入触觉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我用右手去触摸左手时，我的右手感到左手是有温度的、有质感的。但是这与我用右手去触摸茶杯不一样。因为我的左手也不仅是物理客体，在左手与右手相接触的地方，左手也有触摸右手的感觉。因此，在触觉中，左手既是知觉的对象，又是知觉的主体。这种身体知觉，完全搅乱了传统的对主体与客体、身体与世界的严格区分，而结果就是身体不再仅仅是纯粹物理客体，而是具有建构能力的主体。就这样，胡塞尔把身体确立为解决主客、身心二元对立的基本方案。

（2）作为坐标零点的身体

正如胡塞尔所说的：“身体是我获得所有知觉的手段，但也正是这个身体，阻碍了我对其本身的知觉，因此身体是不完美的被建构之物。”
【38】

 因为，我无法像看其他事物那样来看身体。当我看着其他事物时，我能自由地改变观察角度，并将先前事物向我隐藏的部分也揭示出来。但是，我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来看身体。我不能与身体保持足够的距离，也不能越出皮肤。因为我就是身体。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身体是视觉中的盲点。正如我用眼来看各种外界事物，却无法用眼来它本身。

应该说胡塞尔的上述观点仍停留在传统的视觉中心论中，但他很快跳了出来。这表现在他对零点位置的思考中。
【39】

 在“论对空间事物的视觉”的早期讲座中，他建议零点位于头上某个地方，如在眼睛上或眼睛后。原因是：这时他将视觉作为所有经验的范式。后来，在其他地方，他认为肢体的运动是相对Kernleib的，因此他又主张零点在躯干上（如腹部、子宫部、腰部）。这种变化表明他不再将主体当作是一个凝视着世界的超越主体，而是将主体当作是一个在世界中运动的主体。

进一步地，他强调了身体作为空间定向零点的建构作用。“尽管身体的空间位置是看不见的，但它总是处在最终的中心位置。”
【40】

 正是有了这个点，才有了近和远、上和下、左和右、前和后。因此，正是有了这个点，事物才会在某种与知觉者相对的定向中显现。因此，胡塞尔宣称：身体是对客体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并且每个关于世界的经验都是以我们的身体为中介的，且以身体为前提。

（3）作为运动主体的身体

胡塞尔早在1907年的“Ding und Raum”讲座时，就提到了身体的建构性功能，而他是在分析知觉时注意到了身体的作用。在知觉的分析中，他注意到：在知觉一个客体时，客体从来不会整个地向我们显现出来，而总是以某个被限制的侧面的形式向我们显现出来。比如，当我们看到一所房子时，看到的总是它的一个方面。正是对这个普通知觉事实的仔细考虑，胡塞尔发现了身体对于知觉的建构性功能。

上面已经提到，身体是知觉中的零点，而任何知觉都是从身体这个零点出发的。因此，任何客体的显现相对于零点来说，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和角度。主体由于其具身，才拥有空间位置，才成为空间中的零点。而这也限制了主体的知觉。但也正是因为主体拥有身体，主体拥有了运动能力。主体通过移动其本身，来突破原先的知觉限制，来让客体完整地显现出来。

（4）身体的运动觉（kinaesthesia）

在讨论作为运动主体的身体的时候，胡塞尔对身体功能的分析就超越了单纯作为定向中心的身体，而是开始检查身体的运动对知觉实在的建构作用；也就是说，从静态的身体、凝视的主体来到了动态的身体、活动的主体。
【41】



首先，胡塞尔宣称我们对空间客体的知觉，取决于我们的动觉。
【42】

 那么什么是动觉呢？
【43】

 动觉是心理学、体育科学、生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一般来讲，动觉是在没有通常的五种感觉参与以及不假思考的情况下，对肌肉张力、四肢与身体的位移、身体各部分位置的变化作出判断的感觉。心理学家希尔加德对动觉作出了更为详细、明确的界定，他认为：动觉是肌肉、肌腱、关节等的感觉；其中关节和肌腱里的感觉器官觉察身体的位置和运动情况，肌肉里的感觉器官可以自动调节肌肉的收缩和舒张，但几乎不能提供使我们直接觉察到的信息。胡塞尔则认为运动感觉即我们对身体的运动、位置和肌肉张力的感觉。所有的知觉显现都伴随着共同起作用但没有被清晰意识到的动觉。

其次，他认为动觉对于知觉客体的建构具有关键意义。上文已经讲到：胡塞尔注意到一个平凡的知觉细节，客体总是超越它的实际显现，因为它从来没有被完全给予，而总是以某种受限制的侧影的形式向我们显现。胡塞尔认为：对于客体的完整把握，只有在主体从若干角度看到客体时才能达到。角度的改变要求身体的运动。然而，将客体的不同侧显感知为同一个客体的侧显，要求我们能够经验到这些侧显之间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的前提，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身体的运动。因此，动觉被当作是建构作为多重显现的同一的客体的可能性条件。由于动觉的关键性作用，胡塞尔顺理成章地主张每个知觉都包括双重要素：一个是身体在运动系统中的位置，一个是与这个位置相关联的知觉显现。

再次，在客体身体的建构中，动觉系统被解释为一个属于身体的特定部位的系统。例如，当我的手摸到桌面时，我经验到粗糙、平滑和桌子的硬度。然而，当我不再被桌子的特质所吸引，而集中精神于正在触摸的手，那么，我就会经验到压的感觉、平滑和运动。但这些经验不能被解释为是属于手的，尽管它们是位于手上的；也不能被解释为是属于桌子的，尽管它们反映了桌面的特性。可见，动觉经验与视觉经验恰恰相反，因为动觉经验具有双重结构，即同样的经验能从两方面得到解释：作为被经验到的客体的属性和正在从事这种经验活动的身体部位的定位化感觉。

（5）超越主体间性的身体

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身体成为胡塞尔解决主体间关系和共享世界建构的重要环节。在《观念Ⅰ》中，他的问题是：绝对的意识如何取消内在性而进入实在世界；现在问题转为绝对先验的自我如何超越自身而确证其他的自我以及世界。当世界和其他的人全部被加入括号，唯独自我保留了下来。而胡塞尔“不愿意把这个自我看作一个独存的自我”
【44】

 ，也就是说他要避免唯我论。但是，他仍坚持“所有为我而存在着的东西都只能从我自身中、从我的意识领域中获得它的存在意义”
【45】

 。可是光靠意识根本不能解决他所面对的困难：如何完成从他人的躯体到他的身体再到他人的自我或者说意识的统摄。在这里，身体再次体现出与物体或躯体的本质区别。

对他人身体的知觉是建构客观的共享世界的第一步，因为我对自己拥有身体的经验伴随着他人拥有他自己的身体的经验。在对他人的身体的经验中，人们同样认为他人与自己一样也是一个主体。在胡塞尔看来，这种推己及人的经验是主体间关系的基础。“因此，在陌生经验的应用（我通过陌生经验的应用，将他人当作是为我的存在）中，已经存在着他人为我的经验的共享。因为，他人的身体不仅是我直接知觉到的躯体，而是我知觉到的身体（这个身体将知觉的共享纳入其中），而他人将这种共享同样当作是属于他的本己身体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他人的世界事实上和我经验到的世界是同一个的。我不能应对他人，除非我能将他人正在经验着的身体与他人的经验放在一起，也就是说，除非我能我将这种对象化的经验当作是共享的，就好像是我自己的原初经验一样。”
【46】



身体也是人的本质之一，人不只是心灵，这是从他人身体到他人自我飞跃的依据。“对我的本真地还原了的身体的阐明，就意味着已经是对‘作为这个人的我’这一客观现象的真正本质所作的阐明的一部分了。”
【47】

 梅洛—庞蒂也认为，可见的身体具有独特的说服效果，设身处地由身体通向精神。
【48】

 所以在胡塞尔对认识他人自我的意向结构的分析中，身体是关键的一环。更进一步地，胡塞尔认为世界的实在性也存在于对他人身体的经验中：“这里有完全根本的超越性并且所有称得上是超越的东西，和客体世界一样，建立在陌生主体性的超越的基础上。”
【49】

 于是，胡塞尔认为：身体（我的和他人的）是主体间性和交往的建构性前提，并因此是任何客观性的前提。

（6）身体与科学客观性建构
【50】



尽管身体限制了客体的显现，但胡塞尔仍然认为身体在客观性的建构中起着关键作用。知觉经验的特征是依赖于主体身体的，而胡塞尔也注意到了这种依赖带来的知觉的相对性。这似乎妨碍了科学的目的，因为科学的目的就是达到对世界的非相对的、无视角的理解。科学旨在超越身体经验（即感觉的经验）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尤其是其中的矛盾和不一致（洛克曾问道：不冷不热的水是热的还是冷的），以获得客观性的知识。但是，胡塞尔提醒我们：科学所要超越的、以身体为媒介的经验，同时也是科学经验所依赖的感觉的基础，而且如果没有这种经验，那么就没有科学经验所依赖的感觉。

3.2.1.3　总结

在《观念Ⅱ》第三部分的最后一章中，身体被描述为一个“双重实在”，像古希腊的双面神那样，一面是朝向自然世界的，一面是朝向精神世界的。身体不能被归入二元论的存在论框架中，因为身体不是纯粹的物质，也不是纯粹的精神。
【51】



另一方面，身体的一面是主观的，一面是客观的，即身体是主观身体与客观身体的统一。“这里要注意的是：伴随着所有身体的事物经验的是作为执行身体（主体身体）的身体，而且尽管身体本身被经验为事物，但身体是双重化的：一方面被经验为事物，另一方面被经验为执行的身体。”
【52】



作为客体的身体是作为主体的身体的建构之物。因此，具身认知必须去研究作为主体的身体，而这需要现象学的介入。

3.2.2　舍勒的身体理论

舍勒的现象学不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学习和继承，两者的关系是相通和吻合；舍勒是独自走上现象学之路的。
【53】

 二者的区分很明显，胡塞尔不知疲倦地向下挖掘、分析意向的结构，舍勒的现象学则有应用现象学（施泰格缪勒）之名，“他是以一种生活于时代之中并为了时代而生活的强烈意识从事哲学研究的”
【54】

 。

舍勒的身体理论在身体现象学的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虽然胡塞尔早在1907年的演讲中就把身体（Leib）与躯体（Körper）区分开
【55】

 ，但较早的书面讨论见于舍勒的论文《自我认识的偶像》（1913）。他指出，同一身体在外在感知中是作为躯身（Körperleib）被给予的，而在内在感知中是作为身体心灵（Leibseele）出现的，但从总体上看，它们是属于同一个整体的。

舍勒的身体理论对后来的梅洛—庞蒂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刘小枫认为，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的问题——如果与身体的结合是实体性的，我们将如何能在我们自己身上体验到一个纯粹的灵魂，并由此达到一种绝对精神呢——正是舍勒现象学的中心问题。
【56】

 梅洛—庞蒂在写《知觉现象学》之前，阅读过舍勒的力作《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质料的价值伦理学》（1913）以及重要论文《自我认识的偶像》（1913）；再后来的施密茨也熟悉舍勒的著作。

他的理论不只是要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更反映了他所处时代人类精神的危机。所以他的身体理论是非常有时代性和现实性的。他的思想背景是现代“人性论”：它导致价值相对论和价值虚无论，因为它把先验的基质降解为人的心理—生理的给予性，同时，把人的身体及其感性冲动看作首要的本体论基质，由于这种基质的暂性和偶在性，它与精神之在和意义连续体的关系就是偶性的、相对的和脆弱的。
【57】

 在这种“人性论”中，身体及其感性冲动的本体论位置突升，而相应地，位格（Person）之在跌落了。
【58】



舍勒的身体理论是精神位格优先论，他的现象学还原的方向显然不同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他是要正确定义人的精神
【59】

 ，悬搁一切自然行动、需要和生机性注意的根源（生命冲动）。
【60】

 这种悬搁不是与生命冲动断绝关系，而是转换所属关系。“在这种特殊的‘现象学还原的’技术中，身体逐渐对象化，随之，一切生命机体性的心理存在和事件亦逐渐对象化，这样，身体就‘加括’了。然而，这完全不等于‘逻辑上的无视’。毋宁说，这涉及的是解除身体和受生命机体规定的把握纯粹精神冲动的‘形式’。这种‘现象学还原的’技术之终点或理想的目的，是‘我’‘聚于’、‘专一于’精神的位格，并仅仅是‘拥有’、‘具有’、‘支配’身体。”
【61】

 他这种身体理论的等级观，类似于胡塞尔的身体理论，精神或意识具有身体，但不容许身体对精神或意识僭越；而后来的梅洛—庞蒂则走向了身体的优先论。

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中，舍勒区分了两大类法则各异的情感，即身体情感和精神情感（即意向性的情感）；纯粹个体化的精神与在体状态上无个体差异的肉体处于极复杂的结构关系中，而二者差异是显著的。
【62】

 另外，他的现象学还原表明了，他的身体理论的本质之一是强调身体不是支配精神的位格，而是归属于精神的位格。位格的行为不仅在生命期间，而且在向死而生时，都逸出了身体状态；而正是这种逸出性，才是位格的本质。可是，位格“不是一个‘具有’或者‘实行’某种意向的实体”，所以位格要实行其意向性要依赖身体，这正如胡塞尔承认先验意识进入世界首先得有身体一样。但舍勒要比胡塞尔更强调精神的身体性，因为胡塞尔到底还是认为可以设想无身的意识。现象学的实存性，从舍勒这就开始了。舍勒批评那些无身的灵魂实体学说。“正如莱布尼茨清晰而鲜明地指出的，基督教关于‘肉身复活’的形象化理念，其深刻性和意义，远远地超出了无身体的‘灵魂实体’的现代学说以及这对这种‘灵魂实体’的所谓‘证明’。”
【63】



他既反对无身的学说，也反对身体不安守本位、要求它不应有的位置。舍勒的“位格”相当于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正是对舍勒的“位格”现象学的反应。
【64】

 但是海德格尔避而不谈“此在”的身体性，从而在说明“此在”的具体样态时遇到重重困难
【65】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倒退。

可是，舍勒的理论中仍有冲动与精神、身体与位格的二元论结构。有人认为舍勒轻蔑身体，从位格之在中排除了身体的基质。
【66】

 但从上述舍勒的现象学还原以及他的位格与身体的关系论来看，这种观点不能成立。另外，舍勒一再强调：身体是实体性的所在，身位（位格）却不是实体性的所在，而是一个具有意向性的此在，因而两者并不构成实体性的二元对立关系。
【67】



3.2.3　为什么海德格尔的哲学中没有身体理论

人们常常提到法国现象学家的独创性表现在他们对身体现象学的兴趣，这种提法的主要理由大概在于海德格尔的著作中显然没有对身体的讨论。
【68】

 我们不能因为形式上的统一性，去强求海德格尔的哲学中有身体理论。现象学家们关注身体，并非空穴来风。第一个共同点：身体理论是他们解决传统的二元对立的重要方面。第二个共同点：他们的理论需要身体。事实上，胡塞尔和舍勒哲学中的身体都是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身体，而非器质形体。这种身体在二者的哲学建构中，具有形而上学的寓意，并且是他们的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海德格尔之所以没有像上述两者那样关心身体，是因为他的哲学建构根本不需要身体这一环。他在《存在与时间》中明确讲他的基础存在论与身体是两码事。

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不谈身体。这可以联系胡塞尔和舍勒来讲。胡塞尔在根本上其实并不在乎意识有没有身体，但他在乎这样的问题：即意识如何能进入实在世界，以及自身为绝对的东西如何能取消其内在性并具有其超验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意识总得在“在自然空间和自然时间”中取得一个位置。胡塞尔的意识类似于舍勒的精神位格。而位格与纯粹意识一样，也不是一个“具有”或者“实行”某种意向的实体。因此，困扰胡塞尔的问题，同样也困扰着舍勒。他们的解决之道都是诉诸身体。在传统哲学中受贬抑的身体，在他们的手中化腐朽为神奇。

海德格尔却没有他们这样的苦恼。他的基础存在论中的关键环节，是相当于胡塞尔的“意识”、舍勒的“精神位格”的“此在”（Dasein），“本身就是在一空间中存在，它一直是而且不得不在‘被抛状态’中现身”
【69】

 。但这不意味着此在是无身的。“上手事物”和“在手事物”的概念就是这一意图的表现。刘国英认为，海德格尔“明显地突出手的位置和作用，岂不设定了此在是有手的，因而此在也有一肉身，亦即此在是一肉身存在？”
【70】

 “手”就是一形而上学的身体。海德格尔讲“手”不讲“身体”，是基于他的哲学的特殊性的考虑：他总得把身体提到一种存在论的高度。拥有身体的此在是事实性层面的此在，而海德格尔要竭力维持的是“纯粹的此在优先于拥有肉身及特定性别区分的此在的立场”
【71】

 。所以海德格尔避身体而不谈，与其理论特性一致，至少与《存在与时间》一致。但是刘国英认为，海德格尔这么做，在他试图对此在的具体样态作出说明之际，却遇上了重重困难；这些困难甚至进而影响到海德格尔整个基础存在论构想的成败。
【72】

 这应该是海海德格尔哲学中的一个矛盾。

不管怎么说，他的此在现象学为人的研究、认知的研究注入了存在论维度，对后来的现象学以及当代的认知科学有很大的影响。但同时因为他规避身体问题，使得这种存在论是纯粹形式的，这倒为后来现象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余地。这可能是他继承了胡塞尔的意向结构分析的要义，只是中心项由意识转为了此在。身体成了《存在与时间》没有关注的东西。后来的萨特、梅洛—庞蒂、施密茨沿着海德格尔开拓的存在论方向，发展了身体的现象学，特别是施密茨对身体作极其情境化的描述，弥补了海德格尔式的纯形式的“常人”的缺点，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究。

3.2.4　萨特的身体理论

虽然身体理论不是法国现象学家的独创，但是萨特和梅洛—庞蒂找到了新的和有意义的突破角度。萨特的身体理论的独创性在于：从社会存在或者说在世的角度研究身体。“对于他来说，身体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社会接触中所起的连结作用。”
【73】

 这种独创性源于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继承。海德格尔“在世界中”（In der Welt）的思想不论在萨特还是梅洛—庞蒂那里，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挥。他们不仅继承了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存在论维度，也扬弃了海德格尔现象学的那种形式性，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都注入存在论的维度。身体理论是萨特的社会本体论的不可分的部分，是他的自在、自为和为他学说的一个具体展开。

他从三个维度来阐述身体理论：“作为自为的存在的身体”、“为他的身体”和“被身为身体的他人认识的东西而为我地存在”的身体。

（1）作为自为的存在的身体，讲的主要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身体是“我不能获得对它的观点的观点”
【74】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身体是我的原初的视域。施皮格伯格认为，关于这第一个维度，萨特最重要的看法是：就先于思考最重要的层次来讲，我们使我们的身体“生存”或者“生活”，我们的意识自动地“卷入”身体之中甚至等同于身体。
【75】

 也就是说，在前思考的层次上，身体与意识是不分的。梅洛—庞蒂也主张回到前思考层次上去。因为二元分立源于我们的思考。正是在思考中，意识超越了身体并无视它无言的存在。舍勒已经讲过，这种逸出性正是精神位格或者说意识的本质之一。但身体仍有其独创的作用。萨特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讲的，他甚至联系到相对论，来谈身体的功用。“现代科学中的相对论针对的是存在。人和世界是一些相对的存在，它们的存在的原则是关系。……于是世界把我推向这样一种单义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我的存在，我通过这种关系使得世界被揭示出来。”
【76】



对世界的认识或者说在世总是相对于“我”而言的，这是胡塞尔在《观念Ⅱ》中提过的，他用的是大写的我（Ich）。而萨特则明确讲“我的身体是诸事物指示着的整个归属中心”
【77】

 。如果，没有这个归属中心，周围将是一无所是，恢复其自在的冷漠。有了这个归属中心，事物才能得到定向。他认为这种定向是事物的一种构成结构。
【78】

 现象学家们（胡塞尔、萨特、梅洛—庞蒂、施密茨）都注意定向的作用，分别做了不同的阐述。但他们基本都认为：在定向中，身体是坐标系的零点。从而，身体开始获得在认知上的优先地位。而到梅洛—庞蒂那时，这种优位性又扩展到本体论上。萨特和梅洛—庞蒂一样同意海德格尔，都坚持胡塞尔的先验还原是不可能的，我们总是在一个世界中的。萨特认为在一个世界中和我有一个身体，是一回事，“只有在一个世界中才可能有一个身体”
【79】

 。

另外，不得不提到身体与自为是什么关系。身体因为有自为的特性才称之为身体，但也决不属于自为。身体甚至是自为的障碍。“自为是自己规定自己存在的存在，因为它不能与自身重合。”
【80】

 它始终是它是所不是而又不是它所是的东西。自为要不断地超越自身，而身体又具有自在的冷漠的特性，它是有限性、偶然性和实际性。相比起胡塞尔、舍勒所说的身体，萨特的身体更有社会内容，这使得他的学说的意义和重要性超越了纯粹哲学的范围，也还击了社会学家们和认知科学家们对现象学的空洞性的批评。具体来讲，萨特的身体大致包括以下内容：我的诞生、我的家族、我的阶级、我的民族、我的生理结构、我的个性、我的过去……
【81】

 正因为有身体，才有梦幻与现实的区分。虽然自为常会对身体无可奈何，但如果没有身体，它就是虚无。“事实上，身体表现了我对世界的介入的个体化。”
【82】

 自在和自为奇妙地在身体上交织在一起。更体现了萨特的实存现象学的特点是：他没有设想一无身的自为。身体“是我的存在的永久结构和作为对世界的意识及作为向我的将来超越的谋划的我的意识的可能性的永久条件”
【83】

 。这与前面的舍勒是一样的。

（2）为他的身体，就是要研究我的身体如何显现给他人或他人的身体如何显现给我，其实就是研究我和他人的关系。而萨特也正是从他人存在的结构来确立为他身体的结构的。他认为不能把我与他人的关系归结为身体间的关系，否则我与他人的关系就会成为纯粹外在的关系。他仍然紧紧坚持在世的原初性。

那么身体和在世或者说处境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他显然不满足于海德格尔在世学说的形式性，他也不是要强调身体和在世或处境孰先孰后，“作为肉体的他人身体不可能被插入一种事先被确定的处境中，但是它恰恰是处境由之出发而存在的那个东西”
【84】

 。在这里，萨特的思想体现了一种整体主义。这类似于语言学上的整体主义。语词的意义由整体决定，而身体的意义由处境决定。胡塞尔认为身体“不仅仅只是一个事物，而且是对精神的表达，它同时又是精神的器官”
【85】

 。相比起胡塞尔的身体的精神性，萨特以他的社会本体论为基础，发展了身体的社会性或者说处境性的维度。“除非从指示他人的身体的整个处境出发，我绝不可能把握他人的身体。”
【86】

 他从这个不同的角度得出与胡塞尔一样的结论：对身体的感知不同于对事物的感知。

他进而批判生理学，认为不懂得什么叫超越的生理学“从开始就判决自己对生命一无所知”
【87】

 。梅洛—庞蒂也在《知觉现象学》中批判了生理主义，而施密茨甚至认为以往的经典现象学家们还没有完全摆脱生理主义的影响。
【88】



（3）身体的本体论第三维，即“我作为被身为身体的他人认识的东西而为我地存在”
【89】

 。这一维是我与他人关系的在体基础。我与他人的关系是矛盾的：我与他人共同在世，他人正是我的处境之一，因此，他人甚至渗透到我的自我中，从而我又与他人相冲突。其实身体的第一维中已经预示了这种矛盾：既然“我的身体是诸事物指示着的整个归属中心”，而在他人看来，我正是他的他人，那么，必然会发生对中心的争夺。萨特通过身体理论，应该已经避免了唯我论。之所以会有害羞的情感，就是因为有他人的在场。“他生动而又经常地意识到他的身体不是为他的而是为别人的。……正是我的为他的身体应该困扰我。”
【90】

 害羞源于我们用他人的眼睛看自己，我的身体在他人的注视下异化了。我极力要消灭这异化的身体，夺回自己的自由。我既在处境中，却又想摆脱处境。自我与自在的对立同样体现在身体理论中。既然萨特继承了海德格尔哲学存在论维度，那么身体对他来说就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具体环节。没有身体维度，那么对社会存在的阐述就仍将像海德格尔那样停留在纯形式层面。而萨特对海德格尔形式化的立场是持否定态度的。

虽然萨特对身体有不少精彩的描述，但他在身体这一章的结尾否定了对身体认识的可能性。“身体是我所是的工具，它是我超越之走向我的‘在世的存在’的我的‘没于世界存在’的散朴性。当然，获得对这散朴性的一个总体的观点，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除非不再是它。”
【91】

 我不是在认识身体，我就是身体。萨特在此也道出了身体长期以来在哲学上受忽视的深层次原因。他的身体理论是他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之一，而且现在也可能帮助具身认知学者们进一步厘清“什么是身体”这个问题。

3.2.5　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

人们一般用身体现象学来形容梅洛—庞蒂的哲学。接下来也是要探讨他的身体理论。但在这之前，不得不澄清一点：他的哲学的丰富性和断裂性是不可预料的，是不能一言以蔽之的，也就是说用身体去统摄他的哲学，会让他的哲学失去丰富性或者说复杂性。但无可置疑的是，身体这块“飞地”直到梅洛—庞蒂手中才真正成为哲学的对象，他也更坚决地希求解决身体对立。他坚决地与传统的理性反省运动决裂，不满足于身体的观念和观念的身体，他和施密茨最大的共同点可能就是回到身体的体验或实在的身体。回到身体的体验是梅洛—庞蒂解决身心问题的重要方面。他既不把精神归结为物质，也不把物质归结为精神。他认为传统解决身体心问题的方案的“共同错误是把身体‘从人的属性中剔除出去’”
【92】

 。

尽管不难在《知觉现象学》中读出胡塞尔、舍勒、萨特和海德格尔，但梅洛—庞蒂的方法是别具一格的。他的方法尤其与萨特相区别。因为他与萨特有不少一致的观点（这可能是法国哲学家们经常交流的结果），所以二者方法间的差异尤其值得重视。当然这里所指的一致是指在身体理论上的一致。他既把自己作为胡塞尔的忠实阐释者，又吸取了舍勒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维度。现象学的身体理论在他手中，达到了一个高峰。身体在他手中，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哲学性格，尽管他以前的经典现象学们也做了很大努力。后来的施密茨，甚至把身体作为新现象学特别关注的对象。

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因为充分吸收了前人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向我们展示了一块既熟悉又陌生的飞地。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他的身体理论：

（1）作为身体理论基础的存在现象学。他在《知觉现象学》的序言中阐述了他对现象学的看法。首先，他和海德格尔、萨特一样，都认为完全的还原是不可能的。人总是在世界中的，意识也总是在世界中。他和萨特一起都发挥了海德格尔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的思想，又都突破了海德格尔的形式性，指出在世界中存在就是拥有身体。另外，他认为“现象学最重要的成就也许是在其世界概念或合理性概念中把极端的主观主义和极端的客观主义结合在一起”
【93】

 ，此外，他还要把理智主义和经验主义结合在一起。“‘存在’一词有两种意义，也只有两种意义：人作为物体存在，或者作为意识存在。相反，身体向我们显现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存在方式。”
【94】

 他不能接受的是：意识完全地是意识，物体完全地是物体。显然，他无法接受早期胡塞尔式的纯粹意识。他指责理智主义是意识多了点，而经验主义是意识少了点。身体充分体现并贯彻了他的这个理念，身体具有主体性和对象性、现实性和潜在性、现象性和客观性两个维度：身体是认知的身体、是主体身体，而身体也是对象身体，因为只有把身体作为反省对象，才能发现身体性的空间。在强调在世界中存在的同时，他也和其他现象学家们一样继承笛卡尔的我思。

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他主张回到前反思的知觉，回到原初的体验。这是他解决心身问题的方案。是反思导致有心身二分，而在反思前，“人仍维持着整体性；身体还未被从人的属性中剔除出去；身体还不是一架机器；灵魂也没有被定义为自在的存在”
【95】

 。作为哲学家，他和康德、胡塞尔一样，追问认知的可能性。他的做法是回到知觉。“知觉不是关于世界的科学，甚至不是一种行为，不是有意识采取的立场，知觉是一切行为得以展开的基础，是行为的前提。世界不是我掌握其构成规律的客体，世界是自然环境，我的一切想象和我的一切鲜明知觉的场。”
【96】

 他认为在知觉中，我们可以再次发现本质和存在的统一。这体现了他同时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中心思想的继承，并试图把现象学推向前进。为了摆脱笛卡尔式怀疑的纠缠，他指出只能用知觉去否定知觉。他和后来的施密茨一样，都发现并强调在身体运动和知觉中不假思索的存在行为。但他也和胡塞尔一样，继承了笛卡尔的我思的观念。身体终究因其是主体，是能认识的、能体验出意义的、能表达的主体而区别于物体。显而易见，身体在现象学家们那里，已经获得一种哲学的生命，完全不同于传统哲学和其他学派所谓的身体。此外，体验也被梅洛—庞蒂作为一个原初性的环节。他特别喜欢描述那些在他看来具有原初性的体验，并从中推出结论。与萨特热衷的羞耻感等体验相比，梅洛—庞蒂所描述的体验更中性化些，主要是一些心理学和生理学实验中的病态体验；而后来施密茨因为厌恶胡塞尔的无世界、无个人语词游戏，总喜欢从一些生活体验出发去概括他的结论。然而，我思仍是他的哲学的最终起点。在他要向我们描述知觉和体验之前，他首先进行了思考和反省。不反省正是反省的结果。有人会问：经过了我思的知觉和体验，还是前思维的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与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构建身体不同，他是去体验身体。在对身体的体验中，我们确实可以体验到一种不假手于我思的体验。

总的来说，他的基本原则是：回到知觉和体验，回到身体的知觉和体验；不主张一种贯穿（through and through）或者说纯粹的东西。在梅洛—庞蒂手中，灵魂和身体、意识和身体、自在和自为、主观和客观的关系突破了相互作用、因果的传统模式。世界、身体、意识构成了他的哲学的三驾马车，尽管有时他似乎更强调其中的一者，但他很快又会指出它对其他二者的依赖。这使他区别于传统的强调其中一者的哲学家，也使他受到说他含糊其辞的指责。至于对他的这种理念评价，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很多学者就认为他的哲学是含混哲学。但我认为他的做法是摒弃传统的内容与形式、因果思维以及相互作用的模式来分析身体与灵魂、身体与意识的关系，他在努力向我们展示他所发现的一种新的方法——存在分析方法。他可能没有解决他提出的问题，但他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令人向往的、明暗对比的图画。

（2）对机械生理学和传统心理学身体观的批判，这也是两种关于人的观点的交锋。萨特在《存在与时间》中以较小的篇幅批判了生理学，而梅洛—庞蒂则作了更深入的批判。“关于身体，甚至他人的身体，我们应该学会把它和生理学著作描述的客观身体区分开来。”
【97】

 机械生理学让梅洛—庞蒂和萨特共同感到愤怒的是，它没有在生命的层次上认识身体，而是把身体等同于物体或机器。“身体的意识和灵魂就这样被清除出去，身体重新成为一架彻底清理过的机器。”
【98】

 在身体问题上，现象学同机械生理学和传统心理学发生了正面交锋。机械生理学和传统心理学在起点上落后于现象学，因为二者方法是因果模式和经验论，是把身体看作一个死的东西来认识的。它们清楚生命、知觉、人的复杂性，但又无力解决，且不敢直面。梅洛—庞蒂的方法可能有问题，但他至少承认人的存在的尊严——他认识到人的存在不是不可穷尽的，人的可能性不是计算机可以计算出来的，身体与灵魂每时每刻的结合不能用简单的因果模式来归纳。我们正处于科学、生物学、生理学迅猛发展的时代，我们该怎么来看待现象学家们对科学、生物学、生理学的批判？可能会有相当多的人会对这种批判不屑一顾：克隆、基因测序技术日益发展，似乎揭开生命的谜团已指日可待，也许在将来，人们可以通过改变基因来改变自己的身体，科学乐观主义者几乎忘乎所以。现象学家们的批判真的过时了吗？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为探求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基础，付出了巨大努力。胡塞尔提出了生活世界，而梅洛—庞蒂要求回到前科学的知觉、体验。机械生理学和传统心理学在幻肢问题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机械生理学割断了身体与灵魂每时每刻的结合；传统心理学对身体的描述与结论相悖，它违心地没有把身体与物体区分开。生理学们和心理学们把身体作为应服从规律的对象，但他们显然不会他们自己的身体当作物体。身体是能认识的主体，是有情绪的……身体与物体的区别还有很多。梅洛—庞蒂质问：为什么会有对我和对我的身体的两种看法。身体搅乱了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也反映了机械生理学和传统心理学的缺陷。梅洛—庞蒂要用身体来揭示在世界上的存在，一种既不同于广延、也不同于我思的存在。
【99】



（3）身体与空间。空间一直是哲学和物理学中的热门话题，因为感觉都是空间的，但现象学家们找到了讲论空间的新角度：身体与空间的关系、身体的空间性。虽然胡塞尔和萨特都讲论了空间中的身体问题，但他们没有像梅洛—庞蒂和施密茨这样明确的论述：身体有其自身的空间性；在考察空间时，身体是不可逾越的。“正如在康德看来，确定物体的空间位置不仅是一种精神活动，而是也是利用身体的运动机能，当感觉产生时，运动把感觉引向运动所处的轨迹点上，同样，归根结底研究定位的客观规律的几何学科，也只有至少潜在地用他的身体来描述与定位有关的关系时，才能认识这些关系。”
【100】

 康德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两种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而现象学家们更注意空间中的定向（Orientierung），上、下、左、右。梅洛—庞蒂认为不应该问“为什么存在是有方向的，为什么存在是空间的”。
【101】

 空间的方向是已经被构成的。胡塞尔和萨特一样，都认为定向的参照物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是“零点”、“诸事物指示着的整个归属中心”。他们的定向理论使身体显现出来。梅洛—庞蒂和施密茨进一步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梅洛—庞蒂进一步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身体：我实际所处的身体和潜在身体。在定向中，我们所参照的是潜在身体。“对于景象的定向，重要的不是作为客观空间里的物体的我实际所处的身体，而是作为可能活动系统的我的身体，其现象‘地点’是由它的任务和它的情境确定的一个潜在身体。哪里有要做的事情，我的身体就出现在哪里。”
【102】

 病人的病因就在于他不能摆脱其实际所处的身体或者说情境，去运用潜在身体或者说生活在一个设想的情境中。身体与我对空间的体验密切相关。被试通过运用自己的身体，可以较快地恢复正常的空间感。

此外，梅洛—庞蒂描述了身体本身的空间性。这种对身体本身的空间性的讨论应该是法国现象学身体理论的独特角度之一，也是他与康德的空间学说的主要区别，因为一般认为身体以及主体的空间性是不可想象的。要这样做首先得把身体作为对象。梅洛—庞蒂指出：“我的身体在我看来不但不只是空间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没有身体的话，在我看来也就没有空间。”
【103】

 身体本身的空间性的界限是不确定的，或者说不是自我封闭的。比如，当我驾驶汽车时，身体的空间扩展到汽车，身体图式将汽车纳入其中，因而，“我不需要比较路的宽度和车身的宽度就能知道‘我能通过’，就像我通过房门时不用比较房门的宽度和我的身体的宽度”
【104】

 。身体的空间的界限就是我们知觉的界限，而它是可变的，也就是说，要超越客观身体。因而，身体空间与外部空间有很大的差异。而我们对外部空间的体验必得经过身体。所以，不仅有对物体的知觉，还有对身体的知觉。

身体本身的空间性，可以说就是身体本身的空间体验。主体的空间性也就是主体的空间结构。主体的空间结构对人来说，与时间同样重要。健全人的空间结构和病人的空间结构有质的差异。这种空间结构的差异，导致二者对世界的意义的揭示完全不同。

身体是他的哲学的主线，相应地身体空间也有了重要的地位。我们的身体空间不只是所有其他空间的起源，而且正是它赋予地点以意义，并使拥有意义的物体在我们的手下、在我们的眼睛下开始存在。

（4）作为表达和言语的身体。相应于前面是身体在运动、是身体在空间中的结论，梅洛—庞蒂在这里又指出是身体在说话。身体作为意义的纽结和主体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出来。身体的空间性已经揭示了身体完全是一个有表现力的空间。而作为表达和言语的身体更显著地体现了身体有某种难以把捉的本质。“关于言语和表达的分析比我们关于身体的空间性和统一性的说明能更好地使我们认识到身体本身的神秘本质。身体不是自在的微粒的集合，也不是一次确定下来的过程的交织——身体不是它之所处，身体不是它之所是——因为我们看到身体分泌出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意义’，因为我们看到身体把该意义投射到它周围的物质环境和传递给其他具体化的主体。”
【105】



（5）对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难题的解决。透视主义难题是这样的：如果正如身体现象学所主张的那样，身体是主体的知觉，而且认知是视角化的和情境化的，那么就将带来一个新的难题，即知觉和认知必然是相对的，而身体现象学与具身认知都难以逃脱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指责。
【106】



目前对这个难题的解决思路是这样的：“说明如果事物和对象要获得我们通常假设的实在性，那么视角化的知觉倾向实际上是必要的。”
【107】

 这种思路主要是由梅洛—庞蒂提供的。

事实上，梅洛—庞蒂早已经注意到身体现象学必须面对透视主义难题。“我们曾说过这种‘知觉’透视主义不是中性的事实，因为，如果没有它，那么两个主体就不能超越可感觉的内容而意识到他们正在知觉一个立方体。如果立方体的所有方面马上就被认知了，那么我就不能这样处理一个事物：随着反省的深入来让它展现它自身，而只能相信我的心灵将真正拥有它。”
【108】



在他看来，当我们在看一幅画，并且我站的位置与另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不一样时，如果假设我们所见的仍是相同的并且这个对象是可透视的，那么这就违背了身体现象学的基本原则——主体是拥有身体的主体，或者说主体即身体。

可是，如果我们坚持这一点：另一个观察者必须与我处于同样的位置才能让我们所见一致，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不陷入到唯我论中去呢？我们又怎么才能知道我们看到的东西和在墙另一边的邻居所看到的是一致的？对知识的具身性的强调，怎么才能不隔断知识呢？

正如香克所说的：“对一样事物来说，例如一幅画，它要拥有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坚实性和厚度，它就必须抵制甚至藐视从单一角度对它的理解。它会将自身无限丰富地从无限角度呈现出来。这种通过运动主体或多个主体持续探索的可能性，是将实在的分量从幻想的迷雾中析取出来的特性之一。”
【109】



那么，难道从不同的角度来接近真理，就会有不同的真理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人，已经假设主体是不具身的了。因为对于不具身的主体来说，所有的视角都具有相同的值。例如像Cyc那样的数据库，就是这种不具身的主体。因此所有的数据对它来说都是等值的，于是出现相关性难题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对于身体—主体来说，每个情境和位置都有独特的动觉和知觉意义。尽管通过想象和抽象，通过将身体性剥离出去，可以获得一个客观的坐标系。但是，真实的世界就是一个生活世界，而这个世界已经根据身体定向和对于主体的特定意义组织好了。

身体现象学的特殊观点是认为：似乎限制了认知的身体—主体，反而是认知的必要条件。“我不能把世界设想为物体的总和，也不能把时间设想为点状‘现在’的总和，因为只有当其他物体退到远处的空间，每一个物体才能带着它完全的规定性显现，只有排除以前的现在和后来的现在的同时出现，每一个现在才能出现在它的实在性中，因为由此得出，物体的总和或现在的总和是无意义的。只有通过人们称之为主体性的这种含糊存在，物体和瞬间才能相互连接，构成一个世界，只有从某个观看位置看和在意向中，物体和瞬间才能同时出现。”
【110】



如果没有一定的视角，就没有可靠的世界图景能够向我们显现。世界的真实意义，只有具身的、拥有空间定向的主体才能揭示。“如果综合能起作用，如果我的体验形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如果物体和世界最终能被确定，如果时空域能在观念上被阐明，如果世界没有观看位置就能被想象，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存在，我就能飞过世界的上空，所有地点和所有时间不但不可能是实在的，而且也不再是实在的，因为我不能寓于它们中，不能有所处。”
【111】



最后，对如何研究身体这个问题，梅洛—庞蒂和萨特一样，反对对身体的反省，而主张去体验身体，并且都同意身体实际上是不可分析的。梅洛—庞蒂更指出身体具有某种神秘性，来源于一种暧昧不明。身体就像一道深渊，不是它所在，也不是它所是；在你看它时，它也在回望你。现象学家们在身体问题上想表达这样一种观念：身体不是一种通过反省和实证科学方法就可能穷尽的对象，而是我们要用心去体验的对象；身体远远超越了其作为对象的存在，因为正是身体在追问身体是什么。

3.3　身体图式还是身体意象？

为了理清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的含义和身体在认知行为中的作用，或者说为了进一步阐明现象学对身体的研究对于认知科学的意义，必须区分两种身体：身体图式（body schema）和身体意象（body image）。
【112】

 这是因为，我们可以从意向关系的两个方面来考虑人的身体。一方面，身体是意向性活动的对象或内容。这时，我把自己的身体知觉为意向对象。
【113】

 在心理学研究中，作为意向性活动之对象的身体通常被冠之以这个术语“身体意象”：它是一种精神建构、表征或一系列关于身体的信念。身体意象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主体对其身体的知觉经验；主体对身体的一般概念理解（包括关于身体的神秘知识和科学知识）；主体对他自己身体的情感态度。另一方面同时也是较少为人重视的方面是：身体对意向性活动的奠基作用，即身体以各种方式使知觉成为可能并约束着意向性活动。换言之，通过身体姿态和身体运动的无意识调适，世界中许多有意义的部分被身体整合入它自己的经验中。神经生理学家海德（Henry Head）称这种无意识的身体姿态模式（它能动地调控着身体姿态和运动）为“身体图式”。

本节旨在阐明身体图式的前意向活动（prenoetical activity）在认知活动中的作用，因为“一种认识到身体图式的前意向活动之效用的意向性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认清身体在精神生活中的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对认知科学的意义”
【114】

 。以下两种做法是本节的批判对象：将身体图式还原为神经功能的做法；将身体图式等同于身体意象，即意识的意向对象的做法。

将身体图式还原为神经功能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还原论，而它也是认知科学避免心／身二元论的主策略。还原论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将心灵还原为大脑功能和将身体还原为大脑。前者将精神事件还原为大脑神经过程并用神经生理学解释来代替意向性解释。
【115】

 后者将身体还原成感官皮层中的表征，并且身体只在这种程度上是重要的：身体为认知处理提供了未经加工的感觉输入。因此，在认知科学中，很能找到对作为整体的身体在认知运作中所起作用的承认或解释。

将身体图式等同于身体意象的做法在心理学中非常常见。身体被当作是意向客体、意象和精神表征。胡塞尔也是这种做法的代表人物，而且这种做法是他的现象学还原的产物。下文会对胡塞尔这种做法加以批判。

上述两种做法的共同点是：虽然它们不像功能主义那样完全忽略身体在认知活动中的作用，但是它们仍然拒绝赋予身体以认知活动中的实质性角色。这两种做法的实质是它们都建立在笛卡尔式的二元论基础上。前者完全把身体看作是物理现象，而后者与此相反，把身体完全看作是精神现象。本书所认为的身体概念则是一个不以心／身、精神／物理分立为基础的概念。所以，身体图式的运作既不严格是精神的（意向的）现象，也不严格是物理的现象，而是跨越了这种区分。围绕上述目的，本节分三部分：首先是澄清对身体图式与身体意象的混淆，因为这种混淆是无身认知的理论来源之一；其次是讨论身体图式的凸显过程；再次是批驳将身体图式还原为神经生理功能的做法。

3.3.1　身体图式与身体意象的混淆与澄清

“身体图式”这个概念源自神经科学。海德在他1920年出版的《神经病学》第二卷中，把能动地调控着身体姿态和运动的无意识姿态模式，称作身体图式。他把身体图式定义为身体的姿态模式，而它能修正“外来感官刺激所产生的印象，而其方式是身体将它对当前位置或地点的感觉与它对过去某种东西的感觉相联系”
【116】

 。换言之，身体图式作为由各种生理过程产生的潜意识系统，可以有效地影响意识经验。尽管海德否认身体图式是有意识的意象，但他的概念仍是相当模糊的，这导致后来的神经科学家们和心理学家们往往混淆了身体图式与身体意象。例如，神经科学家席尔德（Paul Schilder）宣称他继承了海德的身体图式概念，但是他把身体的姿态模式等同于对位置的有意识感觉。他将海德所定义的身体图式等同于身体意象，并认为身体图式是在我们的心灵中形成的对我们自己身体的表征。在他这里，身体意象和身体图式都是可表征的。

将身体图式与身体意象相混淆所导致的结果是，人们在对待身体时持这样的理论态度：主要在关注身体意象，而忽视了身体图式所承担的前意向活动的作用。这是无身的认知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

实际上，身体图式与身体意象至少有三个区别。
【117】

 （1）身体意象是意向性的、可表征的：它既是对身体的有意识表征，又是一系列关于身体的信念。相对于身体意象的这种意向性或可表征性，身体图式则是先于或外在于意向性意识的身体运作，并且是难以表征的。（2）在身体意象中，身体被体验为一个被拥有的身体、一个属于正在体验着的主体的身体；相反，身体图式是以潜个体（sub-personal）、下意识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即使在有意识的身体运动中，用来保持平衡的身体姿态调适也不在意识的控制中。许多肌肉组做着我意识不到的自动图式调适。（3）就某一时刻对身体的某一部分的意识来讲，身体意象包括对身体抽象的、部分的或清晰的表征。相反，身体图式总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发挥作用。简而言之，可以将身体图式理解为主体—身体，而将身体意象理解为客体—身体。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容易注意身体意象，而忽视身体图式的作用。但这种对身体图式的忽视恰恰是身体图式的功劳。身体图式的作用体现在它使得身体运动和姿势调适成为可能，而且身体图式的运作几乎是自动的，不需要有意识的控制。有必要作出如下区分：注意到身体和只是将身体放在边缘意识中。有时候
【118】

 ，我们确实会注意到身体的某方面或某部分。然而，在大多数时候
【119】

 ，我们的注意力不放在身体上，而指向环境或我们正在从事的某个任务上。某些理论家（如塞尔）认为这种注意就是伴随着所有行动的持续意识
【120】

 。这些对身体的注意或对身体的意识就是身体意象的一部分。但是，即使人们只注意到身体意象，身体图式仍然以无意识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维持身体平衡并让运动、知觉成为可能。
【121】



许多来自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身体意象涉及对身体尺寸的估计，与之相反的是，身体图式不包含有意识的客观测量。确切地讲，在日常生活中身体通过身体图式，会下意识地测量它的环境。例如，身体图式允许一个人在低矮的树下通过时不碰到头或使他在使用工具时不用思考他正在做什么。
【122】

 对身体意象的经验研究还表明，相对于人们对其他物体的估计，人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身体的尺寸大小。假设我们完全依赖于身体意象来四处行走
【123】

 ，那么我们的行走将会变得非常笨拙。所以，对身体意象的解释决不能等同于对身体图式的解释。对身体意象的研究更不能完全揭示身体在人类知觉经验组织中所起的作用。更糟的是，对身体意象的聚焦会造成人们忽视身体图式所起的前意向作用。如果认知科学延续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对二者的混淆，那么它就仍然是一种无身的认知科学研究。

3.3.2　身体图式的凸现——由意向性中的身体到身体意向性

由上可知，为了揭示出身体的前意向活动的作用，就必须区分身体意象和身体图式。在现象学中，身体图式与身体意象的区分是随着现象学的意向性模式的发展而明晰起来的。随着现象学由胡塞尔的超验意向性模式发展到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性模式，身体图式从身体意象中独立出来，而获得独特的地位。一般认为，对此做出关键贡献的是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
【124】

 海德格尔驳斥了胡塞尔的超验意向性模式，而梅洛—庞蒂使人们意识到：身体对于确立意向意识（尤其是身体知觉）的贡献。
【125】



首先来看身体在胡塞尔的意向性模式中的地位。
【126】

 现象学家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身体的前意向活动的作用的。通过胡塞尔的意向性思想，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尽管胡塞尔想要超越笛卡尔，但是胡塞尔的起点仍然是笛卡尔式的，因为他的现象学还原方法与笛卡尔的方法论怀疑如出一辙，都主张我思优先于我在。通过运用现象学还原方法，胡塞尔将意识独立出来并探讨了意识的意向结构。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可以简单表达如下：

意向对象行为　　意向对象　　［被意指的对象］（知觉）

意向对象就是对被知觉对象的感知或被知觉对象的意义，而它是对客体的意向关系得以建立的基础；括号指现象学还原，表示被知觉客体的实在性或非实在性不在讨论之列。通过这种还原，胡塞尔悬搁了被意指客体的实在性问题，而完全转向对纯粹意向性的描述。这意味着自然主义和因果的解释被完全排除出去了，并且意向分析仅仅限于对呈现给超验意识的东西的描述。

在这种意向性模式中，身体的作用完全从属于方法论悬搁。身体只是作为意向性活动的对象、作为身体意象而呈现的。彻底贯彻现象学还原方法的结果是，胡塞尔的分析局限于在身体呈现给意识时和在意识中被表征时的描述。身体可以作为意向活动中的身体得到描述，但是有关身体作为知觉和意识的前提是怎么运作的理论都被悬置了。因此，当胡塞尔讨论有关身体的特殊科学的可能性时（他称之为“躯体学”）（somatology），他建议“躯体学”只能建立在每个经验调查者在他自己的身体上所能感受到的直接身体知觉和对其他人类身体的知觉的解释上。但是，如果胡塞尔不放弃现象学还原，那么他所说的作为“躯体学”的身体科学将是身体意象的科学，而与身体图式无关。

对身体意象的强调和对身体图式的排除，可归因于胡塞尔意向性模式的局限性。意向性显现为始于意识的意向行为和朝向意向对象的纯粹自发性。为胡塞尔所忽视的是：在意向性的后面所发生的东西。是否存在着“在我们背后”并有力地影响我们的知觉经验的因素？这个问题激起了梅洛—庞蒂对胡塞尔的批评。对梅洛—庞蒂来说，身体不能还原为对身体的意识。他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思想，而主张：作为意向性活动位置的主体总已经是一个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所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格言必须被颠倒过来，而变成“我在故我思”。于是他发展出了具身的意向性模式，而其中包含身体图式的前意向活动的功能。

虽然梅洛—庞蒂没有对“身体意象”和“身体图式”作出明晰的术语区分，但他与混淆了二者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相反，他明确意识到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当他第一次介绍“schema corporel”
【127】

 这个术语
【128】

 时，他首先引用了海德的姿态模式概念，并且他清楚地是在指身体图式而非身体意象。“身体图式一定是在童年时期，随着触觉、运动觉的关节内容相互联合，或与视觉内容联合，从而能越来越容易地唤起视觉内容，逐渐形成的。因此，生理学只能把身体图式描述成传统意义上的一个表征中心。”
【129】

 他指出，联想主义将身体图式定义为能把意义给予当前知觉的身体体验的概括，而心理学将身体图式定义为对我的身体姿态的整体觉悟、格式塔意义上的完型和一种动力形式。他则将身体图式定义为一种表示我的身体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进一步地，他明确否认身体图式是一种表征或意象。

在胡塞尔的超验分析中，身体被还原为被意识知觉到的客体而在知觉经验的产生中不起作用。梅洛—庞蒂则着手阐明：是身体在知觉，而非意识在知觉；主体是身体主体，而非意识主体。在强调身体作用时，他尤其指出了身体图式的运作对知觉经验的限定和支撑。
【130】

 有意义的知觉结构源于身体的前意向活动。身体根据它所拥有的先于认知经验的和关于世界的知识来运作。身体和自然世界一起把已形成的意义传递给意识。“存在着我的身体所遵循的世界逻辑，并且只有通过它，事物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才是可能的……拥有一个身体就是拥有一个通用的装置、拥有一个涵盖所有类型的知觉展开的图式。”
【131】



尽管超验现象学的反思不能揭示身体图式的前意向活动的作用，但这不意味着要完全借助经验科学的帮助。
【132】

 在理解作为知觉主体的身体时，把知觉经验还原为神经生理活动的科学分析不比把身体还原为意向对象内容的超验现象学分析好。梅洛—庞蒂的方案是既避免现象学还原又避免经验还原，即避免将身体还原为神经结构的功能。

加拉格认为，借助上述梅洛—庞蒂的具身意向性模式，我们能解释：在有认知经验之前或外在于认知经验时，身体是怎么帮助我们获得认知经验的。这具体可以通过在潜个体层面上自动运作的身体系统来得到解释。
【133】

 身体的自动调适在知觉者注意或留心特定意向对象的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长时间的阅读会导致眼睛的疲劳，而在主体开始意识到眼睛疼痛之前，身体就开始自动的姿势和运动调节了。当主体专心于阅读时，主体不会意识到诸如斜视和靠得离书更近些等等身体调节。身体不需要主体的反省意识，就能执行这些功能和处理这个环境中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前意向调节会以重要的方式来决定意向内容。在眼睛疲劳的例子中，身体图式的调节会促使主体注意到环境或书本中的问题：如灯光太暗了、书的字体太小了等等。姿势调适允许主体继续在不注意到他的身体情况下进行阅读，并且这种调适的不足又会迫使他意识到他身体的不适。

除了潜个体层面，在意向性王国中也能找到身体图式的前意向功能的证据，尤其是在各种知觉意向对象中。
【134】

 例如，看不仅仅是如胡塞尔的意向性原则所说明的那样是看某物，而且是在某处的看，换言之，是处于某种由进行知觉的身体的位置和姿势情境所确定条件下的看。“每一个景象在我看来就是我的身体在某种运动姿势中之所是。”
【135】

 在通常情况下，看也是用双眼来看，即在身体及其感官所允许的条件下来看。在意向性活动总是与进行知觉的身体相联系的条件下，某物总是比其他东西近些；某些东西在右边，其他在左边；一些在前，一些在侧。所有这些以身体为基础的特征，都被建构入知觉和意向对象的意义中。这些由身体和身体所采取的各种姿势所决定的条件，帮助我们以有意义的方式组织起知觉世界。

这些使意向性活动和知觉成为可能的条件都是在身体与情境的互动中产生的。著名的心理学家吉卜森（James J. Gibson）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吉卜森像梅洛—庞蒂一样，看到了人类世界的特征，例如可供行走的、可供勉强通过的、可到达的等等，是与我们的身体能力紧密联系着的。“吉卜森所说的‘功能可见性’就是用来定义只以身体图式所投射出的可能性为基础的意向意识。地板是用来走的，椅子是用来坐的等等，这些都只与特定姿势模式的可能性相联系。所有这些由环境提供和在意向对象意义的明晰结构中得到证明的特征，都以身体图式的前意向功能为基础。”
【136】



身体图式的姿势和运动调节是非表征的。当我进行知觉时，我通常是知觉到我的知觉对象，而不会知觉到我的身体正在做着使知觉成为可能和塑造知觉的图式调节。例如，在赏画时，我们的身体会让我们站到一个最佳的观赏位置上。“对于每一个物体和画廊里的每一幅画，有一个观看它的最佳距离，有一个能突出它的方向：在这个距离和方向之内和之外，由于过度或不足，我们只能得含糊的知觉，我们追求最清晰的视见度，就像我们把显微镜的焦距调整到最佳位置。”
【137】

 这种身体姿势不能还原为客观位置，因为身体投射出的空间感觉不刚刚好与客观空间测量相符。身体图式的非表征性使我们在进行下述活动时不需要借助于有意识的表征：在路上行走；走路时不撞到东西；跑时不会跌倒；准确地投掷和接住球。这些身体活动独立于对自己身体尺寸有意识的估计和对其他客体尺寸的估计。换言之，身体意象通常不会干扰身体图式的执行。

恰恰相反的是，近来的心理学研究证明：在身体图式中的许多变化会影响主体知觉他们的身体的方式，换言之，在身体图式中的变化导致身体意象的变化。更一般地讲，身体图式的变化会影响空间知觉和对象知觉。另外，还有很多研究表明身体图式层面上的改变或紊乱都会导致意向意识的改变和紊乱。不管什么时候，身体图式的前意向活动都会影响意向性活动。前意向活动的作用是限制和促成意向意识的可能性要素。

3.3.3　身体图式与神经生理功能

既然身体图式的运作是非表征的，并且聚焦于身体意象的现象学反思和心理学研究不能揭示身体图式的前意向活动的作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应该诉诸神经生理学呢？实际上，拉可夫和约翰逊也意识到了身体图式的作用，即前意向活动对于意向活动的奠基作用。在他们所阐述的神经具身思想中
【138】

 ，前意向活动的作用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尽管他们使用的是另一术语“认知无意识”。他们和其他生理学家们一样，把前意向活动完全理解为神经生理功能，或者说，必须在神经层面上来研究前意向活动。这意味着将身体图式的前意向活动运作还原为生理功能。

尽管身体图式这个概念源于神经生理学，但这不意味着身体图式的前意向运作必须还原到生理功能。现象学家们认为即使各种各样的生理事件是身体图式的必要条件，身体图式也不能被还原为生理功能。萨特认为对身体的感知不同于对事物的感知，而不懂得什么叫超越的生理学“从开始就判决自己对生命一无所知”
【139】

 。梅洛—庞蒂在《行为的结构》和《知觉现象学》中都批判了生理主义。他指出，身体积极地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其感觉经验和外部刺激。即使身体对特定环境的反应是自动的，这种反应也不是简单的反射机制。施密茨甚至认为以往的经典现象学家们还没有完全摆脱生理主义的影响
【140】

 ，而且现象学在探讨身体图式时应该严格与生理学相区别。
【141】



加拉格同样认为身体图式不能被还原为神经生理功能。
【142】

 首先，他指出，实际情境和意向活动引发了相应的运动，并决定了生理事件是否被整合入知觉经验，而且生理过程不是被动地由输入刺激引起的。确切地讲，身体受到刺激，然后在自身的实用图式的框架内组织刺激。如果感官所受的刺激没有被整合入（attuned to）身体中，那么就不会有知觉意识。尽管这种整合或协调过程是无意识的，但主体的意向兴趣部分地决定了这种整合。心理学家们证实了这一点：在生理层面上会有多于意识要求的刺激，但只有那些与意向规划相关的刺激才会得到阐释并被上升到意向层面上。

例如，在比赛中，运动员去接住一个球。这种行动就不能完全由我的身体的生理活动来解释。尽管接住一个球可以被解释为身体的一种生理活动，但是我怎么来接球是具有某种选择性的。身体生理所允许的接球的可能性大大多于以某种正确方式来接球的特定运动的可能性。例如，在足球比赛中，我就不能用手来接球；在排球比赛中，我尽可能用手来接球；在篮球比赛中，我不能用脚来接球。因此，为了解释这种选择性，人们光靠生理学是不够的。

建构主义者们在这种情况下说到了大脑的前馈（feedforward）机制。
【143】

 在平均水平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的80％都是前馈自高级丘、视丘下部、网状构成和视皮层本身的默会建构。神经生理学家马图拉那（Humberto R. Maturana）和瓦雷拉（Francisco G. Varela）则将前馈模型应用到中心神经系统的所有其他方面。在他们看来，我们的运动行为是大脑的前馈机制的功能，而且这样一个大脑似乎可以脱离身体。事实上，在他们以及其他神经生理学家们聚焦于大脑的神经功能的时候，他们忘了：大脑总是一个处于特定环境中的身体的重要部分，前馈机制只能是大脑与作为整体的身体之间的互动机制的结果。近来有神经科学研究已经证明神经路径和皮层联系是在身体感官和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一直随之改变的。发展心理学家们也指出感官经验（如对特定声音或视觉客体的定位）取决于身体姿势调适。可见大脑的神经生理结构不是身体图式的源头，而只是身体图式的媒介。

其次，梅洛—庞蒂所讨论过的幻肢现象也说明了生理学的局限性。仅仅通过生理事实无法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当肢体被截去后，那个位置上仍保留有幻象，就像真的肢体还存在一样。幻肢也不只是有意识记忆或信念，因为当传入神经被切除时，幻象疼痛会消失，而且在罕见的情况下幻象会消失。幻象仍然是身体图式的一部分、身体针对环境的实践协调的一部分和被截肢者的身体能力的一部分（当他试图穿越房间时，只能在跌倒时发现他的腿已经不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有意识的身体意象中，不存在与身体图式的幻象部分相对应的幻象部分。“身体图式的优点是使人们在行走时不必考虑相应的肢体，而这个优点可能正是截肢者的缺点。身体图式是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意图的执行者。和认知图式一样，身体图式是可调谐的；通过治疗而不用切除传入神经，幻象就会从图式中消失。修复仪（prosthetic devices）也证明了身体图式不仅是神经生理功能或意识，因为修复能被整合入图式中，正如木匠能将锤子整合为他的一部分一样，尽管这些器具不一定会在身体意象中得到反映。”
【144】



综上所述，意向经验（尤其是空间知觉和对本己身体的知觉）是在身体图式式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且身体图式的运作是不能还原到神经生理事件或有意识的、可控制的表征的。身体既不是神经科学家们讨论的神经生理结构，也不是胡塞尔和心理学家们所讨论的身体意象。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身体图式是身体针对周遭情境的协调。
【145】

 那么这对具身认知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作为整体的身体（尤其是身体图式的前意向运作）有力地塑造着认知功能，那么认知必定是具身的。另外，因为身体图式的前意向活动不能还原到神经生理功能或身体意象，那么神经生理学和混淆二者的心理学都不能将身体作为其专属领域，否则身体的对知觉经验和意向性活动有重要限制的方面就会被忽略。如果认知科学家坚持不承认作为整体的人类身体在认知中的作用，那么他们将遗漏认知的本质方面。

3.4　身体的意向弧和最大把握倾向

为了进一步明确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的特性，本节将更具体地来探讨身体的意向弧（the intentional arc）和获取最大把握（a maximal grip）倾向。意向弧指身体与世界之间的牢固联系，而这种联系不以表征为中介。最大把握倾向指身体倾向于提升其对情境的反应，以便使当前的情境更接近于最完美的形态。在这两个概念源自梅洛—庞蒂的概念
【146】

 基础上，可以得到反表征主义思想：智能、认知、学习和技能行为的本质不是表征，而应该是身体；换言之，这些行为不要求命题式的精神表征（propositional mental representations），也不需要语义上可解释的大脑表征。这正是具身认知的核心思想。本节具体包括以下部分：（1）通过意向弧概念来解释不以表征为中介的技能学习；（2）讨论意向弧的经验研究证据——前馈神经网络及其缺陷；（3）通过最大把握倾向来解释没有表征的意向性或者说不用表征目标的行动；（4）塞尔对反表征主义的反驳；（5）讨论反表征主义的经验研究证据——弗里曼的知觉生理学研究。

3.4.1　身体的意向弧

首先来看身体的意向弧。
【147】

 前文
【148】

 已指出不是所有的现象学家都是反表征主义者。对于“我们当前对世界的知觉经验是怎么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的”这个问题，胡塞尔是通过精神表征来解释的
【149】

 ，因为他认为所有的人类知觉和行动都是以意向内容为中介的。对于这种现象——当我看到房子的正面时，我会认为它还有背面，胡塞尔是这么来解释的：“类似的东西使我想起类似的东西，而且，从一边已有的东西出发进行类推，我们期待另一边有类似的东西。这一边的东西与另一边的东西是相关联的，而且这一边的东西使我想起了另一边的东西。”
【150】

 曾在我们的经验中起作用的事件，不知何故会被记下来，然后来影响和充实我们当前的知觉。AI吸纳了这种精神表征思想，而提出我们拥有对世界的精神表征：即在我们心中，必须存在关于世界的表征模型，而我们根据精神表征来做推理和行动。

但梅洛—庞蒂认为，精神表征解释的困难在于：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经验会召唤起与它相似的特殊记忆，或者说，它无法解决客体的表征联结问题（the problem of association of representations of an object）。“一个印象永远不会自己与另一个印象相联结。它也没有引起其他印象的力量。只有在这个印象已经根据过去经验（在这种经验中，这个印象与那些我们想唤起的印象共存）得到理解时，这个印象才会与另一个印象相联结。”
【151】

 为了把对这个客体的其他方面的恰当记忆与当前经验相联结，人们不得不把一个印象认作是这个客体的一方面。

对于客体的表征联结问题，德雷弗斯所提出的技能接受现象学
【152】

 提供了一个值得考虑的解答。新手已学得的东西就按照世界呈现的方式来显现，而更重要的是，他已学得的东西不是先在心灵中得到表征然后再加入到当前经验中的。换言之，新手是这样来进行学习的：他能够区分越来越细致的情境，而这些情境要求越来越细致的反应。如果新手不明白情境所要求的反应是什么，或者说新手在情境要求下做出的反应是不好的，那么初学者就会进一步完善他区分情境的能力并提高其反应。

这个过程就是技能提高的过程，而这种由情境到人再由人回到情境的反馈回路，在梅洛—庞蒂那里被称为是身体的意向弧。他说：“意识的生活——认知生活、愿望生活或知觉生活，受到一个‘意向弧’的支撑，而它在我们周围投射出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人文环境、我们的物质环境、我们的意识形态环境、我们的精神环境，更确切地说，意向弧使我们置身于所有这些关系中。正是这个意向弧造成了感官的统一性、感官和智力的统一性、感受性和运动机能的统一性。”
【153】



意向弧的存在，使得具身的人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外界输入然后处理它，而是对事物的恳求主动地作出反应。在过往经验的基础上，人总是从某种角度来看待事物，并且把它们看作是要求人做出某种行动。人能从当前情境中得到什么，取决于他过去对那种事物的经验。意向弧观念的中心思想是反表征主义：即对世界的最好表征就是世界本身，因为过去所有的经验都会被投射回世界中去。如果这个思想是对的，那么AI研究者们的微世界方案
【154】

 就终归要失败。实际上，布鲁克斯等人的工作已经证明反表征主义是正确的。
【155】



3.4.2　前馈神经网络（Feed forward neural networks）及其局限

梅洛—庞蒂的意向弧思想得到了“前馈模拟神经系统网络”的支持。
【156】

 根据前馈神经网络的研究，对特定情境的记忆不是先被储存起来然后再与当前输入相关联的。实际情况是，在得到输入时，“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会被设计者修正，从而使得输入与设计者所期待的相应输出相匹配。

“前馈模拟神经系统网络”提供了这样一种非精神模式：即在大脑不用储存特殊的记忆情况下，过去经验能影响当前的知觉和行动的模式。这种网络的优点是：过去的经验不需要被储存为记忆，就能修正模拟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新的输入能够激发以过去经验为基础的输出，而网络不需要回溯到任何过去的特定记忆。这项经验成果为我们放弃精神机制解释
【157】

 提供了支持。

在更好的模拟大脑的神经网络中，输入会与输出相联结，而且在收到输入刺激时，网络中的隐藏节点总已经处于特定的激活状态，并且网络的输出会依赖这种最初状态。于是，输入加上初始状态会决定输出。如果输入与对当前情境的经验相符，那么当输入与专家对情境的期待和视角相符时，输入所决定的隐藏节点就被激活了，这说明了特定反应是在情境的恳求之下引发的。这表明：神经网络与被动的联想主义是不同的，因而神经网络为梅洛—庞蒂的意向弧思想提供了神经基础。

但是，神经网络仍然是无身的网络，所以它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都与具身的人相区别。也许未来的研究能够克服其中一些局限，但是目前神经网络的最基本困难在于学习。例如，网络是该通过被给予恰当的情境—行动匹配来进行学习，还是通过亲自寻找相匹配的情境—行动来进行学习呢？另外，如果网络要学会认出我们能恰当地对之作出识别和反应的情境，那么网络必须学会对相似的情境作出与人相似的反应。这时，网络学习就碰到了它一直难以解决的概括难题（the problem of generalization），因为每件事物都在无限多的方面与其他事物是相似的和不相似的。
【158】

 神经网络的设计者们认为，网络要具备智能就得能够进行概括。例如，对特定的分类任务来说，如果有足够多的与一个特定的输出相联结的输入例子，那么网络就应该把更多的相同输入与相同输出相联结。但什么才是相同的类型呢？网络设计者通常会想到一种特殊的、为合理的概括所需要的典型定义。如果网络可以凭借这种定义推到这种类型中的其他例子，那么这个定义就成功了。对于相同情境，如果神经网络作出的反应与人的反应不相似，那么这种神经网络就失败了，不能学到我们的技能，因此在我们的世界中就没有出路。

所以要设计出成功的神经网络，就必须知道人类是怎么解决概括难题和接受应付世界的技能的。究竟是什么限制了可能概括的范围呢？梅洛—庞蒂提供了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在他看来，最基本的相似性问题不是比较表征的问题。人们不把当前输入看作是与记忆中的过去输入相似。人们是把当前的输入看作是以特定方式显现得较微弱的输入，并且在人们对输入的知觉中，人们已经知道更好的输入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类解决联想主义的循环难题的办法是：把输入看作是对特定客体的原型输入的偏离（a deviation from the prototypical input for a given object），因此不需要把输入与以相似性为基础的输出相联结。二者的差异在于：联想主义认为人们先是看到一个含混的输入，然后猜测先前已学得的输入哪一个与它最近似；梅洛—庞蒂则认为人们是直接把特定的输入看作是对原型输入的偏离，即直接把当前经验感觉为对标准的偏离。

具身的人不用像无身的机器那样进行表征比较的谜底是：我们拥有身体，而这就是我们概括方式的本质，换言之，身体限制了可能的概括范围。前馈神经网络的局限性就在于它没有身体。
【159】

 德雷弗斯认为身体有三种限制概括范围的方式：大脑结构、依赖于身体的呈现次序和使身体感到满意的东西。
【160】



首先，大脑的神经结构决定了我们对于特定的输入能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这种内在结构解释了知觉恒常现象。梅洛—庞蒂就指出：“在恒常性现象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就是视觉场的整体连接，就是视觉场包含的丰富的和精确的结构……恒常性和景象投射在它上面的视网膜区域的大小成正比，投射在有关视膜区域的一部分世界越宽广，层次越分明，恒常性就越明显。”
【161】

 但是单靠大脑结构还不足以限制概括空间（generalization-space），于是就有了后两种限制。其次，对于概括的第二种限制是依赖于身体的呈现次序。感觉输入的次序和频率进一步限制住了一个人会如何进行概括的方式，而感觉输入的次序和频率依赖于身体结构和世界结构之间的互动。
【162】

 例如，身体附近的事物会早一些和经常地得到注意。最后，第三种限制是使身体感到满意的东西。对世界的人来说，感觉输入和输出的配对会在让人感到满意时固定下来。
【163】



在他看来，这三种身体结构功能，解释了为什么所有人以类似的方式进行概括和技能化应付。由于缺乏上述三种身体限制，所以无身的神经网络（更不要说无身的机器了）不能很好地学习怎么应付人类世界。根本不可能让网络看到我们能看到的相似性，或者像我们一样来应对情境，也不可能让网络区分出对我们来说相关和不相关的东西，更不可能让无身的神经网络熟悉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没有上／下、前／后定向、内／外区分、行动偏好（例如向前走比向后走容易）、对失败和成功没有情感反应的网络，离我们的生命形式更远了。AI研究者们费尽心机，想让无身的实体共享我们具身的生命形式，以便学会用智能的方式来应付自如，而他们这种无身的人工生物的理想绝对是愚蠢的。”
【164】



3.4.3　身体的最大把握倾向
【165】



根据身体的意向弧思想，具身的人在行动没有产生令他满意的结果时，会自动修正他的反应，而且这种修正是不依赖于表征的。换言之，即使主体在心中没有意识到满意的条件，行动也能遵守满意条件。“生活朝向目标的极化完全是非表征的。客观思想绕过了真实的意向性，而真实意向性就在它的对象上，而不是确立了对象。”
【166】

 梅洛—庞蒂与海德格尔一样，也认为非表征主义意向性才是更为基本的意向性形式，而客观思想的重构
【167】

 遗失了这种基本意向性。他有时称这种意向性为身体的运动意向性。“当我的知觉以不同的角度和尽可能清楚地向我呈现时，我的身体被整合进（geared into）世界中，而且当我的运动意向展开时，运动意向收到了它们对世界的期待反应。”
【168】

 这种更基本的意向性的主体不再是胡塞尔的意识主体，而是身体主体。
【169】

 在他看来，在每个日常的应付活动中，身体主体与世界之间建立了比意识主体与对象之间更为基本和牢固的关系。他超越海德格尔的地方是：他提出这种更牢固的关系就是身体的最大把握倾向，也就是说人类总是倾向于去获得对情境的最大把握。

梅洛—庞蒂的最大把握倾向概念源自日常知觉和操控活动。当我们看着某物时，我们并没有思考它，而是在作为整体的事物和它的不同部分中，倾向于找到对它最好的把握距离。当我们把握某种东西时，我们总试图用某种方式来取得最大把握。“对于每个客体，比如艺术画廊中的每幅画，存在着它所要求的最佳距离，它本身所尽可能地允许的观看方向：小于或大于这个距离时，我们只能获得模模糊糊的过度或不足的知觉。因此，我们倾向于最高的可见性，并像调显微镜一样寻求更好聚焦。”
【170】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德雷弗斯提出了反表征主义：在技能化应付
【171】

 中，人们不需要对目标的精神表征。当人们对情境作出反应时，行动被经验为稳定的技能活动流（a steady flow of skillful activity）。当一个人对情境的反应偏离了身体和情境之间的最佳关系时，他的活动会使他更接近身体和情境之间的最佳关系，从而减轻了偏离所带来的紧张感。“我和物体之间的距离不是一种增加或减少的东西，而是一种围绕着标准波动的紧张。”
【172】

 这时，他不需要而且也无法表达出这种最佳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他的身体完全是在情境的要求之下进入到与情境的平衡之中的。“不管动力或知觉系统是否在起作用，我们的身体不是‘我思’的客体，而是趋向其平衡的充满生命意义的组合。”
【173】



与此相反的是，表征主义认为：在行动时，人们需要预先对目标进行表征，以便以此为参照来判断行动的成败得失。上文指出胡塞尔和塞尔就是这种行动的表征主义的支持者，而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是这种思想的批评者。塞尔认为运动要成为行动，就必须具备逻辑条件和现象条件。逻辑条件指：一个行动要有满意的条件。现象条件指：行动者必须意识到一个目标，或者说，如果目标是无意识的，那么现象条件要求行动者至少能有意识地在往那个目标努力。反表征主义赞同逻辑条件的要求，但是反对现象条件的要求。也就是说，支配行动的意向内容（即满意的条件）不必在心灵中表征出来。

德雷弗斯以打网球为例来论证对行动的反表征主义解释。打网球的新手会努力用眼看着球，让球拍垂直于地面，然后平行地将球击出。但是，对正在进行比赛的网球专家来说，一切都进行得好好的，而他就消融在（is absorbed in）比赛中。他所经验到的是手臂上升并被引向恰当的位置，球拍与球场形成最佳的角度——一个不需要知晓的角度，也是他无法知晓的角度，而所有这些构成了由球场、奔跑中的对手和来球等等构成的完型。当他感到他的行为以这种方式被情境所激发时，他可以减少对满意完型的偏离。问题的关键是：最终的完型从来都不需要在心中被表征，而且最终的完型也不是人们所能表征的东西。人们只能感觉到他是接近还是远离最佳状态。正如梅洛—庞蒂所说的：“移动身体就是通过身体针对事物；这就是允许某人作出反应，它完全独立于任何表征。”
【174】



为了让人们确信：有技能的行动者不需要对最终完型进行表征就能达到最佳完型，德雷弗斯还使用了肥皂泡的类比。肥皂泡的雏形是不成形的。少量的泡沫受力形成了球体，但是球形的结果在肥皂泡的产生过程中不起任何因果作用。这说明，最终完型在其产生过程中不起因果作用。身体运用球拍的最佳完型也属于这种情况。实际上，在运动中，我意识不到或者说不能表征出我是怎么运用球拍的。
【175】



另外，即使一个人是有意识地去接受像打网球这样的技能，他也不是有意识地在区分越来越精细的情境，并将它们与越来越精细的反应相匹配；或者说，技能掌握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因为新手不知道他是怎么获得专家技能的。有意识的部分只限于：他为了提高技能而投身于技能学习和实践中。身体接管了意识的表征范围之外的地带。对于身体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现象学家们提出了多种解释：身体图式、身体的意向弧和最大把握倾向、身体的物质或自然结构、投身、运动躯体图式、身体空间等等。

3.4.4　塞尔的反驳

塞尔就认为现象学的反表征主义思想有很大局限。
【176】

 首先，他认为，反表征主义在语言层面上是错误的。因为不论是谁，当他提出反表征主义的思想时，他肯定是有意（intentional）为之的，而不是像反表征主义者们所宣称的那样，最佳的行动是无意为之的。反表征主义者提出这些思想时，他是抱有这是真的信念和表达的愿望的。诸如信念、愿望和意向等精神状态应这样包含入这段话的产生中：如果他没有这样的精神状态，他根本不会写下这些话。所以塞尔相信所有的技能化应付行为都是意向行为。

他说，即使有人反驳道语言例子是特例，而技能化应付涵盖的是前语言的情形，这也无法逃避他的指责。因为这种反驳忽视了：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当然包括技能化应付的例子）都渗透着语言。以打篮球为例：没有语言活动
【177】

 ，你就无法打篮球。“篮球运动员必须知道比分、他所在的队、进行的是什么比赛、区域防守还是人盯人防守、余下的时间，等等。所有这些知识都是运动员的‘技能化应付’的一部分，而它们全部都是语言的。”
【178】



其次，即使在前语言层面上，反表征主义同样是错误的。根据反表征主义，网球运动员是这样来进行技能化应付的：“我们不但感觉到我们的运动由知觉到的条件来引发，而且感觉到引发的方式是这样的：运动被强制由偏差感转入满意的完型（gestalt）上。现在我们可以补充说满意完型的本质根本没有被表征。”
【179】

 塞尔认为网球手是这样来进行技能化应付的：比如，在比赛前，网球手有如下意向内容：首先，他和教练必须决定参加哪项比赛。在这场讨论中，怎么会没有意向内容呢？在决定参加哪项赛事后，又有了更多的意向性活动。比如，要讨论坐什么交通工具去参赛、到哪里坐等等。再然后，他和教练要研究对手和制定策略。所有这些从始至终都包含着意向性或者说是可表征的意向内容，而不是像反表征主义所说的那样，没有这些东西。

再次，反表征主义除了对网球手比赛前经验的描述是不对的，对比赛时的经验描述也是不对的。反表征主义认为网球手让他的运动由他在场上经验到的完型张力来操控，而不是意向性来操控。塞尔认为这种被动的不由自主（letting himself be moved）的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比赛从头至尾都贯穿着意向性。当网球手在比赛的时候，他的目标是努力要获胜，然后才去找他的制胜之道——例如，加大发球力量和让球的落点更靠近底线。所有这些都是有意为之的（intentional），而且都包含信念、愿望、意向等等。反表征主义遗漏了所有这些有意为之的东西。所以，不应该将意向性行为和技能化应付行为区分开来，而技能化应付在根本上就是意向性行为。

最后，他认为现象学方法是有局限的，至少德雷弗斯所阐释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用的现象学方法是不完备的，因为它只能告诉我们在某个显现层面上事物是怎么显现的，而不能对现象进行逻辑分析。

在把塞尔与德雷弗斯或者说语言哲学与现象学的分析相比较后，可以看出前者适用于深思熟虑的行动，或者说是行动中深思熟虑的部分；而后者适用于非深思熟虑的行动，或者说是行动中非深思熟虑的部分。
【180】

 前者聚焦于由心灵到世界（mind-to-world）的因果性，而后者提出的技能化应付则呈现出世界到身体（world-to-body）的因果性。在技能化应付中，身体做出了动作。这时，我们没有经验到我们的意向引起了我们的身体运动；确切地讲，在技能化应付中，我们经验到是情境正在引导我们的运动。
【181】



另外，根据上节已探讨过的身体图式的前意向活动的作用，可以得出推论：思的行动以非思的行动为基础。由此再来看塞尔所分析的打网球的例子：网球手先是努力要获胜，然后才去找他的制胜之道——例如，加大发球力量和让球的落点更靠近底线。但是真正优秀的网球选手，会完全消释于比赛中，而意识不到他正在做什么。他在打球时，不需要注意脚步和手臂的幅度、角度，因为经过训练而形成的身体图式可以自动地调节这些。塞尔其实也意识到难以表征的东西对于可表征的东西的奠基作用。他认为所有的意向性活动都以一个难以表征的背景为基础：“我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现象学方法所不能陈述的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所有的意向性活动都是在多种能力背景中进行的。这些能力使实践成为可能，而这些实践不是与意向现象相分离的，而是意向现象开展的方式。”
【182】



3.4.5　反表征主义的生理学基础
【183】



反表征主义与表征主义孰是孰非，可以诉诸最近的生理学研究成果。如果没有一种大脑机制或活动的结构能解释行动者成功地被导引向他所不知道的目标状态，那么反表征主义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德雷弗斯认为弗里曼的吸引素理论（attractor theory）可以说明反表征主义思想绝非主观臆想，而是有科学依据的。
【184】

 弗里曼的吸引素理论解释了大脑是如何产生不可表征的技能化行为的。他说，有目标的行为能够被这样一种大脑状态所控制：这种大脑状态只在最弱的意义上，能被称为是对行为所朝向的满意完型的表征。

在弗里曼看来，大脑是根据赫伯（Donald Olding Hebb）
【185】

 的学习理论运行的，换言之，各个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力量在经验的基础上得到增强或减弱。他的重要贡献是说明了赫伯变化是更高层面的神经进程的基础。他认为，学习就是调整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力量，而行动的突发会分裂出大量不同的混沌吸引子。源于感官的微弱输入的作用仅仅是限制突发，并让它跌入一个特定的吸引素的盆（a specific basin of attraction），而这个盆在学习的基础上，会与引发特定输入的客体相联系。大脑就是以这种方式不对微弱输入作出反应，而对产生这种微弱输入和诸如此类东西的客体作出反应。换言之，学习者直接指向客体，而非对客体的表征。这印证了作为意向弧观念中心思想的反表征主义——对世界最好的表征就是世界本身，因为过去所有的经验都会被投射回世界中去。

身体的最大把握倾向也得到了证明。弗里曼说，当一头哺乳动物，例如兔子在某种情况下体验到成功和失败时，它的大脑就会形成特定的神经元联系。当兔子再次处于这种情况下时，这种过去已形成的神经元联系会激发全局神经元活动，而这种激发始于特定能量前景中的某一点。这个在能量前景中的点就是让整个大脑进入到那种状态的能量总和，而位于该点周围的点则拥有更多或更少的能量。因此，在弗里曼这里，大脑被理解为是一个具有能量波峰和波谷的动力系统。每个波峰或波谷都对应于能量的最大值或最小值。与爬山相似，攀到波峰的顶点需要花大量能量，而跌到波谷的底部是很容易的。激发神经活动的当前能量状态，要么向要求更多能量的方向前进，要么向要求更小能量的方向前进。当系统处于能量最小值的范围内时，系统就像一个从山上掉下来的球一样，倾向于更加接近这个最小能量状态，而接近最小能量状态的状态被称为吸引素的盆。由于过往经验建立了神经元联系，因此当前的知觉输入让大脑进到特定能量前景中。一旦大脑再次处于那种前景中，让大脑更接近最近的吸引素盆底的运动就被激发了。兔子或德雷弗斯例子中的网球运动员，感觉到了系统的这个寻找最小能量状态的倾向，于是就朝向最佳完型做出最大把握。这就是最大把握倾向的神经活动基础。

另外，这种寻找最佳完型的过程当然是非表征的。因为能量前景（也就是情境）只告诉运动员：应该更接近最佳完型，而不告诉他具体该怎么做到。从而，能量前景指引运动员做了那些运动，引起了大脑中趋向在当前能量前景中最低的可获得点，而不需要表征出最低的点或怎么到达最低的点，这就像从山顶掉落的球不需要表征出从山上下来的最佳路径，就能找到最佳路径一样。

弗里曼理论中的吸引素只能在最弱的意义上被称为是表征，而它合并了过去的经验并且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导致了行动。因此，弗里曼的工作证明了表征主义是错误的，而反表征主义不但在现象学层面上，而且在神经生理学层面上，都能得到辩护。

3.5　作为物质主体的身体

梅洛—庞蒂的有关身体思想，的确可以给具身认知以很大启迪。
【186】

 但他的哲学仍是一种晦暗不明的哲学，所以他之后的现象学家们对他做出了新的发展。托兹
【187】

 就沿着梅洛—庞蒂的进路，提出身体是世界中的作为物质主体的身体，而且他更明确地探讨了身体在知识获取中的作用。通过他的身体哲学，可以更好地理解身体对于认知活动的意义以及现象学所指的身体到底是什么。

3.5.1　对传统身体观的批判

他认为，在哲学传统中有三种身体观。如果要真正揭示身体对于认知活动的意义，就必须超越这三种身体观。

3.5.1.1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身体观

人类主体被认为是移民（migrant）。人类主体的身体是世界中众多物质存在中的一个，而人类主体首先紧密地把他自己和这个身体同一化，其次，借助心灵（它能够与世界的有序统一相同一），他把自己从身体中迁移出来。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人类主体由于拥有身体，开始时只是世界中的某物；但与世界中其他物的区别在于，人类主体还拥有心灵，并能借助心灵将他自己的地位提升到这个高度：与世界本身的统一相同一。他通过摒弃较低的地位来获得更高的地位。“要探求任何事物的真相，我们得甩掉肉体，全靠灵魂用心眼儿去观看。”
【188】

 更具体地来讲，实存的人类主体由于只是世界中的某物，只具有极少的使他自己与世界的统一相同一的能力，但通过沉思、通过摒弃他的作为世界中某物的身体的参与，来达到与世界的统一。这就好比卫星进入轨道后，运载火箭就被抛弃了。因此，柏拉图一个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思想是：哲学家只有在死后，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因为只有在死后，心灵才能完全摆脱身体的桎梏。身体完全就是人与世界的统一达到同一的障碍。

对柏拉图来说，人类主体的两个方面，即身体和心灵是相反相斥的。身体将人类主体往低处拽，而心灵将他往高处拉。“柏拉图在《斐多》中以最精简的形式将这种观点扩展到极致；更马虎的是，在《申辩》中以同样的形式将这种观点扩展到极致。此外，这种观点隐含在《蒂迈欧篇》中。他在《理想国》中给了更精细的形式：在其中，他试图理解人类灵魂由两个极端状态中的一个向另一个状态的变换，而在《斐多》中也是明确区分开的。”
【189】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对柏拉图要更温和些。他认为身体与心灵是可以协调一致的，而非完全相斥。人类的身体使人来到世界中，成为世界中众多质料存在中的一个。但光凭人类的身体，人类无法达到与世界的有序统一相同一。只有去身的人类理智也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时，人类才能获得进入世界的有序统一的途径。这个从世界中的事物中飞升出来的手段，即是超越世界的纯粹思想状态。“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要获得与世界的统一性的同一，就要通过比柏拉图更部分和间接的方式。只有通过参与到居中协调的积极理智中；并通过对类推范畴的和经院哲学家们称之为‘越越’（如存在、统一、真理、善、事物、他者）的‘知识’才能实现。尽管是间接的和部分的，不过人们还是可以从沉思的生活中得到最大的快乐和善。在这种生活中，人类最能从事物中解脱出来，并与纯粹的思相同一，而超越变易。”
【190】



简言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可人类主体的身体性，但又指出人类主体要达到与世界的统一，就要超越身体性。身体是认知的障碍。

3.5.1.2　笛卡尔的身体观

对上述传统身体观的第一个有力的哲学挑战来自笛卡尔。他的挑战论据是“我思”。在这个论据中，他将必定的东西（即人类主体无法质疑的东西）引入了哲学。

在“我思”中，人类主体不再如传统身体观那样，作为世界中的一个事物或质料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凌驾于世界之上、不占据空间位置的抽象而存在。因为世界本身以及世界中一切的存在都是可以怀疑的。“根据传统观点，人类主体被认为借助身体而停泊在世界中。作为我思论证的直接结果（在其中他发现了人类必然的概念形式），笛卡尔切断了这种停泊。他的理由是：他没有发现我思论证的身体形式，尽管他不是这样来理解的。………简言之，笛卡尔试图寻找人类主体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而他发现不可抗拒的信念即是对个人理智存在的信念。”
【191】



紧接着，他将人类主体定义为“在思的实质”。“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
【192】

 尽管他有时也坚持人类的心灵和身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就像一个整体。“自然也用疼、饿、渴等等感觉告诉我，我不仅住在我的肉体里，就像一个舵手住在他的船上一样，而且除此而外，我和它非常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融合、掺混得像一个整体一样地同它结合在一起。”
【193】

 但他没有放弃对哲学史及后来的身体观产生重大影响的基本立场：在本质上，心灵和身体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一个可以独立于另一个存在。“我首先看出精神和肉体有很大分别，这个差别在于，就其性质来说，肉体永远是可分的，而精神完全是不可分的。因为事实上，当我考虑我的精神，也就是说，仅仅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的我自己的时候，我在精神里分不出什么部分来，我把我自己领会为一个单一、完整的东西，而且尽管整个精神似乎和整个肉体结合在一起，可是当一只脚或者一只胳臂或别的什么部分从我的肉体截去的时候，肯定从我的精神上并没有截去什么东西。”
【194】

 然而，按照身体现象学，肉体的改变，必定会引起精神上的改变。

托兹认为，笛卡尔的身体观是非常模棱两可的，因为它让人徘徊于世界的有序统一和世界中的事物之间。首先，如果人类主体要在世界中存在，那么身体对他来说就是必要的。但是，笛卡尔不认可身体的必要性。“然后我仔细研究我是什么，发现我可以设想我没有形体，可以设想没有我所在的世界，也没有我立身的地点，却不能因此设想我不是。”
【195】

 其次，笛卡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人类主体的身体性，因为他将人类主体称为是“世界的碎片”，因此人类主体还不能与世界的有序统一相同一。换言之，笛卡尔摇摆于两种立场之间。一方面，笛卡尔将人类主体作为消极的知觉者（类似一面镜子），且是世界中众多物质存在中的一个；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类主体是一种能动的演绎智力，能够在掌握知识的第一原则的基础上，建构起知识的大厦。换言之，他没有将人类主体和人类身体彻底分开来，但又认为人类主体可以脱离人类身体。

这种摇摆的根源在于这个思想。“主体没有经验到世界中的事物，而仅仅是经验到这些事物的（感官）呈现（appearances）或（概念）表征。然而言下之意是，如果世界中的事物完全（通过呈现或表征）被表征在在思的物质的心灵中，那么这种物质（人类主体）就等同于事物所在的世界。如果心灵中的表征遵循精神物质的本质，正如笛卡尔将表征当作完全的那样，那么这种精神物质就等同于世界的有序统一。另一方面，如果世界的事物不完全地在在思的物质的中得到表征，那么这种物质就等同于世界的碎片；这种物质实体不是世界也不是世界中的事物，而只是对世界的碎片表征。”
【196】



在笛卡尔看来，主体是否等同于世界的有序统一还是世界的碎片，取决于：有限的思考实体，能否表征自明的第一原则。他对这一关键问题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这也导致了他的身体观是模棱两可的。

总的来讲，通过将人类主体与他的身体相分离，笛卡尔将人类主体从传统地位中提升上来。（在传统的主体观中，人类主体是世界中的一个物体）。但是他没有将他提升到这个位置上，即与世界本身的统一相同一。“实际上，笛卡尔是含糊和摇摆不定的。有时候，他将人类主体当作与世界的有序统一相同一、将人类主体分析为一种能动的演绎智力——能够掌握不可计数的和无限的事实知识。但是，有时候他将人类主体仅作为是世界的一个部分，并将之分析为一个消极的知觉者——在事实知识不受限制上被欺骗。他的这两点观点间不易的平衡或者说更好的不平衡是由他的这个观点来维持的：人类主体没有经验到世界中的事物，而只是经验到与世界中的事物相关联的表征。”
【197】



3.5.1.3　休谟和莱布尼茨的身体观

在笛卡尔之后，休谟发展了笛卡尔的经验主义的方面，即人类主体是消极的，且不能接受来自外界的任何东西。莱布尼茨发展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方面，即人类主体是能动的和自发的，但是在将某种东西引入经验世界时，没有创造性。同时，为了避免“某种东西是如何进入经验世界”这样的难题，他们抛弃了笛卡尔的这个观点——经验表征着非经验的要素，而认为经验只能表征其他经验；并且，他们彻底切断了人类主体与身体的联系。在他们看来，主体仅仅是一种阐明，而不再是一种存在。人类主体与他的作为客体的身体也就无法同一了。“这么一来，只有两种身体观是可能的：身体是我们与之同一的纯粹主体；身体是我们与之完全不同一的纯粹客体。莱布尼茨是第一种观点；而休谟是第二种观点。”
【198】



对休谟来说，如果世界的统一性存在的话，那么人类主体就是一种功能：它能够洞悉世界的统一。至于身体，人类主体就将其丢弃了。简言之，休谟将人类主体与阐明世界的功能身份相同一，而非与他的身体同一。更奇怪的是，他认为人类主体拥有消极身体的方式，与他拥经验世界的方式是类似的。

相比第一种身体观，休谟保留了人类主体与世界的联系，但又去除了人类主体与身体的同一。结果，世界中到处都是主体的中心，而认知是全视角的或者说是无视角的，因此世界中的客体在他心灵中造成的观念和印象是相等的。而对一个有身的主体来说，这些观念和印象就有远近之分、上下之分、好恶之别等。

休谟摒弃了人类主体与他的身体相同一，而他的具体做法是将身体置于整个周遭世界中的各种客体中，或者说是将身体的周边的客体融合到身体本身中去。由于缺乏能动身体，休谟的人类主体在事实的决定中完全是被动的。但是休谟没有认识到这是人类主体的消极性造成的。他认为人类主体的消极性的原因是自然的。“当心灵由一个对象的观念或印象推到另一个对象的观念或信念的时候，它并不是被理性所决定的，而是被联结这些对象的观念并在想象中加以结合的原则所决定的。”
【199】

 这些原则就是类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

“人类心灵中的一切知觉可以分为显然不同的两种，这两种我称之为印象和观念。两者的差别在于：当它们刺激心灵，进入我们的思想或意识中时，它们的强烈程度和生动程序各不相同。”
【200】

 从这句话可看出，休谟的身体不是能动身体，而是作为客体的身体。因为他描述的这种经验，仅适用于当身体作为纯粹客体时，外界向心灵显现的东西。“能动身体没有被人类主体经验为向他显现、作为刺激心灵的东西。”
【201】

 休谟始终将人类身体当作是特定的客体，就好像所有其他在人类经验场中的其他客体一样。他写道：“想象感觉能够区分我们自己和外在客体，这是愚蠢的。”“恰当地说，当我们观察自己的肢体时，我们所知觉的不是我们的身体，而是由感官传来的一些印象；所以把一种实在的、物质的存在归之于这些印象或它们的对象的那种心理作用，是和我们现在所考察的心理作用同样难以说明的。”
【202】



如果说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身体还有一点主体的地位，那么，到了休谟这里，身体完全沦为一个客体。在休谟看来，人对身体的经验与人对其他客体的经验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总之，休谟的身体对他来说像是分离的，即从手上断下的手，而这源于他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思考者来拥有他的身体。

总之，传统身体观认为：人类主体只能拥有其中一种对世界的关系，即人类主体要么仅仅是世界中的其他物质存在中的一个，要么仅仅具备阐明世界的统一性的功能。在托兹看来，上述两种观点有一个基本的错误：即把人类身体误解为仅仅是世界中的一个物质存在，而且这两种观点在西方哲学中的影响是如此之久远，以至于继承了西方哲学的无身认知可以将身体从认知活动中轻松地排除出去。托兹在身体观上的创新之处是：阐明了人类身体不仅是世界中的物质存在中的一个，而且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物质存在：他可以移动其本身并构建和阐释整个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物质存在所处的人类经验世界。因此，托兹认为，人类身体确实是世界中的物质存在，但是他又是以如此独特方式存在着，以至于他能够成为世界的主体。简而言之，托兹提出了与人类主体的传统观点和笛卡尔的世界—主体观点直接对立的身体观，而其基本内容是：人类身体是世界中的物质主体。

3.5.2　身体与知觉

3.5.2.1　作为客体的身体

在什么是身体这个问题上，托兹延续了胡塞尔的思想。在胡塞尔那里，身体是主体身体与客体身体的统一。在托兹这里，身体同样是具备双面性的。因此，他首先分析了将身体当作是客体身体的本质与结果。
【203】

 从中不难发现，在认知科学中，之所以身体会被无视，就是因为身体被当作是客体身体。

为什么在传统哲学和认知主义那里，身体会被当作是客体身体呢？因为在他们那里，认知的优先模型是视觉认知。在视觉中，身体就是视觉的对象，而身体的主体性完全丧失了。“将身体感受当作是客体，就是按照我们的视觉，将身体感受局部化……依据这种态度，身体感受被当作是处在拥有它的身体部分中，尽管它是从视觉上被感受到的。在视觉态度中，我是我的身体的不可动的观察者。”
【204】



我为了成为视觉的对象，就必须与身体相疏离。我不再是身体本身，而是身体之外的观察者和移动者。我似乎成了身体之外的某种东西。我像移动一件物体一样去移动我的身体。例如，我就像抬起拐杖一样抬起手。当我抬起手时，行动的指令似乎来自“我”所居住的地方，而这个地方肯定不包括手臂。举起手和抬起拐杖的唯一差别是：前者是非常神奇的，因为这时物质的东西似乎被非物质的东西移动了，即“我”。笛卡尔试图解释这种神奇的现象，没有成功；作为他的继承者的认知主义，也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一开始：不应该将物质的东西与非物质的东西相分离。另外，在视觉中，当我抬起拐杖时，我似乎成了我的身体的使用者，换言之，我将我的身体当作了工具。“这时，我不是将方向给予我的身体，而是通过我的身体将方向给予被移动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中，很难将我的默会感受当作是在我的手臂中的。我（不在手臂中），试图感受拐杖。拐杖不是在手中，而是用手感受到。这种趋势是不可遏制的，除非我不是要求移动身体的一个部分，而是要求移动整个身体。于是，我成为了我的身体的自我—移动者。”

如何突破视觉中心论，让身体恢复其主体性呢？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最初办法都是触觉。在左手摸右手的触觉中，身体不再是与其他客体一样的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的混和体。托兹的办法是需要（need）。身体一部分需要身体的另一部分或整个身体采取行动来满足这种需要，并藉此将分散的身体感受联结为一个整体；而在这种联结中，身体必然是能动的主体。例如：在视觉中心论中，痒的感觉是局限在身体的某一部位上。然而，在实际的身体感受中，当我左手痒时，我（我的整个身体）就会用我的右手去挠痒痒。另外一个例子是：当我没有带任何雨具走在街上时，突然下雨了。这时，我不仅是感受到有雨打在手臂上，而是整个身体行动起来，去找个地方躲雨。这就是我的身体感受作为整体的例子。换言之，身体一部分有需要，而另一部分就会相应地去满足这种需要。通过这种需要和满足的联结，身体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身体成为客体的第一个原因是视觉模型，而第二个原因就是将自我当作纯粹的思考者。“当自我成为一个纯粹的、消极的思考者时，她摒弃了身体，而且摒弃了她自己而选择了不具身的视角；于是她的身体感受‘停滞在’她的身体中。这些身体感受丧失了能动身体中的身体感受的能动特征。”
【205】

 自我与身体割裂带来的结果是运动机能障碍，而传统的精神病学将这样的病人列入精神性盲。梅洛—庞蒂对此的解释是：病人丧失了现象身体，并只是将其身体当作是客体身体。但梅洛—庞蒂对于现象身体的阐述是含糊其辞的。托兹认为，“现象身体”即作为主体的身体，而这种身体具有影响其他身体感受和向所有其他身体感受作出反应的能力，并因此获得了生命的、整体的统一感。如果没有这种身体感受，任何认知和智能活动都是困难的。“没有她的身体的统一感和整体性的人只能通过在某时移动他的身体一部分来行动。这么一来，这个人在运动中就相当尴尬、可笑和滑稽，而且在她身体的一部分进行行动时，必须用身体的另一部分来让这个部分行动。”
【206】

 另外，伴随着这种统一感丧失的还有身体作为坐标系的丧失。于是，身体不再能够指称环境中的客体，也不再能依照周边的客体来进行有目的活动。

最后，托兹认为，身体成为客体的第三个原因是将身体感受当作是客体，而这种方式可归因于休谟。“在这种状态中，人们拥有身体而非感受身体。人们拥有身体的方式，与拥有对所有事物的经验没有什么区别。”
【207】

 换言之，身体只在描述上与其他事物有所区别。身体与其他事物的差别不在于身体是主体，而其他事物是客体；而在于他们的特质，即他们的颜色或形状等等是不一样的。然而，在身体现象学看来，身体感受是将客体身体激发为主体身体的东西。身体感受是认知活动的主体。如果没有身体感受，就不可能将身体与其他物体区别开来，就不可进行智能行动。这一点，在后来的新现象学中，也有详尽的讲论。

应该说，身体具有客体身体的一面。但如果对身体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就会忽视身体在认知活动中的核心地位。相比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思想，托兹从以下方面——需要与满足、身体的自然特征、身体与时空的关系，更详尽地阐释了身体对于知觉、对于表征的塑造作用。

3.5.2.2　需要（need）与满足（satisfaction）

托兹和胡塞尔、梅洛—庞蒂一样都强调：身体的能动涉入建构了整个经验实在，但是他们有着重要的区别。在解释为什么需要身体的涉入时，胡塞尔与梅洛—庞蒂都是闪烁其词的，而托兹认为，身体涉入的原因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经验与知觉的出发点都是需要。“我们的经验只是我们为了满足我们需要的追求”
【208】

 ；支持着我们所有经验框架的时空场（spatiotemporal field）就是“我们需要的场”
【209】

 ，而实际上，“这个场仅仅是我们的身体需要的显然设备”
【210】

 。在托兹这里，我们的知觉场不仅仅是由我们的需要激发的，而且不能离开我们的身体需要（bodily neediness）来理解知觉场。如果我们周围的世界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那么对经验来说不可缺少的确定性和一致性将会消失。“如果要有任何经验，那么我们的需要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满足。”
【211】



另外，托兹反复说，我们的需要和世界的属性分别是作为我们身体的知觉组织和对实在的解释而被发现的。与梅洛—庞蒂和海德格尔不同的是，在他这里，我们对自然的异化感就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我们的需要总是受到不可驯服的自然中盲目的、黑暗的和非世界的力量的威胁，而且这种威胁只有程度上的不同。
【212】



与需要不可分的另一个重要观念就是“满足”。要理解身体在认知中的作用，就必须同时理解需要与满足在我们的知觉中的地位。“我们通过运动所创造出来的环境的时空生活场，是我们身体需要的场，而在其中，事物只能就其是相关于我们的需要并满足或不满足这种需要而显现。在满足的对象中，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换言之，我们填补了动机鸿沟并消除了动机距离，而这些鸿沟和距离拦在我们与我们创造并在其中发现自己的环境场之间。”
【213】



他认为，知觉是一种知识，而知识的本质是一种满足。知识与信念的区别就在于：知识提供了一种“完成”的感觉。“这种感觉放射出了对信念的辩护（确证或有效）。这就是一种满足。当有足够的证据时，我们就满足于我们有正确的信念。例如，在搜集二十多年的证据后，达尔文最后对他的进化论感到满足了，并将之发表。”
【214】



单纯的事实概念没有满足的形式，就称不上是知识。即使概念是正确的，仍不能成为知识的真实的、充分的条件。因为知识的条件是在知觉上获得满足。“‘我知觉到什么’意味着‘我满足于什么’。”
【215】

 更具体地讲，他区分出了两种满足：客观满足与主观满足。“知识是客观满足的功能，而不是主观满足的功能。”
【216】

 在客观意义上，使我“满足”的东西是证据。“客观满足就是某事物就是如此的满足。”
【217】

 例如，我们看到了我们击退侵略者的证据。“主观满足就是由某事物带来的满足。”
【218】

 例如，奉承或马屁使我在主观上得到满足。主观满足一般是以客观满足为前提的。

3.5.2.3　身体的自然特征与知觉

对于身体是如何塑造认知这个问题，托兹给出了很好的回答。他重点讨论了身体的自然特征与知觉的关系。身体的自然特征或者说身体构成的物质特征，不仅在海德格尔给出的对此在的解释中被忽视，而且在梅洛—庞蒂对身体的阐释中也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
【219】

 虽然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在世界之中的存在的空间性”一节）和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中的“空间”一章）都认为：世界的定向空间是从投入到日常生活中的主体的空间性中派生出来的。

海德格尔充分注意到了空间定向能力是在世界中进行活动的基础。“去远与指向性作为内—存在的建构性质规定着此在的空间性，使此在得以在被揭示的世内空间之中进行活动。”
【220】

 他也发现对空间的定向是以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为前提的。“但要注意：属于去远的指向性（die Ausrichtung/directionality），是通过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得到奠基的。左和右不是某种主体感受到的、主观性的东西，而是在一个已经在手的世界中的定向方向。”
【221】

 但是，海德格尔的分析主要是形式层面上的。因为他没有指明“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是一个身体存在。“……主体……是一个与其真实状况不相关的建构之根。”
【222】

 因此他也无法完满地解释左与右的空间定向是怎么来的，而只能无奈地将它们推向先天领域。“但在这里，‘主观’所要意味的将是：先天。然而，左右定向的先天性却奠基于在世界之中的‘主观’先天性，这种先天性同先前局限于无世界的主体的确定性毫不相干。”
【223】

 事实上，正如托兹将要说明的，左与右空间的定向是身体的自然特征的结果。

相比之下，由于梅洛—庞蒂对身体中心地位的认可，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海德格尔形式化的毛病。他详细说明了距离和方向在理智上的可测量性（理智主义模式）和某些印象与身体诸部分印象之间的联系（经验主义的模式：如，对地板的印象和对脚的印象），在经历由自然或实验创造的条件所引发的紊乱后，不足以重新确立我们身体的定向和空间定向的感觉。但是，身体通过对日常任务进行技能化应付，可以再次获得他自己的空间性和对世界空间的定向。没有身体定向，我们就无法理解任何东西。在稀少的段落中，梅洛—庞蒂说明了我们身体的特定结构确实是某些知觉经验特征
【224】

 的条件。例如，这种持续的知觉幻象：地平线上的月亮比我们头顶上的月亮大得多。这源于对我们来说，直立运动是受限的和人为的，然而水平运动对我们来说是自然的。
【225】



虽然梅洛—庞蒂意识到知觉的恒常性现象与主体得以置身于世界中的“前逻辑活动”有关，但是他没有像托兹那样把这种前逻辑活动与身体的自然特征相联系。在托兹这里，这种前逻辑活动就是：我们的必须持续地维持在地球的重力场中的身体直立姿势与我们身体向后和向前运动的不对称性。另外，在梅洛—庞蒂这里，空间定向也不是由我们向后和向前运动的固有不对称性所构成的。霍夫曼（Piotr Hoffman）
【226】

 认为，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更像是一个纯粹的权力中心，与之相联系的是偶然具有人类身体特征的身体—客体。在梅洛—庞蒂的阐述中，身体—主体和身体—客体之间的鸿沟变得更大了，因为梅洛—庞蒂自己首先要求：有关人类身体构成的一贯事实应该被当作是任何可理解的人类经验的必要条件。“人当中的每样东西都是必然的。例如，有理性的存在同时也是直立的、拇指和其他四个手指能对握的存在，而这不是纯粹的巧合；同样的存在方式也表现在两个方面。”
【227】

 但是他的这些原则在《知觉现象学》中并没有得到系统的现象学应用。
【228】



一般来讲，将这些关于身体特定构成的自然事实划入生理学的范畴较为合适，所以现象学家们没有义务把这些事实放入他们的现象学阐述中。
【229】

 用我们身体的物质结构来在因果上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智能行为，也不是现象学家的任务。但是，托兹认为对世界的活生生经验所揭示出来的东西，强迫我们必须将这些事实放入现象学的阐述中，而且比起实证科学来，现象学更能够揭示身体的物质结构在我们的世界经验和生活意义构成中的作用。他的这种解释架起了对认知的现象学进路和实证科学进路之间的桥梁。

那么身体的自然特征或者说特定构成是什么呢？它们在我们的世界经验和生活意义建构中起什么作用呢？

3.5.2.4　时间的身体性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他所指的身体的自然特征或者说特定构成，主要指：身体是有指向的，即我们身体向前运动比向后运动要容易得多。绝不能将这种不对称性看作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偶然特征，或者将之看作只在这种程度上是重要的：在一个已经组织好了的时空场中，它对于我们确定“后”和“前”的感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正是这种不对称性
【230】

 构成了时空场本身，尤其是时间轴。
【231】



托兹指出，知觉时间根植于我们能自主运动的身体的自然和物质特征。“由于我们的身体是由前—后不对称构成的，因此有效的活动被指向前面的东西”
【232】

 ，所以我们往后的运动是笨拙的并且很少是有效率的；除非我们转过身来，否则我们对我们身后的知觉场的探索就要求人工设备（如后视镜等等）的辅助。行动和有效的知觉总是指向前面的。我们通过将身体朝向客体、接近它，让客体在让我们可以使用它和探索它的意义上向我们呈现。利用这种对我们的向前运动的理解，我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意义上说：把这个或那个经验置之身后或把这个或那个经验置之身前等等。因此，我们向前的运动是构成我们的时间流逝观念的基础。至少在知觉的层面上，时间的静态次序或动态流逝源于我们身体向后和向前运动的不对称性。

对于我们能知觉到时间的流逝（passage）方向，他解释道：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具有指向性（directedness）。身体的指向性通过让我们感觉到事件的发生，让我们知觉到事件的指向。另外，这种有方向的流逝的不可逆性，能被我们知觉到的原因是：我们拥有明白我们自己运动的不可逆性的能力。这种能力使我们能把最初的运动和之前运动的逆转区分开。例如，在来回走时，我能够把走过去和走回来区分开。同样地，我能够区分对有方向事件的最初的明了和对有方向事件的逆转的明了。

3.5.2.5　直立场

上文已经提到，梅洛—庞蒂曾注意到：持续的知觉幻象——地平线上的月亮比我们头顶上的月亮大得多，源于对人来说，直立运动是受限的和人为的，然而水平运动对人来说是自然的。因此，在他看来，直立运动的局限性造成了知觉的局限性。与他相反的是，托兹认为，直立运动是知觉的根本条件。因为人的直立运动创造了直立场，而水平运动创造了水平场。“直立场即这个场：在其中我们的身体得到定向的场。另一方面，在水平场中，我们参照场中的客体而非水平场本身进行定向，于是，去说什么一般恰当或不恰当水平定向是没有意义的。”
【233】

 直立场优先于水平场，因为我们能够恰当地进行直立，然后才能有效地对在水平场中的客体进行定向。

在直立场中，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被抛至与其他客体在一起。而这种共在，正是其他客体向我显现的前提，因此正是认知活动的前提。“客体是可遭遇的和可确定的唯一条件是我们被抛至与它们在一起，……就在普通世界的直立场中。”
【234】

 因为人的身体是一种物质存在，所以在物理上必然受制于地球引力，并与其他物质存在一起被抛入引力场。就此而言，托兹的“被抛状态”（throwness）超越了海德格尔的“被抛状态”（Geworfenheit）（被抛入情绪、社会实践、历史性等等），并且超越了梅洛—庞蒂的“身体在世界中的抛锚（anchorage）”的思想。

托兹所理解的“被抛状态”，尽管一开始只是纯粹的物质事实，但它立即展现了其活生生的、现象学的意义。当主体在直立场中持续地直立和保持平衡时，主体本身就被规范化了，并接受了直立场给予的秩序。然后，主体再去将场中的其他事物规范化，并将其从直立场中获得的秩序给予直立场中的其他事物。换言之，知觉者不是像康德的知觉者那样去创造秩序，而仅仅是将世界的秩序传递给客体。“我们首先将自己摆正（通常是直立的）在既定的垂直世界场中，然后，在我们所创造的视域场中将事物摆正（让事物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
【235】

 因此，主体在直立场中保持平衡，不仅是一种技能化的应付，也是主体获得与世界的有序统一相同一的路径。

3.5.2.6　身体与时空场

虽然在托兹哲学中，身体的自然特征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被这样理解的身体仍然是世界的主体。时空场就是经由作为世界主体的身体的能动运动产生出来的。康德曾把他的空间观归结为，空间只是所有外在感觉的显现形式，即感性的主观条件，唯有在此条件下，我们的外在直观才有可能。托兹批判了这样的观点，而认为空间不仅是能动主体的身体的关联物，而且只有通过身体运动，我们才能获取全局的空间感觉，而各种各样的对象就是在这种空间感觉中得到定位的。在运动中，我们不是被局限为消极地知道对象，就像休谟所认为的我们经验的方式。通过运动，我们能动地让对象显现。

我们统一的、能动的身体在移动中满足我们的需要，而这时这个身体产生了一个统一的时空场。如果对象要向我们显现或者说我们要进行认知活动，那么必须有一个对象可以在其中显现出来的时空场，而托兹认为这个时空场是由我们的身体运动所主动创造出来的。“我们的前面显然开始了我正要做的事，因为我有要做的事；因此，我的前面产生了位于我们前方的（未来）场。我们的后面显然把已经显现出来的东西置之身后，并因此产生了过去的东西的场，因此前后的身体区分使时间的流逝得以可能。”
【236】

 同样地，当我们活动起来时，身体的左面和右面也产生了针对所有对象的空间场，并且使它们接受了这个场中的位置。“承载我们获取位置的能力，即不移动而转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迅速转向。迅速转向或我们能够这么做的感觉，立刻给予我们以同时的空间环境和我们的位置。在一个完全的转向中，我们显然立刻将环境转变为一种我们周围的立刻的和空间的场。”
【237】

 因此，通过身体的主动运动，我们可以从一个环境移到另一环境。通过运动我们不仅注意到而且制造了我们周围的时空场、我们的环境场、事物在其中向我们显现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场。没有我们在场中的身体运动，就不会有对象在其中可以显现的时空场。

有些人能够在不进行很多运动的情况下知晓他的环境，例如当他被囚禁时。但是，他始终能意识到这种对他的运动的限制，以及这种限制对他的时间感的削弱。他勉强地捱着他的时间；时间似乎是不真实的；他倾向于失去客观时间的线索，因为他倾向于失去对时间的实践主观感觉。由于源于身体运动的主观感觉使对时间的客观测量成为可能，所以在他的囚室的限制下，如果他要想保有某种时间感，那么他就必须还保留某种去移动的能力感。
【238】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身体在知觉活动中占据中心地位，“知觉就是对我们的自我进行搜索的形式，而它的终点是自我—知识，获得这种自我—知识的方式是对客体而非对我们的自我的客观满足知识。这种搜索及其在客体知觉中的完成，是由我们的能动身体的感受统一来进行统一的”
【239】

 ，因此计算机程序设计者们在其设计中也尽可能保有身体，而他们的办法就是将身体运动还原为我们的使用鼠标或操纵杆的手。Windows系统之所以在可操作性上远胜于Dos系统，就在于这一点。

3.5.3　身体与表征的关系

身体与表征的关系，是具身认知中的关键难题。托兹通过对康德的批判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他上述的思想中，我们已经知道任何知觉都是以我们的能动身体、我们所感受到的身体的统一为前提的。而在他对康德的批判中，他讨论了知觉与想象的关系。因为他认为想象即表征。“想象，即我们在想象中保有的东西，而它是作为‘表征’被给予的。”
【240】

 所以，可以认为，知觉是身体与表征的中间环节。如果不是如康德所说的知觉是从理性中派生出来的，而是理性从知觉中派生出来，这意味着理性也是身体的派生物。因此认知必然是身体化认知，而认知的基本范畴也必然受到身体的塑造。身体的自然特征，将是认知中的不变项、抽象认知活动的零点。那么，具身认知将真正得到确立。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看他关于知觉与想象、经验的非概念形式与经验的概念形式的思想，能否成立。在他对康德的超越哲学的批判中，他认为，康德的基本错误是将世界当作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而忽视了知觉中的世界；另外，康德是根据纯粹想象世界的模型中来解释知觉世界的。因为这种做法与表征主义是相似的，所以托兹对康德超越哲学的批判，也是对当代认知主义的批判；而且，通过这种批判展现出来的对知觉与表征关系的现象学分析，对于具身认知有着重要意义。

3.5.3.1　先验知识的悖论

康德的做法引起了先验知识的悖论。因为在先验知识中，形式与质料首先是分离的。形式来自于主体的想象，而质料来自于主体的知觉；想象是没有质料的，而知觉又没有形式。但是，无形式的知觉，怎么就能由想象的形式来统一呢？这个在康德来看是相当自然的结论，在现象学的分析中是成疑的。“试图赋予知觉以纯粹想象的统一认识，导致了无法解决的紧张：如果知觉成分在知觉到的客体中被保留了，那么知识的统一性就丧失了（由于知觉成分或者说身体成分的加入，知识变得不纯粹了，即变得有视角了、有限制了。也就是说，在超验哲学中，知觉成分或者说身体成分是获得真正知识的障碍）；如果认知对象的统一性得到保留，那么认知对象的知觉成分就被剔除了。康德就面对一个两难取舍：要么是关于对象知识的统一性，要么是被知对象的经验特征。这是康德整个哲学的两难。”
【241】



先验知识的悖论实际上是心身二元对立问题的翻版。心掌握形式，而身掌握质料。心身的分离，导出了形式与质料的分离。身体现象学认为，走出这种悖论的出路是将经验的知觉形式与经验的想象形式（将经验的非概念形式与经验的概念形式）相联系。换言之，在具身认知的语境中，表征根植于知觉，并最终根植于主体身体。

3.5.3.2　知觉形式

那么，这种独特的知觉形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身体的自然特征：前后的不对称、直立、通过运动开启时空场等。“知觉有它自己的统一性，不需要理性给予它这种统一性：即我们能动身体的感受统一性（如：用身体的一部分去满足另一部分的需要）；我们看到，对事实的理论理解，其前提是理论理解所不能提供的经验的统一性。”
【242】



由于康德完全无视身体在认知活动中的地位，因此康德不认为知觉能够从身体那儿获得统一性。因此，康德是在错误的地方，即去身的理性那里，去寻找这种统一性：“如果理性概念包含无条件者，那么理性概念就涉及到某种一切经验都隶属于其下而其本身却决不是经验的对象的东西：这种东西，理性在其推理中从经验通向它那里，并根据它来估量和测定自己的经验性运用的程度，但它本身却永远也不构成经验性综合的一部分。”
【243】



但在托兹看来，知觉恰恰能够提供事实经验所缺乏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反而是理论想象的前提。“认知内容源于我们对被借用的知觉的事实统一的想象运用……我们能够将知觉的统一借用到想象的统一中的原因是：我们能自由地从知觉者转换为想象的客体，而我们知道知觉的主体和想象的主体是同一的。”
【244】



为什么康德会坚持认为：事实知识分为形式与内容两部分，且其在形式上是纯粹想象的、自发的、来自理性的，在内容上是知觉的、根植于身体的？因为康德实际上有两个基本假设：“（1）认知对象包含内容和形式，而内容是知觉的、松散的，形式是纯粹想象的。（2）只有通过在认知行为中的无条件的统一性，知识才能获得。”
【245】



在这两个假设的基础上，康德有了这个反题：“认知主体是纯粹的逻辑主体，并能自发地形成判断。否则，他不能给予他的认知行为以无条件的统一性。”
【246】

 康德自己是这样来表达这个反题的：“因此一般自我意识就是那种作为一切统一性的条件、但本身却是无条件的东西的表征。因此，人们关于那个把自己作为实体，作为单纯的东西，作为一切时间中号数上同一的东西，以及作为所有其他存有都必须从中推论出来的一切存有的相关物来思维的思维着的‘我’（灵魂），就可以说：它不是通过范畴来认知它自己，倒是在统觉的绝对统一中、因而通过它自己来认识诸范畴、并通过这些范畴来认识一切对象。”
【247】

 “纯粹”的意思很明白，即认知主体不具身，就能进行判断推理。而身体现象学认为，认知主体必须具身，因为他必须借用来自身体的统一性来进行判断推理。数据库不能进行表征联系，就在于数据库没有物理奠基，即不具身。

3.5.3.3　身体现象学与超越哲学的范畴对比

如果摒弃上述康德的两个假设，就可以有这个正题：“认知主体是物质主体，而其知道自身的存在。否则，他不能成为其事实经验的主体。”
【248】

 在这个身体现象学的正题基础上，再加上康德超越哲学的反题，就有了以下这个范畴对比：
【249】



（1）量，统一

正题：在我所有的实际经验中，我是同一个认知者，因此，在直觉上，我同样是存在的。

反题：在我所有的认知中，我是同一个主体，因此，在直觉上，我与某种特定的存在事物是不等同的。

（2）质，实在（reality）

正题：作为认知者，我是我所有的实际经验的功能上的个体代理，因此我与我的在功能上不可分的身体是不能分离的。

反题：作为认知者，我是我所作出的每一个判断的逻辑上的简单主体，因此，我不是一种质料（substance），也不是判断的对象。

（3）关系，质料

正题：作为认知者，在我所有的实际经验中，我是自我—决定的富有技能的代理，因此，我是一个质料的存在。

反题：作为认知者，我是一个自我—决定的判断主体，因此，我不是一个在判断中得到确定的自我—存在的质料。因为质料的存在，是判断的结果，而我是判断的主体。因为判断的主体与结果是不能相同一的，所以我不是质料。所以，主体是不具身的，认知是不具身的。

（4）模态，可能性

正题：我是实际经验的接受者，因此，我必须拥有实际的经验能力，而这种能力可以附加到我所经验的东西之上。

反题：我是所有可能经验的理解者，因此不能拥有对经验的实际能力，而这种能力作为附加到我所理解的东西之上的某种可能经验而存在。

康德是这样来批判上述正题的：“我不能把那种我为了一般地认识一个客体而必须预设为前提的东西本身当作客体来认识，而且那个进行规定的自己（思维）和那个可被规定的自己（思维着的主体），正如知识和对象一样是有区别的。然而，没有比把诸思想的综合中的统一当成这些思想的主体中的被知觉到的统一这个幻想更自然、更诱人的了。我们可以把这种幻想称之为物化意识的偷换。”
【250】



为什么康德会认为上述身体现象学的正题是错误的？托兹认为，因为他忽视了三点
【251】

 ：

（1）主体只能是物质的主体，否则主体无法认知物质性的客体，因此主体作为物质主体而存在。

知觉者，只有被认为是物质主体，否则就无法被认识。

因此，知觉者作为物质主体而存在，即作为一种质料组成而存在，只能作为具身存在而存在。

（2）主体只能是纯粹主体，否则主体不能思考；主体只能作为纯粹主体而存在，否则主体不能存在。因此，主体不是质料，或者说，是不具身的。

思考者只有被当作是纯粹的、不具身的主体，才能进行思考。

因此，思考者作为纯粹的、不具身的主体而存在，而不是作为质料组成、作为具身存在而存在。

（3）一个同一的主体，即历经他所经历的所有的变化后仍能保留意识的同一性统一的主体。

人类主体能够有意识地在物质主体与纯粹主体之间转换。

思考者与知觉者是同一的，而这一“自然”信念被证明是正确的。

3.5.3.4　双重自我问题

归根结底，康德与托兹、超越哲学与身体现象学的分歧在于对“自我”的本质看法不同。前者认为“自我”是一种非物质的、去身的意识。“但现在我们在直观中根本没有什么持久性的东西，因为自我只是我的思维的意识。”
【252】

 后者认为，除了上述“自我”，还存在另一个“自我”，即我的知觉意识。“在我的知觉意识的内（即时间）直觉中，有某种永恒的东西，即我的能动身体的感受统一。”
【253】

 也就是说，“自我”的另外一面实际上就是身体的感受统一，而知觉就是对“自我”确定的需要的原初统一满足。因此，解决先验知识悖论的方法是：将主体当作是世界中的物质主体。

当然，这里实际上存在着双重“自我”问题，即上述两个“自我”何者优先的问题。“作为能够从能动的知觉者转换为他自己的想象的创造者，并转换回来，我们是拥有双重自我的人：一个是具身的知觉自我，一个是去身的想象自我。”
【254】

 托兹认为，正是在两个自我之间的自由转换能力，反映了我们的知觉自我对于想象自我的现象学优先性。因为，在我们的原初感觉中，我们首先感受到我们的知觉自我，而想象自我是从前者中派生出来的。“知觉经验的呈现是首要的。因此，我们的转换能力是以作为能动的知觉者的首要自我为基础的。想象自我，源出于我们最初所是的单纯知觉自我。”
【255】

 这种身体现象学的观点，可以在对婴儿的观察那里得到论证。通过对婴儿前三个月成长的观察，可以发现婴儿最初并没有理性活动，但有知觉活动，即手和脚的运动、探索。随着这种活动，他逐渐地将自己与周遭世界、世界中的其他物体区别开来，从而找到自我；而这个自我正是后来理性活动中的自我。

3.5.3.5　知觉与表征的关系

在将主体确立为世界中的物质主体之后，就不难解答知觉与表征的关系问题了。通过对知觉与概念之间的系统关系的分析，托兹解答了这个问题。而他的思想，也有助于解答具身认知中的关键问题——符号根基问题。

在康德那里，知觉与表征、知觉与概念的关系是被割裂的。表征不可能从知觉那里、概念化的理性不可能从非概念的知觉那里获得统一性，反之则不然。“在第一个证明方面，每个都可觉察到的他天赋的素质，即永远也不能通过尘世的东西（它对于人的全部使命的天禀是不充分的）来满足的素质。”
【256】



托兹首先承认，就二者提供的满足方式而言，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范畴系统地忽略了在知觉范畴中暗含的消极存在的意义。……我们的概念想象可被理解是：我们将全体的和永恒的对我们需要的满足，表征给我们自己的方式；然而，知觉是我们在局部和瞬间的满足的基础上，呈现给我们自己的方式。”
【257】

 但是，由于主体首先是具身的，因此，在根本上，主体无法接受全体的和永恒的满足。只有上帝，才能接受这种满足。在这里，显然可以发现，知觉范畴是纯粹局部和暂时的范畴；而概念范畴，是纯粹全局和永恒的范畴。这正是知觉与表征的区别。但这个区别，也恰恰反映出二者的联系。将知觉范畴中局部的和暂时的东西剔除掉，就可以得到全局的和永恒的概念或表征范畴。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上升到理性的过程中，知觉的、身体的要素可以完全消除掉呢？回答是否定的。首先，我们的理论理性的合理性只是在于，它表征了一个希望的世界（hoped-for-world），而非我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理性就是一种以希望的方式来进行表征的方式。这种方式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知觉世界中，我们是脆弱的。隐藏、不满意、毁灭、幻象的可能性从来都不能完全被祛除。”
【258】

 其次，可以用理论的方式去研究知觉，用概念去统摄知觉，但是，知觉范畴在知觉世界中仍是不可消除的。因为，我们始终是在知觉世界中的存在。相比之下，脱离知觉世界、进入想象世界，反而是暂时的。再次，我们的概念想象形式的纯粹性，只有当我们的知觉形式在客观上需要理性净化时，才有必要。

当然，表征仍然是一个知识的来源，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259】

 ：首先，它使我们能将过去对客体的经验与现在对客体的经验统一起来；其次，当我们作为纯粹、不具身的思考者时，我们与其他思考者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而这帮助我们分享其他人的知觉经验；再次，尽管想象的形式对于知觉经验来说不是真实的，但它仍然丰富了我们获得知觉知识的能力。

3.5.4　托兹的身体现象学对于具身认知的意义

托兹的身体现象学首先确立了身体对于知觉的核心作用；其次，通过探讨知觉与想象、概念的关系，确立了知觉对于表征的优先性和奠基作用。因此，托兹的身体现象学对于具身认知的第一个意义，就是揭示了身体对于表征具有奠基作用。这个身体不是世界中的一个物质客体，而是作为物质主体的身体，而且正是身体的物质特征使得表征活动得到可能，并限制了表征活动。第二个意义，是通过描述身体的自然特征如何塑造我们的客体经验，揭示了认知是如何得到身体化的细节。第三个意义，是揭示了认知分为具身认知与去身认知。在他这里，与具身认知相对应的是知觉，而与去身认知相对应的是想象。具身认知优先于去身认知。因此，认知科学从去身认知阶段发展到具身认知阶段是合乎现象学的逻辑的。

3.6　原初震颤状态中的身体

对于具身认知的几个关键难题，新现象学家施密茨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解决思路。他的哲学起点是：通过人的身体感知和情感而表现出来的原初的“情绪震颤状态（affektives Betroffensein）”。传统哲学忽视了这一领域，而认知科学家们把这一领域当作是无意识的领域，必须从实证科学角度来加以研究的领域。
【260】

 施密茨则试图去揭示和理解这些无意识的原初体验。他指出，只有以此为研究对象，才能搞清什么是真正的人这个哲学的根本问题。
【261】

 新现象学是一个庞杂的哲学体系，而这里只探讨其中与主题相关的几个问题：身体、知觉、空间、情感。尽管新现象学对这些对象的分析与认知科学完全不同，但新现象学所提供的关于身体原初体验的分析，是具身认知无法忽视的。

3.6.1　身体

与梅洛—庞蒂、德雷弗斯、托兹一样的是，施密茨从一开始就打破主宰传统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见，而让身体获得本体论上的优先性。他将新现象学的主要任务概括为：“通过身体概念，抢在关于人类躯体的纯粹自然科学观的片面性以及这种观点对唯心主义认识论方面的降级之前，将身体性理解为‘被抛’（Geworfenheit）（海德格尔）入一个角度：这种‘被抛’一方面将人交由在世界中存在（海德格尔）的完全偶然性来处置，然而，另一方面，又赐予他打开世界的、直接的、生理的中介（梅洛—庞蒂：etre au monde）。”
【262】



在他的哲学中，前概念、前反思意义上的身体性存在具有了从未有过的重要性。然而，他对身体的理解与认知科学家们的理解非常不同。“当我说到身体（der Leib）时，我所考虑的不是可观察和可触摸的人类或动物的躯体（der Körper），而是人们不用像眼或手这样的‘感官’就能在他们自己身上感知（spürt）到的东西（而像眼或手这样的‘感官’是人们能够根据感知的需要加以运用的）。”
【263】

 换言之，他所说的身体不是借助于感官可触摸、能检查的躯体，而是指处在本己身体上的并被整体性地感知到、又能超越具体的躯体位置和界限的原初感觉与情绪震颤状态。

他通过身体的这种原初震颤状态来克服传统的身心二元论和主客二元论。“现象学的身体理论的这种基本原则，从根本上克服了传统哲学用清晰的理性或含糊的意识去解释世界的困难，消除了肉体和心灵（包括理性和非理性、意识和无意识）的二元论结构。应当肯定，新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是全新的，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西方哲学中从身体的知觉和情感来研究人，施密茨当推为第一人。”
【264】



通过身体（der Leib）和躯体（der Körper）的严格区分、身体岛、身体激动和身体动力学，他向我们揭示了为狭隘的实证科学方法所掩盖、经常被我们感受到但又被我们所忽视的感受身体。这种身体是具身认知不得不严肃对待的。

3.6.1.1　身体和躯体的区分

首先，他将身体和躯体区分开。生理学、神经科学和解剖学足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躯体，却不足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身体，因为作为物质存在的躯体只是人类身体的一个方面。如果具身认知学者们像神经科学那样仅看到身体的物质方面，将并非物质的东西归于物质，或者像理性主义哲学那样只看到身体的非物质方面，固执于心灵的一端，将真实的东西变成内心世界的主观感受，那么他们的身体观就仍然是一种以心身二元分立为基础的身体观。如果他们不能摆脱这种二元论，那么他们就将遗漏身体和认知的本质方面。幸运的是，施密茨提供了彻底克服二元分立的身体观。这种新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具有绝对空间性的特征，并且在原初震颤状态中为我们所感知到。它与物质意义的身体相联系，同时又是一种真切的感觉和体验中的身体，而且在其中没有心灵和物质的区分。

3.6.1.2　身体激动（die leiblichen Regungen）

究竟什么是身体？施密茨认为身体首先是一种身体激动。“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疼痛、饥饿、干渴、恐惧、快感、惬意、清新、疲劳、吸气和呼气，这些就是身体激动的例子，而身体激动就存在于可见和可触的本己身体的部位上，但身体激动不是可见和可触的。”
【265】



在传统的躯体和心灵（亦称意识、心灵、精神、情绪）的二元论中，身体激动被归入器官感觉的范畴，因此是属于躯体的范畴。属于躯体的东西，应该是我们通过看和摸等感觉器官所能通达的东西，且具有空间性；而属于心灵的东西，则仅仅是为心灵所能通达的东西且不具有空间性。身体激动显然不是通过看和摸等感觉器官所能通达的东西，但它又是心灵产生出来的东西，因为没有心灵的物体是没有身体激动的。可让传统哲学感到更棘手的是，身体激动是空间性的。当感受到疼痛时，身体本身处在狭窄空间中，且以身体这个绝对地点为中心，这种狭窄会流泻开来，形成以疼痛部位为基点的气氛。因此，身体激动既不能被归入躯体范畴，也不能被归入心灵范畴。传统的身心二元论就这样被搅乱了。

虽然身体激动在空间进行延展，但它的空间性与躯体的空间性有着本质区别。“从表面上看，躯体在皮肤上有清晰和平面的界限。感受的身体没有皮肤，也没有界限。”
【266】

 这也意味着：身体被抛入世界，但又与世界中的其他物体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身体激动有着上述特殊的特点，因此实证科学很难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于是就对其视而不见。身体激动的特殊性在于它是非平面的、前维度的。例如，在深吸气时，当肺和横膈膜扩张时，人们能清楚地感受到身体空间的扩展；当呼吸新鲜空气时，人们同样能感受到无平面的空间体积的扩张。与这种身体空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自然科学加工后的空间，而后者是平面的且通过点、线、面进行了划分。

身体激动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点化的激动，而它完全在躯体的范围内，如背上流淌着的痒的、尖锐的、强烈的刺痛感觉；另一种是扩散的、气氛式的激动，如泡在浴缸中时，整个身体感受到的惬意，而它完全超出了躯体皮肤的范围。正是第二种激动，显示了身体激动的独特特点。“这种身体激动的真正地点不是出自日常空间定向的地点，也不是在通常科学中得到认识的相对地点，即通过一个系统中的位置和距离关系得到的相对地点；因此，身体激动的地点是在一个空间位置和距离得到模糊确定的系统中的，并且是在整体身体激动（如惬意、清新和疲劳）的感受中的；我们既不能用平面来划分身体激动的地点，也不能在局部身体激动（如牙痛、皮肤瘙痒）中借助位于我们的躯体的确定部分上的知觉躯体图式来找到它。因此，身体激动的地点明确地出现在周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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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3　身体岛（Leibesinseln）

在超越对身体的视觉表征（即借助看和触建立起来的对身体的表征，而这种身体表征代表了自然科学对身体的理解）之后，身体激动浮现了出来。同样地，再感受下去，人们就能感受到身体岛。“这种感受遭际到或多或少的、或浅或深的、模糊的身体岛的波动。这些岛处在持续不断的、通常不受注意的变化中，而且这些岛没有明晰的界限和固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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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身体的视觉表征与身体岛的区别，可以“脚”为例。在身体的视觉表征中，脚分为脚关节、脚节骨、脚掌等部位；但在本己的身体感受中，如在过度用力后，脚肿了起来，这时脚被感受为扩张的、疲劳的、麻木的、无感觉的、疼痛的团块，而这种团块是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感受中的身体总是作为整体的身体，而非划分为各部分的身体。脚疲劳时，感受到的东西，就是一种特殊的身体岛。当然，除了这种在可见和可触躯体界限内的身体岛，还存在超越可见和可触躯体界限之外的身体岛，如被截肢者的幻肢就是被切除的身体岛。“幻肢经常是不完全地存在的，作为在远端的孤立身体岛，它的存在是真实的，并且，只有在知觉躯体图式中的加工才是虚幻的，而且这种加工尝试将截去的肢体放置在不再存在的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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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激动与身体岛是什么关系呢？施密茨认为，局部的身体激动就分布在单个身体岛上，如在感到疼痛、痒、心跳、头部充血、头皮发凉时。此外，整体的身体激动同样离不开身体岛。尽管整体的身体惬意，如泡在浴缸中的惬意，完全越出了皮肤的范围，但与此同时，身体岛也越出了皮肤的范围。

事实上，施密茨对身体激动与身体岛的描述，旨在阐明身体现象学中的身体，完全不同于实证科学研究中的躯体，且完全优先于躯体。二者的一个本质区别就在于：尽管身体是一个空间存在，但身体激动和身体岛都不能根据客观的位置和距离关系得到确定，而只能根据主观地、本己地感受到的绝对地点来得到定位。

3.6.1.4　身体动力学

身体激动、身体岛都是一种原初的身体感受，而身体感受的结构特征是动力学，或更确切地说，身体感受的结构特征是对话性，即窄与宽的对话，而这种特征是相互依赖、共同存在的。就像太极中的阴阳一样，任何事物都是阴阳的统一体。即使是相互对立着的事物，也不是说一方是阴，一方是阳，而只能说，其中任何一方都是阴阳的统一体。例如，正在摔跤的对手，在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身体上，都同时存在窄与宽的对话。

“可感受到的身体感觉本身是对话性的，因为窄与宽作为紧张和放松彼此联系在一起，只要被意识到的体验没有被排除；如果排除有意识的体验，那么私人的窄与宽就只是孤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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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窄与宽的冲突，就是身体震颤状态和身体动力学的基本特征，而这种特征，是无法通过人们对其身体的指认来获得的，必须在身体感受中才能获得。因此窄与宽的对话，只是现象学的研究对象，而非实证科学的研究对象。如果认知科学坚持实证的研究方法，就无法研究诸如此类的认知活动。

身体动力学的基本维度
【271】

 ，除了窄与宽以外，还有原初倾向维度和次倾向维度。身体通常不会停留在平常的混日子中，而是能够从宽广被赶到狭窄中，并达到峰值，例如惊叫、发愣、吓一跳、猛一撞、疼痛等等时。狭窄与宽广通过变窄与变宽实现身体化，而变窄与变宽被交叠为在竞争中想要得到克制的紧张与膨胀，并且变窄与变宽构成了生命的原动力。这种生命原动力仿佛蒸汽一样，构成了生命的基础。在生命原动力中，紧张与膨胀进行着激烈的竞争，正如在吸气和鼓劲时一样；或者，由于其中一方暂时地居于优势，而呈现出节律性，比如害怕和快意时。疼痛时就不是通过这种方式，而只有通过停顿才呈现出节律性。如果人们处在聚精会神、压抑和痛苦地受阻时，即焦虑和疼痛时，在生命原动力中占主导的就是紧张。

3.6.2　知觉

施密茨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在闪电般地防止了事故发生的事件中，所体现的机动车驾驶员的高超技能，阐明了新现象学的知觉观。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经常会出现危险的情况。驾驶员在遇到险情时，只凭瞬间的闪避、刹车或加速，就能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施密茨认为驾驶员的行为“不是遵循规则的标准反应，而是不可预见（unvorhersehbar）其细节的智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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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2.1　对生理主义教条的批判

他认为神经生理学会这样来分析驾驶员所经历的过程，即把这个事件分解成躯体和心灵过程间的来回跳跃。当外周感觉器官受到物理刺激时，这种物理刺激会以电和化学的刺激形式，沿着预先规定好的、包括大脑在内的神经系统的回路进行来回传导（herumwandern），直到这些刺激作为感觉（Empfindungen）跃升到心灵中并在那里得到智能处理；这些刺激在大脑中被处理过后，又经过外周神经到达肌肉，并在肌肉中触发痉挛，而痉挛传导到方向盘和踏板上，从而在紧接着的行动中，避免有可能会发生的碰撞。在他看来，尽管这种用自然科学来分析的躯体进程是理性的，但是，由于在身体与世界之间加入了心灵生活的中介，一切又都陷入到自相矛盾的空想中。因为没有人能体验到从神经系统到心灵生活再由心灵生活到神经系统的双重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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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由于在这个过程中根本没有思考的时间，所以人们习惯于将这些过程推到无意识当中，将之归于认知无意识。

人们相信自然科学分析的原因是人们对生理主义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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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信仰。“整个空中楼阁的表面合理性源于颠倒的生理主义教条：根据这个教条，对于每个生活着的人来说，世界分为他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于是，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只有通过物理信号的传导和转换，沿着包括感觉器官在内的神经系统到达他的内部世界，而他的内部世界所做出的运动反应只有沿着神经通道，通过可逆的输出才可以到达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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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相信生理主义教条的原因是：如果要进行知觉和实现运动意图，那么物理刺激和神经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充分的。他质疑这种生理主义教条的合理性。他做了这样一个比喻。他把知觉和运动意图的实现，比喻为一张唱片中响起了带钢琴伴奏的女歌手的声音，而物理刺激和神经过程只不过是钢琴伴奏。人们不能靠对钢琴音乐进行分析，来研究歌唱的质的特性和歌唱过程固有的规律性。类似地，人们也不能依靠对物理刺激和神经过程进行分析，来研究知觉和运动意图的本质及其过程固有的规律性；不能依靠仅仅作为认知活动必要条件的神经生理过程，来研究认知活动的本质。生理主义的错误在于：与知觉和运动行为并存的神经过程，不见得就是按照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的，并且，知觉和行为与自然科学的工具测量和理论建构的对象在它们的可认识性（Zugaenglichkeit）上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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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他提出了与拉可夫和约翰逊截然相反的意见：需要用对知觉和行为的现象学考察来代替自然科学对物理刺激和神经过程的考察。退一步讲，具身认知不应该抗拒现象学的考察，而应该好好运用它。在对身体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时，应当借鉴对身体的现象学研究成果。

3.6.2.2　知觉

他认为应该这样来解释驾驶员当时的知觉。在驾驶员的视觉中，危险呈现为一个意味深长的印象，而他仅凭一瞥或者说一秒的一小部分，就注意到了这个印象（这个对危险性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态），并且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厄运及其可能的解救程序。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种可能：一、驾驶员头脑中会进行一些思考，然后做出反应。二、驾驶员马上就自动做了正确的事，而且在把握印象与做出反应之间不存在任何中间环节；印象是整体性地得到应答，而不是说其中一个片段单个地显示出来。表征主义赞同前一种可能性，而施密茨和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德雷弗斯一样，赞同第二种可能性。

施密茨认为印象才是真正的知觉单元（Einheiten）。那么，在紧要关头驾驶员所看到的印象，到底是什么呢？印象是一种事件（ein Fall），而由此扩展开的概念是情境（Situation）。一个情境总包括一个本身是连贯的且向外凸显的意义晕（Hof），而且情境由事态、程序和问题构成。于是，程序把事态程序化，而问题把事态问题化。一个情境的意义晕总是混沌—多样的（chaotisch-mannigfaltig）。但这种混沌—多样绝非一般的不清晰，否则驾驶员就不能迅速做出正确的反应了。这种混沌—多样性是完全地不明晰（Entschiedenheit）还是有一点不明晰，取决于这时驾驶员所把握到的印象与情境的混沌—多样性是同一还是差异。

在危险情况下，技艺高超的驾驶员的行为秘密在于：他在借助他看不到的本己身体的行为，来对他看到的团块（Masse）（即其他车辆或障碍物）进行空间定向。当他看见有团块迫近时，他会毫不迟疑地灵巧地驶到一边或掉转方向，从而避免相撞。由于本己身体是通过投身中的一瞥与景象（Gesehen）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人们不需要反应时间就能进行协调，并且在同时起作用的运动躯体图式的帮助下调度相应的躯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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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学认为知觉必须得到理智分析的加工，然而在施密茨看来，这种对运动反应的理解是有缺陷的，因为正是运动反应与理智的印象知觉的不间断融合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3.6.2.3　知觉躯体图式与运动躯体图式

上文曾经探讨过身体图式。在施密茨这里，身体图式这个概念进一步地被精确了，而被称为“躯体图式”（Körper Schema）。席尔德认为，躯体图式就是每个人所有的对其本己躯体的空间意象。施密茨认为对此更清晰的表达是：躯体图式是对本己躯体的空间完型、稠度和划分的先天的、前概念的、无意识的知晓（Beschedwissen）。这种知晓以两种形态存在：首先是以形象的表征形态存在，其次是以自然的（自主的或不同自主的）运动形态存在，并且在运动时，我们不依赖表征就能知晓对于运动来说是最重要的肢体运动的幅度、次序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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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指的第一种形态是知觉躯体图式，即对本己躯体的习惯的视觉表征，它与现实中的躯体姿势（Körperstellung）相符。这种知觉躯体图式是可以在地点空间中得到划分的。他所指的第二种形态是运动躯体图式，即在躯体可以进行熟练的运动行为后，它会获得引导这些行为的定向性（Orientiertheit），而这种定向性对本己躯体的诸部分进行了空间安排。运动躯体图式不能得到地点空间式的划分，而只能得到方向空间式的划分，所以它与知觉图式躯体是完全不同的。

认知科学家们很难运用神经生理学来解释运动协调是怎么在瞬间完成的（例如在驾驶汽车时，身体四肢间的彼此协调），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运动躯体图式的方向空间性并且还不知道目光是身体方向。瞬间的运动协调不是这样发生的：首先在有利的条件下观看，然后处理看到的东西，再做出反应；而是这样的：目光与运动机能这对投身搭档，做出不需反应时间的协同。因为目光本身就是运动躯体图式结构中的一种身体方向；目光与手的相互作用并不比四肢为求得平衡所做的相互配合来得神秘。

运动躯体图式也具有延伸性，而这解释了身体的延伸性。运动躯体图式就在使用工具和处理对象时发生延伸。这时，身体所做的运动行为仿佛是通过其方向空间投入到其对象及对象的环境中的，并且在所能知觉到的、为运动机能所隐瞒的东西与从运动躯体图式中获得的东西之间的界限上发生了变化。在熟练的女速记打字员、技艺精湛的钢琴演奏者那里，这个界限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对象；这些人就像支配他们的四肢一样来支配他们的工具，而不用像在第一次练习时那样，必须对键盘中的位置和距离进行地点空间式的测定。针织女工、外科医生和盲人就像使用他们自己的指尖一样使用针尖、探头和拐杖来进行感知，而驾驶员则借助正在驾驶的车身和双脚正在踩踏的刹车、油门来感受轮胎下的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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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空间

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都认为：世界必须以定向的方式向我们显现，并且世界的定向空间是从投入到日常生活中的具身自我的空间性中派生出来的。如果没有身体定向，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任何东西。这意味着身体定向是认知活动的基础。所以，为了说明身体对于认知活动的奠基作用，这里将阐述空间的身体性与身体的空间结构。

3.6.3.1　空间的身体性

施密茨首先从胡塞尔的一段著名的话开始：“我幻想这样的一个场景：其中有森林、激战中的人、半人马和虚构的动物。我自己就属于这个幻想的世界，作为战友参与到其中。但是我也可以不参与其中、不被计算在内。不过，准确地来看，我自己确实并且必须被一同幻想在内。如果我没有以确实的定向（Orientierung）来设想这些片段，那么我又怎么能肯定地设想这些源自幻想世界的片段呢？在幻想的森林中，一棵树在前景中，另一棵在背景中；一棵树在右，另一棵在左。一头半人马疾驰而来，一条龙从空中俯冲到它身上，等等。所有这些词：右、左、前、后，从上到下等等，虽然是偶然的表达，但它们与在观察和知觉的我（Ich）有着本质的联系，因为我就是被定向的空间和所有的定向维度的零点（Nullpunkt），而在被定向的空间中，每个层次的世界都只能以被定向的方式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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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此的解释是：世界只有在被定向后才能显现出来；即使是幻想，也同样依赖着对自我身体的知觉，而这确证了世界的定向空间是从具身自我的空间性中派生出来的。“当幻想场景不是朝向幻想的亲身遭际（Sichbefinden）的决定的地点来被定向时，就根本不可能连贯地想象幻想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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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认为，空间只是所有外在感觉的显现形式，即感性的主观条件，且唯有在此条件下，我们的外在直观才有可能。对康德而言，外在直观是外在的东西。但在施密茨看来，脱离可感身体的外在直观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康德的空间观中，他遵循的显然是看（das Sehen）的模式。于是施密茨对“看”进行了全新的解释。看是通过目光（der Blick）来进行的，而在他看来，目光就是一种从狭窄进到宽广中的身体激动（Leibliche Regung）：这种身体激动把作为朝内看的目光的看，从视野中抽了出来（entziehen），并且专门服务于以身体狭窄为中介的聚精会神和反省。目光的交往属于内容丰富的身体交往事件，因为陌生的目光被感受为作为身体激动的本己目光，从而被知觉为身体激动。

因此，他认为，康德所谓的外在直观也是一种身体事件，而在空间的结构下深藏着的是感知着的身体结构。如果脱离这种身体性，人们只能得到的是关于空间的肤浅和失真的图像。“空间的结构符合身体的结构，或者说，空间结构完全出自身体结构。在把作为空间本性的空间性转化为身体性时，身体不需要充满整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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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当这种空间的类身体性（Leibverwandschaft）和近身体性（Leibnaehe）达到一定的结构高度，才能以这个高度为起点，获得远身体（Leibfremdes）的空间结构。“与此同时，产生了迈向主体的个体解放的更重要一步：即主体从这一步开始在空间中遇到了陌生之物（das Fremdes），而事实的主体性能把自己的本在从陌生之物那里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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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2　身体的空间结构

在说明空间的身体性后，他开始说明身体的空间结构。他把身体的空间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宽度空间、方向空间和地点空间。在这三个层次中，方向空间是最重要的。他通过阐明地点空间对方向空间的依赖性，持与梅洛—庞蒂、德雷弗斯和托兹相同的反表征主义的立场。

（1）宽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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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宽度中出现了作为原初当下的这里的绝对地点时，宽度空间就产生了。这个“原初当下的这里的绝对地点”就是本己身体。宽度空间的第一个例子是：从本己身体中涌出的模糊气氛，例如，当身体惬意地泡在浴缸中时，所流溢出来的惬意的气氛。第二个例子就是视觉全景。当人们躺着，仰望蔚蓝的天空时，此时没有呈现出任何方向线（Richtungsbahn）或通常的方向划分。宽度空间是最初的身体空间。当这种空间经过方向或地点的划分后，就将产生方向空间和地点空间。宽度空间之所以是身体的，原因在于它完全是从身体当中涌现出来的。如果不存在作为绝对地点的本己身体，也就无所谓空间。

（2）方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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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体的宽度空间中，方向空间就处于身体的狭窄中，而当绝对地点在当下展开时，方向空间就作为身体狭窄的空间方向，从身体狭窄中显露出来；也就是说，宽广促成了方向，而方向就是从狭窄进到宽广中，并从身体狭窄中脱离出来的。

方向空间是以身体为中心的，而眼神、迈步走、跌倒和手势等身体激动就是一种方向空间。例如请求这样的手势。当进行请求时，手势就像电流一样，从身体中心出发走向被请求者。如果是用眼睛来请求，情况同样如此。手势具有的运动感应，使其超越了单纯运动并且给予这种运动以手势意义。手势所带有的方向，与一种不可逆地从狭窄出发到达宽广的身体方向相关联，并且总是奔向一种空间中固定的、对面的人。除了这种终点的身体方向，还存在没有终点的身体方向。如专心致志时，为了追求沉思目标而进行内省，就是相应的例子。

（3）地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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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空间以身体的方向空间为基础。位置和距离关系存在于身体方向的各目标之间，而如果在这两种关系上再引入相对地点，那么地点空间就产生了，而且这些位置和距离关系都是可逆的。

地点空间派生于方向空间，因而在诸如运动这样的智能行为中，身体的方向空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流畅的四肢运动的先决条件是：不通过存在于地点空间中的位置和距离关系就在身体的方向空间中把方向确定下来。例如在游泳和跳舞时，新手根据位置关系和距离关系学习运动。这时，他重视的是四肢的角度、四肢彼此的位置以及合适的距离分配。如果新手要成为专家，那么他就必须能把位置和距离定向转化为方向空间的定向，而不再依赖于对相对地点、位置和距离的定向。

更重要的是，方向空间是非表征的。身体的方向空间以身体方向为中心，而身体方向是从绝对身体地点进到宽广中的。身体的方向对地点空间的基本意义导致我们是这么来确定位置的：根据作为空间的自我中心零点的躯体位置来确定位置。这种在本己身体上感受到的地点空间定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另外，身体也不是一个单子，而是通过投身中的身体交往扩展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临时身体中，而在这些临时身体中，身体方向的零点可以来回移动，例如：在心灵感应、魅力和催眠术中。在面临紧张或危险的事件时，身体通过投身的交往能扩展到共同行动中（例如在一支足球队或一群狼的行动中）。身体群（Leibscharen）的协调处理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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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情感

尽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情感一直位于认知科学的研究视线之外，但是现在情感已经作为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成为认知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和难点。人有喜怒哀乐等情感，而计算机没有。这正是目前计算机与人的关键区别，也是AI为人所诟病的一大难题。另外，在当前人机互动研究中，如何让计算机体会人的情感，也是一个难题。关于情感本身及情感与其他认知过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在当代认知科学中称为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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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计算研究就是去探索：如何创建一种能感知、识别和理解人的情感，并能作出恰当反应的人工系统，即赋予计算机以人的情感。

认知科学中的情感计算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认知心理学的工作。但是，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认知科学在研究对象上突破了行为主义，而在方法论上继承了行为主义。所以，认知心理学依然延续了行为主义的路线。行为主义对情感的研究，集中在情感的外部表现上。情感只不过是一种有机体的行为反应模式和内脏的变化。于是，只保留了情感的客体性维度，而主体性维度彻底丧失了。

相应地，当情感计算研究将目光集中在这些问题（如，情感信息的获取与表征、情感识别与理解问题、人机情感交互的实现）上时，研究者们将注意力全放到情感的客体性维度方面，而忽视人的原初体验对于揭示情感本质的作用。尽管他们也承认情感是一种内部的主观体验，但是他们认为由于主观体验总是伴随着相应的表情——面部表情（面部肌肉变化所组成的模式）、姿态表情（身体其他部分的表情动作）和语调表情（言语的声调、节奏和速度等方面的变化）。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他们指出可以通过研究这些体语来研究情感的本质。然而，在身体现象学看来，要研究情感就应该通过人的原初体验去通达情感本身，而非通过情感的外部表现去通达情感本身。

另外，情感计算研究者们致力于通过使用特定的测量仪器，去研究情感的外部表现。例如，他们通过对脸部复杂的表情变化的研究，研发出应用于人脸表情的自动识别与合成系统。此外，由于更多测量仪器的出现，情感计算研究还通过很多生理指标来研究情感。例如，皮质醇水平、心率、血压、呼吸、皮肤电活动、掌汗、瞳孔直径、脑电EEG等。他们还发现，受惊反射可用作测量情感愉悦度的生理指标，而皮肤电反应可用作测量情感生理唤醒程度的生理指标。

实际上，正如他们已经认识到的，为解决上述问题，人们需要知道人是怎么产生情感并对周遭环境作出恰当的反应的。而这正是身体现象学应该介入进来的时候。毕竟，在方法论上，将人的原初体验排除在外，是非法的。

3.6.4.1　情感的定义

施密茨认为，要真正揭开笼罩在情感头上的神秘面纱，必须从传统哲学以及实证科学的方法论框架内摆脱出来。传统哲学将情感放在个体的内心世界中，并赋予这些生活体验以与人特别亲密的地位。这个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是相隔离的，尽管它能通过意向性行为与外在世界相联系。于是，情感只是每个人的私有财产，并能根据个人经历来得到积累和充实。实证科学则是一种祛除主体性的科学，即否认我是通过感情的震颤状态来通达我自己和我的事实，而只承认客观的、可测量的数据才能通达我自己和关于我的事实。

在摆脱上述两种前见后，施密茨给出了身体现象学视野中的情感。由于抛弃了内在世界的假说，因此情感不再是心灵或意识的专属之物，也不再是非空间性的。由于超越了实证科学方法论，因此情感不再是一个客观上可测量的对象，而是一个身体感受的对象。“我不把情感理解为心灵状态，而是尝试把它理解为身体嵌置于其中的气氛，并且这种气氛具有现象式而非物理主义的天气或气候特点；我的这种尝试是如此之新，以至于人们不太容易评价它的影响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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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来理解情感的模型是天气式的气氛。因为，这种天气式的气氛要么本身就是情感，要么就是非常接近于情感。例如，人们对于昏暗而又令人窒息的天气的感受与厌烦、忧郁的情感几乎没有分别；在雷雨将至之时，身体感受到的闷热，也与那种由共同的激动和紧张的期待所带来的不安和焦躁的情感相像。此外，情感也是具有宽度、重量和密度的。例如，在大自然或大礼堂中，庄严的寂静。

情感具有一种把捉、感染处在其中的人的力量。在高兴地蹦蹦跳跳时，人们明显在高兴的鼓舞下获得了轻松感。通过在物理学和心理学上的可测量的变化，很难解释这种现象。因为高兴给予人们的这种力量，并非源于在物理学和心理学上的可测量的方式，例如通过加大力量。当们处在高兴的气氛中时，阻力——即地心引力——不可思议地消退了。应该说，轻松愉快的人，其自身就是力量的源泉，而使他不再受制于环境的引力。“他们理解了惊人的确定性和不言而喻性，即使最笨拙的东西，也通过他们的情感表达了出来：高兴的人知道去蹦跳，把忧愁藏起来，悠闲地坐着，并对失落一笑了之，等等；处在这种状态中的人不需要考虑如何才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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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2　情感的两种类型

施密茨将情感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种情感是无对象的、发散的情感，而第二种情感是有对象的、意向性的情感。第一种情感的范例是恐惧，因为这种情感具有模糊的、无对象的阴森森气氛。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恐惧具有对象性存在，但恐惧本身具有不可理解和不可探究的阴森性。在《格林童话》中有一个强盗新郎的故事。在故事中，新娘必须遵照捉摸不透的、阴森可怕而且令她感到恐惧的新郎的命令，进入一所阴森的房子。在房子里，新娘最终听到一个神秘的声音：她处在一个杀人犯的房子里。在这个故事中，恐惧有可见的、奇异的和确定的对象：新郎和房子；但恐惧又具有无对象的、阴森森的、捉摸不透的危险性气氛。为什么恐惧似乎具有双重性，既有对象，又无对象？在格式塔心理学的基础上，施密茨在视觉格式塔上区分了在浓缩范围内的集中化（Zentrierung im Verdichtungsbereich）和在基点上的集中化（Zentrierung im Verankerungspunkt）。格式塔的浓缩范围就是由它的特征集中起来的位置，这有些像具备某种特征的轮廓；而基点就是直观地建立于其上的格式塔的位置，它有些像茎上发出的芽。例如，在看牙医感到害怕时，浓缩范围就是病人所感受到的拿着令人害怕的钻头的牙医所造成的气氛，而基点就是每种病人所期待的牙疼。故事中的新娘的恐惧在这种意义上是有对象的，即这种恐惧有浓缩范围；而在这种意义上无对象的，即这种恐惧没有基点。因此，第一种情感即是没有基点的气氛。

除了无对象的、发散的情感之外，有对象的、意向性的气氛也是情感。这种情感的范例是害怕。以对牙医的害怕为例。对牙医的害怕是一种有浓缩范围和基点的集中化气氛。虽然这种害怕作为组织化的格式塔停泊在它的基点上，即对牙疼的预期上。但是这种疼痛又会从基点退回到浓缩范围中，即牙医。所以人们不说怕牙疼，而是说怕牙医。病人刚坐下，并不安地仔细打量着由牙医和钻头组成的场景，并且就在治疗和随之而来的疼痛开始之前，病人的害怕达到了顶点；也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基点经常不可思议地后退了。先前模糊的害怕在浓缩范围内发生了集中。虽然接下来对疼痛的预期和基点出现了，但它们与引发疼痛的装备、医生重叠在了一起。通过害怕，气氛式的害怕变得在身体上可感，并去到病人本己的身体上。“病人的状态成为一种情境——各个大且深的感动性力量都在起作用，而且这种情景是一种在情绪上多方面的情境，并且是在紧张范围内的，另外，正是感动性力量赋予了我们的感情震颤状态的生活以重心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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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3　情感的空间性

相对于传统哲学与实证科学，施密茨情感理论的一个主要突破是：他认为是情感是空间性的。什么是情感空间呢？“情感空间是作为气氛的情感在其中展开来的空间；我说的情感空间具有与视觉空间、听觉空间和触觉空间同样的意义，并且在情感空间中，世界被看到、被听见和被触摸着，而不是被分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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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情感的空间性实际上是气氛的空间性，而这种空间性可以在宽广和狭窄这两种意义上得到理解。当我们待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察觉：这个房间的气氛是令人窒息的还是令人轻松的。令人窒息的气氛给予人的就是一种宽广的情感空间，而它使人的身体也相应地进入到宽广空间中；令人轻松的气氛给予人的就是一种狭窄的情感空间，而它使人的身体也进入到狭窄空间中。“这时，人们在本己身体上感觉到的不只是身体状态，更不是皮肤、咽喉、肺这样的单个身体部分的身体状态，而是某种作为即将要来临的天气性东西，而皮肤、咽喉、肺是不可能即将来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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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证科学来讲，情感空间是难以理解的。例如，从物理学上来看，寂静就是没有声音；而从身体现象学的角度来看，虽然在寂静时没有声音，但是，寂静本身不是空无，而是实体性的，因为它具有为在场者容易记住的分量和具体性质的东西。例如，在大礼堂中的寂静，具有一种宽广、凝重、把捉人的特性，而黑暗的墓地中沉闷地压住人和笼罩人的寂静，具有阴森森的、威胁人和压制人的特性。

身体对于这种情感空间的敏锐洞察，是一种非常高超的认知技术。当身体感受到在无声地与他照面的尴尬气氛时，到嘴边的话也会咽下去；当身体沉浸在节日的欢快气氛中时，他也会欢欣鼓舞起来。这一切都不需要旁人告诉他，也不需要理智的分析。

情感的空间性的一个范例是羞愧（die Sc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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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空间的基本特点是方向性，而羞愧的方向不像高兴那样是向上的，也不像悲伤那样是向下的，而是向心的。有时，羞愧是这样产生的：当有人发出倡议，却没有人对此产生共鸣。这时，对于倡议者来说，向外展开的可能性就被剥夺了，而面对很难实现的向外倾向时，他除了崩溃和尽一切可能躲起来外，别无他法。这时，羞愧的人似乎感受到指向他的目光和手指。即使没有旁人在场，羞愧的人也会感受到他人的眼光和手指的力量。尼采曾经很好地描述过这种状态：当人们突然羞愧起来时，那种情感——我是世界的焦点，强烈地产生了，羞愧的人就像处在激流中一样晕眩；并强烈地感到他正被一双巨大的眼睛以所有的角度打量着，并且这双眼睛能看穿他。

3.6.5　总结

综上所述，新现象学以其独特的超越心身二元的方法论，阐释了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并且也说明了这种身体对认知或智能活动的建构作用。尽管用新现象学方法揭示的身体，说明了客观的科学方法的贫困，但新现象学绝不只是对实证科学的无情批判。随着具身认知研究的深入，新现象学的身体观必将引起更多的技术界人士的重视，并得到实践上的应用。实际上，在欧洲的心理治疗领域、神经科学领域，新现象学提供的关于身体的主观模型，被视为是对身体的客观模型的有效补充。因此，也可以将新现象学提供的认知的主观模型，看作是对实证科学提供的认知的客观模型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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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现象学对于具身认知究竟有什么意义？——从方法论的视角看

在上文中，已经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现象学对于具身认知的意义：第一，现象学是对无身认知的哲学基础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是认知科学由无身认知范式转向具身认知范式的动力之一。第二，通过描述模式识别的身体性、技能的身体性及身体性宣称对于社会性宣称的优先性，身体现象学给出了具身认知取代无身认知的基本原因：认知是具身的。第三，身体现象学对于什么是身体、身体究竟是怎么塑造认知的这两个关键问题的解答，为具身认知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在方法论的层面上，现象学能否以及如何对认知科学做出贡献，还必须得到解答。对于这个问题，来自现象学和认知科学两大阵营的学者们，已经发表了诸多看法。这些学者基本上分为两个立场：正面立场和反面立场。站在正面立场上的是：所有的经典现象学家和研究现象学的学者，以及一小部分同情现象学的学者。站在反面立场上的是：几乎所有的实证科学家，以及分析主义哲学家们。

4.1　对正面立场的分析

（1）经典的现象学家——两种范畴的严格区分

胡塞尔现象学的起点是建构一门真正严格科学的理想。在他早年对数学的研究中，他发现数学的严密性主要是推理的严密性，而非初始基础的严密性。即使推理的过程全是对的，但如果一开始的出发点就错了，那结论肯定是错的。他发现，实证科学不能提供严密的初始基础，即一种真正不可怀疑的东西，而他认为现象学可以提供这种东西。

为什么实证科学不能提供这种真正不可怀疑的东西呢？在他最后的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1936）中，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两宗罪：①科学技术的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
【1】

 ②科学技术的危机表现为它们丧失了对于人的生活的意义，因为它无法回答“人生有无意义”、“人在非人的周围世界中能否自由地作出决定”这些根本问题。“科学对于什么是理性，什么不是理性，对于我们作为自由的主体的人，能够说些什么呢？单纯的关于物体的科学对此显然是无话可说的，它们完全舍弃主观方面的问题。”
【2】

 正是上述实证科学显而易见的缺陷，造成她无法提供那种真正不可怀疑的东西。

但是，胡塞尔认为，科学必须建立在真正不可怀疑的东西的基础上。如果现象学可以提供这种东西，那么，实证科学就应该建立在现象学的基础上。因此，具身认知也必须以身体现象学的洞见为基础。

在《现象学与神学》（Phänomenologie und Theologie, 1927）中，海德格尔提出了他的著名观点
【3】

 ：实证科学是存在者层次上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存在者（das Seiende），而现象学是存在论层次上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存在（das Sein）。他甚至认为，神学与化学之间的相似之处，多于神学和哲学之间的相似之处，因为神学与化学都以存在者为研究对象。因此，尽管在当代认知科学中，海德格尔得到非常多的关注，但他自己是否认现象学与实证科学之间对话的可能性的。

但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和精神病学家波斯（Medard Boss）在1959—1969年一起做了一系列讲座，即佐力克讲座（Zollikoner Seminare），而他的“此在分析”被波斯运用于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实践中。从那以后，精神病治疗成为了联结现象学与实证科学的一种重要方式。

实际上，如果海德格尔对存在者与存在的划分是正确的，如果现象学真的能够揭示存在，那么研究存在的身体现象学对于研究存在者的具身认知将具有关键意义。当然，难题在于揭示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联系。

总之，在经典的现象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这里，有了以下严格的范畴区分：真正不可怀疑的东西／派生的东西、人／物体、主观事实／纯粹事实、存在／存在者。现象学研究前者，而实证科学研究后者。他们都认为现象学的研究优先于实证科学研究，但是，对于现象学究竟能够给予实证科学什么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仍显模糊，或者说，比较形式化。更加清晰和具体的回答，来自当代的现象学研究者们。

（2）当代的现象学学者——两类范畴间的同型相符

在当代认知科学的语境中，上述范畴区分转变为了两种表征概念的区分，即可意识的表征概念与不可意识的表征概念。尽管对于“表征”概念有很多不同的用法，但实际上，从根本上来说，“表征”这个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用法，即可意识的表征概念与不可意识的表征概念。在现象学中所使用的表征概念，是指主体可意识的、可体验到的经验；而在认知科学中，则是指主体不可意识的、不可体验到的活动，或者说是一种去主体的、完全客观的活动。用另外一种非常流行的语言来说，第一种“表征”概念是第一人称的，而第二种是第三人称的。

在认知科学中，已有学者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如，皮利辛（Zenon W. Pylyshyn）在一篇非常有影响的论文
【4】

 中提到，对诸如看、听或意象这样的认知活动，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意义。在第一种意义上，它们指信息处理功能，即在与所储存的信息的互动中，处理通过视觉或听觉系统接收到的传输信息或解码信息；在第二种意义上，它们被用来指伴随着这些处理活动的有意识体验，即对看、听、意象等认知活动的有意识体验（或者说用心灵之眼来检查表征）。

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即信息与体验之间有什么联系，或者说，意识不能把握的东西与能把握的东西之间有什么关系？皮利辛认为，人们可以说意象可以通过内省得到检查，虽然信息处理功能本身不能通过内省得到检查。然后，他补充说：“我们必须问：对意象的体验能否揭示信息处理功能或信息处理所依赖的信息的精神表征的重要特质。但是，我们不能假设这种观察能揭示精神意象的内容。这种观察不仅带来了严重的方法论危机，而且，它也不是对功能表征的观察（即人类信息处理）。”
【5】



实际上，在认知科学中得到最广泛接受的关于表征的意见是这样的：“精神意象（imagery）涉及的是作为用心灵之眼来看意识体验之基础的表征格式，而长久以来对精神意象的争论并不涉及储存在记忆中的视觉内容的本质或人们所拥有的这些体验的事实。”
【6】

 显然，“表征”的第二种意义被完全排斥了，即这个术语不再指一种特殊的有意识主观体验或精神活动，而且对表征的有意识的主观体验是：某种要在位于信息处理功能中或可意识精神过程之下意义上得到解释的东西。正如科斯林（Stephen M. Kosslyn）所说的：“当我们知觉或意象客体时，在我们意识到它前，已经进行了许多处理。”
【7】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内省在本质上只揭示了冰山的顶端，而我们现在对没在冰山下的部分也有兴趣。”
【8】

 于是，以有意识主观体验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现象学，被认为不能对认知科学作出贡献。

瑞士现象学家马尔巴赫指出，“冰山之尖”这个隐喻代表了当代认知研究方法论的中心教条。与这个隐喻紧密联系的观点是：意象的主观意识体验必然是某种心理过程的结果，而这种心理过程就在漂浮在昏暗、无意识的大海上的精神冰山的水面以下部分进行。
【9】



为什么认知科学会将焦点放在“水下部分”？为什么认知科学家们试图将体验解释为无意识的信息处理的结果？这应该是由于认知科学在方法论上仍然没有从行为主义中完全脱胎出来。认知科学为了避免陷入内省精神主义，为了尽可能不使用内省术语，便以计算机为模型，在做研究时不诉诸意识和主观性。在这方面，认知科学与行为主义没有差别。正如福多所说的：作为像计算机一样的东西的心灵，或更确切地讲，是像心灵一样的计算机。认知心理学家和心灵哲学家实际上是在依赖无意识的物理符号操控机器或信息处理器。

这种方法论，正是20世纪早期胡塞尔在提及实验认知心理学时所批判的。胡塞尔说：科学心理学为了支持所有对心理事实的间接刻画而取消了对意识的直接和纯粹分析，结果错过了对其有关精神现象的结果作出真正心理学解释的机会。
【10】

 今天的现象学学者们和胡塞尔当初一样，相信人类自身对认知的原初体验，在研究认知活动是必不可少的。毕竟，信息加工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能够主观地对知觉对象进行完全不同的体验。事实上，科斯林也曾要求：“显然，一个意象理论应该与对它的可靠的反省报告相一致，而且应该为对这些体验的解释提供基础。”
【11】

 最重要的是：对这些体验的解释不应该只是建立在大众心理内省知识的基础之上，而更应该对这些体验进行严格的现象学分析。不仅如此，在逻辑上，现象学的解释应该优先于因果解释。

如果科斯林的上述宣称是对的，那么认知科学必须从比大众心理学更好的理论中提取假设，而这种更好的理论，就是现象学。现象学提供了指引认知科学所必需的可靠的和系统的对主观认知的描述和分析。“意识为研究精神现象提供了实验资源。借助这个，我只是指：即便我倾向于共享我所接受的标准的自然主义观点，精神（包括意识）最终会根据普通物理特质得到解释，我仍不相信这些解释本身就是全部并且只能在自然主义的研究层面上被发现。”
【12】

 根据这种观点，如果认知科学要更精确地定位它所试图解释的东西，它就需要放宽界限，即将现象学也包括在认知科学的组成范围内。此外，现象学还可以对认知科学做出具体的规范。例如，马尔巴赫认为，如果我们要理解哪种脑活动产生意识或与意识相关联，那么，我们首先必须有“讨论精神的真正本质的基本概念范畴”
【13】

 。这样的范畴就由对描述原初意识经验的现象学来提供。因为，“为了把真实的科学内容给予认知心理学和相关的心灵哲学用来决定它们分析对象的术语／内容——即精神现象，对意识的系统描述分析在其本质上必须得到事先假设……”
【14】

 。

马尔巴赫的主要贡献是将胡塞尔的现象学引入到了认知科学的语境中。尽管他强烈地主张现象学能够对认知科学作出贡献，但他对二者关系的勾勒仍然不具体。盖尔德（Tim van Geleder）则出色地勾勒出这种关系是什么，又应该是什么。

他首先注意到二者是非常不一样的。“它们有它们自己的著述、从业者、专业会议、词汇、方法等等。他们有根本不同的方向：现象学的初始假设是，心灵研究必须植根于对（自己的）经验的本质的直接注意；然而，认知科学的初始假设是，纯粹的心灵科学必须植根于对他人心灵的可观测方面的观察。”
【15】



但盖尔德和马尔巴赫一样，都不认为应该把现象学和认知科学看作是不相关或者对立的学科，而应该把它们理解为是互为制约、相互启发的。二者应该相互丰富和指引。针对皮利辛的观点，盖尔德认为一个完整的认知理论必须将因果机制和主观体验、信息处理活动和现象学观察结合起来。“但是根据那些机制的本质，最终必须有对那些现象为什么是如此给予的解释。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的经验的本质应该被认为可以限制我们的认知科学理论和模型。”
【16】



盖尔德的重要贡献是提供了一个具体案例。在这个案例中，现象学对时间意识悖论的解决，对认知科学选择何种听觉模型，起到了启示作用。

时间意识的悖论指：当我体验某种时间性的东西时，除了对它的当下意识之外，我还意识到更多的东西。例如，当我听一首乐曲时，我不只是听到当下这个曲调，我还听到更多的曲调。如果不能听到这更多的东西，我将很难听出一首乐曲。那么这更多的东西是什么呢？

为了解决这个悖论，胡塞尔指出了时间意识的三重结构：原印象（primal impressions），即对时间客体的当下阶段的意识；前摄（protentions），即对时间客体的未来阶段的意向；滞留（retentions），即对时间客体的过去阶段的意向。时间意识的三重结构成功地解释了我的意识是怎么建构了意识对象的过去和未来阶段，并且将客体意识为时间性客体的。当然三重结构仍然保留了一些神秘之处——滞留和前摄是怎么意指已经逝去和还没有存在的东西的？

尽管认知科学没有将时间意识作为研究对象，但是盖尔德认为，认知科学中对于听觉模式（如，设计能够进行对乐曲进行模式识别的人工系统）的研究，实际上相当于现象学对于时间意识的研究。认知科学中的听觉模型有两种：一种是计算主义模型，另一种是动态主义模型。计算主义听觉模型的工作原理是：将对听觉信息的识别算法应用到听觉信息的符号解码中。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听觉信号得到解码，而在第二阶段，被解码的信息得到分析。所有的计算主义的听觉模型在结构上都有一个典型构造：即缓冲。缓冲是听觉信息以符号的形式被储存的地方。“实现这一步的办法是：按照有规则的频率收集听觉信号，即使用独立的钟去收集时间点并在这些点上测量信号，然而将它们与相应的时间点一些储存在对这些测量的缓冲符号表征中。”
【17】



盖尔德是认知科学中动态主义进路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而动态主义的主要主张是将动态系统而非计算机当作认知系统的模型，而且与计算主义相反，动态主义认为：认知不是符号操控，而是在动态系统中的状态—空间进化，以及在这种进化中的秩序和结构涌现。“什么是动态系统：它就是一系列量，而它们独立于时间进化出来。太阳系就是最著名的动态系统；它包括太阳和行星的位置与动量，而所有这些都是一直在变化中的。以这种方式，每个量的当下状态影响着其他每一个状态的变化方式。在认知科学中，大多数的动态主义系统都是神经网络：在其中，独立进化的量是神经单位的活动层面。”
【18】



动态主义听觉模型的工作原理是：让听觉模式影响动态系统的进化方向。这种模型实际上一种人工神经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每个系统变量（神经单位）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变量是其他变量的当下活动的原因，并且它们之间的联系是由不同的程式决定的。“在特定时刻的网络整体状态就是在那个时刻的每个神经单位的值的系列。这个整体状态与所有可能整体状态的几何空间中的点相联结。”
【19】



那么上述两种在不同进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听觉模型，孰优孰劣呢？盖尔德认为，判决性的证据来自现象学。对于这个观点，计算主义认知科学是不赞同的。因为在她看来，计算过程是潜意识的，而且当人们回到原初体验时，并不能感受到来符号以及构成那些过程的符号转换。所以现象学无法直接反驳计算主义。我们不得不承认，计算主义对于现象学的这个反驳是完全正确的。确实没有理由假设现象学可以直接洞察潜藏在身体感受之下的因果机制。

但是计算主义对现象学的排斥，也有一个非法的假设：即任何现象学的数据都是可以忽视的。“他们的模型的检验依据只是：模型能否与测量到的行为数据相符，而我们自己对经验的观察是完全不计在内的。”
【20】

 然而，在盖尔德看来，从长远来看，计算主义的这种态度是无法维持的。因为，如果现象学证据不能像实证数据那样得到重视，如果有意识的体验不能与因果机制恰当地结合在一起，那么，就不会有任何完整的心灵和认知理论。“尽管现象学不能直接洞察对经验现象负责的因果机制的本质，但是，必须在这些机制的本质的意义上，解释为什么这些现象是以这种方式被给予的。因此，我们经验的本质应该被当作是有潜力限制认知科学的理论和模型的。”
【21】



在对计算主义的方法论进行驳斥以后，盖尔德又指出：计算主义听觉模型实际上与胡塞尔所批判的迈农的时间意识理论相吻合。
【22】

 迈农（Alexius Meinong）认为，我们只有在时间性客体已经发生过了之后，才能将它知觉为一个时间性客体。例如，我们只有在一支曲调已经播放好了之后，才能将它听出来。时间意识实际上是一种将时间客体在各个瞬间的呈现黏合在一起的精神活动，而这种活动只有在各个瞬间都已经发生过了以后，才能进行。

尽管认知科学家们没有注意到迈农的工作，但是他们设计的计算主义模型有着迈农式的时间意识结构。在计算主义模型中，听觉模型首先以符号的形式被储存在缓冲中，而只有在这之后，识别算法才能开始工作；只有当这些算法完成工作后，系统才能对声音进行模式识别。这意味着：我们要等到曲调的旋律结束，才将它听出来。但实际上，现象学的体验告诉我们：当旋律还在演奏时，旋律就被听出来了。动态主义模式就将这种体验告诉我们的时间意识结构展示了出来。“系统的状态一直在变，从第一音播放开始，系统沿着反映听觉模式本身和系统对那种模式的熟悉的方向在进化。换言之，系统在模式开始播放的时候，就对模式开始做出反应。”
【23】

 现象学的体验就是这样成为认知科学中模型选择的判断性依据的。

除此之外，现象学对于认知科学的意义还表现在：现象学告诉我们在潜意识中存在的意识的结构特征，而认知科学可以去找到这些特征。如果没有现象学的理论建构，认知科学很容易陷入到盲目的探索中。“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指明时间意识需要滞留和前摄，以及它们必须有的一般质，而认知科学揭示了时间意识产生滞留和前摄的实际机制。”
【24】



4.2　对反面立场的分析

为什么认知科学在方法论上，完全坚持实证主义，而置现象学于不顾呢？还有这样几个原因：

（1）认知科学把现象学与内省主义相混淆了

因此，有必要考察现象学与内省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随着行为主义的衰落和认知主义的兴起，心灵重新回到了心理学中，而意识（主观性）没有回到心灵科学。一个主要原因是：认知主义要与行为主义保持在法论上的一致，就要排斥内省主义的方法论。为什么非要排斥内省主义的方法论呢？因为从冯特开始，心理学开始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从此再不愿再回到哲学的方法论框架内，而在心理学家们看来，如果不摆脱内省主义哲学，就无法保持心理学的独立性。但是，代价也很沉重：即意识（主观性）被完全忽视了，或者是说是完全无法理解了。心理学的办法是完全排斥意识（主观性）作为研究对象和手段的意义。糟糕的是，心理学的这些做法，不加批判地为认知科学接受了。随着内省被排除掉的是真正有价值的原初感受。

实际上，现象学与内省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二者的起点是完全不一样的。现象学的起点是意识体验的不可还原本质，或者说原初的身体感受。这种体验或感受，与内省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内省是一种反思，而现象学所诉诸的体验或感受是前反思的。这种将内省与前反思的体验相混淆的做法，也导致了大多数英美分析哲学中的学者们，不愿意将焦点放在对主观体验的分析上。例如，塞尔在保卫主观性的不可还原的本质的时候，却忽视了主观性的认识论地位，因为他认为正是我们所试图观察的主观性这个事实，使得我们的观察成为不可能。
【25】



其次，二者的方向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内省主义假设我们能够通过内省通达我们的体验，就像我们能够通过内省通达我们的内心世界一样；而它更深层的假设是有一个“我”正在自我观察、进行内省。这个“我”到底是什么，内省主义没有很明确的界定。正如瓦雷拉（Francisco J. Varela）所说的，通过内省可以通达我们的内心世界，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然态度和先行假设。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的第一原则是现象学还原，即把一切未经严格批判的态度和假设悬搁起来。“在特定场合，现象学还原截断了我们快速的细节和信念，并且现象学还原中止了我们认为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应该’发现的东西或‘期待’的描述。现象学还原不是‘向内看’，而是宽容地悬搁结论，以便让新的方面或洞见展现出来。结果，悬搁没有维持主客二元性，而是打开了主体与客体越来越难以区分的现象域。”
【26】

 更准确地讲，在现象学这里，内省没有在内省主义那里享有特权，同时，也不存在一个作为内省对象的内心世界。

实际上，现象学也是内省主义的批判者。这在施密茨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批判了内省主义心理学的两个基本假说：内在世界假说（die Innenwelthypothese）和内向性主体（Introjektion）假说。
【27】

 在内心世界的假说中，每个人的世界分为他的外在世界和他的内在世界，而内在世界中的表征关联着外在世界中的一个对象。内向性主体则是按照内心世界假说而确立起来的心灵，或者说一个内在的“我”。他认为，这两个假设对于现象学的根本目的来说是毫无用处的。“通过内心世界假说和内向性主体而肥大起来的心灵，对于这种意义上的现象描述来说是多余的；……而这一任务即：‘尽可能充分和简朴地描述本质现象’。”
【28】



（2）认知科学把第一人称角度与第三人称角度、主观性与客观性绝对对立起来了。那么，这看似对立的范畴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认知科学从自然科学中所继承的客观性观念包括：主体与客体的截然二分；真实的东西（客观的东西）独立于认知者而存在；客观知识是去主观性的知识（客观知识是一种无视角的知识（超越或抽离我们的特定位置））；客观知识是去情感的知识（只有当认知者在情感上超脱要认知的东西时，她才能拥有了客观的知识）；客观知识是去价值的知识（只有当认知者对被知的东西采取中性态度（不说好也不说坏）时，他才能拥有客观的知识）；控制的观念（对于客体的客观知识是通过控制它取得的，尤其是通过实验操控和观察客体在控制下的有序活动）；非主体建构的观念（客观知识的内容是由事物真正的样子来构成的，而非由认知者来建构的）。

因此，在认知科学看来，认知就是去知道事物独立于认知者而在的样子，而且，要通过超越和控制（它们使科学家们获得去主观性的知识）来达到科学的目的。这种思想源于17—18世纪。在当时，这种思想被用来解释为什么牛顿科学优于经院主义哲学。根据这一解释，经院主义哲学的错误之处在于：将事物自在的方式与它们的有情感的人类认知者联系在一起，而人类认知者错误地将他们自己的精神状态和价值判断加于事物之上。牛顿科学以及后来的自然科学则能够避免这些错误，并获得绝对的、普遍的知识。

但是，这种客观性观念不仅清除了认知者建构认知对象的可能性，而且彻底割裂了第一人称角度与第三人称角度，即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联系。

施密茨强烈地质疑这种客观性观念的合理性。
【29】

 他首先注意到“主观的”这个形容词是在一种被人轻视的意义上来使用，即人们把这个词误用为一个人在意见、观点、情感上偏执一端，而不能实事求是。相反，“客观的”这个形容词则在为人推崇的意义上来使用，即人们把这个词理解为一个人能够摒弃自己的偏见、感情，而保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施密茨对这两个词进行了重新解释。他认为，“客观性”实际上是一种事实，即一种每个人都可以陈述的事实。换言之，即从我、你、他等人称出发进行陈述的事实，是同一个事实。“主观性”也是一种事实，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陈述的事实，或者说，从不同人称陈述出来的事实，是不一样的。

通过以下这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很容易就能明白施密茨对这两种事实的理解。当我在悲伤的时候，我说出这句话：“我很伤心。”这句话描述的是：“我很伤心”这个事实。然而，当另一个人也来说这句话时，他描述的要么是另一个事实（“他很伤心”这个事实），要么是一个假的事实（他只是将这句话念了一遍）。如果我确实很伤心，那么“我很伤心”这句话就描述了一个主观事实。然而，人们也可以构造一个客观事实，即“徐献军很伤心”。那么，这个客观事实与我说“我很伤心”这个主观事实是否同一呢？显然，在“徐献军很伤心”这个客观事实的表达中，不包括这个个人色彩，即“我是徐献军”。因为当其人说“我是徐献军”时，如果他也叫徐献军，那么他表达的是其他事实，而如果他不叫徐献军，那么他表达的是一个假的事实。显而易见，同样的话，从我口中说出来时，表达的是一个事实，而从他人口中说出来时，表达的就是另一个事实。在客观事实中，徐献军很伤心；然而在客观事实中，一个关键的东西被剔除了，即我就是徐献军。相反，在主观事实的表达中，我就是徐献军这个关键的东西，仍然保留着。“这就证明了：主观事实（和主观的非真事态）是存在的，因此，认为所有事实都是客观的，这是错误的。”
【30】



主观事实最多只能有一个主体，并且只能从第一人称角度和自身的角度来被陈述。其他人不能陈述主观事实，因而也不能通达主观事实。庄子与惠子的古老争论，“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就深刻地反映了主观事实的这种特殊性。

但有的时候，主观事实与客观事实是交叉的。“拿一个数学问题来说，它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客观问题，而对正在解决它的数学家来说又是一个主观问题，就像一个人的财政问题或性困惑一样。”
【31】

 那么，主观事实与客观事实，或者说事实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施密茨认为，主观事实是客观事实的基础，而事实的主观性又是客观性的基础。在这一点上，施密茨实际上提出了身体现象学与具身认知的核心观点：即主体的能动涉入，是认知的首要条件。他指出：主体存在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是感情的震颤存在的主观事实。首先，感情的震颤存在的主观事实，是主体存在的充分条件，因为每个感情的涉身其中者和意识拥有者都感受到：主观事实与他自己相关；而且不管个体对这种感情的震颤存在抱何种态度，这种震颤存在始终能够通过气氛式的情感，来将个体塑造为主体。其次，感情的震颤存在的主观事实，是主体存在的充分条件，因为如果没有感情的震颤状态，那么一切都将保持同等的中立性；除了温度、电子状态等自在存在之外，不会有思想、感知和努力等自为存在。因此，个体将只能作为世界中的一个与其他个体没有区别的个体而存在。简而言之，感情的震颤存在的主观事实，即是自我的内容。

经验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曾经假设所有的事实都是客观事实，因此科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客观的方法和手段，获取客观的知识。行为主义以及认知主义都继承了这个假设。因此，认知心理学成为了没有主观性的心理学，而认知成为了没有主观性的认知；人被解释为了一种特殊信息加工系统；只有客观的方法和手段才能揭示认知之谜。施密茨认为事实完全相反：“所有的事实（如此存在Sosein构造了主体）本身是主观的。随之就产生了感情的震颤存在的事实的主观性，因为没有人本身是完全冷漠的，所以没有对他的如此存在的每个事实都是冷漠的，因此，事实的主观性涉及的是人本身，它就像主观性的光芒，由此事实的主观性在参与性存在（tua res agitur）的意义上和人相关。”
【32】

 如果他是对的，那么认知科学对第一人称视角、现象学的排斥就是错误的。

（3）认知科学认为，如果现象学一定要进到认知科学中，那么现象学就必须将其自身改造为异质现象学（heterophenomenology）

持这种观点的是非常著名的认知科学家和哲学家：丹尼特（Daniel Dennett）。他的异质现象学不是对经典现象学的发展，而仅仅是对认知科学中已经在进行的实践（生理物理学、认知心理学、治疗神经病学、神经科学等从第三人称角度研究人的经验的工作）的理论概括。然而，这种主张实际上否定了现象学可以对认知科学做出贡献。

丹尼特认为，每个精神现象都应该在当代物理科学的框架内得到分析。更确切地讲，他认为关于意识的理论应该建立在从第三人称的科学视角下收集到的数据的基础上，而收集这种数据的方法即异质现象学。“异质现象学的起点是源出于客观的物理科学的中性路径以及对第三人称视角的坚持，而其目的是一种现象学的方法，并且这种方法能够在根本上公正地处理大多数私人的和不可言说的主观经验，同时，又不背弃客观科学的方法论承诺。”
【33】



正如加拉格所认为的，经典现象学假设了科学家和主体之间的同一，因此第一人称视角是最合适的；与此相反，异质现象学认为真正的科学要求把科学家和主体区分开，因此第三人称视角才是最合适的。当对处于可控实验情境中的主体的言语行为采取意向立场时，科学家们只是通过解释他人有关主体状态的话语，来把握现象领域。在这种情形中，科学家不需要把主体的报告当作是真实的，而只需要把主观报告当作是中性的数据和其他实验数据结合起来，并将其解释为一个文本。简而言之，异质现象学就是一种研究认知的第三人称科学方法，并且这种方法是对现象学的一个根本挑战，因为现象学反对单纯从第三人称视角出发来研究人的经验。

如果遵循异质现象学的方法论，那么通往现象王国或者说“回到实事本身去”的唯一路径就是“对公共的可观察数据的观察和解释”。
【34】

 我们对于主体的研究必须是这样的：会见被试的主体们，并记录下他们的话语和行为表现。根据这些，我们可以知道主体的知觉、情感、信念、意愿等精神状态。换言之，“公共的可观察数据”所反映的是一个异质世界，而这个世界是可以同时也是必须通过科学的、客观的方法来加以研究的。

严格来讲，异质现象学不研究有意识的现象、主观的经验（它们是现象学视野中的中心对象），因为在认知科学家们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和主观经验，且都不一样。如果以这种无法取得每个人都同意的数据为出发点，就无从建构一门真正的心灵科学。因此，丹尼特建议可以将这个问题悬搁一下，即主观经验是否有效，而他认为第三人称进路倒是对胡塞尔的悬搁方法的最好执行。剔除主观的成分之后，得到的就是中性的数据。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丹尼特的理由是：首先，同样以现象为研究对象，但我们不能事先假设现象学的调查相比其他学科的调查更加有效，或者说不能事先假设第一人称视角、主观经验比第三人称视角、客观经验更有效。如果我们这么做了，那就将倒退回内省主义哲学时代去。其次，我们不能事先假设现象学不会错误，并且科学家们已经证明：我们通过第一人称视角和主观经验发现的东西并非是绝对正确的。

我们想要证明现象学对于认知科学的积极意义，丹尼特的异质现象学却将我们困在了黑森林中。如何才能走出这片黑森林呢？

加拉格认为从胡塞尔到马尔马赫、盖尔德，再到丹尼特等人，表面上他们分属两个完全相反的立场，但实际上，他们都认为在现象学和认知科学之间、在纯粹描述和客观解释之间存在适当的劳动分工，而现象学必须严格地停留在它的第一人称描述程序上，科学则必须坚持苛刻的第三人称解释。
【35】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现象学的描述和实证科学的解释完全分离吗？第一人称视角与第三人称视角完全分离吗？加拉格认为，丹尼特对第三人称视角、客观性和科学解释的思考反而暗示了：异质现象学不能完全脱离现象学元素，而第三人称解释也不能完全脱离第一人称描述。“这些现象学元素可能会被抑制或还原到某种可操控的第三人称的散漫范畴中，但是它们在第三人称的解释中是在假设的层面上运作的。因此，认知的第三人称解释本身是在第一人称的场合下产生的。胡塞尔在关于科学的最一般术语上做出了这个宣称，并且这激发了他的超验立场。科学所运用的基本范畴直接或间接地源于生活世界——日常大众经验的世界。毕竟，科学是有限的和有意识的人所从事的事业，并且科学是关于有意识地知道和解释世界的。”
【36】



加拉格这样的观点，在经典现象学家们那里就已经提出来了。但不同的是，他引用了实证证据。他指出，正如贝米德兹（José Bermúdez）所主张的：在对诸如视觉这样的实际认知过程进行分析时，如果不考虑认知过程所试图模拟的环境特征，那么就不可能在计算层面上描绘潜个体的认知过程。这意味着神经过程有一个语义维度，并且“当认知科学家们用意向性术语来指代替潜个体陈述时，他们必须这么做，而非出于方便才这么做”
【37】

 。因此，科学家们必须弄清认知过程的意向性意义，才能弄清相关的潜个体结构。

另外，认知科学在方法论上的最终假设是：对于同样的认知过程，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即可意识层次和不可意识层次。由于认知科学的一个主要发现是人的意识的97％以上都是潜意识的、无法意识的，因此认知科学将焦点放在了不可意识层次上。即使现象学能够对认知科学做出贡献，那也只是因为现象学能够提供对可意识层次的描述。因此，人们要真正意识到现象学的作用，就必须找到根本性的理由来质疑这种假设，而在这方面麦克拉马克（Ron McClamrock）的工作
【38】

 很有启发意义。

认知科学的方法论看似是外在主义的，但在最深处，反而是内在主义的。根据这种方法论，主观性是需要解释的东西，而非解释的一部分；解释完全是在大脑的不可意识的神经过程层面上的。在认知科学中，吸取了现象学的“我在故我思”思想的学者们，向这种内在主义的方法论提出了挑战。麦克拉马克是这些学者的代表之一。在他看来，主观性的条件不完全局限在诸如“钵中之脑”这样的人工生态系统中，而是海德格尔式的“在世界中”、梅洛—庞蒂式的在身体中。因此，认知科学真的需要诸如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这样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的洞见。如果人们要在潜个体层面上（例如，句法、算法甚至物理层面上）解释认知过程（例如，从喧闹声中找出有意义的东西），那么人们必须知道系统在意向性层面上（语义、意向或行为）要获得什么。对意向活动的知晓不只是理解潜个体过程的前提，事实上，还决定了潜个体过程的要求。如果一切都是潜个体的，如果主观性被完全抛弃，那么这个世界中就将完全是自在的存在，而不会再有认知的需要。

4.3　结语

尽管关于现象学能否对认知科学做出贡献、又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的争论仍在继续，但不可否认的是，具身认知已经从身体现象学那里吸收了一些有益的思想。

首先，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和梅洛—庞蒂的具身的现象学观念，给予具身认知以一个对待认知的外在主义立场，并使得具身认知得以从无身认知将认知者与世界割裂的内在主义立场中摆脱出来。

其次，现象学告诉具身认知：即使人工系统的信息加工处理可以解释人的认知活动，也不意味着人的认知活动就是信息加工处理。在世界中的应付活动（海德格尔）、身体意向性——身体的最大把握倾向和意向弧（梅洛—庞蒂）、入身（施密茨），都说明了人的认知活动无法像信息加工处理那样，可以得到清晰的表征。

再次，具身认知的核心观念，即认知主体由于具身，才拥有相应的认知能力和范畴，或者说，身体塑造了认知。而这一观念在身体现象学那里得到了详尽的阐发。例如，托兹详细说明了身体的自然结构是如何影响到我们对于客体的认知的、时空场如何是能动身体的建构之物、理性是怎么根植于身体的。

最后，我们注意到，在上述方法论的争论中，各自的立场已经决定了各自的观点。现象学家们为现象学的方法辩护，而认知科学家们为实证的方法辩护。如果一切观点和论证都是可以怀疑的，那么不可怀疑的就是每个人都是站在特定的立场上来说话的。你站在什么地方，已经决定了你会持什么样的态度。一切看似理性的辩护都只是对这种态度的一种文饰。而这正说明了身体现象学的核心观点：认知是身体的认知，而在社会领域，认知由社会身体决定。社会身体即你所站的立场、所持的视角。或者说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即你之所是决定了你之所见、你之所思。除非是无身的存在，才能摆脱这种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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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2007）的基础上写成的。博士毕业后，一直想将这篇论文完善后出版。一方面由于工作繁忙，另一方面由于书中的几个关键难题得不到解决，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完成。

这本书的选题是跨学科性的，即将现象学与认知科学、哲学的理论与科学技术的应用联系起来。坦白地讲，书的结论即是书的起点。在浙江大学的十年当中，身为一个文科生，不时会有理工科的同学们问：哲学有什么用啊？现象学有什么用啊？有人认为，哲学是无用的，但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还有人说，哲学就是没有用，怎么样？我还就是要研究这没有用的东西。

这些回答确实很好，但我不满足于这样的回答。毕竟，从目前来看，也许我这辈子就是一个哲学工作者，并以研究哲学问题为主要生活了。所以，我真的希望哲学是有非常具体的用途的。而我发现，与哲学日益边缘化的境遇截然相反的是，科学技术的地位备受推崇。一切与科学技术相联系的东西似乎都是正确的。因此，我努力想知道哲学与科学技术有什么样具体的关系。

当我在苦苦思索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无意间接触到了美国现象学家德雷弗斯的著作。原来，哲学与科学技术、现象学与认知科学有着如此具体和直接的联系。于是，我将博士论文选题定为“现象学在认知科学研究范式转型中的作用”。

记得论文准备之初，兴冲冲地以为自己选了一个角度新颖且又好写的题目。在阅读和消化大量资料，并开始写作时，才意识到自己选了一个跨度非常之大的题目，而且其涉及的问题都是非常困难的。同时也受到找工作等事情的困扰。灰心之时，不止一次想到另换题目甚至放弃。论文的大纲也是换了又换。直到导师庞学铨教授对我说：“按你心中的思路先写起来，初稿出来后我们一起再来修改”，这才下定决心，摒弃一切私心杂念，专心致志地写了起来。于是，论文的初稿在不知不觉中写就了。然而，初稿仍是相当粗糙甚至有些混乱。庞教授在百忙之余，悉心审看论文，提出了大量中肯的修改意见。根据他的修改意见，我一条一条地落实起来。几经易稿，终于拿出了一篇与初稿完全不一样的稿子。他本希望我能再接再厉，把论文修改得更好。但由于工作单位多次催促，我必须早些毕业。他非常体量我的难处，让我如期进行答辩。但他仍一再希望我能将论文修改得更完善些。庞教授对我的殷切希望，真是让我愧不敢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唯有头悬梁、锥刺股，以求管窥学问之真谛。

浙江大学孟强兄、李恒威兄曾在我写作受困之时，指点并鼓励我。浙江大学杨大春教授、黄华新教授、盛晓明教授，亦就拙文相关问题悉心教诲。孙周兴教授、陈家琪教授，不辞劳苦，如期参加我的答辩，并提出相当深刻的问题，使我受益匪浅。他们的建议和问题，我都吸收在了本书中。在资料匮乏的时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雷弗斯教授，向我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诸位学人对我的错爱，真是让我感激不尽！

家有严父慈母，在我求学期间，不但供应我的衣食，更是常常鼓励我。他们不仅是我的物质支柱，也是我的精神支柱。想来自己虽已三十而立，却未尝尽孝，真是惭愧至极！另外，本书写作后期，正值爱子思源出生。爱妻芳露及岳父母承担起了照料他的主要工作，使我能够安心写作。思源也很乖，尽可能地不吵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

弹指一挥间，从到杭州大学哲学系求学到现在已十二年有余，并且自己也步入而立之年。特以拙著为自己在西溪的求学画一句号。另，师长及家人潜心治学的教诲一直萦绕在耳边。虽然我资质愚钝，但将尽我所能，以不负他们对我的期望。





徐献军　　

200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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